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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中,或者说,是在转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确立的。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心理学的确立,更是以使用实验法为标志的。较为传统或保守的西方人文学者在回应逐渐渗入人文领域的实证主义时不断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以及与这种特殊性相一致的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他们在各自的研究实践和方法论理论上也有着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有的离实证主义近些,有的离实证主义远些,但一般而言,都是相对不甚清晰和难以掌握的,对我国学者来说尤其如此。我国学者进入西方学术的捷径是实证主义,深入理解实证主义之后,我们才能把五花八门的各个学派恰当地区分开。而进入实证主义的捷径,在我看来,正是实验法。在这个意义上,白学军教授不辞辛苦,把一本集中而深入地讨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实验法的书介绍到汉语世界,实在是用心良苦而功莫大焉。
这本书原名叫Experiments With People,直译是“用人做实验”或“有人的实验”,而“有人”正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实验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而不只是适用于原子、分子,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把实验法得到的结论称为“人性”,相信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会得到直观的判断。质言之,我们切不可仅仅把这本书视为一本实验手册。
早在原书第1版的导言中,三位作者就强调,这不是一个“读本”,不是对书中收录的28个实验研究的翻版重印,除了对每项研究加以细节上的完整呈现之外,作者还对研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的说明。我想强调的是,这不是一本入门书,而是一本登堂入室的书。即使没能在方法论上得到启示,跟随着作者的思路,读者也能在方法上受到训练,从而窥见实验研究的堂奥。这样一来,自然地想一个社会心理学问题,独立而非亦步亦趋地进行一项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就不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而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了。
原书第1版出版于2003年,我曾大概翻阅过。第2版出版于2017年,更新了第1版的五项研究:导言中说更新了四项研究,事实上,第1版的第23章“数字诊断”亦不见于第1版。而且,第2版中的各章是按“本章文献”中那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排序的,时间跨度从1955年到2014年。而第23章“本章文献”中的那篇论文发表于2016年,这一章或是按另一篇参考文献作的排序:Banaji,M.R.,& Hardin,C.D.(1996).Automatic Stereotyping.Psychological Science,7(3),136-141.,尚祁读者明察。中译本在原书第2版出版之后三年即告问世,多赖于白学军教授的国际视野和“前瞻性”。在原书第1版导言后面,三位作者之一,而今已故的罗伯特·保罗·埃布尔森(Robert Paul Abelson)深情地提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沙克特、费斯廷格等人,我想,我们的师辈——奠定中国社会心理学和实验社会心理学基础的各位老先生——见到本书,亦必感到欣慰。
汪新建
南开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
推荐序二
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是一个具有学术情怀、关注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履行学科使命的研究群体。他们有一双聚焦现实的眼睛,随时扫描着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万象。一场球赛、一个案件、一个争论,甚至一则寓言、一个故事,等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研究问题的思考起点。他们用嫉恶如仇的社会情绪解析生活现象的冷暖,用冷静犀利的社会思考直射生活现象的本质,用执着不屈的研究实力探寻生活现象的真谛。他们擅长用心理学原理去诠释世间之事实,碰撞世间之人性,运行世间之操行。
《人性实验》一书,不仅书名抓人,目录也吸引人,内容更令人叹服。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网罗其中,一个个熟悉的研究,被作者描述得如此引人入胜,每个实验的展示充满了灵动的流畅性。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各种社会心理效应尽在其中
每个实验结果都被研究者赋予了一个很恰当又很“炫”且易于记忆的名字,你会发现社会心理学家们不是死板的科学家,而是极具造词能力的“文学家”,这体现出了心理学文理兼备的学术训练范式。读者可以在书中的实验研究中看到什么是心血辩护效应、沉默成本效应、登门槛效应、单纯存在效应、外群体同质性效应、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现象、沾光效应与撇清效应、男友偏好效应、单纯曝光效应、错误共识效应、自我实现预言、防御性自我设障、优于常人效应、特殊性效应、污染井效应、死亡凸显效应,等等。
2.实验充满研究思想的启迪性
书中介绍了28个经典实验。在这些成功的实验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研究者们是如何处理实验研究的难点与技术的。例如,实验伦理的问题、实验条件的人为性、虚假情境与虚假被试、结论如何推广至人类社会行为等,还有最简群体范式、内隐联想测验等研究技术。每位研究者都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心理启动元素并创新实验启动方法,在实验室条件下,以奇妙的设计复制出现实环境下的社会心理效应,探查事件的因果关系,确立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检验心理学的研究假设,形成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这些研究流程让我们学到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其中书中展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高级的统计方法,结果统一显示的是百分数的柱状图,但是如此简单的结果呈现方式却说清了如此深奥的原理。实验研究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这些经典学者首创出的研究思想与技术,成了我们现在研究常用的经典方法。
3.叙述框架层层递进
书中的每一章都聚焦一个社会心理主题,研究主题的叙述风格别具一格。每章由这样几部分组成:“开篇”用名人名言引入,显现了高端文雅性。“背景”展现了研究者发现问题的路径,通过描述一件活生生的社会现象,找到一个热点研究问题。在我们常常苦思冥想地去找研究问题时,不妨向周围看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研究的问题点。“做了什么”介绍了实验过程,告诉我们研究者是如何依据问题设计实验研究,运用了什么方法与技术,将研究操作化的。“发现了什么”告诉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是否验证了假设。但是,研究并没有就此结束。“又怎么样了”介绍了研究的延展性,展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实验变式,在不同实验情境中得出一致的结论,提升了研究效度。“后记”总结了研究价值,例如,阿希对从众实验的意义评论道:社会生活需要共识,当共识受到从众支配时,社会过程就被污染了,个体就放弃了让他能够去感知和思考的力量。“启示”则由实验室再回归到社会,归纳出研究的社会价值,例如从众实验给我们的启示是:无处不在和不可抗拒的规范支配着社会生活,其中群体发挥着巨大的规范性影响,只有少数勇敢的灵魂才能反抗。最后是“你怎么想”部分,讲的是在学习完这一主题研究后,读者还有什么需要思考和回答的相关问题。这种与众不同的叙述框架,就像一篇小论文结构,潜移默化地传授给我们社会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流程。
综上,此书具有学术功能、思考功能、社会功能,值得一阅。
许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前会长
推荐序三
由白学军教授领衔翻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雷和格雷格编写的《人性实验》一书与大家见面了。本书所收录的28项社会心理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心理学家对人和人性的探讨。这些研究可以说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已成为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我建议大家看看本书,因为这本书从科学心理学的视角探索了人性的基础。有几个理由值得我们去读这本书。
首先,从主题上讲,对人性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且取决于我们对“人是什么”的理解。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即使是现在,这些问题在心理学的不同领域也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把人看作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分析,才能理解人的本质。但弗洛伊德认为人是由本能决定的,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构成了人性。这两种观点终于在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中走到了一起——要理解人性,不仅要关注人的自然属性,而且离不开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分析。本书所收录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人性提供了实践基础,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谢利夫、阿希和米尔格拉姆等人对社会情境影响人类行为的经典分析,又可以看到心理学家对人类态度和相互吸引方面的分析。这些成果构成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基础。
其次,从方法上讲,本书所收录的经典研究基本上是实验研究,这种方法奠定了主流社会心理学理解人性的基础。人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以调查为基础的相关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的主流,但实际上在主流社会心理学领域,实验研究才是主流。这种观念不仅在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时就已经被崔普利特等人所确立,而以《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为代表的心理学学术阵地近百年来一直坚守着这样的理念。如果我们想融入心理学这个大家庭,就需要在方法上坚守这些信念。这本书中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在坚守这一理念,因此成了经典。
最后,从收获上讲,这本书不仅通过揭示人性深化了我们对人的认识,而且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阅读心理学的研究。本书的每一章都从“背景”“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又怎么样了”“后记”“启示”“你怎么想”以及相关文献等方面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种思路也是我们从一项心理学研究中吸取知识的思路,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思路去阅读心理学的研究报告,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侯玉波
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译者序
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这句话之所以意味深长,是因为我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多年之后,特别是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有一天读到了牛顿的名言后,突然产生了一种醍醐灌顶之感。这种感觉主要有以下两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拜“名师”。名师之所以有名,首先是教会自己如何做人。我的成长得益许多老师的教育和培养。其中最关键的是林崇德先生和沈德立先生。他们名字中都有一个“德”字,且都是全国模范教师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他们首先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什么是“人以德立”,其次才是教我如何选择好的问题开展研究。科学家波尔曾指出:“准确地提出一个科学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科学研究的起点是“问题”。作为研究者,其问题意识是否强,是否对问题敏感,是否找到了关键的科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最终的成败。
第二,读“名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若当初没有读过世界著名的文学经典,那么我根本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德国诗人歌德也曾说:“读一本好书,就相当于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名著”一词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有名的专著;二是有名的单篇论文;三是作者是名人(常常是心理学某一领域的开创者)。本书就是由社会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单篇论文组成的,这些论文的最大特色是思考问题的视角新或方法独特,同时采用科学程序对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启发人们更进一步地去思考、去实践、去创新。
本书的书名是《人性实验:改变社会心理学的28项研究(第2版)》。全书包括28项社会心理学家完成的知名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在社会生活中,涉及个人或群体中男男女女们的人性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阅读这些研究的过程,就是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和思考的过程。这28篇研究不仅能使读者学到如何思考和发现问题,而且还能学会如何解决问题或揭示问题的本质,即学会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究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所学专业,为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将成为我们这一代心理学者必须的担当,特别是如何利用心理学知识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更好地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更好地使青年人为梦想而不懈奋斗,更好地使成年人担当起社会的责任,更好地使老年人老有所乐、晚年幸福。
本书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和已经获得学位的博士们翻译的,他们的具体分工如下:前言、第20章,贺斐;第1章,原胜;第2章,宋璐;第3章、第9章,谭秀娟;第4章,章鹏;第5章、第21章,牛宏伟;第6章、第16章,杨宇;第7章、第10章,陈怡馨;第8章、第22章,鹿子佳;第11章、第15章,白璐;第12章、第26章,都旭;第13章、第18章,邵梦灵;第14章、第25章,赵冰洁;第17章、第24章,符颖;第19章、第23章,张琪涵;第27章、第28章,张明哲。
在大家翻译完后,我对本书进行了校对。鹿子佳同学为本书做了许多编辑和统稿工作。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工作,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完善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很高兴通过翻译,不仅使我自己对心理学的理解更深了一层,而且也体会到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神圣感和责任感。弟子们为了使这些名家研究成果的翻译语言实现“信、达、雅”,一起讨论和交流,从而不断地取得进步。学中干、干中学、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的确是培养学生的好方法。
因为本书涉及的领域比较广,书中可能还有一些表达不准确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白学军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前言
欢迎阅读这本书!本书的内容与社会心理学有关,虽然这些内容常被误解,但是非常吸引人。本书包括28项有趣的研究,旨在揭示人类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实验室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服从群体规范、肆无忌惮的暴行、应对死亡预期、谣言的作用以及内省的缺点。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这些现象会一直令人困惑,例如为什么有人会对不正当群体绝对忠诚、无意识偏见的原理、紧急情况下人们为何会袖手旁观、社会排斥导致的悲惨结果,以及爱的本质。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研究,是因为它们或是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或是解决了具有实践价值的问题,且设计巧妙、实施过程严谨。
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不是初级读物,也不是对实验过程的照本宣科。我们不会照搬(律师请注意!)任何期刊上的文章;相反,每章都提供了关于特定研究的详细说明及相关评论,共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背景”介绍研究者提出的问题;第二部分“做了什么”描述研究是如何进行的;第三部分“发现了什么”深入探讨研究的结果与发现;第四部分“又怎么样了”旨在强调研究的深刻意义及其与直觉不同的方面;第五部分“后记”与更广泛的概念性、实践性或道德性问题相联系;第六部分“启示”所述的重要事实将促进人们的社会性智慧;第七部分“你怎么想”将通过一个或多个问题引发读者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本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总结出一个个令人信服的案例。通俗地讲,“实验”一词意味着尝试一些新的想法或技术。我们的用法更有技术性,具体来说,它指许多参与实验的人(又称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小组中。除了一个或一些关键方面(又称为自变量)之外,被试所接受的处理是相同的。然后,再通过评估自变量对被试的思想与行为(因变量)的影响来明确实验操纵是否有效。实验法在因果推论(X引发Y)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而且可以有效地排除对实验结果的其他解释。
上面的内容有些抽象,接下来,我们用更直观的方式进行描述。我们经常把心情愉悦与爱好交际放在一起讨论,换言之,两者“相关”(correlated)。那么,究竟是心情愉悦让人更爱好交际,还是爱好交际使人心情更愉悦,抑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如性格外向的人更爱好交际且心情愉悦呢?显然,仅仅观察积极情绪与社交能力之间的相关,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那么,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呢?为了考察情绪是否就是爱好交际的原因,我们可以设计实验进行证明。研究者操纵的自变量就是情绪,例如,安排被试分别听两种类型的音乐,一种是节奏欢快的,一种是节奏悲伤的,从而使他们在前一种条件下更快乐,在后一种条件下更悲伤;与此同时,其他所有条件都保持不变。假设在每种条件下被试都是同质的(equivalent),毕竟,研究者没有理由让他们只接受一种实验条件而不接受另一种。由于测量的因变量是社交能力,因此,在不同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被试在社交能力上的差异,都可以明确地归因于研究者对情绪的操纵,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因为这其中不存在任何混淆因素。
尽管我们不能断言实验法可以提供绝对的知识,但可以确定的是,它能使研究者更好地区分社会动态相关理论的正误。事实上,当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与常识观念相悖时,人们常常会对这种差异感到震惊。要知道,不是所有研究结果都像情绪与社交能力间的关系那样既符合预期又看似合理。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心理学实验都面临着伦理和人为性(ethics and artificiality)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伦理。社会心理学家经常被描绘成穿着白大褂实验服的怪物,他们毫无顾忌地利用不知情的被试。的确,就连本书的书名《人性实验》都会让人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种说法当然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社会心理学家非常在意实验程序对被试的影响。例如,他们的标准做法是事先告诉被试在研究中将会发生什么,并征得他们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即表示愿意接受所述程序。此外,在进行任何研究之前,他们都必须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这些预防措施都会让实验研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应该指出的是,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研究很少引发伦理问题(即使有研究存在对被试的欺骗)。大部分被试认为,参与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半小时是有趣和有益的,而且在实验结束之后也常常会和研究者进行友好的交流。这使得后者有机会向被试澄清(即事后说明)研究的目的和理由(即让被试了解研究目的),并得到他们的反馈。人类被试是社会心理学的命脉,研究者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尽可能多地从中获益。
第二,人为性。很多对实验法的批评集中在实验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差异上,因为大多数时候,实验情境无法告诉我们太多关于现实世界的东西。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批评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并无根据;见Mook,1980)。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为性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想要明确是什么“引起”了什么(即因果关系),那么消除混淆因素(confounds,即可能解释两个变量间关联的其他因素)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剥离现象表象的同时保留其基本要素。以“硬科学”为例,如果你想测试金属元素钾是否可燃并发出色光(确实可以,下称“焰色反应”,指某些金属或其化合物在无色火焰中灼烧时火焰呈现特殊颜色的反应)。不幸的是,由于钾的化学反应性,它在自然界中总是以盐的形态存在,即钾盐。为了验证钾元素本身能产生焰色反应的假设,你必须首先人为地提纯钾盐,以免那些与钾元素自然结合的其他元素掩盖其焰色反应,或其他元素的燃烧产生误导性的发光现象。通过类似方法,为了检验任何关于社会心理或行为的假设,你必须先在实验室中对感兴趣的现象进行提纯,以防日常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掩盖其真实本质,或者产生类似这样的误导性印象,即某种现象的真实本质与它实际呈现出的样子并不相符。
如果研究者试图将其研究结果立即推广到特定环境或某个群体中去,那么实验的人为性的确是一种妨碍。不过,研究者会花费大量时间检验一般理论或论证各种效应。因为这些理论知识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还可以使我们依据其基本原理提出解决方案,所以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因此,基础研究可以通过系统的方式指导实际的干预。此外,社会心理学实验并不总是“人为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总是“真实的”。例如,在本书引用的部分研究里,被试需要做各种有趣的事情,如欺骗别人、把手浸在冰水里、回忆自己的经期症状、为癫痫患者提供帮助、准备发表演讲或是传递小道消息,等等。而且,我们敢说,这些活动与许多日常行为,如看电视、开车或做汉堡一样真实(Aronson,Wilson,& Brewer,1998)。
上述示例都被称为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s),指对那些映射于某理论的元素进行操纵、测量的过程。如果某位社会心理学家提出某种理论,认为X会引发Y,那么在任何给定的实验中,他都可以选择操纵一个属于自变量X的例子,并选择测量一个属于因变量Y的例子,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在几项不同的研究中,他也可以选择属于X或Y的其他例子,以确保自己的研究结果不是由单一方法造成的假象。所以,假设有位社会心理学家建构了一项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使人更善于社交,而消极情绪使人更不愿意社交,那么在设计实验时,她就可以通过请被试聆听或快乐或悲伤的音乐、与或快乐或抑郁的人交谈、回忆或愉快或不愉快的经历等多种方法来操纵情绪。同样,她还可以通过让被试评价他们自己对社交活动的兴趣,来量化他们与同伴(研究者的助手,假被试)谈话内容的多少,或者由同伴评价他们在互动中的友好程度,从而衡量他们善交际的程度。如果研究者预期的结果出现在所有或大多数的操作中,那么“积极情绪使人更善于社交”的理论就可获得良好的实验支持。
如果社会心理学家完全放弃实验,只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会发生什么呢?多年前,巴克(Barker,1965)开创了一种研究方法,即他所谓的“研究人类行为的生态方法”。他和同事的目标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里,请大量观察者在不同位置记录人们的日常活动,如在杂货店、公园长椅、冷饮店附近等地收集大量数据。尽管收集到的观察资料加在一起构成了许多关于这个小镇真实情况的古怪事件,但是几乎没有一件能真正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象。而实验室正是创造条件的地方,这些条件能够帮助人们检验关于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理论。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认为,实验法是一种具有独特优势的研究方法,它能够增进人们对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了解。如果没有实验法,研究者就无法明确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预测变量关系的理论能否成立也不得而知。不过还必须指出,虽然实验可能是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尽管实验是确定最终事实的最佳方法,但只使用它往往还不够,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单个实验,甚至是一系列实验,可能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导致研究者暂时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在本书第1版面市时,可重复性危机(replication crisis)的隐患(Ioannidis,2005)就一直存在;这种危机不仅见于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生物学、医学研究中也存在。因此,我们也会对此进行说明。
在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仔细审查长久以来积累的大量实验结果,这些由不同研究者进行的实验往往采用了不同的操纵方法。比如,元分析(meta-analyses)结果经常表明,已有研究结果中混杂着“击中”与“漏报”[1];尽管如此,研究者仍可以从元分析结果中得出稳健的总体结论(例如,“击中”结果的统计优势可支持某种理论)。然而,事实往往好坏参半,这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不同研究结果各异的原因。一种原因是,某种效应出现的前提是某些先决条件[所谓的调节变量(moderators)] ;另一种原因是,由于统计原因,可能没有检测到实际存在的某种效应[所谓的第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 ,或者错误地探测到了某种实际上不存在的效应[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 。为了考查上述问题,富有经验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更频繁地对早期研究进行系统性重复(即重复研究,以核实新研究的结果是否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符)。不幸的是,有时重复研究出人意料地会让人感到棘手。在社会心理学中,一些研究结果很微弱(当然不是本书关注的那些,本书涉及的研究发现通常都经得起时间考验),或者根本不会出现(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2015)。
对上述情况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悲观的评论者来说,矛盾的结果听起来就像是实验科学的丧钟。他们声称,实验研究的发现根本不可信,整个实验过程也是自欺欺人。不过,对于我们这类较乐观的评论者来说,这种现状如同警钟,警示大家科学事业永不终结,并且建构真理的过程可能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
正如上文所概述的那样,原则上,实验法的逻辑是完全合理的。但实际上,由于实验研究操纵的情境很广,各种偏差和不足也会随之而来。例如,有些因素可能会使研究者在无意中倾向于强调阳性结果(即存在某种效应)。首先,实验结果未能观察到某种预期效应的状况常常令人困惑不解。比如,它到底是意味着某种效应的确不存在,还是实验研究的设计有问题呢?如果研究失败,研究者往往会自担其责,并尝试改进研究。但是,如果最初的研究就是成功的,那么研究者往往会就此打住。因此,“漏报”可以给未来的“击中”带来第二次尝试的机会;然而,先前就“击中”(发现某效应存在)的研究却很少会给未来可能出现的“漏报”[2]留下机会。这种情况有助于确证某种理论(而非证伪)。其次,从传统上看,激励措施往往不奖励那些重复前人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而是奖励那些追求创新研究途径的人。重复研究,即重新审视可能已解决的旧问题,一般被视为无聊、保守的做法。在“不发表文章就出局”的环境下,重复研究无法推动研究者的科研事业。最后,力图讲述建设性和引人入胜故事的愿望可能会使研究者不太重视那些具有较少“协作性”(多因素)的研究发现,而是转而关注那些预期效应明晰的操纵和观测。
好消息是,社会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正视这些重要的问题。例如,越来越多的领先学术期刊要求研究者报告所有发现,以及实验操纵和处理的具体细节。此外,对这些问题的重视促进了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兴起,开放科学强调研究者之间免费共享研究材料和原始数据。并且,为消除发表偏倚,人们还设计了一种新方法,即预先登记备案(preregistered report)。它要求一个或多个研究小组提前提交实验方案的详细内容,如果通过了同行评议(peer review,即由同一研究领域中随机选择的研究者进行审查),那接下来这项研究就可严格按照实验方案来实施,其结果无论如何都能发表。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心理学家本身就是带头倡导这些创新性预防措施的人。科学进步的一种方式就是批判其先前的方法。
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断言,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社会心理学无疑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我们也把这份信心带到了你手中的这本书里。《人性实验》第2版修订、更新了部分章节,删除了第1版中的四个章节,还增加了四个新的章节(分别基于发表在1971年、2012年、2012年和2014年的研究)。与第1版一样,第2版也包含各具特色的研究或附加的其他研究。我们要对那些感到被不公正地排除在本书之外的研究者说声抱歉。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书中陈述的研究对读者而言一定是意外之喜。祝你阅读愉快!
注释
[1]击中指有些研究发现存在某种效应;漏报指另一些研究没有发现这种效应。——译者注
[2]“没效应(效应不显著)”的结果会为研究者提供再次尝试实验并促成未来实验结果“发现显著效应”的机会;而先前就“有显著效应”的实验结果却很少使研究者再次进行研究,即重新发现“没效应”结果的可能性不高。——译者注
第1章 迎合:服从群体规范
社会人都是梦游者。
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Gabriel de Tarde,1843—1904)
法国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
背景
社会生活是由规范(norms)构成的,规范是指群体成员共同认可,并说明哪些行为合适的规则。规范规定了某些行为(可以做某事),并禁止了其他行为(不可以做某事);规范影响着大多数社会情境,如求职面试、初次约会、高级餐厅、丧礼仪式,甚至是拥挤的电梯。最近有一次,在挤进一部电梯后,我脱口而出:“七楼,谢谢。”然后站在对角的某个人(我看不到这个人)就按了七楼的按钮,我可以在脑海中数出其他三四个与电梯有关的规范(另一个可能的规范是,不要与陌生人面对面站着)。规范能使社会互动顺利进行。
规范可以存在于整个国家或文化的层面,并且有些规范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社会责任的规范强调一个人有责任去帮助身边急需帮助的人——帮助一个明显迷路或受伤的孩子是每个人的责任。互惠规范要求人们对他人给予的礼物或恩惠予以回报:如果一些人参加过你的婚礼,那么拒绝他们发出的邀请会很尴尬。虽然存在一些普遍的规范(如禁止谋杀、盗窃、绑架和强奸),但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对这些规范的期望或接受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有的文化很看重“准时”(要么不来,来的话就准时到),而有的文化则尊重“随性”(什么时候到都行);有的文化鼓励婚前性行为,而有的文化则认为新娘应该是处女;有的地方追求浪漫的爱情,而有的地方则提倡包办婚姻;在有的文化中,女性从头到脚都裹得严严实实,而在有的文化中,她们几乎什么都不穿[见《国家地理》杂志时尚版(National Geographic Fashion)] ;有的地方的人用银器吃饭,而有的地方的人用筷子吃饭,还有的地方的人则用手抓饭吃;在有的文化中,人们尊重坚定的握手方式,而在有的文化中,人们更欢迎温和的握手方式;在有的国家中,将脚底或鞋子朝向另一个人是对他的侮辱,而在其他地方,有谁会在乎这些呢?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个人空间和谈话距离也不同。如果不了解这些,我们可能会认为某个外国人很冷漠、不友好,或者过于亲密,甚至咄咄逼人。因此,规范定义了社会中的“罪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和不作为(没有做应该做的事)。
甚至我们的饮食也受到了规范的影响。过去一直有人说:“美国人吃牡蛎,但不吃蜗牛;法国人吃蜗牛,但不吃蝗虫;祖鲁人吃蝗虫,但不吃鱼;犹太人吃鱼,但不吃猪肉;印度人吃猪肉,但不吃牛肉;俄国人吃牛肉,但不吃蛇。”这些话虽然夸张,但却凸显了饮食文化的差异。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对性行为规范的差异着迷(如果不是兴奋的话)。让年轻女孩和她们未来的大龄丈夫进行性行为是梅尔维尔岛(位于澳大利亚海岸的西部)的提维人的性行为规范,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刺激青春期的开始(Goodall,1971)。新几内亚的萨比亚人认为,年轻男孩也需要性刺激,男孩们会为了获得男子汉气概而吞咽精液(由当地男子提供)(Herdt,1981)。巴西中部的梅西纳库人则生活在一套不同的规范下,他们会避免与儿童产生性接触。然而,他们认为孕育孩子是一个集体项目,即多名男性与一位女性进行性行为,从而共同促成受孕(Gregor,1985)。人们想知道这些规范是否会继续存在。
规范可以出现在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群体中,如宗教、职业、帮派、观众或家庭,甚至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规范。一段亲密关系就像当年的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包含了两个国家的规范。每一段友谊或恋情也都有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她做饭,他收拾桌子、洗碗;她说:“我上楼小睡一会儿。”他说:“我也要。”
观察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就可以发现,它们是多么普遍和重要。我们通常自动地、毫无疑问地遵守它们——人们往往遵守其所在群体的规范。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梦游者,在社会规范的影响下梦游。
兰格、布兰克和查诺维茨(Langer,Blank,& Chanowitz,1978)的一项实验说明了人们在日常社交场合中是多么地盲目。一名研究助理询问不知情的被试,是否可以让自己插队到复印机前复印五页文件。她以下面三种方式进行提问:或是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她需要在临近的截稿日期前复印),或是给出一个虚假的理由(她要求使用复印机是因为她想复印),或是根本不提供理由(只是提出复印要求)。正如你所预料的,当助理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时,被试的服从度更高(94%),而当她完全不提供理由时,被试的服从度相对较低(60%)。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被试在虚假理由条件下的服从度(93%)与合理理由条件下的服从度一样高,仅仅听到有人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理由就足以激活社会规范——即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别人的正当请求。而且,重要的是,当助手询问是否能够插队到前排复印20份文件时,被试的服从度降低了,特别是在虚假理由和无理由条件下(两种条件下被试的服从度仅为24%,而在合理理由条件下的服从度为42%)。显然,当面临更多时间和精力上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停止对规范的自动服从。
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ir Sherif,1936)是第一批在实验室里研究规范[这里指感知规范(perceptual norms)]的出现及其延续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了一个持续两秒的静止光点,产生了一种名为“游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的光学错觉:静止的点似乎在跳跃(由于眼球的生理震颤运动)。当要求被试判断光点移动了多远时,他们通常的估计是1到10英寸[1](虽然有一名被试声称光点移动了80英尺[2])。当要求一组被试连续几天大声宣读他们的估值时,一种规范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他们的估值逐渐趋于一致—— 一旦建立起这样的规范,即使一些小组成员被新成员取代,后者的估值也很快就与之前建立的规范相一致。雅各布斯和坎贝尔(Jacobs & Campbell,1961)研究发现,当一名假被试(假装成研究被试的人,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同伙)给出一个极端的估值时,群体的感知规范就会受到影响。当假被试被另一名真被试取代,之后这名被试又被另一名真被试取代时,以此类推,已经形成的夸张规范在群体成员经过五次更替后依然存在。
在谢里夫的研究中,被试无法确定光点移动了多远,因此,其他人的估值就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将这些信息纳入他们自己的判断是合理的。正在形成的规范很有可能是被试对其他人估值内化(同意其他人的估值)的结果。雅各布森和坎贝尔(1961)的实验证明被试确实内化了这些规范,因为他们在几个月后的单独测试中仍然遵守它们。
在谢里夫的研究20年后,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1955)重新审视了这一问题。他想知道,如果刺激并不是模糊的,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其他人不同意你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所做的判断呢?一个人可能在多大程度上遵从他人的错误判断,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从众程度呢?
做了什么
在阿希(1955)的研究中,被试为七名大学生,他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研究者向他们展示了一系列大的白色卡片。在一张卡片上有一条竖直的黑线(标准线),在另一张卡片上有三条长度不同的竖直黑线(比较线)。其中一条比较线的长度与标准线完全相同,而另外两条线的长度则与标准线不同。被试依次报告这三条线(a、b或c)中的哪一条与标准线的长度相同。这一实验过程重复了18个试次以上,每次的标准线和比较线的长度都不相同。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被试选择正确的比较线的概率有多大?
在正常情况下,超过99%的人都能说出正确的选项,因为答案太显而易见了。然而,实验中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小组中只有一名成员是真被试!这位孤独的被试没有意识到其他小组成员都是假被试——后者事先接受了培训,在事先安排好的试次中给出了一致的错误答案。
包括第六位真被试在内的每个人,在第一个试次中都选择了正确的比较线,第二个试次的结果与第一个试次一样。然而,在第三个试次中,前五名假被试(真被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假被试与他们一样也是该研究的实际被试)中的每一个人都以随意但自信的口吻说出了错误的答案。真被试感到惊讶并有些不安,最后,与其他五名假被试一样,他也选择了同样的错误答案。接下来,在15个试次中的10个试次中,其他成员(假被试)都再次全部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阿希让每位真被试(每组一个人)都接受了相同的实验程序。
读到这里,请思考片刻。一个孤独的少数派,内心会经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呢?也许你会忽略大多数人,并说出明显正确的答案;也许你对自己的判断有坚定的信心,认为其他小组成员像温顺的小绵羊一般,跟随了第一个近视的被试,或者他们都患有某种视幻觉;也许尽管你认为大多数人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仍然觉得有责任给出自己不同的答案;也许你会忽略自己看到的信息而随大流,甚至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是令人尴尬的,是需要隐藏的。阿希研究中的被试在后续的访谈中报告了上述这些不同的反应。
阿希从几个方面对他的基本范式进行了研究。例如,他要确定在从众的过程中,哪个因素更加重要,是多数派在人数上的规模,还是作答的一致性程度呢?他首先改变了小组成员的数量。有时除了真被试之外,只有一名群体成员(一名假被试),有时又有多达15名群体成员(全部是假被试)。群体成员的数量是否会决定被试的从众倾向呢?此外,阿希有时会在小组中安插一名反对者,以打破多数人意见一致的情况。这名反对者要么是一名真被试,要么是被研究者要求总是给出正确答案的假被试。这位同伴会对被试服从多数人的程度产生什么影响呢?他的出现会不会削弱群体对被试的影响呢?阿希还想知道,这名反对者之所以能够对群体产生影响,是因为他的答案与大多数人不同,还是因为他给出了正确的答案。所以在一些情况下,他安排假被试给出一个不同但错误的答案。此外,阿希还探究了在实验进行到一半时,这位同伴站到大多数人一边或干脆离开小组(因为他和系主任有约)对真被试的影响。最后,阿希系统地操控了标准线和其他线之间的差异大小,探究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当大于这个临界点时,被试会认为大多数人的答案错得太明显,从而给出自己不同的答案。哎呀!做这么多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不累吗?
发现了什么
阿希的研究结果让人很惊讶,他发现尽管每个试次的正确答案都很明显,但被试通常还是会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在大多数人给出错误答案的关键试次中,被试在三分之一(准确地说是37%)的时间里重复了大多数人的结论。谁能想到会有这么多从众现象无缘无故地发生呢?为什么被试经常不说出明显正确的答案呢?
重要的是,被试在从众程度上存在差异。一方面,大约有25%的人(独来独往的人)从来都不同意大多数人的错误看法;另一方面,一小部分人(胆小鬼)几乎完全站在了大多数人的一边(8%的人至少服从了12个关键试次中的10次);大多数被试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那群体的规模是否重要呢?是的,它很重要。当只有一名群体成员持相反意见时,被试选择错误的比较线的比例为4%;当有两名群体成员持相反意见时,被试的错误率跃升至14%左右;当有3~15名群体成员持相反意见时,被试的错误率在31%~37%之间,而群体规模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变化,都没有造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换句话说,当群体规模达到三名或四名成员后,群体影响力似乎就达到了最大值,此后没有再观察到服从程度的增加(如图1-1所示)。

图1-1[3] 不同群体规模下,被试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试次的比例,即被试将长度明显不同的线,报告为与标准线长度一致的比例
群体中有个支持自己的同伴是否会使这种情况变得不同呢?确实会让情况变得不同。阿希发现,“打破大多数人的一致性意见,具有惊人的效果”。
同伴支持的存在(被试没有意识到其他群体成员是提前安排的或被要求总是正确作答)严重削弱了其他人对被试的影响。在存在同伴的实验中,被试回答错误的比例,仅为其他群体成员都持相反意见时的四分之一。错误答案较其他群体成员少的同伴,使被试的从众率降低了约三分之一,而错误答案较其他群体成员多的同伴则使被试的从众率降低了三分之二。在后一种情况下,被试回答错误的比例只有9%。
在六个试次之后,当同伴加入多数人的行列时,被试的错误率就会上升到没有同伴时的情况(被试在剩余的实验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例服从该群体)。换句话说,一旦同伴的支持减弱,被试表现出的独立性就会消失。然而,当同伴直接离开群体(屋子)时,其对被试的影响依然存在。在他离开之后,被试的错误率明显增加,但没有增加到服从群体大多数人时那么多。
最后,当标准线和比较线之间的区别达到七英寸时,将会发生什么呢?阿希发现,即使是到那时,仍然有相当多的被试服从该群体做出的极不准确的判断。
又怎么样了
阿希(1955)的研究生动地说明了人类服从群体的倾向。然而,他的被试不太可能在每个试次中都将多数人的立场内化(真的被说服)。标准线与比较线之间的正确匹配太明显,以至于被试不可能真的认同大多数人的答案。但即便知道这些答案是错误的,许多人还是说出了与其他假被试相同的错误答案。虽然他们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并没有被真的说服,他们的从众大概只是为了合群。
显然,一个人不需要付出太多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阿希(1955)发现,一旦群体规模达到三名或四名成员,群体中从众的比例就达到了最大值。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见Bond,2005)。例如,在米尔格拉姆、比克曼和伯科威茨(Milgram,Bickman,& Berkowitz,1969)的研究中,研究者让1、2、3、5、10或15个人在纽约市拥挤的街道上停下来望向六楼的窗户,随着群体规模从1个人增加至5个人,跟风者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但随着群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跟风者的数量并没有继续显著增加。仅仅一小群明显分心的人就会引起多达80%的其他在场的人模仿他们的行为——也向上望。重申一次,小群体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越来越大的群体似乎并不能产生更多的影响(Gerard,Wilhemy,& Conolly,1968)。
在阿希的研究中,同样明显的是同伴的存在所造成的差异。显然,对一个“落单”的人而言,多数人给出一致的答案往往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但只要有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同伴,另一个人就有勇气抵抗社会压力,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尼梅斯和奇利斯(Nemeth & Chiles,1988)让被试公开判断红色幻灯片的颜色,与此同时其他人(很明显是假被试)则声称幻灯片是橘色的,结果被试进行正确报告即判断幻灯片为红色的比例只有30%(错误报告的比例是70%,即声称幻灯片是橙色的)。然而,当他们观察到有一个人错误地将幻灯片判断为蓝色,而大多数人都正确地回答幻灯片为绿色后,当再次判断红色幻灯片的颜色时,他们正确报告的比例就增加到了80%。因此,观察到有人与大多数人的回答不同,即使是错误的答案,也能够增强一个人的独立性。
人们为什么会从众?多伊奇和杰拉德(Deutsch & Gerard,1955)区分了信息影响(informational influence)和规范影响(normative influence)。在信息影响的情况下,其他人之所以能够影响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他们的意见往往反映了事实。我们愿意接受他们的影响,并出于对正确答案的渴望而顺从他们的想法。在谢里夫(1936)的研究中,由于不确定光点实际移动了多少(它们实际上是在黑暗中移动的),因此被试受到了其他人估值的影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这些估值的有效性,并据此调整了自己的估值(通常是妥协)。然而,在规范影响的情况下,由于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了压力,所有人都会随大流。我们感到这个群体正在试图让我们服从,而我们也希望按照它的规范去生活,而不是去显得另类或扎眼、反常或奇怪。阿希(1955)研究中的被试其实都知道哪条比较线与标准线相同,他们之所以顺从大多数人的判断,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信息,而是因为他们不想“与众不同”,他们想被接受和喜欢(见第25章,当人们发现自己长期被拒绝时会发生什么)。阿希研究中的被试被夹在追求正确答案和被人喜欢的愿望之间,但被人喜欢的愿望往往被证明更强烈(见Insko,Smith,Alicke,Wade,& Taylor,1985)。当然,一个人要想融入社会,就必须接受大家认可的行为准则。
正如个体很容易服从群体规范一样,群体也希望个体具有服从性。个体的“异常”会威胁到群体及其日常规范。一个群体,就像行驶在轨道上的火车:越轨会使火车脱轨。不符常规的行为会削弱群体存在的理由,因此很少受到欢迎。纵观历史,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群体都强调服从。在宗教法庭时期的西班牙,天主教会会折磨和谋杀异教徒;黑手党对任何不遵守规范的成员都准备了一双“水泥鞋”;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甚至会残忍地“处理”轻微违反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原则的人:不穿罩袍的妇女或不留胡须的男子会遭到有组织的殴打。目前,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有一项行为准则,违反该准则的人将会被鞭打、截肢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其他相对进步的社会需要何种形式的服从呢?
一个群体的凝聚力越强,就越需要服从性。沙克特(Schacher,1951)在60多年前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了高凝聚力和低凝聚力的群体,结果发现,它们对一名特别任性的少年约翰尼·罗科(Johnny Rocco)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沙克特在群体中安插了三名假被试:偏离者、圆滑者和模仿者。偏离者的意见始终偏离大多数人,圆滑者开始的时候偏离大多数人,但后来就倾向于同意大多数人,模仿者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这些群体尤其是高凝聚力的群体对偏离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试图让他与群体保持一致。由于偏离者始终偏离大多数人,群体成员最终放弃了他,不再与他交流。不用说,当群体分配工作时,偏离者得到的是最不理想的工作。难怪人们会害怕与同伴不一样(即使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会避免成为唯一的反对者,见Granberg & Bartels,2005)。
后记
最后,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留意在阿希(1955)的研究中,成员较多的群体是怎样产生的。在每一个实验群体中,除了一名真被试外,其他所有人都是阿希的“同谋”。克拉奇菲尔德(Crutchfield,1955)开发了一种更经济的方法来研究从众。每位被试都单独坐在一个小隔间里,他们面前的盒子上有可以记录自己反应的开关,以及记录其他人反应的灯光。实验者告诉每位被试,按照预定顺序,他是最后一位来回答问题的人,并且用一句托辞让被试相信这种情境的合理性;然而,被试不知道的是,所谓的其他被试的反应是实验者已经设置好的,因此,他们每个人都会误以为其他被试也在做出反应,并根据自己的答案做出了自己的反应。有了这个系统,就不需要有偿招募和培训热心的研究助理团队了。需要,或者说是节约,是发明之母!克拉奇菲尔德的研究并没有发现阿希研究中那么强烈的从众性,显然,正如阿希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规范的压力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更强大。
第二个问题与越轨行为有关。历史证明,正如群体可以影响其成员一样,某些个体和亚群体也可以影响他们的群体或普遍存在的社会秩序(Maass & Clark,1984)。事实上,少数群体有时候能左右多数群体,从而成为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者。这与阿希的研究发现相呼应:那位孤独的、持不同意见的同伴对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试想一下,伽利略在低倍望远镜的帮助下,发现了围绕木星运行的四个行星以及月球上的山脉和陨石坑。这些发现使他声称,正如哥白尼之前所说的那样,地心说是错误的,天体上坑坑洼洼,并不完美。虽然他在软禁中度过了晚年,但是他所提供的证据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对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想想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他领导了一系列和平抗议和游行,这些抗议和游行违反了印度的盐法,而盐法正是令人讨厌的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的象征。尽管遭到了残酷的警察暴力,特别是在达尔萨纳盐场,但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勇敢、坚强地坚持反抗,为17年后印度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再想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58年,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她拒绝坐在公交车后座。这一大胆的行为是全美国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最终促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再想想“9·11”恐怖袭击,在一些人看来,这些行动是为了扰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中心而发动的一场“圣战”,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它们的最终影响。即使是在更小的圈子里,比如,在信徒中也有无神论者,在肉食者中也有素食主义者,在同辈施压时选择说“不”的那些人,即使在数量上占少数,也往往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对此最具戏剧性的描述之一是一部经典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一名少年因被控谋杀罪而受审,陪审团必须对此案做出裁决。在举手投票时,亨利·方达(Henry Fonda)是唯一一个反对快速定罪的人。这部电影展示了他缓慢但不屈不挠地将11︰1的有罪投票变成了0︰12的无罪投票的过程。虽然研究表明,陪审团最初的立场通常对他们最终的判决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而且小组讨论只会导致意见两极分化,但这部关于少数群体影响力的电影仍然是一部经典之作。
“离经叛道”的个人或者少数群体可能并不总能取得这种戏剧性的成功,但他们仍然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会激发个体做出启发式的判断(他们的绝对数量会让人们觉得他们一定是正确的)与服从(“我最好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少数群体的不同意见可能会激发对争论更系统的思考,还有可能激发其他成员在内心接受他们的立场(Nemeth,1986)。虽然多数群体往往对公众的服从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少数群体往往对个人的服从有更大的影响(Chaiken & Stangor,1987)。
研究发现,最有说服力的个人和少数群体,往往是那些毫不动摇、自信地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的立场的人(Nemeth & Wachtler,1974)。如果人们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己私利而争论,或者不认为自己古板、僵化或精神失常,那就很可能被他们说服。此外,如果一个人一开始服从了群体,那么他就有更好的机会影响这个群体。如果意见相左者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人际信任,那么偏离规范的行为也会更容易被接受(Hollander,1958)。
从历史上看,少数人的观点和“异常”行为一般不容易被容忍。人们对任何试图破坏规范的人既没有耐心也不够仁慈。众所周知,黑心的公司就会解雇敢于抗议其不人道工作条件的雇员;同样,劳工组织也被认为会敲碎不愿意参加罢工行动的人的头骨。不少偏离规范的人感到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或者已经走上了被公众处决的道路。虽然持不同意见的人通常被认为是能干、诚实的人,但人们通常不喜欢他们(Bassili & Provencal,1988)。偏离规范的行为最容易被地位高的人所接受,被地位低的人所期待,但很少被地位中等的人所容忍。中等地位的人,既不享有高位的荣耀,也不像地位低的人那样,没有什么好失去的。
违反规范不仅会招致公众的谴责,还会导致自我惩罚。违反社会规范会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在米尔格拉姆和萨比利(Milgram & Sabini,1978)的一项研究中,研究助理要求地铁上的乘客为他们让座。据报道,提出这样的要求会让人非常不安,尽管人们通常得到的最糟糕的回答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不”。我们不愿因违反社会规范而受到惩罚或自责。除非一个人本性好斗且厚脸皮,否则不被受尊重的人所接受,一点都不好玩,被社会排斥也毫无乐趣(Williams,1997;Williams,Forgas,& Hippel,2015)。
然而,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有一些人愿意成为局外人,这往往是为了社会利益。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John Lennon)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的特立独行(他的话带着浓重的利物浦口音):
我不会改变我的外表,也不会改变我的感觉去适应任何事。我一直是个怪胎,所以我这辈子都是个怪胎。我必须这样生活,你知道的,我就是那种人。
如果说反抗是令人痛苦的,那么服从也是令人痛苦的。一个人会因为不得不遵循一些荒谬或令人反感的规范而闷闷不乐,而且即使从众不会带来真正的痛苦,也会使当事人产生有害的麻木感。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正如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所说的:“一旦循规蹈矩,一旦因别人做了什么而去做什么,她的神经和灵魂就会受到损伤。她就会变得徒有其表而内心空空,变得迟钝、冷酷、冷漠。”
显然,健康的社会生活需要在从众与自主、服从与反抗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学会的事情之一,就是什么时候应该随心所欲,什么时候应该止步不前,抵制社会群体的趋势和影响。所罗门·阿希(1955)对他在研究中发现的服从程度感到担忧:
社会生活需要共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要想达成共识,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洞察力做出独立的贡献。当共识受到从众支配时,社会过程就被污染了,同时个体也放弃了力量,放弃了让他能够去感知和思考的力量。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社会中,随大流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相当聪明、善意的年轻人愿意把白的说成黑的,这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指导我们行为的价值观提出了质疑。
或许,我们也应该像阿希一样,为此感到担心。
启示
无处不在和不可抗拒的规范支配着社会生活,其中群体发挥着巨大的规范性影响。只有少数勇敢的灵魂才能反抗。
你怎么想
人们常说,一个人应该永远做自己,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从众的压力如此之大?成为盲从中的一员有什么好处吗?在人群中会感到更安全吗?
注释
[1]1英寸≈2.54厘米。——译者注
[2]1英尺≈0.30米。——译者注
[3]图1-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试次的比例,分数越高表示被试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的试次越多。——译者注
第2章 认知冲突:行为如何改变态度
世界上最仁慈的事情……是人类大脑无法将其所有内容联系起来。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1890—1937)
美国邪典小说作家
背景
“酸葡萄”通常用来形容输不起的失败者对实至名归的胜利者的失礼态度。然而,字典中的定义与此稍有不同,这可以追溯到经典的古希腊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该寓言讲述了一只饥饿的狐狸正在四处觅食,抬头一看,正好瞧见一串葡萄从缠绕在树上的藤蔓上长出来,令人垂涎欲滴。狐狸大胆地爬上高高的树去摘葡萄,可惜它的四肢不适合爬树,总是滑回地面。最后,狐狸筋疲力尽,放弃了摘葡萄。它一边跑开一边安慰自己:“我敢打赌,这些葡萄根本没有熟!”此时,我们从狐狸身上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对葡萄的愤怒,不如说是对行为结果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也就是说,伊索寓言告诉我们,当事情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变得糟糕时,我们倾向于将实际上的糟糕程度最小化,以使自己感觉更好。
一项关于末日邪教的田野研究生动又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趋势(Festinger,Riecken,& Schachter,1956)。玛丽安·基奇(Marian Keech)太太是一位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庭主妇,她自称受到了神灵的启示。在她的引导下,其教派成员宣称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于1954年12月21日毁灭,在上帝的指令下,洪水将会淹没所有陆地,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会溺毙而亡。但是,在世界毁灭的前夜,少数忠实的信徒将会被飞碟送到另一个星球居住,直到地球上的洪水消退。
庆幸的是,邪教的可怕预言并没有发生,因此,让研究者感兴趣的是,邪教成员对预言的失效做何反应,他们是否开始怀疑邪教的教义?为了寻找答案,研究者潜入邪教团体,发现很多成员确实如此,他们因幻想破灭而离开了邪教,对所谓的救世主从此充满怀疑。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人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信仰,一直致力于这项事业,放弃了一切世俗财产,宁愿为这个美好的结局进行辩解。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信徒们表现出的虔诚和忠心,上帝才赦免了这个难以控制的世界。在这种巧妙的(更不用说奉承)、合理化的鼓舞下,邪教成员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劝说不信教者归附邪教。他们重新燃起的热情似乎是出于社会认可的需要——只有让其他人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才能确认自己的信仰一直都是正确的。
人们不仅在牵强的预言失败时会运用合理化策略,在日常情境下使用得更多。例如,在做出选择时,相对于未被选择的方案,人们会增强对所做选择的喜爱程度(Brehm,1956),还会认为自己做得不好的任务不如自己做得好的任务重要(Crocker & Major,1989),甚至会将受害者的困境归咎于其自身,以此作为不捐助他们的理由(Lerner,1980)。
现在,假设你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想要提出一个通用的合理化理论以解释前面列出的所有发现。你该如何进行?你可能会选择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总是使后期的思想和行为与早期相一致。例如,虽然帮助预言已被推翻的末日邪教传教几乎没有什么逻辑意义,但如果人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帮助邪教进行传教,那这就有了很多心理意义。坚持不懈能让他们避免尴尬地承认自己一开始就错得很离谱。因此,从一致性的角度理解合理化,为社会心理学家提供了一种分析其多种表现形式的方法。
与心理一致性相关的理论已经被提出了很多年,然而,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提出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在影响范围和影响力方面至今仍无与伦比。费斯汀格提出,成对的认知(cognition)可以是协调的、失调的或者互不相关的。协调认知是指在心理意义上彼此暗含的认知,如“我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就具有一致的理念。失调认知是指在心理意义上相反的认知,如“我不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最后,无关认知是指互相没有心理意义关联的认知,如“我会帮助老太太过马路”和“我数学很好”。
费斯汀格认为,认知失调会导致不愉悦的心理紧张状态。并且失调认知的数量越多、对个体的重要性越大,所导致的紧张程度就越强。一旦紧张状态被唤醒,就会推动个体去缓解紧张。尤其是个体会寻找方法,以解决导致紧张的认知失调。几种可用的策略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合理化(Abelson,1963)。
费斯汀格尚未明确说明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减少不协调,只是推断它会以某种方式实现。不过,他对引起认知失调的先决条件做了非常具体的预测,这种预测适用于特定情境诱发人们采用和自己的某个重要态度相矛盾的行为方式,即表现出反态度(counter-attitudinal)的行为时。例如,假设米格尔喜欢一部电影,但是他告诉打算去看这部电影的玛丽亚说这是个烂片。说谎行为和米格尔的真实态度是相悖的,而且由于想法和行为是有关联的,因此“我告诉玛丽亚电影是烂片”和米格尔之前的想法“我喜欢这部电影”是相冲突的。
费斯汀格(1957)的预测是,只有当执行反态度行为的诱因刚好足够完成工作时,才会引起认知失调。例如,如果是出于私心这样做,那米格尔就可能会体验到认知失调,他主动告诉玛丽亚电影是烂片,这样她就会愿意和他一起去看另一部他还没看过的电影。然而,如果有黑手党把米格尔绑进车里,威胁要杀了他,除非他告诉玛丽亚那部电影是烂片[听起来像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 ,这种条件下则不会导致认知失调。
当下,人们减少认知失调的方法之一就是转变自己的态度,使其更好地与行为保持一致。例如,米格尔在对玛丽亚撒谎说自己不喜欢这部电影后,可能会真的认为自己不喜欢这部电影。这种观点的修正可以使其感到“无愧于心”。费斯汀格认为,在人们试图通过改变态度来减少认知失调的情况下,当有一个较小的诱因使他们去做反态度行为时,他们的态度改变会比诱因较大时要多。
这与人们凭直觉所猜测的情况背道而驰。事实上,费斯汀格时代的普遍观点是,支配动物行为的奖惩原则也应该支配人类行为。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一个更大的诱因能够使动物产生更多的行为变化,那么该诱因也应该能够在人类身上引发更多的态度变化。然而,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类的大脑并非如此运作的;相反,一个更小的诱因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态度改变,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地采取反态度行为。
为了进行实证检验,费斯汀格与他的学生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联手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在给予被试一个或大或小的诱因后,研究者说服他们做一些与自己的态度不一致的事情。
做了什么
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1959)招募了71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专业的男性大学生作为被试,要求他们进行两项乏味的任务。在执行任务之前,被试被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项涉及“绩效评估”的研究。在前半个小时,他们需要努力地往托盘里装线轴,待装满后再用一只手清空托盘,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仍然不轻松,他们需要在一块木板上顺时针地、一个接一个地旋转48个方钉,每个方钉旋转四分之一圈。为了增加被试的乏味感,实验者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绩效目标,只是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当被试打着呵欠执行这两项任务时,一个带着秒表的实验者坐在后面进行记录。
当旋转完最后一颗钉子后,被试无疑会松一口气,然而事实上,研究才刚刚开始。实验者对被试控制线轴或钉子的能力毫无兴趣,他们只是想让被试对研究持有负面态度。也就是说,在真实研究的初始阶段,被试对研究的看法是负面的,而实验者真正感兴趣的是,被试对这项研究的态度会如何随着实验操作而变化。
为了强化研究结论,研究者重新设置了秒表,并开始询问被试是否猜出了实验目的。实验者声称研究内容是“积极期望如何影响精细运动的协调”,以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实验者接着告诉被试,他被分配到了无期望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被试参加实验前得不到任何关于研究的信息,除此之外,还存在积极期望条件,即被试在参加实验之前被(错误地)告知研究是有趣和令人愉悦的,这些信息通常是由一名由实验人员假扮的刚完成实验的学生提供的。实验者还声称,伪装成学生是必要的,因为与教授的保证相比,被试更愿意接受“同学”的说法(实际上整个说辞都是假的,真实的研究与预期无关,也没有实验人员的伪装,精心设计的说辞只是为了让后续的实验操作看起来更合理)。
此时,这位到目前为止一直表现得自信和流畅的实验者,显得既犹豫又焦虑。他很尴尬地解释说自己陷入了困境,另一名实验人员没有来,而下一个被分到积极期望条件的被试正在等待实验开始。他小心翼翼地请求被试帮个忙:是否愿意代替缺席的实验人员,以及以后这种场合是否也愿意来帮忙?
如果被试表现出任何不情愿的迹象,实验者就会向他们保证,不会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以后需要他们帮忙的机会也很少。在这种保证下,所有被试都愿意来帮助实验者。实验者解释道,他们的任务是与另一位被试进行随意的交谈,并告知后者研究是有趣和令人愉悦的。实验者向被试提供了一张纸条,纸上详细地说明了届时应该说什么。然后,实验者将被试带到办公室,此时另一名被试(一名女大学生)已在等待。
“另一名被试”其实是实验者的同伙。在随后的对话中,她按照预先计划的方式做出回应。她让被试先开口说话,而当被试讲到研究主题并开始称赞时,她“愤怒地”表现出惊讶,声称自己的一个朋友已经参加过这项研究,发现非常枯燥,并建议她如果有可能的话退出这项研究。为了回应质疑,被试需要重申他们的看法,即这项研究是引人入胜和有趣的,并且参加者肯定会乐在其中。为了验证对话是否按计划进行,实验者用磁带录了音,以备日后检查。
考虑到这项研究的“路线”比过山车还要复杂,我们做一下全面分析:被试参加了一项非常枯燥的研究,对研究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然而,他们现在发现自己是在自愿误导异性被试相信这项研究是有趣和令人愉悦的。很明显,被试私下相信(我不喜欢这项研究)和他们公开做的(我告诉别人这项研究很有趣)是不一致的。简言之,认知失调已经产生,因此被试将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内在紧张感。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推测,被试将试图通过使认知冲突恢复和谐来缓解这种紧张,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方法就是对研究采取更喜欢的态度。
在实验环境中诱发认知失调已经很难得,然而,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还希望通过操纵使被试表现出反态度行为的诱因的大小,来测试是否能防止认知失调的发生。他们预测,一个强大的诱因将减少或消除认知失调,因为它将使被试产生另一个与他们的欺骗行为相协调的认知观点,即“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接受了一个强大的诱因”。强大的诱因给了他们一个误导同伴的正当理由。
因此,实验者提供给其中一组被试每人20美元被试费,而其他组则只有1美元,要求被试去劝说女性被试研究是有趣和令人愉悦的(如果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20美元为数不少,即使对斯坦福大学的富裕学生来说也是如此)。第三组被试为控制组,他们只需要忍受单调乏味的任务,不必欺骗其他女性被试。控制组的实验结果可以作为基线与其他两组的结果进行比较。
实验操作结束后,实验者需要测量被试对研究的最终态度,然而这有些难度。怎么能确定被试报告的内容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感受,而不仅仅是他们觉得应该报告的内容?假设你参加了一个枯燥的实验,然后不得不告诉下一个被试实验很有趣。为了避免尴尬,或者出于对获得实验酬劳的感激,你可能会告诉实验者自己也觉得实验很有趣。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实验者并没有亲自测量被试的态度;相反,他将这一任务托付给了未参与先前实验程序的助手。此外,实验者还“顺便”提到,大厅里有一些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正在做调查,目的是评估如何提升心理学系的研究质量,如果被试有任何意见或抱怨,这是一个“吐槽”的好机会。
实验者带领被试来到助手的办公室,并在路上告诉被试,这项研究总体上是广受好评的,这么说是为了帮助被试说服自己这项研究确实是令人愉悦的——如果认知失调已经把他们推向了这个方向。在实验者与他们道别后,助手假扮成学生对被试进行访谈,询问被试是否认为这项研究很有趣,是否从中学到了很多,是否认为这项研究在科学上很重要,以及是否期待再次参加类似的研究等。被试对以上问题分别进行等级评定,评分等级从-5分(一点也不)到+5分(非常)。
到此,研究就真的结束了。最后被试会被询问是否怀疑实验的真实目的,基于此,有5名被试的实验数据被剔除,还有6名被试因没有执行指导语而被剔除,一共剩下60名被试,每个实验组中有20名。
发现了什么
正如所预测的那样,获得1美元报酬的被试在传递错误的信息后,对研究的态度明显比作为基线的控制组被试要积极。大概是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获得1美元报酬的被试的态度改变与他们公开告知的更一致。然而,获得20美元报酬的被试虽然做了同样的事情,但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态度转变,更大诱因的出现显然预先阻止了认知失调。总之,两位研究者的主要预测都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如图2-1所示)。

图2-1[1] 被试获得1美元报酬或20美元报酬后谎称研究很有趣,或者未被要求说谎时,对枯燥研究喜爱程度的评定
同样的结果模式也出现在被试对再次参加类似实验意愿的评定中,尽管结果不那么显著。考虑到对认知失调的控制主要是为了影响态度,而不是行为,这并不意外。在其余两项关于研究的教育价值、科学重要性的评定中,三个实验条件下的结果差异不大。同样可以预料的是,考虑到这些测量方法所探讨的态度,最多与被试的行为有非本质的相关,因此,这些态度的改变不会使被试减少由行为引起的认知失调。
又怎么样了
首先,研究说明了如何从认知一致性的角度更好地解释合理化。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1959)设计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被试先是产生了一种不适的失调认知,然后使用了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协调认知,即改变他们的态度。这一发现支持了一个假设,即保持认知协调是人类的主要动机,并且能够对我们的信念和情感产生强有力的影响(Gawronski,2012)。事实上,保持认知协调可能比满足其他欲望更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领导人戴高乐曾公开宣布,他将永远戒烟。当被问到他是如何成功抵制了对尼古丁的渴望时,他回答说:“戴高乐不能食言!”这种公开承诺能够使人们更信守承诺,因为如果违背承诺,他们所体验到的认知失调将会特别强烈。
这项研究还表明,不仅态度会引发行为,行为也会引发态度(见“你怎么想”小节中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诱导人们做出某种反态度行为,甚至可能比让他们仔细考虑有说服力的论据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想法。你认为本研究的被试能被说服,把他们做过的枯燥任务看作有趣的吗?似乎不太可能。认知失调的“魔力”也显示出说服过程潜在的非理性。我们的态度不仅受客观事实的影响,还受主观动机的影响。
最后,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说明,当试图改变人们的想法时,采用一些不易察觉的方式效果要好于公开的方式。诱因越大,失调越小,这一发现对于有效管理儿童的行为具有实际意义。举个例子,假设小艾米莉不喜欢菠菜的味道,并且拒绝吃菠菜,那么你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做法可能是让她先吃一点(也就是说,先做一些温和的反态度行为),从而使认知失调引发其产生更愿意接近菠菜的态度。但是该如何鼓励艾米莉开始吃第一口呢?答应给她巧克力蛋糕似乎是个好策略,然而,目前的研究表明,这种直接的给予只会使认知失调可能产生的作用失效,会让艾米莉认为菠菜确实是一种令人讨厌的食物,只有在能获得美味甜点的前提下才值得去吃(第9章探讨了公开奖励的动机消耗特性)。
更好的策略是给艾米莉一个能够让她开口吃菠菜的诱因——也许是一个温柔的鼓励,这样她就更可能认为吃菠菜是由于自己喜欢。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棒和胡萝卜”:惩罚越轻,说服力越强。如果严格警告孩子而不是轻声告诉他不要玩被禁止的玩具,那么他们之后会更喜欢这个玩具,并且更可能会在大人不在的时候玩(Aronson & Carl Smith,1963;Freedman,1965)。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倾向于表达自己的自主性,而无视限制性的权威(Brehm & Brehm,1981),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凡是被禁止的事物通常都是有吸引力的(Bushman,1996)。无论如何,这种说服力与效果量之间的反向相关都提醒我们,如果过于简单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和态度,恐怕会掉进陷阱。
后记
认知失调理论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思维和行为更多方面的方法,为人们解开了不少困惑。然而,该理论多年来一直受到批判与修订(Harmon-Jones & Mills,1999)。我们简要介绍一些关于这一理论的进展,以便读者了解社会心理学理论是如何随着研究的开展而不断发展的。
在这项研究发表后不久,一些研究人员对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要么指出各种混淆因素影响了研究效度(Chapanis & Chapanis,1964),要么进行了其他研究,发现实验结果与认知失调理论不符(Rosenberg,1965)。然而,50多年过去了,无数研究已经有力地证实了认知失调效应是真实的,且可以重复验证(Cooper,2007)。
社会心理学家坚信他们正在研究真实的现象,于是开始争论如何对现象进行最佳的解释。费斯汀格(1957)提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反态度行为会唤醒不愉快的感受,改变态度是消除这种感受的一种方法。贝姆(Bem,1967)不同意这一说法,认为潜在的作用方式没有那么复杂,他认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态度就像了解他人的态度一样,即通过观察行为来了解。与其说我们通过窥视自己的灵魂去发现自己的感受,不如说我们先观察自己的行为来了解,然后据此进行推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喜欢菠菜”的认知来自我无数次地抱怨它、拒绝吃它,等等,而不是任何对自身感受的知觉。反态度行为通过引导人们冷静地推断出他们持有的态度“应该”与他们的反态度行为是一致的,从而引发态度的改变。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研究中的被试很清楚他们告诉其他女性被试这项研究很有趣。根据贝姆的说法,这使他们觉得,他们也发现最初的任务很有趣(或者至少比其他任务要有趣)。换句话说,态度是通过简单的自我知觉来改变的,不会引起任何不愉快的内部紧张。
费斯汀格和贝姆的理论都是直观易懂的,那哪个是正确的呢?目前的共识是两者都正确,但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当人们表现出极端的反态度行为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而当人们表现出轻微的反态度行为时,就会产生自我知觉(Fazio,Zanna & Cooper,1977)。所以如果我很讨厌吃比萨饼,而你巧妙地引导我吃了一些,那么我会更喜欢比萨饼,因为这是一种解决内在失调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只是轻微地不喜欢比萨饼,而你巧妙地引导我吃了一些,那我可能就会通过注意到自己吃比萨饼的行为,推断出自己喜欢吃,从而变得更喜欢吃比萨饼。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不愉快的唤醒会导致失调呢?证据缘于一些研究发现:在向被试解释不愉快的唤醒来自何处后,他们产生的态度改变就消失了(Losch & Cacioppo,1990;Zanna & Cooper,1974)。例如,如果告诉被试他们所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感是因为刚刚吃了药片,那么他们的态度就不会发生改变。
研究者还试图阐明认知失调发生的必要条件。费斯汀格(1957)已经确定,人们对“轻推”的反应比“猛推”要好,但后续研究认为,他们还必须(a)可以自由地执行反态度行为;(b)预见到行为将产生负面后果;(c)将不愉快的唤醒归因于行为本身(Goethals,Cooper,& Naficy,1979;Linder,Cooper,& Jones,1967;Zanna,Higgins,& Taves,1978)。在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最初的研究中,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这些发现也为库珀和法齐奥(Cooper & Fazio,1984)重构费斯汀格的理论提供了启发。他们认为,认知不一致本身与认知失调效应的产生无关,那些由于认知不一致而引发的现象,只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对已预见到的不想要的后果能够自由选择的情况下。
举例来说,想象一下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研究的镜像版本。在这里,被试先要完成两项令人愉快的任务,然后主动告诉另一名女性被试,这些任务很枯燥。如此一来,被试是否会对任务产生不那么积极的态度?我们认为不会,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会。因为事实上,说谎的预期后果不是负面的(一个好的而不是坏的、一个惊喜的结果在等着被试),这就消除了合理化的需要。然而,其所产生的认知不一致的程度并不亚于最初的研究,只是它的极性被颠倒了。这些实验的结果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自由做出的行为会产生可预见的不想要的后果,那人们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即使这种行为与他们最初的态度是一致的(Scher & Cooper,1989)。
然而费斯汀格可能会赢到最后,毕竟最近的研究支持了认知一致性。首先,认知失调效应似乎仅作用于那些将一致性视为某种人格特质的人(Cialdini,Trost,& Newsom,1995)。此外,即使人们的行为没有直接带来负面后果,其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仅仅让被试自愿在纸上写下他们喜欢一种难喝的饮料,就会使他们之后对该饮料的评价更高(Harmon-Jones,Brehm,Greenberg,Simon,& Nelson,1996)。此外,如果让被试说出一些关于使用避孕套益处的言论,并提醒他们以前没有使用避孕套,那么被试之后就会补偿性地购买更多的避孕套(Stone,Aronson,Crain,Winslow,& Fried,1994)。费斯汀格(1957)最初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些发现,而库珀和法齐奥(1984)重构的理论则不能。讽刺的是,认知一致性研究本身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当自身有价值的方面(valued aspect of the self)受到认知失调处理措施的威胁时,人们会随即采取措施修复受损的自我形象,那么理论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是人类的重要动机(Sedikides & Gregg,2008)。有研究表明,这是认知失调背后的原因,在这些研究中,被试被给予机会去维护他们的自我形象。假设在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研究中,被试在对其他女性被试撒谎后可以立即为他们最喜欢的慈善机构捐款,这种行为很可能足以使他们的自我感觉变好,从而消除任何通过修正对无聊研究的看法来确认自我形象的动机(证明他们不仅仅是无耻的骗子)。在同样思路的研究中,对认知失调进行操作后所带来的态度改变,被做好事或维护重要价值的机会所消除(Steele,1988)。因此,与其说人们的潜在动机是解决不一致,不如说是维护正面的自我形象。
还有一些简洁且折中的观点认为,与其说各种认知之间是相互协调或失调的(正如费斯汀格最初所说),不如说它们与自我价值的方面是协调或失调的,比如诚实、能力、个体一致性或其他(Aronson,1969)。从这个角度看,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研究中的失调认知并不是“我不喜欢这项研究”和“我告诉别人研究是令人愉快的”,而是“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和“我谎称研究是令人愉快的”。这种观点的优势在于它保留了费斯汀格原始理论中的认知不一致的概念,同时指明了认知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即它与自我形象的相关性。
然而,自我形象在认知失调中的作用仍不明确。例如,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采取反态度行为会使人们暂时“看轻”自己;相反,他们似乎只是经历了一种普遍的不安或不适感(Elliot & Devine,1994;Harmon-Jones,2000)。此外,基于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研究的一项有趣的延伸研究发现,即使被试尝试真诚地告知同伴任务是枯燥的,他们后来也会认为任务更有趣(Girandola,1997)。如果折中的道德原则是认知失调的最终根源,那为什么诚实会比欺骗导致更大的态度改变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讨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评论说,真理很少有纯粹的,而且从不简单,这种观点当然也适用于认知失调理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该理论的不断完善使我们对人类动机的理解日益清晰,未来,社会心理学家将继续揭开仍然存在的谜团。
启示
如果你想改变某人的观点,巧妙地诱导他以相反方式行事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个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容易合理化那些自己不能接受的行为,他们感到有责任调整自己的态度以匹配行为。
你怎么想
在《自我之歌》(A Song to Myself)中,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写道:“我自相矛盾吗?那好吧,我是自相矛盾的(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吗?一个人是应该与自己的矛盾之处和谐相处,还是应该尝试解决它们?
注释
[1]图2-1中的纵坐标为对研究的喜爱程度,分数越高表示越喜欢。——译者注
第3章 火的洗礼:困苦成就喜好
狂热是在忘记了自己的目标后仍加倍努力。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863—1952),
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
背景
第2章的内容表明,当我们被极小的诱因刺激,做出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我们的态度往往会转变为与我们的行为更一致(Festinger & Carlsmith,1959),这是一种缓解认知失调的方法。之所以会产生认知失调,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自愿做了一些令人尴尬或不道德的事情。因为无法否定行为,也无法逃避责任,所以我们通过采取一种为行为辩护的态度,并相信我们一直持有这种态度来维护我们的尊严或正直。
然而,认知失调也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并得到解决。正如同卵双胞胎杰茜和苔丝,她们通常是形影不离的,但这次她们两人碰巧观看了不同场次的同一部电影。杰茜花了20美元看了首映,而苔丝只花了5美元买了便宜的午后场。不幸的是,她们观看的电影相当令人失望,至少,影迷和影评人后来都这么认为。几天后,杰茜和苔丝开始讨论她们各自的观影体会。通常,她们对每件事的观点都很一致,但这次对这部电影优点的看法却不一致。苔丝有着大多数人的失望,而杰茜则热情地赞美了该影片。
这对双胞胎意见的不同可以用她们消费金额的不同来解释。杰茜一直为自己是一位明智的消费者而自豪,因此,心甘情愿地承认在一部糟糕的电影上浪费了很多钱对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避免这一点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认为这部电影很好,甚至比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好。苔丝也一直为自己是一位明智的消费者而自豪。然而,由于只花了较少的钱去看这部电影,因此她觉得没有必要改变对这部电影的看法。
认知失调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杰茜比苔丝更喜欢这部电影,但是要注意,产生失调的反态度行为(支付20美元)发生在态度形成(对电影的印象)之前,而不是像第2章所述的那样发生在态度形成之后。这种颠倒的事件顺序指向了另一类认知失调效应的运作。它可以总结为:如果我们最初以相当高的成本得到某事物,那后来就会偏向于对它做出有利的评价。对于杰茜和苔丝来说,成本是金钱,但是其他成本如努力、困境、痛苦也会引起认知失调。在所有的情况下,个体越难以忍受,其随后的态度变化就会越大。
你可能觉得这个结论很有道理。也许你已经观察到人们投入的精力与他们对结果的重视程度之间存在相关。例如,一个为获得学位而勤奋学习的人比一个敷衍了事以求获得学位的人更觉得学位有价值。然而,这种相关性本身并不足以证明心血辩护效应(effort-justification effect),心血辩护效应是指在一件事情上付出越多,你就越喜欢它。原因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人们在某件事情上投入精力的多少通常决定着质量的高低。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期论文上付出了努力,那他对论文的好评代表的就是论文的质量高而不是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多。
第二,那些更努力去实现结果的人很可能在一开始就更重视达到那种结果。因此,假设为了进入学校排球队,春菊尽了最大努力,而易英几乎没努力,结果两人都进入了排球队。事实证明春菊后来比易英更喜欢留在队里。这是由于春菊投入了更多的努力吗?不一定。很有可能是由于春菊一开始就更愿意加入团队,因此才更努力地让自己成功加入。因此,仅凭观察只能为心血辩护效应提供间接证据。
社会心理学家该怎么做?他需要进行一项实验,其中,获得结果的成本是变化的,而其他一切因素都保持不变,包括结果的质量以及原始意愿的强度等。在这种情况下,结果评估的差异可以准确地归因于初始成本的差异,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
阿伦森和米尔斯(Aronson & Mills,1959)着手获取相关数据。他们专注于一种普通又重要的社交活动:加入一个团体。研究人员意识到,成为团体的一名新成员有时会是一种挑战。他们预测,一个人申请加入团体时的考验越严峻,就会越喜欢这个团体,也会对成为其中的一员更看重。
做了什么
为了清楚地检验他们的假设,阿伦森和米尔斯必须人为地创建一个满足两个条件的社会团体。首先,它必须在入会程序设置上有合适的理由,以便入会难度可以变化;其次,它必须足够有趣,使被试在了解入会程序之后仍想加入。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小组,并宣称每周都会讨论一个最有趣的话题:性。有63名女大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入会程序包括一个令人尴尬的测试,该测试旨在确定被试在公开谈论性话题时是否觉得舒服。被试入会所经历的尴尬程度是被系统地操纵的。在严苛的入会条件下,被试必须大声说出12个非常“淫秽”的单词(包括某个四字母的单词),并大声朗读两段描述大尺度性行为的散文。更糟的是,她们不得不在男性实验者面前这样做,与此同时,男性实验者会密切注视她们是否有任何犹豫或脸红的迹象。在温和的入会条件下,被试的任务并没有那么使人“望而却步”,她们只需大声朗读五个温和的与性有关的单词(如处女、抚摸)。在控制条件下,入会程序完全被省略。在严苛和温和的入会条件下,实验者解释说,为了确保所有被试都能积极地参与小组讨论,令人尴尬的测试是必要的。他们声称,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关注讨论过程的动态特征,而不愿意发言将影响这些动态特征,重要的是,如果不这样做,她们就不能成为小组成员,但实验者也强调被试没有参加测试的义务。这确保了所有被试都是自愿参加测试的(已知的认知失调发生的必要条件;Linder,Cooper,& Jones,1967)。不对被试施压也可以减轻读者对该研究的一些道德担忧—— 一名被试确实行使了不参加尴尬测试的权利。
实验者还向被试解释说,为了避免面对面讨论性行为可能造成的尴尬,所有被试将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她们可以通过麦克风和耳机组成的对讲系统进行交流。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旨在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讨论组实际上并不存在!事实上,所有被试通过耳机听到的都是“假想的”小组成员之间进行的相同的讨论录音。
为什么要精心设计骗局?为什么不使用一个真实的团体?答案是,研究人员试图减少实验中的无关变量。无关变量就像收音机的背景嘶嘶声使得频道难以被听清一样,会导致操纵的效果更难以检测。如果被试是面对面互动的,那么随后的讨论将难以控制,并且会在实验中引入许多无关变量。然而,在所有被试听到的内容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排除无关变量。
当然,为了维持骗局,研究人员不得不阻止被试参加讨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首先询问被试有没有读过一本名为《动物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Animals)的书。(很明显)所有人都回答了:“没有。”然后,实验者向被试解释说,很遗憾,她们无法参加当前的讨论,因为其他小组成员都读过这本书,现在加入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会干扰讨论的正常进行(被试在早些时候被告知,小组讨论已经进行了好几周,所以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她们感到奇怪)。不过,被试被告知可以旁听小组讨论,以了解小组的情况。
被试被引导并相信小组讨论已在进行中,实验者通过麦克风打断了小组的谈话,并向她们解释说,有一位新成员(他给出新成员的名字)会旁听。就在被试戴上耳机的那一刻,三个预先录制好的声音逐一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重新回到”了她们的讨论中。
那么这些虚构的小组成员讨论了哪些有趣的话题呢?被试本希望通过旁听小组讨论加深对性的理解,结果却非常失望。研究人员自己对录音的描述说明了原因:
录音……被故意设计为尽可能地乏味和平淡。一个人干巴巴、吞吞吐吐地描述低等动物的性行为,还一不小心就自相矛盾;接着,另一个人嘟囔着不合逻辑的话,说着一些不完整的句子,时而吞吞吐吐,时而支支吾吾……总的来说,他们进行了一场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最没有价值、最无趣的讨论。
(Aronson & Mills,1959,p.179)
讨论结束后,实验者要求被试填写一份关于她们对讨论和其他小组成员的看法的问卷。被试被告知,小组中的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该实验预测,在严苛条件下入会的被试,由于经历了更多的认知失调,因此会更加重视小组讨论以及小组成员本身。
事实证明,托词和精心设计的程序非常成功。只有一名被试在事后接受询问时,对讨论小组的存在表现出怀疑(她的数据被丢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最终将研究的真正目的告知被试时,没有人因为被欺骗或已执行的入会程序而感到失望。事实上,研究人员报告说,大多数被试都对这项研究很感兴趣,甚至在学期结束时还回到实验室去了解研究结果。
发现了什么
结果很明确。与温和入会和无入会条件的被试相比,严苛条件下入会的被试对讨论和讨论者的评价更高,这为心血辩护效应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图3-1所示)。正如预测的那样,被试加入一个团体的难度越大,就越喜欢这个团体。为什么?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们经历的认知失调。具体来说,被试知道(a)她们已经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入会程序;(b)团体成员是令人失望的。她们无法否认自己行动的自主性与入会程序的不愉快,因此便通过“玫瑰有色眼镜”去看待团体成员,并推断成为团体的一员是一种有价值的经历(有关感知偏差的更多信息,见第17章;有关回顾性偏见的更多信息,见第21章)。
另外两个实验结果也值得评论。首先,在被试如何评价讨论和讨论者方面,温和入会和无条件入会之间没有差异。似乎温和入会条件几乎没有给被试带来任何尴尬,因此她们产生的认知失调也较小。研究人员可能更倾向于让团体的可爱程度与初始阶段的入会严苛程度同步上升,但他们很难事先预测,严苛程度的增加会与可爱程度的增量相对应。其次,被试对讨论质量的看法,比他们对小组成员的可爱程度的看法更多受到入会严苛程度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贬低讨论的质量对于减少失调更为重要。或者,被试可能只是不愿意直接批评同学。

图3-1[1] 接受严苛入会、温和入会或无条件入会的被试,对小组讨论和小组成员的评分
有研究者指出,还有其他心理机制或许可以解释这项研究的结果。例如,在严苛条件下入会的被试之所以对小组讨论有更积极的印象,是因为与刚刚通过的令人尴尬的测试相比,小组讨论显然是令人愉快的。或者,尽管这些被试经历了令人尴尬的测试,但她们可能仍然对性话题感兴趣,因此更喜欢讨论乏味的动物求爱话题。令人高兴的是,随后的研究排除了这些可能的解释。在一项严格控制的重复研究中(Gerard & Mathewson,1966),入会难度是通过给被试实施不同程度的安全但令人不快的电击来操纵的(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的服从研究不同,那项实验中实际上并没有电击;见第4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新的操作方法的优点在于,入会程序的内容不再与讨论组的内容有关,这会同时消除几个可能的混淆变量。此外,研究人员还对被试是否相信自己是他们后来评价的小组成员和讨论的一部分进行了操纵。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区分开其他相同的负面经历的影响:一个与团体入会有关,一个与后来对这个团体的态度有关。研究者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控制措施。尽管进行了严格的额外控制,但所获得的结果与心血辩护效应非常一致。
又怎么样了
研究表明,在成为团体成员的过程中,克服令人不快的障碍会使人们更加重视而不是更少重视自己的团体成员身份。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即使面对看似大量且反复出现的离开动机,对团体的忠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
从常识来看,让人们加入某个团体,并确保他们长期保持成员身份的方法是消除所有可能的入会障碍,并慷慨地奖励他们的忠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显然是正确的。如果不需要做任何特别的事情就可以加入一个团体,并且作为其成员,还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那为什么不加入呢?然而,尽管这种强大的激励机制能够有效地塑造我们的行为,但却不一定能使我们对团体的忠诚内化。也就是说,你可以贿赂人们加入一个团体,但你不能贿赂他们产生忠于团体的感觉。如果你想改变人们真实的感受,那你最好明智地采取一种更间接的方式。本研究记录了一种有一定权力地位的人可以采用的策略:诱使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历一些困难,以此作为加入某个团体的先决条件。认知失调将确保人们对团体的个人态度往积极的方向转变,因此,你不需要通过提供奖励来维护团体成员,自我辩护的过程就可以确保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重视自己的成员身份。
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激励人们向成为团体成员迈出第一步。有时,团体的吸引力本身就足够了。加薪、提升地位或获得独特机会的承诺,可以激励那些即将加入的成员忍受他们遇到的任何初期困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一开始就很渴望加入团体的人,才能忍受严苛的入会程序,进而加强自己对团体成员身份本就积极的态度。接下来的这个例子说明了社会条件是如何共同作用,使先前存在的态度变得更加极端,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Abelson,1995)。在这方面,还请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候选的小组成员最初被要求为能成为团体成员做出小的牺牲,但后来逐渐被诱导做出更大的牺牲。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次增量都很小,以至于当事人在做出了之前的牺牲之后,不可能不认为下一次的牺牲也是合理的。这种滑坡谬误甚至会吸引那些最初不太热衷于成为团体成员的人(关于如何使用滑坡谬误来解释服从权威,请参见第4章)。
有证据表明,为了让承诺深入人心,这一滑坡谬误甚至不需要这么逐步诱导。起初做出象征性的让步,就能够导致个体在之后做出更大的让步。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询问本科生是否能在早上七点来参加有关思维过程的研究。一半的人同时被告知实验开始的时间,而另一半人则是在同意参与研究后才被告知实验开始的时间。这一细微差异导致参与实验的人数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立即被告知实验开始时间的本科生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到场,而在那些先口头承诺会参与研究的本科生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出现了(Cialdini,Cacioppo,Bassett,& Miller,1978)。
销售人员经常使用类似的技巧让顾客花掉他们辛苦赚来的钱。我们的作者格雷格从一位调查记者那里了解到,一家狡猾的汽车金融公司是如何利用承诺技巧,牺牲顾客的利益来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利益的。例如,在销售策略上,他们故意让客户等待数小时,而交易本应该早就完成。你能看出这是在如何促使客户接受经销商的最终报价的吗?
通过各种可以强化承诺的精妙手段,你现在是否开始认识到人们是如何被卷入令人厌恶的组织的。这些组织的做法和信仰在外人看来是荒谬和极端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心血辩护效应并不仅仅适用于边缘组织,它在主流社会也随处可见。想想那些需要以牺牲为先决条件才能加入的社会机构:大学兄弟会以魔鬼般的方式“欢迎”新成员;军队把新兵安排在炼狱般的训练营;睡眼惺忪的实习生在成为医生之前没日没夜地工作。在人们意识到这些条件可能会引起认知失调之前,这种苛刻的加入团体的先决条件的基本原理是不清楚的。这种失调可以通过成员对团体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来解决,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会促进更高程度的忠诚、服从和团队精神,所有这些都能够促进团体凝聚力。
坎特(Kanter,1972)对19世纪乌托邦邪教的分析强调了心血辩护和承诺在保持团体团结方面的核心作用。她发现,那些要求成员做出重大牺牲的邪教往往更成功。例如,让成员交出所有个人物品的邪教比不要求交出的邪教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因此,历史数据很好地证实了阿伦森和米尔斯的实验结果。
后记
在结束对心血辩护效应的讨论之前,让我们再次考虑杰茜的困境,她花了所有的钱去观看了一部令人失望的电影。假设杰茜对认知失调理论非常熟悉,那么已经支出的20美元就不会影响她的判断。当电影放到一半时,她会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她现在应该如何理智地做?是留下还是离开?你可能会怀疑,毕竟已经付了这么多钱,最好还是留下来。然而,稍做思考你就应该清楚,杰茜应该尽快离开。毕竟,无论她做什么,电影票钱都没人会退给她。可是,如果她离开,那她至少不需要再坐在那里观看一部无聊透顶的电影了。钱已经花了,现在唯一重要的是杰茜接下来的生活的品质,因此,她应该尽快走出电影院,从而避免一个常见的被称为沉没成本错误(sunk cost error)的行为陷阱。沉没成本错误指的是个体不理性地倾向于认可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而导致其目前和未来的福祉受到损害(Arkes & Blumer,1985)。例如,一项实验研究发现,即使投资环境明显变得不利,人们也倾向于在盈亏平衡点之后继续投资(Rubin & Brockner,1975)。
由于花钱买了票而不理性地坐在那里观看一场无聊的电影,就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关于沉没成本错误的例子。但当高官们坚持将公共资金浪费在毫无意义的项目上,以证明他们已经浪费的所有公共资金的合理性时,事情就严重得多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建造它耗资20亿美元,而且还需要占用比巴拿马运河更多的土地。今天,这条运河从亚拉巴马州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全长234英里[2]。然而,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人们断定这条运河的预估经济价值将远远低于完成这条运河所需的成本。尽管如此,亚拉巴马州参议员杰里米亚·丹顿(Jeremiah Denton)却为继续施工辩称:“终止一个已经投资了11亿美元的项目,是对纳税人税款的不当使用。”(Dawes,1988,p.23)这位优秀的参议员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最初的11亿美元已经一去不复返,再花9亿美元只会进一步不当使用纳税人的税款。今天,田纳西—汤比格比运河主要用作煤炭和木材产品的运输路线,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用。
另一个潜在的浪费是美国的F-35隐形战斗机,这是历史上最昂贵(也可能是最错误)的军事武器系统。该项目在每个环节都受到了批评,现在它已退出研发,投入了生产,估计最终成本高达1.5万亿美元。在无用花费之后继续投钱,是不是又犯了沉没成本错误,时间会证明一切。无论如何,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们绝不应该不明智地为了坚守承诺去肆意挥霍;相反,我们应该刻意减少损失,继续前进。考虑到我们不愿面对已遭受的损失,这可能很困难(Tversky & Shafir,1992)。事实上,由于沉没成本错误往往是一个自我辩护的过程,因此引入一个更客观的第二方监督正在进行的投资决策是有帮助的(Gunia,Sivanathan,& Galinsky,2009)。
启示
当人们自愿经受不愉快的经历去成就某件事时,他们会更加看重这件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成为团体成员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入会牺牲且报酬很少,人们也还是会成为团体的忠实成员。
你怎么想
人们常说:“成功者从不放弃,放弃者永不胜利。”但是,当前进变得不可能或不太可能时,不放弃就会成为失败的原因。要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就像打扑克一样,不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取,什么时候该舍”的问题吗?
注释
[1]纵坐标分别代表对小组讨论质量和小组成员可爱程度的评分。其中,分数越高表示对小组讨论质量的评价越高,也越喜爱小组成员。——译者注
[2]1英里≈1.61千米。——译者注
第4章 服从命令:令人震惊的服从权威实验
服从,是毁灭一切天才、美德、自由、真理的祸根,它使人沦为奴隶,使人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
英国诗人
背景
服从就是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完全按照别人的意愿行事。一般来说,服从是件好事,因为它能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尤其是在完成大规模目标时能确保不同层级间的相互协调。追随者只有按照领导者的要求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推崇服从国家的重要性,并坚决地服从了雅典陪审团的命令,喝下了毒槿汁(以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但服从并不总是一件好事,柏拉图就是因老师苏格拉底的死亡而开始质疑雅典法律的不公正。历史上充满了由服从导致的令人心酸的悲剧,这些悲剧启示后人应该具有反叛精神。
在越南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美莱村惨案”。由于美军怀疑敌人就驻扎在美莱村,因此他们屠杀了村里的所有人。一位参与屠杀的士兵在证词中承认,在长官的要求下,他们把村庄里的男女老少都赶入了一个峡谷中,并开枪射击(Milgram,1974)。这位军官就是本杰明·凯利(Benjamin Calley)中尉,但是他辩称说自己也是听从上级的命令。1978年发生了著名的“琼斯镇惨案”,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900多名信徒在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的要求下,喝了下氰化物并中毒而亡(尽管有些人是在枪口下喝下的,但大多数人都是自愿喝下的毒药)。1993年,在被联邦调查局包围后,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1]仍然要求跟随他的教徒们向接近的执法人员开火进行抵抗,他们在位于得克萨斯州韦科市的住所里被困了数周(当然,突击的政府军同样服从于他们的上级)。最后大院被夷为平地,造成大约80名大卫教派教徒死亡,其中20名还是儿童,对峙终于结束了。这只不过是惨痛的历史事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事件引发了很多人的感悟,其中一条名言说道:“回顾漫长而阴郁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以服从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远多于以反抗为名的罪行。”(Snow,1961,p.24)
社会心理学家非常清楚人类历史和人类世界的恐怖,他们的研究也受到了时代精神(zeitgeist: spirit of the times)和地域精神(ortgeist: spirit of a place)的影响。当美国政府在1961年做出猪湾事件的错误决定时,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有必要研究影响群体决策的因素;当旁观者目睹一名女子在酒吧的台球桌上被强奸却毫无反应时,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需要去研究旁观者干预(以及相关理论,见第5章);当女性总体收入低于男性时,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着手研究性别刻板印象。与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相比,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受当下社会事件的影响。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3)当年是耶鲁大学一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助教,他对人类历史上非常可耻的事件——纽伦堡战争,特别是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进行了研究,这个人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从外表上看,艾希曼与普通人无异,他在面对耶路撒冷法庭对其罪行的控诉时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作为回答。正是像艾希曼这样的“普通人”的举止让社会评论员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1965年写下了一篇名为《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文章,文中指出这种罪行正是由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犯下的。艾希曼的说法令米尔格拉姆感到困惑——搞不清他到底是个邪恶的人,还仅仅是服从上级命令的无辜者?是艾希曼的行为受到了以抨击犹太人而闻名的理论家所激起的异常情绪的驱使,还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碰巧陷入了仇恨和复仇的漩涡?邪恶到底有多平常?
可以说,社会心理学实验中最著名(或最臭名昭著)的一个观察实验的灵感就来源于下面的内容:
在1933—1945年间,数百万无辜的人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杀。屠杀者建造毒气室,看守死亡集中营,每天死亡的人数与制造出的工具的数量相同。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可能仅仅源于某个人的一句命令,但只有在大多数人都服从命令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才能大规模地实施。
(Milgram,1974,p.467)
上面的内容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执行者为什么会服从如此令人发指的命令?或者更具体地说,人们服从权威的倾向有多大,以及哪些因素可以减轻或加剧这种倾向?
研究者米尔格拉姆坚信这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他认为,纳粹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盲目服从的行为,是由其独特的“德国”性格导致的。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方法来测量服从。具体来说,他对服从所下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ized),即他测量服从的方法是:让被试假扮教师,对回答错误的“学生”进行电击惩罚,学生答错的问题越多,电击的强度就越大,直到人类所能承受的生理极限。当然这些“学生”都是研究者的托儿,他们会故意答错问题。在提出这种要求后,米尔格拉姆认为“很少会有被试实施中等程度的电击,更不用说强烈的电击了,只有一小部分‘有病’的人才会对他人实施极端强烈的电击”(Meyer,1970,pp.3-4)。
米尔格拉姆的被试是来自耶鲁大学周边社区的成年人,这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口样本。他计划将这些普通美国被试的结果作为基准,与有纳粹特征的德国男性被试进行比较。然而,事实证明,他根本没必要收集德国被试的数据,因为他从普通美国被试那里得到的结果已经很令人震惊了。
做了什么
米尔格拉姆(1963)前后设计了许多项实验来研究服从,共有1000多名被试参与。这些实验中有许多是为了验证他最初的实验结果,有许多是为了确定服从的调节变量和服从的边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s)。我们首先对米尔格拉姆研究的基本范式和他首次发表论文的具体操作过程进行描述。
米尔格拉姆通过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耶鲁大学需要招募一些人参加记忆实验的广告,招募到了40名男性被试。这些被试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在20~50岁之间,实验结束后他们可获4美元的报酬(这相当于2016年的30美元)。被试一到达实验室,就会有一位47岁彬彬有礼的会计所假扮的第二位被试(假被试/研究助理)紧跟其后。主试(并不是米尔格拉姆本人)是一位31岁的身穿灰色外套的高中生物教师。当被试与假被试一起出现后,主试先给两个人讲了一个关于惩罚和学习之间假定关系的掩饰故事[2](cover story):
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惩罚对学习的影响,因为没有人以人类为被试进行过真正的科学研究。我们不知道何种程度的惩罚是最有效的,也不知道实施惩罚的人是否会影响惩罚的效果——成年人是更容易接受年轻人对自己的惩罚,还是年长者对自己的惩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答案。所以在本项研究中,我们把不同职业和年龄的成年人聚集在一起,让一些人扮演教师,另一些人扮演学生,以此来探讨不同的人在扮演教师和学生时会对彼此产生什么影响,以及惩罚会对学习产生怎样的影响。因此,你们两人中会有一人扮演教师,另一人扮演学生。
(Milgram,1974,p.468)
首先,两名被试需要抽签确定自己的角色,但是抽签的结果是提前安排好的,真正的被试一定会抽到教师的角色。之后,两人跟着主试来到隔壁的房间,“学生”被要求坐在房间里,并将手臂固定好。
主试解释说,用皮带固定手臂是为了防止实验中出现任何不当的移动或任何逃跑的企图。除此之外,主试还在“学生”的手腕上绑上了电极——这个电极与隔壁房间的发电机相连,并涂上了电极糊以避免“皮肤起泡和烧伤”。主试还让“学生”表现得很紧张,并专门设计了一段对话,当假被试主动询问电击会不会很疼时,主试冷静地回答说,虽然电击会让人很痛苦,但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学生”还会主动提到自己有“心脏病”,以使真被试能够完全意识到自己是有危险的。
接下来,主试向“教师”和“学生”交代各自的任务。“教师”需要通过麦克风读配对的单词表(如blue-sky、nice-day、wild-duck等)给“学生”听,“学生”的任务就是记住这些成对的单词。之后“教师”先读出一个单词(如“blue”)再读出四个单词(ink、sky、box、lamp),“学生”则通过按键选出后面四个单词中,哪一个和前面的单词是配对的。在“学生”按键的同时,“教师”面前的答案显示器上对应的按键会变亮,答案显示器就位于电击装置的上方。
电击装置表盘上有30个电击开关,每个开关都清楚地标记着伏特数。最左边的第一个开关为15V,第二个为30V,第三个为45V,以此类推,直到最右边的450V。前三个开关标有“轻度电击”的标签,以此类推,每三个开关为一种标签类型,分别为中度电击、强烈电击、非常强烈电击、极度强烈电击、危险电击(严重休克)。最后两个开关被标记为不祥的“XXX”。每当按下开关后,电击装置表盘上的指示灯都会亮起,并伴随着电流的嗡嗡声,与此同时,电压表上的蓝色指示灯也会不停闪烁,刻度盘上的指针向右摆动。
为了使被试更加相信,主试对所有被试都演示了电击过程——在他们的手腕上安装了一个电极,并按下第三个开关,发出一个真正的45V的电击。被试的反应证明了他们受到的电击是强烈的,事实上,人们经常会高估自己受到的电击程度。主试告知“教师”,每当“学生”回答错误时,就要对其实施电击惩罚,从15V开始,每错一次就增加一个档次的电击强度(Milgram,1974,p.469)。
“教师”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实施电击,直到“学生”可以正确匹配出所有的词对,即使这需要学习好几遍单词表才能做到。但是真被试不知道的是,主试已经提前安排好了“学生”的反应,要求其只回答对四分之一的问题,并且还要求其在接受300V的电击后,捶墙以表示难以承受这种程度的电击,但主试仍然不予回复并要求困惑惊慌的“教师”按照回答错误处理,将电击水平增加到315V。接受电击后的“学生”似乎受到了惊吓,并再一次捶墙示意,之后就仿如死了一般不再有任何动静。
此时,“教师”会本能地询问主试是否应该继续,尽管他们通常会反对继续电击“学生”。主试会用礼貌但逐渐沉重的语气回答说“继续”“请继续”“实验需要你继续”“你必须继续下去”“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继续下去”。如果“教师”关注“学生”的身体状况,主试就会用自信且轻蔑的语气说:“虽然电击是令人痛苦的,但不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所以请继续。”如果“教师”想退出实验,主试就会拒绝道:“不管学生喜不喜欢,你必须坚持下去,直到他正确掌握所有的单词对,所以请继续。”
米尔格拉姆收集了实验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数据:通过单向玻璃拍摄的被试照片;主试(有时是其他观察者)记录的被试的任何古怪行为;从“学生”作答到被试按电击开关的时间;“教师”每次按压电击开关的时长。然而,主要的因变量是被试在拒绝继续实验之前所实施的最大电击。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观察被试对主试即实验情境中的权威人物的服从程度。
实验结束后,被试需要回答一些与扮演教师的感受有关的开放性问题,并参与投射测验(墨迹测验)和态度量表。最后,主试需要事后解释(debriefed)实验的真正目的、“学生”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研究助理),并告知被试在测试中没有任何人受到任何电击或伤害。在了解真相后,“教师”们脸上的表情显示了他们的震惊程度。
发现了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你所认识的100个不同背景和个性特征的人来参加这个实验,会有多少人服从主试的命令,给另一个人施加15V的电击,又有多少人会施加30V、45V的电击,60V呢……当另一名被试要求暂停实验,并猛击墙壁直到放弃挣扎时,有多少人会继续增加电击强度?又有多少人会施加450V的“XXX”电击?当米尔格拉姆让他的同事和耶鲁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预测时,他发现绝大多数人都预测很少有人会实施超过“非常强烈电击”水平的电击,而最高电击水平时只有极少数人(0%~3%)会服从。与此同时,附近一所医学院的精神科医生也在考虑进行一项类似的后续研究,他们预测只有不到1%的人——即那些最扭曲、最暴虐成性的人才会实施最高程度的电击。当要求回答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根本不会电击别人。
但是,米尔格拉姆(1963)实验的真实结果令人非常震惊。在“学生”捶墙前,40名被试中没有一人拒绝实施电击。当电击达到300V时,40名被试中有5人拒绝继续电击。在被施加315V的电击后,“学生”再次敲打墙壁,这时又有4人拒绝继续电击。随后,又有2名被试拒绝实施330V的电击,在接下来的三次电击(345V、360V 和375V)中,“学生”不再捶墙,不再对电击做任何反应,但每次都只有一名被试拒绝继续实验。到此为止,其余26名被试都执行了390V、405V、420V、435V和450V的电击。换句话说,65%的“普通人”用最极端和最致命的电击(“危险电击”和“XXX”;如图4-1所示)惩罚了未能记住单词对的学生。大多数被试表现出了不适、恐惧、不情愿和愤慨,但仍有少部分人表现得非常平静。米尔格拉姆(1974)记录了被试在完成实验后的行为:
当主试叫停实验时,许多“听话”的被试松了一口气,他们摩挲着眉毛,用手指抹着眼睛,紧张地摸索着口袋里的香烟;有些人不停地摇头,表现得非常后悔;但有的人从头至尾都非常冷静,很少有紧张的迹象。

图4-1[3] 随着电击强度增加,服从主试命令继续实施电击的人数百分比
米尔格拉姆的一些后续研究(1965)的结果仍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在偶然发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后,他试图找出服从实验的影响因素。他推测研究机构(即耶鲁大学)的声望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于是他把实验室搬到了位于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中心的一栋破旧的商业大楼里。然而,拒绝继续电击的人只增多了一点点,仍有半数以上的被试服从了令人痛苦的命令。米尔格拉姆还想知道“主试”“教师”与“学生”在物理或心理上的距离对结果的影响。因此,在一项研究中,主试并没有当面对“教师”下指令,而是通过电话或录音机下的指令。结果只有16%的被试持续实施电击(还有些被试偷偷地降低了电击程度)。在另一项研究中,“学生”被安排在距离“教师”1.5英尺(约45cm)远的同一个房间里,与第一个实验相比,这种实验环境在疼痛的听觉线索之外又增加了视觉线索。因此,与第一个实验中的65%相比,本实验中只有40%的被试继续进行了实验,但拒绝人数仍低于预期。即使主试命令“教师”亲手将不情愿的“学生”的手放到电极板上(教师手上戴着绝缘的塑料手套),服从率仍达到30% !
米尔格拉姆还测试了团体压力对服从的影响,他让3名“教师”(其中两名是研究助手假扮的)一起实施电击,并让真正的被试负责按按键。当另外两名“教师”顺从主试的要求,对陷入困境的“学生”置之不理时,真被试也倾向于做出同样的反应(72%的人会施加极其严重的电击)。然而,当另外两名“教师”不服从主试的要求时(分别在电击强度达到150V和210V时退出),真正的被试则表现出了更多的勇气,只有10%的人施加了极端的电击(更多有关信息,请参见第1章)。有趣的是,在最初的实验程序中,如果允许被试选择每次回答错误时的电击强度,只有2.5%的被试选择了450V;然而,当执行电击者旁边站着一位毫不阻止自己电击行为的“盟友”时,选择继续执行的人数就从65%上升到了93%,实际上这个人是由实验助手假扮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分子实施大规模屠杀时,普通的德国民众却袖手旁观的现象。当然还有一个可以降低服从性的条件,那就是当“学生”是“教师”的朋友或亲戚时,只有15%的人选择了施加450V的电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好消息,但也许仅仅意味着纳粹分子不太容易服从伤害其他纳粹分子的命令。
最后,米尔格拉姆发现人格特征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很小,道德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任何作用。高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特质(非常尊重权威,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缺乏同情)的被试服从主试要求的程度略高于低权威主义特质的被试。罗马天主教徒的服从程度略高于新教徒或犹太人。与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人相比,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人的服从程度稍高一些。即便如此,参加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大部分被试(无论男女)的人格特征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并不影响其对实施电击的命令的服从,只因一旁“专横跋扈”的主试要求他们继续按压面前看起来非常真实的电击装置。
又怎么样了
米尔格拉姆(1963)的研究结果令学术界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非常震惊。人们逐渐意识到: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冷漠固执的权威人物的怂恿下,也会做出惨绝人寰的行为。用米尔格拉姆的话说:“只要是权威人士下达的命令,不管内容如何、是否符合良知,绝大多数人都会服从(1965,pp.74-75)。”实验结果让人们意识到道德对无条件服从毫无影响,并开始让人们质疑自己是否也会像德国纳粹党人阿道夫·艾希曼、美莱村惨案中的凯利中尉、琼斯镇惨案中的自杀者或大卫教派教徒那样行事。
人们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易受情境压力的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米尔格拉姆的研究揭示了情境对行为的影响。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像小说家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Jr.)描述的那样:“如果我出生在德国,那我可能会成为纳粹分子,到处殴打周围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波兰人,把靴子插在雪堆里,即便如此还认为自己拥有善良的内心(1966,p.69)。”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米尔格拉姆发现了情境对服从的巨大影响,但却基本没有对影响研究结果的心理变量(干预因素)进行研究。被要求继续施加电击的被试明显非常痛苦,但为什么还是会服从主试的命令?虽然米尔格拉姆并没有在理论层面对此进行解释,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对这一结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虽然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被试表现得冷漠无情,甚至有些幸灾乐祸,但他们在实验中也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有许多被试在实验中发出了不安的笑声,他们满头大汗、祈祷主试停止实验。显然,被试是关心受害者的,即使这种关心是自私的(参见第18章)。那些认为被试冷漠无情的人,在归因上犯了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夸大了性格对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情境的决定作用(Ross & Nisbett,2011;见本书第10章)。
还有人用规范来解释实验结果,规范是指社会对人们如何行事的期待(见第1章)。例如,服从的规范要求人们服从那些拥有合法权威的人;而社会责任的规范要求人们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这些规范往往应用于不同的情境,例如行人在警察的命令下走人行横道(服从的规范),路上遇到迷路的孩子我们会提供帮助(社会责任的规范)。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规范:被试既不想因为拒绝服从而遭到反对或鄙视,也不想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而痛苦。但是实验环境和主试不容置疑的话语——“你必须继续”让人难以拒绝,不得不服从。如果实验环境不那么严酷,主试的语气更柔和一些,用的是“小心不要伤害学生”之类强调同情心的话语,那被试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Haslam,Loughnan,& Perry,2014)。不幸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会盲目地贯彻服从的规范,而不去考虑社会责任,因此会产生令人遗憾的结果。
低价揽客的行为和登门槛现象[4]也可以解释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如果顾客因为商家的低价揽客活动而决定购买一辆樱桃红色的经典二手车,然后却被告知之前的价格报错了,实际价格要高一些,或者交易中不包含故障安全保修。此时,尽管二手车对顾客的吸引力降低了,但其仍有很大可能会购买(Cialdini,2000)。精明的推销员会在顾客一进门就开始说服他:先做出一个较小的承诺,使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放弃一个更大的承诺(Cialdini,Cacioppo,Bassett,& Miller,1978;见本书第2章和第3章)。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中,被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执行一种看起来相当温和的操作,因为刚开始时的电击很弱,而且电击的目的是提高学习效率,是有科学研究意义的。被试肯定想不到“学生”竟然会犯这么多错误,而电击也这么快就达到了极强的程度。此外,如果被试服从主试的要求给学生施加了45V的电击,那他就没有理由拒绝60V的电击;同样,如果被试实施了390V的电击,那他也没有理由拒绝405V的电击。如果要求电击强度每次增加100伏,而不是原先的15V,那被试还会如此听话吗?显然,正是主试循序渐进的要求导致被试无法拒绝——那时被试已经逐渐迷失了自我,没有时间进行思考(Gilbert,1981),所以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刚开始无伤大雅的行为已经快速演变为了不合情理的行为。正如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天真无邪的人变成了魔鬼。
也许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被试之所以给学生施加危险的电击,是因为要服从主试的要求。事实上,米尔格拉姆(1974)认为,被试在实验中进入了一种“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将自己视为主试的工具或实验情景下无情按压电击按键的工具。因此他们只专注于实验任务,对任务不再进行任何更高层级的加工(Vallach & Wegner,1987)。当被试询问谁会对此负责时,主试明确回答“我会负责”,这减少了被试对自己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
也许上述所有解释都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事实是,情境(主试的要求、任务性质、实验室的布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被试的行为。最为重要的是,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关键特征与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情境都有相似之处。
后记
米尔格拉姆(1963)的方法极端吗?他是否越过了道德的界限,让被试承受了不必要的心理折磨?事实上,他本来可以做得更“恶劣”。相比之下,40年前卡尼·兰迪斯(Carney Landis,1924)所做的面部情绪实验更不人道。为了诱发被试表现出代表强烈情绪的面部表情,卡尼·兰迪斯让他们做了一些难以接受的可怕事情。例如,为了诱发被试产生强烈的恐惧情绪,兰迪斯让他们把手伸进一个装有三只青蛙的水桶里,想象一下让你把手伸进装着摸起来黏糊糊的、表面有疣还有腿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桶里,你会是什么感受;为了使被试产生疼痛感,他还往水里通入了强烈的电流;为了诱发惊恐情绪,他在被试的椅子下面放鞭炮。除此之外,他还让被试观看色情图片,以诱发震惊、兴奋、厌恶等情绪。最令人震惊的是,兰迪斯会用“实验需要这样做……你别无选择……请继续”等话语命令所有被试用生锈的黄油刀亲手杀死活老鼠。如果被试拒绝,兰迪斯就会要求他们观看杀死老鼠的场面。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不道德的研究在当今社会是不被允许的,任何地方的道德委员会都会禁止这样做。
米尔格拉姆的研究虽然没有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但也并非无可指责。事实上,他的研究几乎已经成为“要公平对待人类被试”的代名词,与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相比,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回应伦理方面的批评(Baumrind,1964,1985;Milgram,1964,1977)。人们批评的主要内容是,尽管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是令人信服的,但实验中被试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有些被试还经历了极端的胁迫,就连米尔格拉姆本人也承认:
我看到一位成熟稳重、面带微笑的商人走进实验室。不到20分钟,他就变成了一个抽搐、口吃、崩溃的人。他似乎已经到达了神经崩溃的边缘,不停地扯着耳垂,扭着双手,甚至还用拳头捶打额头,喃喃地说:“哦,上帝,快停止实验吧。”然而,他仍然对主试的每一句话都服从到底。
(Milgram,1963,p.376)
为了避免影响实验结果,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被试对实验程序完全不知情。米尔格拉姆在许多方面都欺骗了他的被试。最严重的是,被试被引导相信自己是在切切实实地伤害他人。即使在与“受害者”友好和解,并得到受害者实际并没有遭到电击的解释后,被试也永远知道了自己竟然会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显然,他们并没有要求对自己的内心有如此令人不安的洞悉。即使被赋予“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使命的智慧,大多数人也还是宁愿不受欺骗地这样做。
米尔格拉姆依据后续的邮件调查结果,对上述批判进行了反驳。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反抗者还是服从者都反馈说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实验(但请注意这一发现与第3章所述研究结果之间的联系),有近85%的人表示今后还愿意参加类似的实验。米尔格拉姆还找来了精神病学家证明参加实验的被试不会受到任何长期有害的影响。但是,最近的一些关于该实验的调查发现,米尔格拉姆当时可能没有汇报所有被试的情况(Perry,2013)。但无论如何,伦理上的愤怒都引发了人们对实验被试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应该用严格的道德准则来保护人类被试,使其免受研究人员的欺骗。这样的道德伦理准则逐渐变得丰富:明智的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在合理的情况下才使用欺骗;避免被试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保证被试的知情同意,并对实验进行充分的解释。很多人都支持这样的实验原则。考虑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引起的伦理问题,我们不能再让被试接受如此残酷的考验,因此在检验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时存在一定的困难。
然而,伯格(Burger,2009)却有了另外一种想法。他从米尔格拉姆的研究结果中发现,在那些实施了150V电击的被试中,五分之四的人都会实施最高强度的电击。因此,我们可以复制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但是把最高强度的电击设置为150V。这样既可以检验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也更符合伦理道德,因为被试不会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伯格的实验得到了道德委员会的批准。结果发现:米尔格拉姆的研究中有82%的被试服从了150V的电击命令,而伯格的实验中则有70%的被试服从,两者的实验结果类似。此外,有研究表明,性格对服从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上得分较高的被试的服从程度较低。
在前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伯格(2009)设计出另一种实验范式,即提前安排好被试实施电击的顺序,这样他们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些。但即便如此,实验结果也显示了较高水平的服从。在另一项研究中,22名护士接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医生的电话,这名医生命令护士给病人注射超过安全剂量的罕见药物。在警觉的研究助理介入前,只有一位护士拒绝,其他人全都服从了医生的命令(Hofling,Brotzman,Dalrymple,Graves,& Pierce,1966)。在另一个系列研究中,主试要求荷兰学生给求职者一些压力,声称只有让求职者得不到工作,他们才能通过考试(Meeus & Raaijmakers,1995)。同样,绝大多数被试都服从了主试的要求。这些相同的实验结果印证了一个结论:服从权威的现象并不局限于20世纪60年代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被试。
最后需要关注的一点是,米尔格拉姆并没有系统地改变学生角色,在他的实验中学生一直都是由同一位中年男性扮演的。这就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例如,虽然男女“教师”都遵守了主试的要求,让“学生”接受相同程度的电击,但如果电击的对象是女生,结果会怎样?男教师和女教师会以同样强度的电击惩罚学生吗?处在困境中的女学生是否更能激发男教师违抗主试的命令?或者不同性别的教师在电击男女生上是否存在差异(男教师会较少电击女生,或者会较少电击男生)。最近的研究(Reicher,Haslam,& Smith,2012)表明,被试对学生的认同程度会影响其服从意愿,这就说明服从会受到群体动力的强烈影响。人们可能只伤害陌生人或群体外的成员,伤害认识或认同的人可能会激发个体反叛的本能。
启示
情境会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人物,甚至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
你怎么想
服从命令会让很多人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人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服从呢?如果人们从不服从命令,完全不听从权威政府的指挥,那世界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此外,阿伦特(Arendt,1965)提出的“平庸之恶”的概念在当今世界是如何体现的?邪恶是使人变得更加平庸还是更加极端?
注释
[1]美国邪教组织大卫教派的最后一任教主。——译者注
[2]有时,研究者会设计情境或一项其他的实验来增强目标实验的现实性,在这种情境中,被试可以自然地行动,并且他们的行动不会因知道自己的哪些行为正在被研究而受到妨碍。——译者注
[3]图4-1中的纵坐标为服从主试命令继续实施电击的人数百分比,分数越高表示服从的人数越多。——译者注
[4]心理学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不愿接受较高、较难的要求,因为它费时费力又难以成功;相反,人们却乐于接受较小的、较易完成的要求,在实现了较小的要求后,人们才慢慢地接受较大的要求,这就是“登门槛效应”对人的影响。——译者注
第5章 “谁,我?”:紧急情况下,旁观者为何仅“旁观”
我一向依赖陌生人的好意。
布兰奇·杜博伊斯(Blanche Dubois)
出自电影《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背景
本章的研究是基于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的悲剧故事展开的。《纽约时报》(1964年3月27日)是这样报道的:
在半个多小时里,38位受人尊敬的守法公民在皇后区的邱园目睹了一名行凶者接连三次袭击并刺伤一名女性。期间,这些目击者的说话声和周围建筑中突然亮起的灯两次打断了他,并把他吓跑了。但每次他都返回并找到这名女性,然后继续用刀捅她。在此期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只有一位证人在这名女性死亡后打电话报了警。
在这场致命的折磨中,基蒂·吉诺维斯曾多次尖叫着求救,包括“啊,天哪!他用刀捅我!请救救我!”其中一名旁观者曾试图给警察打电话,但他的妻子阻止了他:“别打了,现在肯定有至少30个人打过电话了。”还有一个在现场附近的人,在给朋友打电话寻求建议后,爬上自己所在建筑物的屋顶,然后越过几个屋顶下到了另一栋楼里。在那里他请一位老妇人打电话报了警。警方后来在他的公寓里找到了他,当时他喝得醉醺醺的,充满了负罪感(Rosenthal,1964)。
虽然基蒂·吉诺维斯事件非常出名,但这并非没有英雄现身的个案。同样令人震惊的类似事件不时出现在新闻中。拉塔内和达利(Latané & Darley,1970)描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乘坐地铁回家时被刀刺死的情景,其他11名乘客就这样眼看着他流血而死。即使是在行凶者逃离地铁车厢后,这些乘客都没有提供帮助。在另一事件中,一名年轻的女接线员独自在办公室工作时遭到了歹徒的殴打和强奸。她挣脱出来,赤身裸体地跑到街上,尖叫着求救。光天化日之下,那名强奸犯竟然试图把这名女子拖回楼里,当时周围有40名旁观者,但他们都没有伸出援手。幸运的是,两名警察碰巧经过,他们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转身视而不见,而是尽责地逮捕了歹徒。
记者、教授、政府官员等社会评论员都致力于探讨人们之所以对他人的困境如此冷漠无情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提供帮助呢?现场有那么多目击者,你会想当然地认为至少会有一个人提供帮助,但即使是拿起电话报警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人去做。这真的是因为大城市的生活把正派体面的人们变成了像僵尸一样麻木不仁的旁观者,由于过度疲惫而无法关心自己的同胞吗?这类悲剧是否反映了我们文化中一种潜在的道德沦丧?
达利和拉塔内(Darley & Latané,1968)尝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目睹紧急情况尤其是像被刺伤这样令人发指的事情的人,会处于一种冲突状态。人道主义准则和良心的拷问促使他们进行干预,但与此同时,许多理性和非理性的恐惧则使他们望而却步。毕竟,个体在提供帮助时可能会受到伤害,也可能会经历众目睽睽下的尴尬或卷入警务案件的调查程序。那么情境的各种特征是如何决定旁观者内心冲突的解决方式的呢?
达利和拉塔内推测,有同样目睹紧急情况的他人在场实际上可能会阻碍人们提供帮助,而非促使人们提供帮助,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看到别人没有提供帮助,可能会导致个体将当下情况定义为非紧急情况,并因此认为没有必要提供帮助——“这可能只是情人间在争吵。”一群人未采取行动会导致更多人不采取行动。其次,个体可能不知道他人是如何反应的,这可能会导致其推断他人正在提供帮助,因此自己就没有必要参与了。达利和拉塔内把这种现象称为“多元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Prentice & Miller,1999)。事实上,许多观察到基蒂·吉诺维斯遭受攻击的人,看到附近公寓窗户上的灯光和人影,就知道还有其他人也在看,但却无法知道他们的反应,多元无知正是由此发生。最后,不介入可能是由达利和拉塔内所称的“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所致。之所以没有提供帮助,是因为帮助的责任扩散到了目击者群体中,对没有采取介入行动的任何指责也相应扩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只有一名晚睡者注意到了这起残忍的袭击,或者听到了基蒂·吉诺维斯的求救,并认为只有自己正在目睹这场凶残的袭击,那么他很可能会予以阻止,因为此时介入的压力会特别集中在这名目击者身上,结局也就不会如此悲惨。
下面引用的是埃文斯(Evans,1980)的话,他描述了当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仍然是热门新闻的时候,达利和拉塔内之间进行的一次讨论(达利数年后的回忆):
拉塔内和我与其他人一样感到震惊。在这个可怕的事件发生几天后,我们在晚餐时相遇,并开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事件过程。首先,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不是个体之间如何不同,也不是为什么那些人没能对行凶者做出反应,而是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介入,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以至于未做出反应。其次,我们想知道,群体中的人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提出了一个阶段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必须先对情况的紧急程度进行评估,因为紧急情况不会自带“我是紧急情况”的标志。在将现场情况定义为紧急情况的过程中,个体会察看他人对情况的反应,并解读他们行为背后的含义。最后,当有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介入的责任并没有明确集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感觉到责任的分散,因而不太可能承担起介入的责任。我们认为定义紧急情况和责任扩散这两个过程同时在起作用,它们可以解释发生的许多事情。
这一讨论导致达利和拉塔内提出假设,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旁观者越多,任何一个旁观者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小,或者速度就越慢。之后他们对这个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做了什么
达利和拉塔内(1968)的实验需要一些舞台表演和戏剧效果。实验的实施过程如下:(a)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b)被试无法与他人交流,也无法了解他人的行为反应,以及(c)研究者对被试对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次数和速度进行评估。
72名纽约大学的学生(男女生都有)参加了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被试在到达实验现场后,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长长的走廊中,走廊一侧有一个小房间的门打开着(这是重要的细节)。一名研究者把被试带到其中的一个房间中(其他房间里的东西不让被试看到),并要求其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个麦克风和一副耳机。被试在填写了一份信息表后,通过对讲设备来听研究者对研究的介绍。
研究者告知被试,这项研究关注的是正常大学生在高压力的城市环境中(记住,他们是纽约大学的学生)所面临的个人问题的类型。被试还被告知,这项研究的设计可以避免因与陌生人讨论个人问题而引起的任何尴尬。参与研究的每个人都是匿名的,分别坐在不同的房间中通过耳机与麦克风交谈,而非面对面交谈。被试还被进一步告知,由于其他人的存在可能会干扰讨论,因此研究者不会偷听,而是在事后通过问卷来了解情况;在整个过程中,每个人会依次发言,通过麦克风向其他房间的人透露个人问题;接下来,每个人都会对其他人所说的话发表评论,最后将进行公开的讨论;重要的是,发言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每名被试的麦克风只开通两分钟,在轮到某个人的时候,其他人的麦克风会关闭,这样每次都只有一名被试能在通话网络上被他人听到。
然而,被试不知道的是,所谓的“其他人的两分钟的发言”其实都是磁带录音。换句话说,他们听到的其他学生的实时口头发言,实际上只是磁带录音脚本。其中一位“男生”首先发言,我们称其为“受害者”,这样称呼他的原因一会儿就会显示出来。他首先描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很难适应纽约市和他的同学们。他还带着明显的尴尬和犹豫不决的语调表示,他有时会癫痫发作,尤其是在努力学习或考试时。接下来,其他“被试”也一个接一个地透露了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没有提到癫痫发作倾向。最后,真正的被试也在精心设计的场景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透露了一些个人的困扰。当又轮到“受害者”说话时,他先是相对平静地评论了几句,然后开始明显大声和语无伦次地说:
我……呃……我想……我需要……呃……如果……呃……谁给我一点帮助,因为……呃……现在……我……呃……有一个……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呃……如果有人可以帮助我。那……那就……那就太好了……因为……呃……因为我……呃……有人会给我一点……呃……帮助……呃……可以有人帮我(窒息的声音)……我要死了……呃……我……要死了……呃……帮我……呃……(然后再也没有声音)。
你必须承认,社会心理学有它的灵感爆发时刻!
尽管有这么多复杂的场景设计,但主要的因变量却很简单。首先,被试是否通知了在大厅尽头的研究者有紧急情况发生?其次,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是经过了多长时间才通知的?一旦被试报告了危机情况,或者如果在六分钟内没有报告,实验就会停止,研究者就会告知被试整个实验的真实目的(揭示研究的真相,并共情处理被试的任何不良感受)。
接下来,研究者要求被试完成一系列调查问卷,这些问卷测量了一些人格维度,如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评估冷酷无情的程度)、失范(anomie,评估缺乏个人价值观的程度)、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评估对权威的尊重和对被压迫者的蔑视程度)、社会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评估寻求赞许的倾向)和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评估社会同情和帮助的倾向)。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附加测试来比较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然而,我们要指出,在独立的背景中测量这些人格变量可能会更好,也许应在实验之前,在一个明显和实验不相关的时段。因为未提供帮助者尤其可能会夸大他们在这些人格维度上的得分,以弥补他们先前令人尴尬的不作为表现。这可能会掩盖任何真正的人格差异,而正是这些人格差异能够解释在提供帮助方面的行为差异。
在了解实验涉及一个或多个自变量的有意操纵后,你可能还想知道在这项研究中自变量到底是怎么精确操纵的。好吧,回想一下达利和拉塔内(1968)的责任扩散假说:紧急情况下旁观者越多,任何一名旁观者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或者速度就越慢。根据这一假说,达利和拉塔内操纵了被试“感知到的群体规模”(perceived group size)。为此,他们改变了实验前助手的指导语,也改变了在第一轮小组讨论中被试所听到的发言数量,从而使被试认为,该群体有两个人(只有被试自己和“受害者”)或三个人(被试自己、“受害者”和另一名被试)或六个人(被试自己、“受害者”和另外四名被试)。需要记住的是,只有被试自己是真人,其他“被试”只是磁带录音。
三人小组的构成也受到了操纵。在一种条件中,“另一名被试”的声音是女性的声音;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另一名被试”的声音则是男性的声音,而且这名男性还提到自己是一名医学预科生,在急诊室短暂工作过,并且受过应对癫痫发作的训练。因此,主要的自变量就是群体规模和群体构成,而主要的因变量为被试是否向研究者报告癫痫发作以帮助“受害者”以及报告的速度。
发现了什么
被试报告说,他们真的相信“受害者”癫痫发作了,并且自己也受到了影响,这是一个关于“实验真实感”(experimental realism)的问题(被试在心理上感到被卷入了实验)。不管被试有没有介入,他们显然认为这种突然的癫痫发作是真实且严重的,他们会说:“天呐,他癫痫发作了!”“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了这种事情。”或者“天呐,我该怎么办?”在被试不知情的情况下,研究者可以通过通话设备听到这些不同的评论。此外,被试们还会对走廊尽头的研究者说:“嘿,我觉得1号病得很重,可能他的癫痫发作了,或是别的什么。”尽管研究者表示已经对其进行了检查,并且“一切都在控制之中”,被试们仍然会问“有人在照顾他吗?”或“他没事,是吗?”但他们显然松了一口气。与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3)的服从研究(见第4章)中的被试一样,他们似乎真的心烦意乱、忧心忡忡。
被试所认为的在场他人的数量,对他们是否提供帮助以及提供帮助的速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具体来说,认为只有自己一人在场的被试中有85%在“受害者”的通话被切断之前(即在两分钟内)报告了紧急情况,而认为有其他四人在场的被试中只有31%在“受害者”的通话被切断之前报告了这一情况。此外,两人组中被试100%在实验进行期间报告了紧急情况,而六人组中只有62%的被试在实验进行期间报告了紧急情况(如图5-1所示)。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时候,在报告紧急情况方面,两人组的被试报告的比例均高于三人组的被试,三人组的被试的报告比例均高于六人组的被试。而且,被试认为在场的他人越少,自己提供帮助的速度就越快。

图5-1[1] 这三种情况下,帮助“受害者”的被试人数的比例
有趣的是,三人组中的被试认为不管其他被试(除“受害者”外)是男性还是女性,有没有医治能力,自己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与速度都是一样的。此外,尽管男性经常被赋予应对紧急情况的责任,或者被认为更倾向于在危急情况下承担救援者的角色,但在本研究中,男性被试并不比女性被试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大,帮助的速度也没有更快。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的帮助仅仅是对紧急情况进行报告。
在这个实验中,还有其他因素能解释提供帮助的原因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被试在呈现给他们的清单中指出了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曾有过的想法(例如,“我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或“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管是两人组、三人组还是六人组,被试们报告的想法都没有显著差异。虽然三人组和六人组的被试们报告说,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还有其他人在场(其他人也听到了癫痫发作),但他们声称这对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然而,有研究发现,我们经常搞不清楚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Nisbett & Bellows,1977;见第14章)。进行实验研究的优点之一就是,研究者能够准确地分离出导致某些结果的原因。在这项研究中,由于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中,因此尽管他们明显缺乏关于在场人数对其影响的了解,但除了被试注意到的其他在场人数这一不同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帮助行为上的组间差异。
最后,正如其他证实情境所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一样(见第4章和第8章),本研究没有发现任何人格测量结果与被试做出报告反应的可能性或速度显著相关。事实上,在提供帮助的速度方面,除了群体规模与之相关外,还有且只有一个变量与之相关,那就是被试从小生活的社区越大,其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无论你如何看待这个研究结果,都应当看到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决定个体如何应对某位同学说“我想死”的绝望之举的,是在场的他人数量这样的个体外在因素,而不是简单的富有同情心和具有尽责的性格之类的个体内在因素。
又怎么样了
根据达利和拉塔内(1968)的看法,本研究中的被试经历了双避冲突(avoidanceavoidance conflict,一种你想要避免的冲突类型)。他们显然担心这名说话断断续续的“受害者”,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那就很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感到羞愧,但他们也不想仓促地下结论以显得自己很愚蠢。对于两人组(“只有‘我’和这个在另一个房间快要咽气的家伙”)中的被试来说,这个冲突很容易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于那些认为有他人在场的被试(“我们中有四五个人听到这个家伙情况越来越糟糕”)来说,如果事实上他们帮助的对象不需要帮助,那提供帮助就会带来尴尬,因此他们压抑了自身的人道主义本能,这加剧了他们的内部冲突——“我是应该让这个家伙继续遭受痛苦,甚至死亡,还是冒着让自己难堪的风险,向研究者发出警报?”被试并非有意决定不介入,相反,他们的内心在两种不想要的选择之间摇摆不定,但在行为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什么都没有做。几分钟过后,再去帮忙就不合逻辑或为时已晚了。
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结果让人们对“旁观者之所以不帮助他人是因为冷漠无情”这一解释产生了怀疑。这种解释认为,某些人之所以在看到有人遭受痛苦时袖手旁观,什么也不做,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不同:现代文化使其变得麻木或者他们本就冷漠无情,否则怎么会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人被砍死而无动于衷?然而,这类有倾向性的解释可能过于简单了,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否认,作为具有完美品格或极度仁慈的人,自己会在类似的情况下袖手旁观。事实上,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涉及上述解释的任何人格变量与被试是否提供帮助以及提供帮助的速度有关。
如果你重新思考基蒂·吉诺维斯这起令人痛心的严重案件,或者前面描述的地铁乘客或接线员的悲惨案件,本研究的意义就显而易见了。遭遇不幸的人不仅是那些无情袭击的受害者,还有多元无知的受害者,以及其他本可以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帮助但因责任扩散而未得到救助的受害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我们应该对此有所了解。正如我们被鼓励学习心肺复苏术和回收利用塑料一样,我们也应该被鼓励去了解和抵制这种抑制帮助行为的情境压力?旁观者们不应毫无反应,而应该伸出援手。
后记
达利和拉塔内(1968)的研究巧妙地捕捉到了某些类型的紧急情况的关键特征,例如在基蒂·吉诺维斯谋杀案中,目击者知道还有其他人在观看,但他们既不能与他人交流,也不知道他人的反应,而且不确定是否应该由他人来提供帮助。其他研究者随后延续这一思路并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拉塔内和罗丹(Latané & Rodin,1969)的一项研究中,在被试们忙着填写调查表时,一位年轻的女性研究者离开并走进旁边的房间取更多的材料。毫无戒备的被试听到她拖着一把椅子划过地板并站上了椅子,之后就是一声响亮的撞击声,听起来像是一个书柜翻倒了,接着是身体撞击地板的带有不祥预兆的声音。再之后,他们听到了那位女性痛苦的呻吟和哭泣:“哦,天啊!我的脚踝!它动不了了!我觉得它折了!”所有这些声音效果都是事先精心录制而成的,那位女性一进入另一个房间就开始播放录音。想想看:如果你是这项研究的被试,你会如何反应?你会不顾现场被试人数的多少而直接跑过去提供帮助吗?好吧,研究结果表明,70%的单独被试提供了帮助,40%的两人组中的某一被试提供了帮助,但当两人组中的一名成员是故意不提供帮助的假被试时,只有7%的真被试提供了帮助。
在实验室或现场环境中进行的50多项后续研究证实了群体规模与提供帮助之间的负性关系(Latané & Nida,1981)。近期一项对许多个别研究的结果进行统计总结的元分析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Fischer et al.,2011)。元分析研究还发现,在更严重的紧急情况(那些有人身危险和行凶者在场的紧急情况)下,旁观者就不会那么冷漠,这可能是因为紧急情况不那么模棱两可。这一发现也许会令人心安一些。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以及大量的重复研究,并没有阐明提供帮助或没有提供帮助的所有方面。旧问题一旦解决,有关这一主题的新问题就很快出现了。启迪孕育未知,这在科学中并不鲜见。其中一个新问题是,社会化是如何使人愿意帮助他人的?科茨、帕瑟尔和古德曼(Coates,Pusser,& Goodman,1976)发现某些电视节目如《芝麻街》(Sesame Street)通过提供给学龄前儿童可以模仿的受欢迎的榜样来促进他们的助人行为;相反,过分奖励孩子的助人行为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策略(Fabes,Fultz,Eisenberg,May-Plumlee,& Christopher,1989;见本书第9章)。
另一个新问题是,一个人的情绪是否会影响其助人倾向?莱文和伊森(Levin & Isen,1975)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在公共电话的投币处发现一枚一角钱硬币时(记得这样的情景吗?),他们的情绪就“高涨”了,之后就会更倾向于帮助“不小心”掉了一个文件夹的路人。此外,坎宁安(Cunningham,1979)发现,人们在晴天时给的小费要比阴天或雨天时多[阳光撒玛利亚效应(sunny Samaritan effect)] 。哈里斯、本森和霍尔(Harris,Benson,& Hall,1975)发现,向神父忏悔前的天主教徒(研究者推测那时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负罪悔恨感)通常会比向神父忏悔完的天主教徒(其负罪悔恨感得到了解决)捐赠更多的钱。
最后一个问题:性别或种族会影响助人倾向吗?伊格雷和克劳利(Eagly & Crowley,1986)发现,男性通常比女性更乐于帮助陌生人。当有旁观者在场、参与帮助有潜在危险或需要帮助者是女性时,情况尤其如此。关于需要帮助者是女性这一点,韦斯特、惠特尼和施耐德(West,Whitney,& Schnedler,1975)发现,如果一名女性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更换轮胎,会有25%的汽车停下来,而当驾驶员为男性时,只有2%的汽车停了下来(今天会是同样的情况吗?)。此外,布里格姆和理查森(Brigham & Richardson,1979)发现,便利店的白人店员在发现顾客没有足够的钱购买某一商品时,如果顾客是白人男性、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那么至少在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会卖给顾客,而如果顾客是黑人男性,那么只有三分之一的情况会卖给顾客。研究的确发现,个体与受害者的相似程度可以很好地预测其是否会提供帮助(Levine,Evans,Prosser,& Reicher,2005)。事实上,这里关键的研究结果发生了反转:旁观者越多,个体越倾向于帮助朋友或小组成员(Levin & Crowther,2008年,见本书第7章)。这也许是由于个体知道自己“应该”帮助他们——在他人的注视下,表现得很害怕会显得自己是个懦夫。因此,就像基蒂·吉诺维斯的案例一样,人群中旁观者的冷漠可能只是一种局限于陌生人的现象。
这些研究发现和其他问题表明,紧急情况下的帮助和更普遍情况下的帮助是一个要从多方面考虑的现象,是多变量的复杂函数。此外,找出有利于促进帮助的社会条件并不能确定人们起初想要提供帮助的原因。在第18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更为深入的动机问题:帮助是否纯粹出于无私的原因。
启示
在紧急情况下,目击者越多,其中任何一个人伸出援手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由于人们通常不了解他人的反应,或者不觉得自己需要为防止悲剧后果的发生负责。
你怎么想
你是否曾经帮助或救援过那些急需救助的人?描述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哪些因素会促使你提供帮助,以及哪些因素会阻止你提供帮助?假设在阅读了本章之后,你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当时还有很多其他人在场。那你觉得自己更倾向于介入或者更有义务介入吗?
注释
[1]图5-1中的纵坐标为“受害者”明显的癫痫发作期间或整个实验进行期间,被试相信在场的另外四人或另外一人也听到求救声,以及没有他人在场。——译者注
第6章 蟑螂与人:表现的社会提升与抑制
人类与蟑螂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人类会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的命运,而蟑螂则坚忍地辛勤工作,从不埋怨,甚至不会看过去一眼或者叹息本该是什么样子。
吉恩·谢泼德(Jean Shepherd,1921—1999)
美国短篇小说作家、演员
背景
下面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研究是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一项研究传统的一部分。1898年诺曼·特里普利特(Norman Triplett)在新发行的《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发表了《起搏和竞争的动力因素》(T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一文。关于特里普利特,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他很喜欢自行车比赛,并且经常作为观众参与比赛,是这项运动的著名权威。事实上,正是他在1897年对美国自行车联赛记录的审视使他注意到一个明显的现象:那些与他人竞争或者受他人影响的自行车运动员似乎比那些与时间赛跑的运动员表现得更好。对于这种现象,特里普利特(1898)总结到,这是由于“另一名车手的出现刺激了车手的竞争本能……这是他释放自己无法释放的紧张能量的方法”。
关于特里普利特,我们要提到的第二件事是,他显然是一个天生的实验主义者。基于偶然观察和推测的猜想,他招募了40名当地的儿童来缠绕鱼线卷,每个鱼线卷都固定在一个Y形的框架上,他要求儿童们要尽快完成。有时,这些儿童被要求单独做这件事,有时则是两人一组(想象一下邻居们会怎么想:一定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了!)。与特里普利特预测的一样,孩子们在一起缠的时候速度会更快。这个结果表明,仅仅有其他孩子在场便会提高成绩。特里普利特对任务表现所受到的社会影响非常感兴趣,并尝试通过实验去探究这种影响,这使他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名重要先驱(Stroebe,2012)。
在特里普利特的启发下,数以百计的研究观察了他人的存在与个体的任务表现之间的关系。邦德和提图斯(Bond & Titus,1983)对这些研究中的241项进行了元分析(定量总结)。他们调查了几种不同的任务表现:做简单的算术、做复杂的计算、穿衣服、记忆无意义的音节、学习手指迷津、划掉元音、打台球和吃东西。这些研究都关注共同行动者(同时在做相同或不同任务的人)和观众在场对任务表现的影响。有趣的是,结果显示,其他人的存在仅仅在某些时候会提高任务表现[即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 ;而其他时候则会干扰任务表现[即社会抑制(social inhibition)] 。例如,尽管当其他人在场时,被试在报纸专栏中划掉元音的速度更快,但记忆无意义音节(如“bir”或“koh”)的速度却变慢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们都对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感到困惑。
之后,在1965年,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提出了一个简明的解决这一谜团的方法。他提出其他人的在场提高了个体的唤醒水平(虽是生理上的,但并非与性相关——除非其他人刚好裸着!)。他重新提出了一个古老的行为主义学习原则,他还提出,更高的唤醒水平会促进优势反应(简单的、熟悉的反应),但会抑制非优势反应(复杂的、新异的反应)。例如,如果你是一名快速而熟练的打字员,那其他人对你的观察会激励你做出更敏捷的表现;但如果你是一名慢吞吞、笨拙的打字员,那其他人的围观则会让你的手指变成潮湿的法式炸薯条!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独特的交互作用(对优势反应的社会促进和对非优势反应的社会抑制),其中最经典的研究之一是由扎伊翁茨和塞尔斯(Zajonc & Sales,1966)所做的。研究者让男学生练习10个不同的土耳其语单词(事实上这些单词只是七个字母的无意义组合)。在这10个单词中,两个被呈现1次,两个被呈现2次,两个被呈现4次,两个被呈现8次,另外两个被呈现16次,顺序随机。接下来被试开始进入阈下(无意识的)感知阶段。研究者用速示器来呈现单词,每个单词呈现的时间非常短,被试的任务是在每个试次中猜测呈现的单词是什么。每个单词仅闪现十分之一秒。尽管如此,被试在90%的时间里都猜对了单词。在其他的试次中还会呈现31个由不规则的黑线构成的非词,但每个非词仅呈现百分之一秒。在这种更短的曝光时间内,被试无法区分词和非词。这些额外的试次让研究者能够估计被试的猜测趋势。被试一共观察了四个组块:每个组块由10个假土耳其语单词和31个假的假土耳其语单词(即由黑线构成的非词)共41项构成。
一些被试是独自完成这一猜测过程的(自动幻灯片投影仪和录音机的使用使研究者没有必要在场),而其他人则是在其他(不认识的)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完成这个过程的,这些旁观者“顺从地”坐在几英尺外。这些学生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同谋”,但被试会被随口告知他们是在研究者的允许下来观察研究过程的。扎伊翁茨和塞尔斯预测观众的存在会促进优势反应,即被试猜测那些练习频率较高(8次或16次)的土耳其语单词的正确率会提高,并且抑制非优势反应,即被试猜测练习频率较低(1次或2次)的土耳其语单词的正确率会降低。结果正如他们所料。
这个研究及其他一些研究都支持了扎伊翁茨对所谓的“单纯存在效应”(mere presence effects)的解释。然而,这些结果仍然为其他合理的解释留下了空间。例如,也许其他人的存在会让被试产生恐惧,从而更努力地完成任务,但如果任务相对具有挑战性,则会影响他们的表现;或者为了获得赞赏,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被试会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进行自我监控,从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导致了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解释提出了关于单纯存在效应的原因和普遍性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更复杂的认知加工(例如忧虑或自我意识)导致了这一结果?是否有可能用其他物种去证明这种效应,包括那些比较低级的物种?扎伊翁茨的理论能否准确地预测猿、猴子、狗或老鼠中是否存在单纯存在效应?或者甚至是地球上最不聪明的物种之一:蟑螂?为什么不“召集”一些动物或昆虫去探明呢?
做了什么
扎伊翁茨、海因加纳和赫尔曼(Zajonc,Heingartner,& Herman,1969)预测,即使是在蟑螂中,仅仅是其他蟑螂的存在也会促进简单任务的表现或抑制复杂任务的表现。研究者开始设想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设计,即让蟑螂或是单独或与另一只蟑螂一前一后地在一个直线跑道中跑下去(相对简单的任务),或是穿过一个略微复杂的迷宫(相对复杂的任务)。这是一个2×2的设计,两个自变量各有两个水平。但是,他们发现一前一后的条件包含一个潜在的干扰变量:如果蟑螂与一个伙伴一起跑的时候跑得更快,那可能是由于两者的相互“唤醒”(aroused)(扎伊翁茨所提出的),或者它们在运用它们神秘的身体语言相互“指引”,也许是一次轻微的腿部抖动或一根触须的适时触碰。在事先看到这些可能性后,扎伊翁茨和他的同事采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即让蟑螂们在“蟑螂观众”前执行任务[少有人知的是:一群蟑螂在学术上被称为“闯入者”(intrusion)] 。尽管蟑螂观众可能会通过它们的单纯存在,影响执行任务的蟑螂们的表现,但却无法提供任何与任务相关的行为线索。
这项研究中被试是72只成年母蟑螂(东方蟑螂)。尽管它们没有签署同意书,但仍然得到了人道的对待。研究者体贴地让它们住在适宜的暗处,并享受美味的苹果切片。可惜的是,关于它们住的是哪间大学宿舍,科研论文上却没有记录。
研究的基础仪器是一个干净的树脂立方体,每条边大约有20英寸(约合10厘米),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蜿蜒的迷宫或一条笔直的跑道。当然,对于蟑螂的奔跑来说,前者显然是更大的挑战。一盏150瓦的照明灯照射在启动箱里,作为一个厌恶刺激(蟑螂与飞蛾不同,蟑螂讨厌亮光)。在跑道或迷宫的另一头,一个黑暗的目标箱在向它们招手。这些路线有断头台式的闸门和清晰的跑道。在一些条件下,沿着跑道或迷宫的大部分墙壁都设置了透明的观众箱。这些小孔可以传递嗅觉(与气味相关的)信号:气味会表明附近有蟑螂,以防灯光把它们照得头昏眼花。
打开照明灯并打开闸门,蟑螂们就会动起来。关键的变量是蟑螂穿过直线跑道或迷宫进入目标箱所花费的时间(当蟑螂的最后一条腿跨过目标箱的门槛后,最后一道断头台闸门“啪”地关上了)。
发现了什么
扎伊翁茨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他们没有蟑螂的办公室分析了实验的数据,发现结果非常支持他们的假设。与单独穿越迷宫的蟑螂相比,一前一后穿越迷宫的蟑螂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与单独穿越直线跑道的蟑螂相比,一前一后穿越跑道的蟑螂需要更少的时间。当将观众条件与单独条件进行比较时,出现了(与人类被试)相同的结果模式:蟑螂观众的存在抑制了蟑螂走迷宫的表现,但却促进了其走直线的表现(如图6-1所示)。因此,共同活动和蟑螂观众对任务表现有相似的影响。这一结果(没有显著的三因素交互作用)是非常严格的,因为它排除了观察到的影响是由特定的行为线索所致的可能性。蟑螂观众不可能仅在直线跑道而不在迷宫中通过声音或姿态对行动的蟑螂发出暗示信号。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其他蟑螂的存在才是关键,而不是其他因素。

图6-1[1] 当独自或有其他蟑螂陪同时,蟑螂穿过直线跑道或迷宫所需的时长(秒)
值得一提的是扎伊翁茨等人(1969)所做的另一个实验:跑道和迷宫的两侧都被安上了镜子,同时给蟑螂一个已经在蟑螂群里放了几天的臭鸡蛋纸盒或一个没有任何蟑螂味的新鲜鸡蛋的纸盒。同样,直线跑道与迷宫的操纵提供了简单任务与复杂任务的比较。镜子传达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伙伴蟑螂仍然存在(蟑螂太笨了,以至于认不出自己)。有蟑螂味的或新鲜的鸡蛋盒是用来操纵嗅觉线索的,用来表示其他蟑螂是否存在。这个实验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但是镜子的使用和气味的操纵确实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足以产生单纯存在效应的最小特征是什么?例如,蟑螂在有死蟑螂或被麻醉的蟑螂面前(假设这些不会动的同伴并不会使它们过度惊慌)会有不同的表现(在直线跑道上跑得更快,而在迷宫中更慢)吗?
又怎么样了
“又怎么样了”这一问题在涉及蟑螂的研究中很容易被问到。但是,要知道这项研究的背后有数十个关于单纯存在效应的其他研究的支持(Micheals,Blommel,Brocato,Linkous,& Rowe,1982)。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以人类为被试的,但是类似的效应在狗、鸟、鱼、老鼠、犰狳、果蝇、蜈蚣和蚂蚁中都已经被证明。例如,陈(Chen)1937年发现,当有其他蚂蚁存在时,目标蚂蚁所挖的泥土是单独作业时的两倍。同样要考虑的是,扎伊翁茨等人(1969)并没有仅仅基于对东方蟑螂的观察结果就试图理解人类社会行为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打算把研究结果直接从蟑螂推论到人类身上;相反,他们只是试图展示一种可能性:即使没有复杂的认知调节,单纯存在效应也可以发生。因此,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排除了一些被认为是单纯存在效应必要原因的变量,如评价—理解、自我监控或一些类型的赞赏-寻找等。除非有人愿意辩称低等的蟑螂也会被许多感情和弱点包围,如同那些被感情和弱点包围的大二年级学生一样。生理唤醒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他人的单纯存在会提高或妨碍任务表现,即提升简单任务的成绩、降低困难任务的成绩。尽管人类与蟑螂毫无疑问在很多方面差异都很大,比如后者更可能从一场核爆炸中幸存下来,但两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可以从同伴身上获得种族唤醒。
与此相关的是穆克(Mook,1980)的一篇文章,标题颇具煽动性:《为外部无效度辩护》(In Defense of External Invalidity)。穆克敏锐地指出,实验研究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标,其中仅有一个目标是从一个种群或环境推广到另一个种群或环境。相反,人们常常想证明的是:一种效应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经得起反复的验证。此外,人们通常只想检验由特定理论产生的假设,而不先考虑它的普遍适用性。例如,在我们的蟑螂研究中,扎伊翁茨等人证明:在不涉及太多认知的情况下,仅仅是他人的存在就可能提高或阻碍任务表现。他们同样含蓄地验证了每一种声称有比生理唤醒更重要的东西的理论都是错误的。换言之,实验室的人为条件,或者大二年级学生的这种独特的特点,通常都不是问题。事实上,实验室实验的优点就是通过削弱环境的复杂性来分离出特定的变量(见前言)。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什么。因此,正如本书中许多实验研究表明的那样,实验室提供了一种发现罕见的社会心理学真理的途径。
后记
科学是以辩证的方式展开的。先主张一种理论,然后发现它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之后修改或替换它(Cialdini,1995)。有时,为了为矛盾的解释寻找支持证据,人们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效应的发生可能有不止一个原因。例如,仅仅是他人的存在(没有认知中介)导致了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吗?或者某种认知中介,比如对他人评价的关心,也会产生这种效果吗?科特雷尔、瓦克、塞克瓦克和利特尔(Cottrell,Wack,Sekevak,& Rittle,1968)的一项研究发现,被试在观众面前执行任务会表现出典型的交互模式(对优势反应的促进作用,对非优势反应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观众被蒙住眼睛则不会出现这种模式。这支持了“人类的单纯存在效应会受评价顾忌影响”的观点(Aiello & Svec,1993)。然而,马库斯(Markus,1978)同样发现,对于人类的单纯存在效应而言,评价顾忌并不总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对蟑螂研究的结果还是让人怀疑,是否有必要用评价顾忌这种人类特有的东西来解释单纯存在效应(虽然就我们所知,目前并没有人尝试过蒙住蟑螂的眼睛!)。但是,如果不是对表现的焦虑,还有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蟑螂在其他蟑螂面前改变它们的速度(有时走得更快,有时走得更慢)呢?桑德斯和巴伦(Sanders & Baron,1975)认为是它们分心了。由其他行动者或观众引起的分心会造成一种是专注于任务还是专注于他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会引发生理唤醒,从而促进优势反应并抑制非优势反应。事实上,突然的噪音或闪光已经被发现会产生相同的增强或减弱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小部分变量的混合会调节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这些变量包括:其他人的单纯存在、干扰,以及对被评价的关心(至少对人类被试来说)(Geen,1991;Guerin,1993;Kent,1996)。
关于单纯存在效应,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某项给定任务的复杂性会随着任务的连续进行而下降。唤醒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非常低到非常高。这意味着唤醒水平越高,优势反应的表现越会得到促进。然而,高唤醒水平可能会干扰被试在即便是相对简单或训练有素的任务上的表现。以竞技体育项目为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运动队在主场往往表现得更好,这是因为他们会比从其他地方来的对手更受鼓舞,更有可能充分发挥。即便如此,鲍迈斯特和肖沃斯(Baumeister & Showers,1986)仍然根据经验认定,当一场特定的比赛极其重要且具有挑战性时,例如美国职业棒球联赛的季后赛决赛,主场作战从统计上来说是一项劣势。确实,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一个人由于过强的唤醒水平以至于连最简单的任务也几乎无法完成。另一方面,一些人则会享受这些大场面。自恋狂(那些认为自己远超他人的人)在拥有能够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机会时会表现得更好,然而非自恋者在压力下则更容易窒息(Wallace & Baumeister,2002)。
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的发现符合一种更普遍的观点: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我们与其他智人相遇时,会发生各种有趣的事情。人类的规范规定了我们的观念和行为(见第1章);我们在人群中会感受到更少的个体责任和过错感(见第5章);我们在人群中寻找可以拿来自我吹嘘的关系(见第11章);我们会失去自我意识(见第12章);我们遇见他人的次数越多,便越喜欢他们(见第13章);并且人们会减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见第27章)。“人影响人”这一主题之所以很吸引人,是因为它总是以微妙且多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启示
仅仅是他人的存在就足以促进简单任务的表现,并妨碍复杂任务的表现。即使没有复杂的认知中介,这种现象也会发生。
你怎么想
他人的单纯存在有时会抑制而有时会提高你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曾因压力过大而感到窒息,甚至当有他人在场时惊恐发作?此外,你对自己与低等的蟑螂有着共同的心理动机做何感想?还有,是蟑螂在有人类存在时跑得更快,还是人类在有蟑螂存在时跑得更快?设计一个实验方案来验证吧!
注释
[1]图6-1中的纵坐标为蟑螂到达目标箱所用的时间,时间越短说明表现越好。——译者注
第7章 我们和他们:基于细小社会类化的歧视
故事是这样的,星肚史尼奇的肚皮上有星星,光肚史尼奇的肚皮上没有星星……你可能认为这样的小事不足为道,但是,因为这些星星,星肚史尼奇们开始吹嘘:“我们是沙滩上品种最优良的史尼奇!”
出自《史尼奇的故事》(The Sneetches)
背景
1954年夏,谢里夫、哈维、怀特、胡德及谢里夫(Sherif,Harvey,White,Hood,& Sherif,1961)开始检验谢里夫新提出的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该理论认为,当群体为稀缺、有价值的资源而竞争时,就会产生偏见和歧视。谢里夫组织了11名男孩(他们都是白人、中产阶级、新教徒)从美国俄克拉荷马城乘坐公共汽车到100英里外位于俄克拉荷马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的童子军营地。第二天,又有11名背景相似的男孩踏上了同样的旅程。在这个占地200英亩[1]的公园里,这两队男孩起初被分隔开来,他们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第一个星期,每队男孩一起徒步、游泳、烹饪和睡觉,这有助于建立群体认同与忠诚。每个队都给自己起了队名——老鹰队和响尾蛇队,还制作了队服和队旗,并自发建立了不同的群体规范(共同期望与行为;见第1章)。
第二个星期,两队被安排在公园的凉亭会面。他们被告知要参加棒球比赛和拔河比赛,赢的队将得到奖杯,包括个人奖杯和团队奖杯。竞争很快产生了仇恨与敌意,两队各自划出了自己的领地,并开始互相嘲讽。老鹰队率先烧了响尾蛇队的旗帜;作为报复,响尾蛇队洗劫了老鹰队的房间,掀翻了他们的床铺,偷走了他们的个人物品。为防止武力升级,研究者不得不将两队人分开。在冷静期间,男孩们列出了每个群体的特征。他们倾向于用好的词语描述自己的群体,用不好的词语描述另一队。显然,老鹰队不喜欢响尾蛇队,反之亦然。
研究的最后阶段,老鹰队和响尾蛇队被集结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们齐心协力使一辆陷在泥里的校车脱困,并群策群力解决了供水问题。这种合作有利于减少初次竞争时出现的冲突。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区分“我们”和“他们”)、竞争(以体育赛事胜者获奖的形式)以及合作(共同解决问题)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由此,谢里夫和他的同事证明,将被试分组置于竞争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偏见与歧视,而让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努力也可以解决冲突。
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两队人是被外力刻意地推入竞争情境中的。假如竞争不是人为的,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他们只是发现了彼此的存在,而不需要比赛争夺奖杯,偏见与歧视是否依旧会出现呢?
14年后,1968年4月4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当天晚上,艾奥瓦州赖斯维尔镇的三年级教师简·埃略特(Jane Elliott)一边熨着打算在第二天印第安人课堂上使用的帐篷布,一边看着电视新闻。一段对黑人领袖的采访引起了她的注意,画面中,一名白人记者拿着麦克风问道:“当我们的领袖(指约翰·肯尼迪总统)几年前被杀害时,他的遗孀把我们团结在一起。那么谁将控制你的人民?”注意记者使用的词语:“我们”“你们”和“团结”“控制”。
第二天,埃略特决定把他关于印第安人的课与马丁·路德·金的事件结合起来。当她试图和班上八岁的白人孩子们讨论种族主义时,她意识到这些孩子并没有理解它们的重要性。所以她问孩子们是否愿意参加一项能让他们切身感受到被区别对待的活动。孩子们也很期待能从常规课程中得到休息,于是都同意参与游戏。
埃略特“煞有介事”地告诉孩子们,蓝色眼睛的孩子要比棕色眼睛的孩子优秀。她解释道,褪黑素会让孩子们的眼睛变蓝,也让他们更聪明、更善于学习。然后,她让蓝眼睛的孩子们在棕眼睛的孩子们的脖子上围上一条棕领巾,以使他们更具辨识度。接下来,她宣布蓝眼睛的孩子们将被给予与他们的优势相匹配的特权。他们会坐在教室的前排,午餐时的食物也会多一份,并且享有额外的休息时间,拥有操场新攀援架的使用权,还可以喝教室饮水机里的水,而这些特权棕眼睛的孩子们都没有。此外,埃略特还故意挑出棕眼睛的孩子,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及其“次等”的瞳色。
孩子们的行为很快发生了变化。蓝眼睛的孩子变得更快乐、更活泼,并且对棕眼睛孩子的态度开始变得傲慢、专横;与此同时,棕眼睛的孩子开始变得孤僻、胆怯、顺从。他们在操场的边缘挤作一团,感到羞愧和愤怒。在学业任务上,他们的表现也突然变差。对于棕眼睛的孩子们来说,这是漫长的一天。次日早晨,埃略特改变了态度。她声称自己撒了谎:事实上,棕眼睛的孩子比蓝眼睛的孩子更优秀。前一天组间的情形发生了逆转:鉴于棕眼睛的孩子们刚刚亲历了偏见与歧视带来的痛苦,他们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戏剧化。
简·埃略特的课堂练习收到了来自同事和周围社区的各种反应。一些人认为她很聪明,勇敢无畏;而另一些人则想知道是什么让她敢让无辜的孩子们经历如此痛苦的过程。虽然黑人可能对这类待遇并不陌生,但赖斯维尔小镇的白人孩子们却并不熟悉。撇开争议不谈,埃略特很快出现在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脱口秀节目中,并在15年后参加了奥普拉[2]的脱口秀节目。她还被认为是现代多元化培训(diversity training)的创始人(Peters,1987)。
值得注意的是,埃略特的课堂练习并没有像罗伯斯山洞研究那样引发激烈的竞争;相反,她只是赋予蓝眼睛孩子和棕眼睛孩子不同的特征和特权。但是,即使只是这种操作,也必然会产生偏见和歧视吗?孩子们仅仅是被明确了眼睛颜色上的差别,难道就能使两个亚群体之间产生敌对吗?
为了验证歧视的存在,我们可以设想用其他方法来实验性地操控组间动态差异。在社会环境中,有无数基于国籍、政治、宗教、文化、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级、职业、性取向、年龄等方面差异的歧视例子。然而,尽管这个世界被划分成了无数的社会群体,但其中一些群体间由于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却比其他群体要多。例如,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差异有时会恶化出暴力,但湖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体育纷争却很少导致暴力。而不同类型的艺术爱好者之间的冲突就更少了,不是吗?据此,塔吉菲尔及其同事(1970,1971)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刚刚能引起歧视的群体间的最小差异是什么?当时流行的假说认为该差异要么来自人格,要么来自社会张力。利己主义和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也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这些假说是否正确呢?诚然,成熟的成年人往日无仇、近日无冤,那仅仅是社会类化(“我属于这个群体,你属于那个群体”)是否足以产生歧视呢?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塔吉菲尔、比林、邦迪和弗拉门特(Tajfel,Billing,Bundy,& Flament,1971)创立了著名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MGP)—— 一种人们不会凭直觉认为会发生歧视的情况。为此,他们通过随机或看似细小的差别创建群体。两个群体之间无过往历史(例如,先前存在的敌意),群体成员与内群体(ingroup)成员或外群体(outgroup)成员之间均没有直接联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群体里都有谁,只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此外,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人际互惠,群体成员的行为都不会给个体带来任何好处,他们未来也不会与群体内外的成员有任何互动。但即便如此,为何这些群体之间的成员依旧会相互歧视呢?
做了什么
塔吉菲尔及其同事(1970,1971)进行了两个实验。在实验1中,64名14到15岁的男孩参加了实验,他们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郊外。所有的男孩都来自同一所学校,彼此之间很熟悉,他们被告知实验与视觉判断有关。相应地,投影屏幕上闪烁着40个由不同数量的点组成的簇状集合,一次只有一个集合被快速呈现——快到无法准确数出到底有多少个点。每个男孩估计一个集合中点的数量,并把估计值写在答题纸上。
一名实验人员假装给男孩们的判断打分,接下来,男孩们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一半男孩被告知他们高估了集合中点的数量,而另一半男孩则被告知他们低估了点的数量。其实对男孩的分组与他们实际估计的准确程度无关,然而,由于他们无法准确地数出这些点,因此很可能被误导,并相信自己是“高估者”或“低估者”——在诸多群体类型中,相当微不足道的一种。
在被告知自己属于哪个组之后,每个男孩都被要求给组内的其他男孩分配点数。答案小册子包含了几个矩阵,它们被组织成上下两行,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数字对。数字对中的一个数字代表分配给第一个人的奖惩金额,另一数字代表分配给第二个人的奖惩金额。负数,如-14,表示惩罚;正数,如23,表示奖励。每一个点数代表十分之一便士(在那个年代,1便士仍有意义)。在每个矩阵中,顶行和底行分别代表奖励和惩罚,奖惩的对象是:(a)两名内群体成员;(b)两名外群体成员;(c)一名内群体成员和一名外群体成员。因此,男孩们必须从每个矩阵中选择一组数字对,表示他们想分配给其他两人的金额。虽然他们不知道得到金额的人是谁,但知道他属于哪个群体。实验人员还向被试强调,他们无法奖励或惩罚自己,但在任务结束时能够获得别人给他们的钱。
在实验2中,塔吉菲尔及其同事根据所谓的艺术偏好将上述48名男孩分为两组。他们让男孩们观看了12张彩色幻灯片,其中6张是保罗·克莱(Paul Klee,瑞士画家,于1940年去世)的画作,6张是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俄罗斯画家,于1944年去世)的画作。黑板上写有“克莱”和“康定斯基”的名字,但是画作上并没有画家的签名。实验要求男孩从每次呈现的两幅画中选出更喜欢的那幅,然后像实验1一样给予他们虚假的反馈,并将其随机分配到“喜欢克莱组”或“喜欢康定斯基组”。
随后,每位男孩都被要求进行奖惩分配(同实验1)。然而,此次塔吉菲尔及其同事主要关注的是三种分配策略中的哪一种最受欢迎:(a)所有成员都获得最高奖励(“最大化共同利润”);(b)内群体成员获得最高奖励,不关心外群体成员获得多少(“最大内群体利润”);(c)群体间奖励差额最大,偏好内群体(“最大差额”)。
发现了什么
在实验1中(点估计),塔吉菲尔及其同事主要感兴趣的是,当男孩们将一笔钱分配给内群体成员,将另一笔钱分配给外群体成员时,他们会怎么做。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被试向内群体成员分配的钱都比给外群体成员的多。
在实验2中(艺术偏好),他们发现34名男孩(72.3%)支持自己所在的群体,4名男孩(8.5%)会平均分配,9名男孩(19.2%)支持了另一组(如图7-1所示),这重复了实验1的结果。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微妙的现象。令人惊讶的是,“最大差额”策略是最受欢迎的分配策略,而“最大化共同利润”最不受欢迎,“最大内群体利润”策略居中。也就是说,男孩们从极端自私的角度选择了一个非最优策略。显然,对于绝大多数被试来说,最重要的是内群体成员收益与外群体成员收益之间的绝对差额。他们牺牲了内群体成员的绝对奖励,只为了能使外群体成员获得相对较少的奖励,多么卑鄙!

图7-1[3] 被试的分配偏好内群体、同等偏好或偏好外群体的比例
因此,塔吉菲尔及其同事在两个实验中都发现,基于细小差别的社会类化足以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在实验2中,他们还发现被试在最大差额策略和最大内群体利润策略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前者。尽管群体之间的划分完全是随机的,组间也无过往历史,亦不涉及个人利益,但仍然产生了上述结果,即细小的社会类化导致了内群体偏好与最大化群体差异。
又怎么样了
显然,群体间歧视的产生并不需要太多条件——最细小的社会类化就已足够。鉴于恶意歧视向来是人类所面临最严重的历史问题之一,这一结果令人震惊。它是一种无处不在且又似乎永无止境的社会瘟疫。如果连最简群体范式都能产生歧视,那种族、国籍、宗教所带来的更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歧视(Mook,1983)。歧视自发产生、不可避免,这一事实令人深省。
自塔吉菲尔等人(1970,1971)引入最简群体范式以来,该范式已发展出标准版本。一般而言,被试需要完成基于计算机的点估计任务。例如,被试需要对10个快速呈现的点图案中点的数量进行估计。该任务又被称为数值估计风格测试(numerical style estimation test,NEST),被试被引导相信人们的评估风格是不同的,约有半数人会高估点的数量,而另一半则会低估点的数量。重要的是,被试被告知一个人的评估风格与其他认知倾向或人格特质无关。随后,电脑提供随机反馈,表明被试是高估者还是低估者。当然,反馈是编造的。NEST实际上并不评估个体的知觉倾向,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建立两个不同群体的方法。如此,生成的群体间无任何历史渊源,而且被试也不知道谁是自己内群体的成员,谁又是外群体的成员。分配的依据是数字编号,而不是名字。在实验过程中,实验者会提醒被试谁是内群体成员,这样他在参与后续任务时就知道面前的分配对象是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该任务涉及对内外群体成员的资源分配(例如,可以转换为金钱的点数)。实验人员使被试相信,他们会收到任意成员分配给他们的资源。所有成员都是匿名的,分配不会受到对特定个体的偏好或互惠(根据收到的点数进行分配)的影响。
除了内群体偏好之外,最简群体范式还能产生许多其他效应。其中一种效应与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对差异性的感知有关。人们倾向于认为外群体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同质性(“他们都是一样的”),而内群体成员之间则有更多的异质性(“我们是多种多样的”)(Ostrom & Sedikedes,1992)。这种外群体同质性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受人格特质的积极性或消极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涉及积极特质时,“我们”都是一样的;当谈到消极特质时,“他们”都是一样的。
当然,塔吉菲尔等人的研究结果并非毫无争议。事实上,每个人都应对科学的发现进行批判性思考,包括社会心理学的发现。例如,要求特征(demand characteristics,猜测实验人员的目的)在本研究中起了什么作用?也许这些男孩只是为了满足他们所认为的实验人员的预期——即他们会偏好自己所在的群体。此外,虽未提及,但在该研究中发现的内群体偏好还受公平感的影响。男孩们并没有在每个回合中都表现出内群体偏好,他们对这一趋势的背离表明他们也关注公平。这种积极发现(关注公平)是否没有消极发现(歧视)重要?此外,还有什么可以缓和内群体偏好效应呢?例如,年龄或文化在其中可能发挥了什么作用?被试(来自英国的青春期男孩)很可能受到了他们的自私心理或西方竞争文化的影响(Brown,2001)。
后记
这一切的理论依据在哪里呢?请记住,科学理论在实证研究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用以总结大量的研究成果,定义特定变量间的关系,并为后续研究提出假设——后续研究要么支持,要么不支持该理论。当理论不受支持时,很少会被立即抛弃;它们往往有一条“保护带”(protective belt),这条保护带赋予了它们被“无罪推定”的权利[著名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曾强调过这一点;见Larvor,1998] 。然而,如果出现足够多的不一致证据,那理论就可能会“失宠”或被完全抛弃(Popper,2002)。无论如何,理论都是重要的。正如社会心理学之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所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的了(1952,p.169)。”
最简群体范式代表了一种研究技术,用于创建相对细小的群体差异,并允许人们测试这些差异带来的后果。然而,它并不是一种理论。事实上,塔吉菲尔等人对自己的研究结果也感到惊讶。与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认为,必须先使群体变得更有意义,产生互动和竞争,然后才会出现相应的歧视。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考虑到歧视在这种仅有细微差异的条件下确实发生了,而且效应稳定,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理论。在塔吉菲尔等人(1970,1971)引入最简群体范式近10年后,塔吉菲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1979)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该理论认为,群体化的过程与社会类化(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认同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三个认知过程相关。社会类化包括识别一个人属不属于某个群体,正如塔吉菲尔等人所证明的那样,最细小的差别就可以导致社会类化,且不需要群体间有任何历史互动。当群体成员认同内群体态度,顺从内群体规范,共享内群体目标,并参与内群体活动时,就产生了社会认同。最后,社会比较引起了对内外群体成员认知的对比。正如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种认知倾向于更喜欢内群体成员。
究竟为何会出现内群体偏好呢?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我们喜爱内群体成员,贬损外群体成员的原因在于我们对积极区分的寻求。也就是说,个体之所以希望自己所在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好,是因为想获得相对积极的社会认同。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个体认同(personal identity)与自我感知的特征和自我成就有关,与群体成员无关;与此相反,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源于社会类化和社会比较。当我们属于成功的、受人尊敬的社会群体时,我们就获得了积极的社会认同。当我们属于不成功的、被诋毁的社会群体时,我们的社会认同便会受损。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结合共同组成了我们的整体认同。我们的整体认同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的自尊。也就是说,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会影响其自我感觉。由于我们渴望自我感觉良好,因此我们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Abrams & Hogg,2006)。反之亦然。如果控制一个人的自尊(使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相对较好或较坏),那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倾向于贬低和歧视外群体成员(Crocker,Thompson,McGraw,& Ingerman,1987。)而与群体认同及自尊相关的详细内容,见第11章。
考虑到我们对自我感觉良好的基本渴望,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大幅度减少——更不用说消除——偏见和歧视呢?我们有可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乌托邦世界吗?一种解决方案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包罗万象的内群体,即人类。这个世界性的内群体比其他较小范围的内外群体更突出、更重要。这可能有些牵强,但是想想如果地球被外星人攻击会发生什么。地球人代表着一个大的内群体,而外星人则代表着一个大的外群体。我们会突然对地球上的所有同伴产生认同。我们会不顾世俗的(现实)分歧,共同捍卫我们的种族。地球上有关群体间冲突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至少会被忽视)。当然,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群体间冲突问题:我们将会卷入星际战争(更多与全人类认同有关的信息,参考McFarland,Webb,& Brown,2012)。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塔吉菲尔的经典研究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奇迹”,随后出现了大量关于最简群体范式的研究。塔吉菲尔的发现激发了接下来长达45年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致表明人们在观念、态度及行为上都偏好内群体。仅仅在过去五年里,就有大量研究证实了最简群体范式能够产生偏见。例如,拉特纳、多奇、维博尔德斯、范·尼彭伯格和阿莫迪奥(Ratner,Dotsch,Wigboldus,van Knippenberg,& Amodio,2014)的研究表明,我们对在最简群体范式下产生的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形成了不同的心理表象。具体来说,内群体成员的视觉化信息可以引起更好的印象(例如,内群体成员的面孔被认为比外群体成员的面孔更值得信任)。此外,杨和胡根伯格(Young & Hugenberg,2010)发现,与外群体成员相比,我们更愿意精确地加工内群体成员的面部表情,想想这会如何影响感知者的共情程度。艾布拉姆斯、兰斯利·德·莫拉和特拉瓦利诺(Abrams,Ransley de Moura,&Travaglino,2013)发现,人们对内群体领导者严重过失的原谅多于对外群体领导者,想想这是如何使不同政党的成员产生偏见的。这些只是近期关于最简群体范式的一些发现。毫无疑问,塔吉菲尔的最简群体范式实验留下的是一份可延续的遗产。
启示
人类很容易把自己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为了提高自尊,他们偏好内群体,即使内外群体的划分仅仅是基于人为的和微不足道的实验操纵。
你怎么想
每一种负面的概括都必然是一种偏见吗?有人能有合理的理由说某个群体在某些方面全部都是坏的吗?说黑人数学不好是一种偏见吗?那说亚洲人篮球打得不好呢?这两个问题都对还是都不对?此外,这个世界能永远远离偏见和歧视吗?为什么?
注释
[1]1英亩≈4047平方米。——译者注
[2]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演员、制片人和主持人。主持的电视谈话节目《奥普拉脱口秀》,平均每周吸引3300万名观众,并连续16年排在同类节目的首位。——译者注
[3]图7-1中的纵坐标为偏好比例,分数越高表示某种分配偏好的人数越多。——译者注
第8章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当情境因素战胜个人特质
如果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那你会不帮助他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困难和贫穷的人,需要乐善好施的人去帮助他们。
方济各(Pope Francis,1936—)
现任天主教教皇
背景
这本书里的实验可以被称为经验主义的寓言(empirical parables)(Ross & Nisbett,2011)。它们的结果来源于严谨收集的数据,从这方面来说,它们是经验主义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之所以说它们是一种寓言,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深刻的、有时候甚至有寓意的妙语。我们现在描述的实验基于一则真实的寓言,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激发了许多周日布道的实验:
“谁是我的邻居?”有人问道。耶稣回答:“一名来自耶利哥(巴勒斯坦乡村)的男子落到了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并把他打了个半死,然后丢下他就走了。此时一名牧师偶然经过,但他只是看了一眼这名男子就从另一边过去了。随后又有一位利未人(被上帝挑选出来专门侍奉上帝的)路过这个地方并做了相同的选择,没有理会这个可怜人。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时动了善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上,为他包扎好伤口并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旅店里去照顾。第二天,这个撒玛利亚人拿出两便士给旅店老板,并说‘照顾好他,无论花多少钱,我回头一定还你’ 。”你认为在这三个人中,哪个人是遇到劫匪的男子的邻居呢?”这个人说:“就是怜悯他的那位。”耶稣对他说:“那你也照此做吧。”
当你沉思这则寓言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坚信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的重要性?不同的人对于做好事的偏好是不同的?你怀疑我们在试图说服你吗?
两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特森(John Darley & Daniel Batson,1973)认识到这则圣经小故事突出了两种影响人们行为的变量:倾向性变量(dispositional variables,即一个人稳定的、持久的特征)和情境变量(situational variables,即物理环境或社会环境的方面)。虽然耶稣一直在强调不乐于助人的牧师和利未人以及更富有同情心的撒玛利亚人性格上的差异,但是情境本身的特点也可能会影响帮助他人的决定,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来解读这个经典故事。例如,牧师和利未人等宗教工作人员忙于寺庙仪式和其他礼拜活动,或许会比撒玛利亚人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工作。用达利和巴特森的话来说:
可想而知,牧师和利未人都是杰出的公众人物,他们拿着写满会议日程的小黑书匆匆而过,并偷偷看了一眼日晷;相反,撒玛利亚人却很少被期待出现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因此与牧师和利未人相比,撒玛利亚人可能不会那么匆忙。
因此,考虑到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达利和巴特森试图研究倾向性变量和情境变量对助人行为的相对影响。达利和拉塔内(1968)进行了一项关于在紧急情况下旁观者是否会进行干预的实验,这项实验广受好评(见第5章),实验说明了在场人数这一情境因素,对人们是否会帮助有困难的人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提出了“责任分散”的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危机情境下的目击者越多,人们越不会提供帮助。同时,研究人员在研究与助人行为相关的性格特质时常常运气不佳。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即试图取悦他人,并以一种社会认可的方式行事)和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即觉得有义务帮助有需要的人)等变量被认为可以强有力地预测助人行为,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起到预测作用。
此外,米歇尔(Mischel,1968)对过度强调的“特质”概念和根深蒂固的“跨情境一致性”产生了质疑,例如,哈茨霍恩和梅(Hartshorne & May,1928)发现道德行为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格特质:一个孩子在某个情境下的诚实品质可能在另一个情境下就不复存在了。
这些发现和主流观点在达利和巴特森的“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Jerusalem to Jericho)研究中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理论上确定了影响人们做出助人行为的因素,并且研究者随即为这些因素下了操作化定义(根据实验操作或测量的方式定义)。达利和巴特森研究了两个情境变量:被试是否明确知道社会责任的规范,以及有多匆忙。他们还调查了被试对宗教的倾向性(一个人有多虔诚)。达利和巴特森想知道:这些变量对助人行为有怎样的影响?撒玛利亚人被认为是落入强盗手中的人的好邻居是因为他有更仁慈的动机吗?还是说之所以说牧师和利未人对可怜的路人来说是差邻居,仅仅是因为他们背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更忙碌的日程安排?
做了什么
实验的被试是67名来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巴特森就是在此完成了博士学业并被任命为牧师)。这个据称是关于宗教教育和职业的研究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被试完成了一些关于宗教事件和宗教动机的问卷调查,对他们的回答进行的统计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了三个不同的因素。前两个因素是“把宗教当作手段”(religion as a means)和“把宗教当作目的”(religion as an end)。这反映出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61)所做的区分——外在的宗教(传统的和实用的)和内在的宗教(以信仰和宗教价值为中心)。第三个因素是巴特森在奥尔波特的两因素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即“把宗教当作追求”(religion as a quest),这涉及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达利和巴特森假设那些出于内在原因或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而信仰宗教的人更倾向于帮助危难中的人;相反,那些为了获得外在奖赏而信仰宗教的人则不太倾向于这么做。
研究的第二部分包含了实验操作。被试会进行一段简短的谈话,关于神学院的毕业生将胜任什么类型的工作或关于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事先已经提供文本供被试阅读并熟悉寓言故事)。接下来研究助手“漫不经心”地解释道:
由于这栋楼里的空间很紧张,我们在隔壁楼里租用了一间空闲的办公室来记录这次谈话。我会指给你看如何到达那里(画地图并解释)。这是斯坦纳教授的办公室,如果你从这扇门进入(在地图上指给他看)……斯坦纳教授的另一名助手会在那里等着你并记录你的谈话内容。
这一环节结束后,助手会告诉被试以下三种情况中的一种:“你迟到了,他们已经等了你一会儿了,我们得赶快走,那儿的助手在等着你,所以请你尽快到达,最好一分钟内赶到”(高匆忙情况);“助手已经准备好了,请你直接过去”(中等匆忙情况);“他们还得准备一会儿,你也可以现在过去,应该不用等太久”(低匆忙情况)(John Darley & Daniel Batson,1973,p.104)。
因此,本研究是一个2×3的设计:第一个自变量有两个水平(谈话的主题:工作和寓言),第二个自变量有三个水平(被试感到匆忙的程度:高、中、低)。每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六种情况中的一种。
在两座楼中间的小路上,每位被试都会“偶遇”一个人(研究人员的同伙),这个人倒在楼门口的地上,耷拉着头,闭着眼,一动不动,同时不断地咳嗽和呻吟。如果被试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或向其提供帮助,这位看起来似乎生病了的同伙就会这么回答:
谢谢你(咳嗽)……我没事。(停顿)我的呼吸有点困难(咳嗽)……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刚吃了一片……我在这儿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了……非常感谢你停下来关心我(虚弱的微笑)。
(想象一下,在这个实验中,你是这位戏剧演员的搭档)
这名同伙并不知道被试的宗教性得分,也不知道他的匆忙水平和分到的谈话主题,这么安排是为了避免他对被试的行为产生偏见。此外,这一部分的实验是在12月的美国新泽西州做的(非常寒冷),这使得同伙的境况看起来更加悲惨。
实验的因变量是被试是否会提供帮助以及会提供怎样的帮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验结束后,小路上的同伙会根据以下标准给被试的行为打分:没有注意到无助者打0分;注意到无助者但没有提供帮助打1分;没有停下脚步但提供了间接帮助打2分(如告诉另一个人,有人需要帮助);停下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助打3分;停下并将无助者扶进房间再离开打4分;将无助者带进房间并留下来照顾他打5分。
被试会在第二栋楼里遇到一名助手,助手会装模作样地记录下他简短的谈话。在这之后,被试被要求完成一份有关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问卷,包括以下问题:你上次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是在什么时候?你上次停下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在什么时候?这些问题可以用来核实被试是否觉察到了小路上发生的事情[实验操作检查(manipulation check)] 。
接下来,研究助手会向被试进行彻底的事后解释。达利和巴特森说:“所有被试都比较容易理解欺骗的必要性,没有人表示出任何怨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没有提供帮助尤其是那些不慌不忙地去讨论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寓言的人,是否有相当一部分后来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牧师一职,转而选择了一种不那么“田园”的职业,或许是在华尔街……
发现了什么
达利和巴特森(1973)预测,被试准备谈话的主题(仁慈的撒玛利亚人vs职业机会)并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尽管这一预测与强调规范影响的重要性的理论相悖。换句话说,达利和巴特森假设,无论是否强调社会责任规范,被试都会提供同等的帮助。他们预测被试的匆忙程度会显著影响他们的行为表现:越匆忙,助人行为就越少。最后,他们预测那些拥有内在宗教动机的被试或以追求存在价值为信仰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多的善意;相比之下,那些拥有外在宗教动机的被试表现出的善意则较少。
结果发现,40%的被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重要的是,匆忙程度对被试的反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结合两种谈话主题来看,在低匆忙程度下,有63%的被试提供了帮助;在中等匆忙程度下,有45%的被试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只有10%的被试在高匆忙程度下提供了帮助(如图8-1所示)。同时,谈论仁慈的撒玛利亚人主题的被试有53%提供了帮助,然而谈论神学院学生工作优势主题的被试只有29%提供了帮助,虽然这一差异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但从百分比上看仍有重要意义。事实也的确如此,格林沃尔德(Greenwald,1975)重新分析了重点数据,发现在统计上达到了显著水平。因此,两种情境上的操纵——匆忙程度和谈话主题——都影响了助人行为。

图8-1[1] 被试在去参加布道的路上会帮助一个倒在小路上的人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有多匆忙
相反,宗教性(倾向性变量)并不影响被试是否助人。唯一例外的情况是,“把宗教当作追求”这一因素可以预测助人行为。然而,这与达利和巴特森预测的方向相反,并导致他们难以解释事后检验的逻辑。
无论如何,达利和巴特森的结果都让他们得出了有挑战性的结论:
一个不太匆忙的人可能会停下来帮助一个处于危难中的人;一个很匆忙的人可能会直接走过。讽刺的是,他没有停下来是因为着急去讨论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并无意中证实了这个寓言的观点(有时候,如果一个神学院的学生着急去讨论仁慈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那他很可能会从无助者的身上跨过去)。
又怎么样了
许多引人注目的社会心理学实验都试图检验和挑战那些人们经常重复的格言或习以为常的假设。达利和巴特森(1973)的实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实验巧妙地证明了情境的某些方面有时会影响接下来的行为,但是人格变量并不会。因此,这项研究与我们对他人行为做出人格归因的一般倾向相矛盾(Ross,1977;见第10章)。尽管我们假设一个人在聚会上很拘束是因为他本身就很容易害羞,而往乞丐帽子里扔几个25美分的硬币是典型的慷慨之举(倾向性归因),但是可能情境因素才是造成上述行为的原因(在前一个例子中,或许是因为聚会上的音乐让这个人感到压抑,又或许是因为他的朋友没有来;在后一个例子中,或许乞讨的人既幽默又迷人,让人无法拒绝)。行为的原因常常是“情境的”而非“个人的”,继续做相关实验是搞清楚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
有60%的神学院学生(一直受训为上帝工作)完全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对此你是否感到惊讶或不解?考虑到所有的被试都注意到了小路上的无助者(从实验后的问题回答中可知),我们可以说没有提供帮助的人无疑就是冷酷无情的吗?巴特森及其同事(1978)所做的后续研究对于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他们的实验程序与达利和巴特森(1973)的实验类似,而且同样发现被试的助人行为在匆忙情况下(40%)比不匆忙情况下(65%)要少。然而,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导致被试的行为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参与研究对研究者来说很重要。当被试被引导相信研究人员并不在意他们是否参与时,匆忙的人(70%)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与不匆忙的人(80%)就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匆忙程度和对参与研究的看法一起预测了助人行为。当认为参与研究很重要时,高匆忙组(40%)和低匆忙组(65%)之间有25%的差异;而当认为参与研究不那么重要时,这一比例只有10%(80%-70%),两个因素间存在交互作用。
后来的结果说明两次实验中的被试既想帮助研究者又想帮助无助者,他们是在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后才决定如何行动的。在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中,那些没有提供帮助的被试仍可能是仁慈的撒玛利亚人,只是帮助的对象是研究者。他们承诺了要帮助研究者完成实验,相比之下,无助者只是偶然遇上的(并不是承诺的目标)。匆忙可能阻止了他们对无助者是否需要帮助进行确认,或者即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确认,他们也认为对研究者道义上的责任才是最主要的。
或许耶稣寓言中的牧师和利未人也是类似的情况,因此可以被原谅。可以想象他们之所以决定在路过那名落入强盗手中的男子时不停留,是因为他们在耶利哥的工作使他们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耶稣在他的寓言中提到牧师和利未人(以及撒玛利亚人)都没有更紧迫的事去做,那他将能更充分地证明他的观点(尤其是对听众中的社会心理学家而言)。
后记
罗斯和尼斯贝特(Ross & Nisbett ,2011)在他们的著作《人与情境》(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中描述了社会心理学家的许多成功尝试,这些尝试试图展示情境对行为的影响,以及人格变量普遍不起作用。研究人员经常能够证明,特定的情境变量(旁观者可能无法理解)对行为有重大影响,而个性特征或人格差异(在人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却经常被证明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罗斯和尼斯贝特还提醒我们注意库尔特·勒温——这一领域早期的巨人之一,对社会状况的细节的关注。他把这些渠道因素(channel factors)视为行为的关键推动者或障碍者。在达利和巴特森(1973)的研究中,时间压力就是一种渠道因素。这是一种被微妙操作、但相当强大的决定同情行为的因素。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其他影响撒玛利亚人行为的渠道因素,例如,休斯顿、鲁杰罗、康纳和盖斯(Huston,Ruggiero,Conner,and Geis,1981)对那些遇到过危险犯罪事件(银行抢劫、武装抢劫、街头抢劫)或在一旁袖手旁观的人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调查显示,那些不顾一切的人相对来说更强壮,有更多的救生、医务或警察训练经验,或者更倾向于把自己描述成强壮和好斗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乐善好施的人并不一定更关心人道主义,他们只是身体更强壮,受过更好的训练而已。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社会心理学家(更关注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和人格心理学家(更关注行为的内部决定因素)通常是同一个人。许多心理学家觉得同时戴两顶帽子很舒服。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发现这两门学科在大学的心理学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该领域的一本一流期刊就叫作《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然而,如果你单独考虑每一种方法,你就会看到它们是多么奇怪地“同床异梦”。对社会心理学家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噪音”,人格差异掩盖了社会心理学家正在寻找的“信号”(由实验操作产生)。在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下(因此,在任何特定的维度上,一种条件下的被试与另一种条件下的被试很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是消除这种噪音的主要方法。相反,人格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这些杂乱但持久的差异。他们注意的是人们之间的个体差异,反而把环境差异看作不必要的噪音来源。幸运的是,许多心理学家能够熟练地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而不是让情境变量和人格变量相互竞争,看哪个对行为的影响更大。他们试图了解两者是如何互相补充,或者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记住著名的勒温公式:B=f(P,E),其中B指行为(behavior),f指函数(function),P指人(person),E指环境(environment),即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例如,他们感兴趣的是情境的变化将如何影响人的行为且只对某些人有影响;或者,反过来,特定类型的人如何以特定方式行事,但只在某些情境中如此。他们还对人们如何寻找或创造不同的情境来影响自己[被称为利基建设(niche-building)]感兴趣。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是关于人本身和所处的情境对一种重要的人类行为的影响的一次宝贵的检验:帮助一个看起来处于巨大痛苦中的人。
启示
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境变量通常比人格变量对行为有更大的影响,但是我们经常错误地认为人格变量的影响更大。有时候像时间压力这样简单的因素就能影响像同情这样重要的行为。
你怎么想
在《圣经》的寓言中,撒玛利亚人因帮助犹太人—— 一个外国人而受到赞扬。那我们应该像帮助朋友一样帮助陌生人,像帮助本地人一样帮助外来者吗?一个人应该把自己一半的收入捐给最贫困的人吗?我们的义务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另外,请描述一个特定的渠道因素是如何决定你自己或他人生活中的重要行为的。
注释
[1]图8-1中的纵坐标为提供帮助的人数百分比,分数越高表示提供帮助的人越多。——译者注
第9章 移除记号笔的魔力:奖励的隐性成本
工作比娱乐更有趣。
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
英国流行音乐作曲家和剧作家
背景
有一则“感人”的故事:
一天,一位老人坐在他最喜欢的公园长椅上喂鸽子,遇到了一群讨厌的少年。在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们残忍地取笑他。他强忍着这段插曲,希望一切快点结束,再也不要重演。但当他第二天坐在长椅上时,少年们又出现了。事实上,他每次到公园后都会受到少年们的嘲讽,这已然成了一种常态。老人实在是受够了,最终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计划来结束他们的恶作剧。当少年们再次取笑他时,他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付给他们每人一美元以奖励他们的嘲讽。这使得少年们大吃一惊,他们推测这位老人一定是老糊涂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一如既往地如此慷慨,不管少年们对他有多坏,他们总能得到报酬。后来有一天,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他突然停止了付钱。这激怒了嘲讽他的少年们,他们心想:对于我们的嘲讽他已经不付钱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嘲讽他?于是,他们带着一种轻蔑的神情永远离开了这位老人。老人笑了笑,低下头继续喂鸽子。
读者可能会从这则轶事中发现一些熟悉的主题。还记得小的奖励是如何引起更大的观点转变(见第2章),以及成为团体成员的障碍如何使人们更看重团体成员资格吗(见第3章)?这些奇怪的发现与我们平时对奖惩机制的预期相矛盾。在这则轶事中,又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暂时的奖励(金钱)削弱了人们对一项活动(嘲讽)的兴趣,而不是增强了这种兴趣。本章揭示了这一似非而是的现象,并描述了一个在重要的应用环境中测试其有效性的实验。
根据大众心理学专家的说法,人类动机的主要问题在于动机的缺乏(Durand,2000)。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人们有足够的动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问题就会很快被解决。粗腰会变细,糟糕的考试成绩会迅速提高,穷人和弱势群体将开始实现美国梦。因此,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培养动机是当务之急。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动机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我们之所以做某事,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可以为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能为我们带来预期的结果。前一种情况下的动机被称为内在动机,后一种情况下的动机被称为外在动机。例如,如果本书的作者纯粹是出于对知识和文学的热情而写作,那他们的动机就是内在的;然而,如果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赚取版税,那他们的动机就是外在的(当然,动机并不是除了内在动机,就是外在动机!重点是有这两种可能的类型)。现在,如果你想激励某人做某事,那你可以专注于增加他们的内在或外在动机。哪种策略适合你?
现在让我们从实际角度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假设你是一名钢琴教师,你的任务是把浮躁的年轻人培养成有成就的音乐家。如果你选择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那你就会试图让你的课程尽可能地吸引人。例如,你可能会教他们一系列流行曲调,或者用音乐游戏来达到教育效果。你的目标是激发学生的热情,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内在欲望来创作音乐。
然而,如果你选择从外部激励你的学生,那你会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你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钢琴教学进行行为分析,也就是找出什么奖励能促进与音乐进步相关的行为(例如,有规律地练习、准时上课、弹出正确的音符),或什么惩罚会阻碍与音乐进步相关的行为。你的指导假设是,人们做出任何行为的动机都取决于外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取决于做出该行为的客观结果。如果做某事能产生令人愉快的结果,那人们就会更频繁地去做此事;而如果做某事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结果,那人们往往会减少做这件事的次数(Skinner,1953)。因此,以钢琴演奏为例,如果阿肖克每次练习时都能得到糖果,那他很可能会更加勤奋地练习;如果马杜米塔每次迟到都受到责骂,那她可能就会更准时。通过充分严格地控制和调整行为后果,阿肖克和马杜米塔可以被迫去做,也可以主动去做那些作为新手音乐家所需要做的大部分事情。他们的动机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来维持。
一些行为主义者(那些主张使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方法的人)认为,只有奖励才能被用作激励因素,因为惩罚有很多缺点。首先,惩罚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的痛苦和焦虑会扰乱整个学习过程;其次,惩罚是低效的,虽然它消除了令人讨厌的行为,但并没有建立特定的新行为;最后,惩罚是不道德的,它会使人受到伤害,因此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所以,由于演奏了错误的音符而敲打阿肖克和马杜米塔的指关节,既不能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也不能教会他们如何弹奏正确的音符,而且还侵犯了他们的人身权。
相比之下,对做正确事情的人进行奖励似乎是一种更开明和更有建设性的方法。奖励能有效地激励人们,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且是对努力工作的一种适当回报。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奖励是了不起的发明。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到处都有奖励机制——满分的金星、加班的奖金、激励研究的诺贝尔奖等。
然而,奖励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用吗?毫无疑问,它们是能够起作用的。当有奖励的任务被要求执行时,人们通常会希望完成它,并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再想想我们这两位初出茅庐的钢琴家——阿肖克和马杜米塔。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他们遵守指令,更是要激发他们对乐器的热爱,使他们在学习结束后的一生中都愿意继续弹奏钢琴。哪种激励方式——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最适合实现这一长期目标?内在的方法试图让学生为了演奏而弹奏,似乎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它的目的是播下兴趣的种子,以便日后结出果实。但是外在的方法呢?如果学生最初因为演奏布基伍基(Boogie-Woogie)[1]而获得了奖励,但后来不再有奖励了,那么他们以后演奏布基伍基的可能性会比他们从未得到奖励的情况更大吗?看起来似乎是可能的,这些奖励能够让学生们进入状态,为他们提供开始和继续学习所需的动力。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做了什么
莱珀、格林和尼斯贝特(Lepper,Greene,& Nisbett,1973)猜想,有条件地奖励进行某项活动的人,不仅不能促进他们对活动的兴趣,实际上还会削弱他们的兴趣。为了在实验中验证这一假设,研究人员采用了以下策略。首先,他们确定了一种人们自发参与的活动:X。其次,他们测量了人们在机会出现时参与X的频率(这是对兴趣的间接衡量)。再次,他们对其中一部分参与X的人提供了奖励,对另一部分人则没有。并且,奖励是分两种情况提供的,一半人的奖励是“预期的”(他们提前被告知会收到奖励),而另一半人的奖励是“意外的”(作为一种惊喜收到)。最后,研究者评估了这些操纵对人们随后参与X的频率的影响。
莱珀和他的同事预测,预期奖励条件下的人会比原来更少地参与X。他们认为,这些人会把参与X的原因归结为有奖励,而不是个人爱好;相比之下,无论是无奖励条件还是意外奖励条件下的人,参与X的频率都会像以前一样,而不是会失去兴趣,因为他们之所以参与X是因为他们想参加,而不是因为奖励。创设意外奖励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让研究人员检验,除了“得到奖励”,“期望得到奖励”是不是也会削弱动机。
这项研究是在一所幼儿园进行的,这种环境很适合测试有条件奖励的实际效果。被试是51名3至5岁的儿童,来自中等收入家庭,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孩。在教室里,孩子们一整天都可以自由地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其中一项是目标活动,即玩魔法记号笔。之所以选择这项活动,是因为(a)儿童认为它很有趣;(b)可以很容易测量他们的兴趣程度(用玩记号笔的时间来衡量);(c)该活动看起来与其他课堂活动一样。
实验设置如下:在教室一侧的一张桌子上,放有几支记号笔和一捆画纸。两名观察者巧妙地躲在一面单面镜子后面,记录孩子们在桌子旁玩记号笔的时间。如果这些成年观察者被孩子们看见,那后者的行为可能就会无意中受到影响,研究结果也会大打折扣。为了防止可能的记录偏差,两名观察者都不知道分配给孩子们的实验条件。
孩子们最初对记号笔的兴趣,是根据他们连续三天在教室的第一个小时里玩记号笔的频率来评估的。这提供了一个基线,可以与随后的兴趣程度进行比较。然后是三到四周的实验操作,在操作结束后的三天里,研究人员对孩子们玩记号笔的最终兴趣进行了评估。因此,他们的最终兴趣就反映了实验操作的影响。
实验的具体操作过程如下:在预期奖励的条件下,孩子们会因自己的绘画能力而获得奖励——他们事先就被告知画得好会有奖励;在意外奖励的条件下,孩子们得到了同样的奖励,但没有事先被告知会得到奖励;在无奖励的条件下,孩子们没有得到任何奖励,也没有事先被告知会得到奖励。请注意,他们的实际绘画能力并没有被考虑在内,孩子们是被随机分配到这三种条件之一的。
实现这些操作需要一个场地。一位亲切的实验员朝着孩子们挨个走了过去,并和他们聊天、玩耍。然后这位实验员邀请每个孩子和他一起到一个会有惊喜的房间。尽管有几名孩子拒绝了他的邀请(看上去是合理的,毕竟他是陌生人),但大多数孩子都接受了。在这个会有惊喜的房间,每个孩子都被安排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放着记号笔和画纸。然后实验员告诉孩子们,另一位“大人”很快就会过来,看看大家喜欢画什么画。
正是在这里,条件之间的差异被引入。在预期的奖励条件下,孩子们被告知“大人”将为高水平的绘画作品颁发“优秀选手奖”。为了吸引孩子们,奖品被设计成彩色的3英寸×5英寸的卡片样式,上面装饰着一颗闪亮的金星和一条红色的丝带,并写有孩子的名字和学校的名字。实验员给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样品奖,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获奖。而在意外奖励和无奖励条件下,实验员并没有向孩子们展示这个奖励,而只是问他们是否愿意为即将到来的“大人”画一幅画。
随后,“大人”(并不知道实验条件)来到这里扮演他的角色。他让第一位实验员离开,然后坐在孩子们对面的桌子上,请他们开始画画。在孩子们画画的六分钟里,“大人”试图表现出对他们作画的兴趣,但不一定表示赞同。
画完画后,无奖励条件下的孩子们被立即送回教室,他们都得到了口头鼓励并相信自己画得很好;然而,预期奖励和意外奖励条件下的孩子都留了下来,并获得了“优秀选手奖”,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第二位实验员自豪地把他们的名字和学校的名字写在奖品上。然后,孩子们被邀请把自己的奖品挂在一个荣誉榜上(上面展示了类似的奖励),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他们是优秀选手。
发现了什么
这些操纵对孩子们几天后的行为有什么影响呢?正如预测的那样,那些用记号笔画画以期获得“优秀选手奖”的孩子们,随后对这些记号笔的兴趣比那些意外获得或根本没有得到奖励的孩子们要少。结果相当显著,预期奖励条件下的孩子最终玩记号笔的频率仅为其他两种条件下孩子的一半(如图9-1所示)。

图9-1[2] 儿童被试在获得预期奖励、意外奖励或没有获得奖励后玩记号笔的时间百分比
鉴于儿童玩记号笔的兴趣基线也得到了评估,因此可以分析在这三种条件下,他们的兴趣是因操纵而上升还是下降。与预测一致的是,预期奖励条件下的孩子表现出了明显的兴趣下降,而其他条件下的孩子则没有表现出实质的变化。
一些有趣的次要结果也出现了。当意外奖励条件下的孩子被分成两组时—— 一组最初对玩记号笔感兴趣,而另一组则没有兴趣,结果发现最初对玩记号笔没有兴趣的那组也开始变得有兴趣了,也许是因为意外获得“优秀选手奖”使他们对活动有了良好的印象。相比之下,当预期奖励条件下的孩子以同样的方式被分成两组时,那些原本对玩记号笔特别感兴趣的孩子,兴趣降低的幅度更大(尽管两组孩子的兴趣都下降了)。这一结果表明,活动越有趣,外部奖励越削弱内在兴趣。
最后一个惊人的发现出现了。这种操纵还影响了孩子们画画的质量(根据三个不知道孩子们的分配条件的评分者做出的判断)。预期奖励条件下的孩子们随后的画作质量比另外两种条件下都差。显然,外部奖励的不良影响不仅限于削弱兴趣,而且会延伸到降低能力表现。
又怎么样了
该研究表明,把活动中的能力表现作为获得奖励的条件最终会削弱人们对该活动的兴趣。奖励确实会在短期内有效地改变行为,但从长远来看,它们的副作用是让人们对原本喜欢的活动感到厌倦。
研究人员认为,外部奖励会削弱学龄前儿童参与有趣活动的动机。这种效应具有普遍性吗?的确如此。文献综述证实,许多奖励措施都会降低人们对各种任务的热情(Deci,Koestner,& Ryan,1999)。此外,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容易受到影响(尽管有形的奖励对年轻人的影响更大)。接下来,我们将描述两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外部奖励是如何削弱一个人对某项活动的兴趣的。
第一个例子与吸烟有关。一项大型研究测试了不同的自助戒烟方法的有效性(Curry,Wagner,& Grothaus,1991)。一些被试会因每周提交吸烟情况的进展报告而获得奖励;一些被试会获得个性化的反馈以帮助他们戒烟;一些被试会同时得到奖励和反馈;还有一些被试两者都没有得到。一周后,仅获得奖励条件下的被试表现得最好。然而,三个月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获得奖励条件下的被试表现得最差,他们比那些既没有得到奖励也没有得到反馈的被试更频繁地吞云吐雾。此外,唾液测试显示,这些获得外部奖励的被试,在吸了多少根烟上撒谎的频率是其他人的两倍。
第二个例子与儿童的良好行为有关。尽职尽责的父母们都会努力把孩子培养成有合作精神和乐于助人的人。然而,考虑到外部奖励会破坏内在动机,为达到养育目的而使用贿赂和奉承可能最终就会适得其反,培养出来的将是小恶魔而不是可爱的天使。实际上,经验证据已经证实了这种猜疑。例如,那些从母亲那里得到有形回报的孩子,在家庭和实验室中都不太可能提供帮助;那些经常因做正确的事情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做这些事的可能性也会降低(Fabes,Fultz,Eisenberg,May-Plumlee,& Christopher,1989;Grusec,1991)。虽然对这些研究的解释很复杂(也许问题孩子需要更多的贿赂),但另一些研究确实表明,对做好事的人进行奖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太可能再自发地去做善事(Kunda & Schwartz,1983)。
为什么外部奖励会削弱内在动机呢?对此已经有三种不同的答案,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互斥的。第一种解释与自我认知有关,它是在早些时候被提出来的,并得到了昆达和施瓦茨(Kunda & Schwartz,1983)研究的支持。当我们因做了某件事而得到奖励时,我们会推断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奖励而不是为了事情本身。因此,一旦没有奖励,我们就会觉得不再有理由做这件事了,我们的行为就会根据自我认知停止。莱珀和他的同事(Lepper et al.,1973)把这个过程称为过度合理化(overjustification),因为外部奖励给做某事提供了太多的理由。
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每当某事被描述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时,它就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往往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就知道这一点。我们通过刷牙和使用牙线来避免蛀牙,通过扫地和使用吸尘器来保持房间的清洁,通过睡眠和运动来保持健康。因此,每当我们为了得到奖励而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地想起一些自己为了得到奖励而做的不受欢迎的事情,此时这件事情就会自动变得负面。莱珀、萨戈茨基、达福和格林(Lepper,Sagotsky,Dafoe,& Greene,1982)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来测试这种可能性。他们首先注意到学龄前儿童喜欢玩耍,不仅喜欢玩记号笔,还喜欢玩蜡笔。然后他们设置了两个外部奖励条件:一半的孩子被告知,为了玩记号笔,他们必须先玩蜡笔;而另一半孩子则被告知相反的情况。结果呢?两周后,孩子们花在绘画器材上的时间减少了,因为玩一种绘画器材变成了玩另一种器材(目的)的手段(一个前提条件)。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外部奖励被认为是令人不快的控制。与低等动物不同,我们不会盲目地对胡萝卜加大棒做出反应。我们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对被控制执行的事件做出反应的。例如,假设杰克只有在他的狗Duchess为他拿了一根棍子时才吻它。按照公认的工具性条件反射原理,再加上Duchess是一条顺从的狗,不会反抗,这很容易训练Duchess去拿棍子。然而,假设杰克只有在女朋友吉尔从冰箱里给他拿啤酒时才亲吻她,那吉尔则不大可能像狗一样听话,她肯定会怨恨杰克如此明显地操纵别人。因此,吉尔拿啤酒的内在动机以及她这样做的频率很可能会降低,而不是增加。
虽然上面的例子是开玩笑的,但原理是真的。如果某种情况破坏了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就倾向于退出或反抗它(Brehm & Brehm,1981)。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为了获得回报而工作时,我们便会觉得是我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在决定我们做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内心。我们会觉得自己更像是棋子,而不是人。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 Deci,2000),这使得我们对自主(autonomy)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该理论还假定了另外两种基本需求:关系(relatedness)和胜任(efficacy)] 。因此,外部奖励与威胁、最后期限、检查和评估属于同一类别。所有这些都对内在动机有削弱作用(Kohn,1999)。
公平地讲,应该指出的是,外部奖励不仅仅是控制,它同时也为人们的表现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假设人们热衷于提升自己的技能,那它确实可以有效地促进内在动机。然而,考虑到这种反馈也可以在没有外部奖励的情况下给出,我们很难为使用外部奖励提供有力的辩护。
后记
不幸的是,外部奖励的不良后果不仅限于削弱内在动机。回顾一下,在本研究中,希望获得“优秀选手奖”的儿童画出了质量较差的画作,这并非巧合。例如,在另一项研究中,学生记者提出好标题的能力受到了全程操控。其中,一部分人每提出一个标题就会得到一定的报酬,而其他人则没有。事实证明,有报酬的学生很快就会停止进步,而无报酬的学生则会继续进步(Deci,1971)。实际上,当人们执行各种需要投入创造性的任务时,如果事先承诺有回报,那结果就不会那么有创意和启发性(Amabile,Hennessey,& Grossman,1986)。
外部奖励也会降低一个人问题解决的能力。在一项经典研究中,研究人员给被试提供了火柴、一盒图钉和一支蜡烛,要求他们仅仅使用这些材料把蜡烛固定在墙上,并且确保当蜡烛燃烧时,融化的蜡油不会滴到地板上(你能做到吗?提示:使用所有的材料)。结果发现,获得不同程度奖励的被试解决这个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几乎是没有获得奖励的被试的1.5倍(Glucksberg,1962)。另一项研究(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序列按键任务)发现,提供奖励不仅干扰了被试发现隐性规则的能力,还使其不愿意放弃之前赢得奖励时使用的、但不再适合当前情境的规则(Schwartz,1982)。
这种对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削弱,大概是因为人们全神贯注于获得奖励的预期。狭隘的视野使他们在思考和行动时变得贪婪且不灵活,从而干扰了自己在充满复杂可能性的环境下冷静思考。事实上,当奖励的获得有风险时,人们通常会选择最容易获得奖励的任务(Pittman,Emery,& Boggiano,1982)。
我们可以继续讲述有关奖励的不良影响的警示故事。例如,即使是对于蹒跚学步的孩子来说,如果把魔方玩具作为表现良好的奖励,那他们也会变得不那么专注于学步(Warneken & Tomasello,2008)。然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起蜡烛。实用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增强内在动机?尤其是,什么能让学生带着好奇心和热情去学习?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因为好的成绩可能是最容易让人失去动力的奖励之一(问问任何一位大学生,他们对学一些考试不考的东西有多么感兴趣)。
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规定好的学习活动中加入一些特别内容,以满足学生对刺激、掌握和自主的潜在需求。例如,让学生参加一些不太吸引人的活动,如学习如何按照正确的层次顺序使用运算符号(如+、-、×、÷),以及如何在必要时添加覆盖层次结构的括号(这是一项让很多学生不知所措的任务)。科多瓦和莱珀(Cordova & Lepper,1996)让小学生玩一款电脑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数字和运算符号的正确使用。简而言之,孩子们必须在每个回合中产生最大的数字,才能尽快得到目标数字。这款游戏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并且可能是口头传授算术规则的改进)。然而,为了让这项任务更有吸引力,研究人员为它增设了三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使游戏更个性化,电脑并没有笼统地发布公告,而是在各个关键环节都点名与孩子们对话(例如,“愿力量与你同在,康斯坦丁指挥官!”)。第二,游戏被嵌入名为“太空冒险”的幻想场景中,这使得游戏更加情境化。现在的目标不仅是获得一个任意的数值目标,而且要在外星人到达地球之前到达埃克塔(Ektar)星球并收集宝贵的钛矿,从而把地球从全球能源危机中解救出来。第三,游戏的非主体部分变得更加可控。例如,孩子们可以选择他们将要乘坐的宇宙飞船的类型(例如,星际飞船)和名字(例如,企业号NCC1701)。结果表明,每一个增设的点都增强了孩子的内在动机。由于孩子们更多地参与到了这项任务中,他们开始能够写出更复杂的算术公式,从而加快了他们的学习速度。此外,玩增强版游戏的孩子比玩非增强版游戏的孩子表现出了更强的意愿和能力感。如果能够全面调整教育课程,考虑到每个阶段学生们的兴趣点,那么学校教学就可能会少一些烦琐,少一些教条。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批判外在动机。然而,在结束之前,我们应该提到两个可能对它有利的论点。第一,它提供了一种使人们的行为合乎需要的经济的方式。有一定权力地位的好心人可能会借助胡萝卜(或大棒),使喜欢追求不当目标的下属追求值得称赞的目标。例如,一名新教师在面对一群喜欢做出不礼貌行为的学生时,可能要借助一套奖惩体系来建立秩序。一旦这个基本目标实现了,他就可以转而培养他们的学术兴趣。第二,正如前面所说,并非所有的内在动机都值得培养。例如,有些人可能会从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犯罪或欺骗伴侣中得到乐趣。这样的活动不太可能给他们或其他人带来持久的快乐。因此,对此类行为实施外部控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正确的。
启示
因做了某事而受到奖励会使人们更多地做这件事,但是当奖励被撤销后,人们甚至会比受到奖励前更少地做这件事。
你怎么想
作为一名学生,你最愉快和/或最成功的学习经历是什么?你受到的是外部奖励还是内在奖励的激励?它们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你今天要教学生,那你会运用本章中介绍的哪些经验?
注释
[1]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是20世纪20年代节奏摇滚(Blues Rock)的一个重要支流,其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这种音乐情有独钟。——译者注
[2]图9-1中的纵坐标代表玩记号笔的时间百分比,分数越高表示兴趣越高。——译者注
第10章 窃贼情境:行为中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人民需要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不是一个骗子。当然,我不是骗子。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
美国前总统
背景
你正在超市排队,抵制着(收银台前)一排排糖果的诱惑,突然你前面的女人开始发火,你的眼睛扫过小报的标题——《宠物猪狂吃婚礼蛋糕》。她坚持让已经打折的商品(或类似的东西)再使用优惠券,但收银员解释说这不符合规定。然而这个女人拒绝让步(队伍越来越长),并坚持要和经理对话。她开始东拉西扯地谈论对顾客的服务之道和其他超市的政策。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并再次提高,于是你下意识地退后一两英尺。她会做出一些戏剧性的事情吗?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还是起床方式不对?是什么导致了她的表现?
当天晚些时候,你发现自己也处在了相似的情境中(虽然你不这么认为)。作为一名并不富裕的学生,你发现自己买了一本并不需要的书,于是想退货。然而,由于日程过于繁忙,你没能及时退回,导致这本书一直躺在你的书包里。收银员向你解释说已经错过了30天的退货期限:“我再说一遍,已经不能退款了,抱歉!”但你推算了一下,虽然确实是迟了,但只迟了一周,如果再算上周末和节假日书店关门的话,就更少了。这种僵化的甚至是非法的政策令你火冒三丈。“对不起就完了吗?”你大声说,“我要见你们的经理,我就站在这里直到他来为止!”在你怒火中烧的时候,其他排队等候的人开始后退并发现了你的攻击目标:势力的收银员、高价的教科书,还有万恶的资本主义,但其他顾客对你并没有多少同情。他们认为是你不负责任、不讲道理,是你挑起了战争。就像今天早些时候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女人身上那样,他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你的身上。
前面的小插曲突显了所谓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actor-observer bias)。琼斯和尼斯贝特(Jones & Nisbett,1971,1972)等人首先提出,行动者(那些做出某种行为的人)和观察者(那些目睹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人)往往会做出不同的因果归因(解释)。这一观点认为,行动者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突发事件和外部刺激,而观察者则倾向于将行动者的行为归因于他的人格。因此,我们所意识到的自己承受的压力,与别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这种偏差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作为社会感知者(观察者),我们倾向于用人格特质而不是情境因素解释他人的行为(Ross,1977)。社会心理学的优势之一就是通过揭示对人类行为有普遍作用的外部影响,引起人们对这一潜在错误的关注。
韦斯特及其同事(West et al.,1975)的一项研究或许能够形象地说明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当年,水门事件占据了新闻头条,震惊了全国,也引起了韦斯特及其同事的关注。1972年6月,五名男子因盗窃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委员会总部而被捕。在那一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这一拙劣的闯入与企图掩盖真相的行为被曝光。国会随后举行了弹劾听证会,并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这是一件需要解释的大丑闻。媒体将这些罪行归因于尼克松政府的偏执与不道德,而尼克松的支持者则为这些行为辩护,声称这些行为是对激进左翼邪恶目的的自然反应。在一个单一事件发生后,不同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解释接踵而至。有些人在作恶者身上看到了魔鬼,有些人在情境中看到了魔鬼(见第17章,同样的事件如何引发截然不同的感知)。
针对水门事件的不同解释似乎又是一个行为者-观察者偏差的例子。受此启发,韦斯特及其同事(1975)试图诱发被试做出与水门事件相似的行为,然后考察他们以及其他人对这类行为的解释。行动者会更偏向于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认为外部力量在起作用),而观察者则会更偏向于秉性主义(dispositionalism,认为内部原因在起作用)吗?
做了什么
韦斯特及其同事(1975)进行了两项研究。在第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当地有名的私人侦探)邀请80名犯罪学专业的学生(男女都有)到他自己的家中或当地的餐厅讨论一个他正在进行的项目。所有被试都接受了这个神秘的邀请。
实验人员的同伙(助理)陪同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就像B级影片中演的那样,私家侦探携带一个公文包(没准装有手铐),里面有抢劫当地一家广告公司的详细计划(正在筹备中)。毫无戒心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条件之一。在第一种条件下,这起盗窃案获得了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支持。这家著名的广告公司涉嫌隐藏一系列伪造的账务记录,用于骗取美国政府每年数百万美元的税款。据称,该机构是迈阿密一家投资公司的幌子。这些记录是原件的副本,需要对其进行微缩拍摄,以便国税局获得搜查令和传票以查获原件(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有智能手机。间谍们使用的是11×8毫米胶片的Minox相机)。被试被告知,如果他们被逮捕,美国国税局将会担保他们免于起诉(如果你觉得这一切现在听起来很牵强,那么请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在一家烟雾缭氲的餐馆灯光昏暗的角落里,一位精明干练的私人侦探向一群有抱负的犯罪学家介绍情况,一切就会显得十分自然)。
第二种实验条件与此类似,只是被试被警告一旦被逮捕他们将不能免于起诉。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中,背景故事描述的是另一家广告公司如何秘密地以8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广告公司开发的某套设计的复制品。如果盗窃成功,那被试将私下获利2000美元(对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拮据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在最后一种实验条件中,被试被告知他们需要破门而入,但不需要盗取任何物品,只是为了查看私人侦探的盗窃计划是否可行。没有一位被试对“犯罪”计划提出异议。
在所有的条件中,助理均被介绍为盗窃团队的成员,并负责“放风”。私人侦探(实验人员)则负责监控楼内办公室的报警系统。团队的第三名成员(实际上并不存在)是一名接受过大量军事情报训练的开锁与安全专家,也会协助作案。被试则负责潜入楼内承担实际的微缩拍摄工作。
实验人员和助理向被试展示了大楼和当地区域的航拍照片、城市和州警察巡逻的路线与时间点以及大楼的设计图。所有的一切都给人一种精心策划、专业的印象。被试可以提问,但他们提问的内容多数是关于计划的技术细节。然后实验人员安排了第二次会议。被试有充分的时间考虑要不要犯罪,助理并不知道实验人员的研究假设,只负责记录被试是否打算加入团队以及他们的理由。
任何有道德顾虑的人都会非常乐意得知入室盗窃从未发生。被试是否同意实施盗窃,以及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主要的因变量。在获得关于实验真实目的的信息后,他们就会被仔细询问,并得到实验人员对欺骗行为的解释。
真是个精心设计的诡计!我们真希望当时藏有针孔摄像机。事实上,仅仅是第一项研究就足以生动地展示出服从。但仍有必要进行第二项研究,以更全面地考察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在记录了行动者的行为与解释后,现在有必要获取观察者的看法。
实验人员向第二项研究的238名被试(心理学导论课上的所有学生)详细描述了第一项研究的四种条件之一。每个人都被问道:“ ‘如果向100名学生提议,你猜有多少人会同意参加?’以及‘你愿意参加吗?’ 。”所有学生都被要求必须用“愿意”“也许”或“不愿意”来回答,并写下理由。最后,实验人员向一半被试呈现以下场景:“假设约翰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进行的地点)的一名本科生,他在听取了该提议后,同意参加,用2~3句话简要说明为何约翰会做出这个决定。”另一半被试也被提供了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是约翰拒绝了提议。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考察观察者对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意或拒绝非法闯入当地公司并窃取信息的解释。将这些解释与第一项研究中被试给出的解释进行比较,就可以直接考察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发现了什么
第一项研究的结果或许会让关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学生道德标准的人感到安慰:大多数被调查的人都不愿意参与盗窃。然而,同意参与的比率却因条件而异:在2000美元奖励条件下有4名被试(20%)同意协同作案并复制所需文件;在“查看计划是否可行”条件下有2名被试(10%)同意;在“政府发起但无豁免权”条件下仅有1名被试(5%)同意。这些条件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考虑到相对较小的样本量,差异检验力较低)。然而,在“政府发起且有豁免权”条件下,20名被试中有9名同意参与(45%)。由于被试是被随机分配的,且所有的外部变量都得到了仔细控制,因此可以假定最后一个条件服从率更高是由条件本身的特征所致。显然,豁免权或其与政府支持的交互作用,代表了一种高影响力的情境,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服从率。
在第二项研究中,观察者是否会认为,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加入犯罪团伙呢?结果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会,因此韦斯特及同事(1975)决定把“愿意”和“也许”两个答案结合起来,以便进行更有意义的分析(被试普遍认为,他们不会参与盗窃,这与人们认为自己在需要展现良好品格的情境中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类似;见第4章)。观察者也倾向于认为,与其他条件相比,如果盗窃是由政府发起的或行为者能获得豁免权,那他们就可能会协助实施盗窃。有趣的是,男性和女性作为行动者在参与入室盗窃的同意率上并没有总体差异(与其他研究中男性的犯罪倾向是女性的数倍不符;Wilson & Herrnstein,1998)。而作为观察者,在只阅读了相关内容的情况下,报告愿意参与犯罪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两倍(这与男性更高的犯罪率相符合)。
然而,服从并不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归因才是。研究者对行动者和观察者对为什么行动者或约翰(假设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学生)同意或拒绝参与盗窃行为的归因进行了编码(分类,以便进行统计比较):1表示内部倾向归因;3表示情境归因;2表示两者兼有。哪一种归因类型在行动者中更常见?在观察者中呢?是否存在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答案是,行动者更多地做出情境归因,而观察者则更喜欢进行内部倾向归因。虽然这种效应会随情境变化(有政府支持、无豁免权、有奖励或控制)而变化,但整体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是普遍存在的,并影响着个体同意或拒绝参与犯罪的归因(如图10-1所示)。因此,韦斯特及其同事巧妙地证实了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图10-1[1] 行动者和观察者将行动者同意或拒绝参与盗窃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是内部倾向的程度
又怎么样了
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如有政府支持且免于起诉),将近一半被试——还记得吗?这是一群将可能从事与犯罪学相关职业的学生,而不是注定要实施犯罪行为的罪犯——表示愿意参加一项违法性质的活动:闯入公司的私人总部,窃取机密文件。为什么呢?弗里德曼和弗雷泽(Freedman & Fraser,1966)的一项研究表明,这或许是一种登门槛现象。在这项研究中,一位实验人员到女性的家中拜访她们,声称自己是“安全驾驶委员会”的成员,并询问她们是否同意把一个大的、难看的“小心驾驶”的标牌钉在自家门口的草坪上。结果只有17%的人同意了该要求,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实验条件。在两周前同意在车子或房子窗户上贴上3英尺×3英尺贴纸的女性中,有76%的人同意在草坪上竖立更大的标牌。在早些时候签署过一份与安全驾驶或有关或无关的请愿书的人中,有将近一半的人同意了这一要求。显然,登门槛是一项诱导服从的有效技术。在韦斯特及其同事(1975)的第一项研究中,同意到私家侦探的家里或附近餐馆昏暗的角落里参加会议,有可能就等同于默许做一些阴暗的事情。然而,登门槛现象无法解释不同实验条件下服从模式的不一致。高服从率只表现在特定的条件中,其特征是有国税局的批准以及对豁免权的承诺。显然,类似水门事件的行为之所以发生,政府批准以及承诺豁免权,或许还有登门槛现象,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服从,还有什么能够解释韦斯特及其同事(1975)发现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呢?琼斯和戴维斯(Jones & Davis,1965)的对应推论理论(theory of correspondent inference)主张,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不为社会赞许的(纵容犯罪行为往往如此),是脱离角色(偷窃不是正常大学生应该做的)以及自由选择的(与韦斯特等人的研究一致),那我们就倾向于认为他的行为源自或反映了他的内部倾向特征。虽然这个理论并没有明说我们应该在对他人的判断(而不是对自己的判断)中做更多的对应推论,但许多研究发现,我们确实应该如此。
在罗斯、阿玛比尔和斯坦梅茨(Ross,Amabile,& Steinmetz,1977)的研究中,被试参与了一个模拟的电视问答游戏,他们被随机分配为提问者或参赛者。提问者被要求每人设计10个具有挑战性但公平的问题,而参赛者则被要求尽可能多地回答这些问题(通常10题中,他们能答对4题)。有趣的是,参赛者会认为提问者的知识比他们丰富得多,而观众也有类似的感觉。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根据概率定律,被试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无论是提问者还是参赛者都不会比对方更有学问。
在另一项由索尔尼尔和帕尔曼(Saulnier & Perlman,1981)所做的研究中,当囚犯被问及为何犯罪时,他们强调的一般都是情境因素(“我当时失业了,所以我抢了银行”或“是魔鬼让我这么做的”);然而,他们的律师却引用了他们的人格特征(“他有反社会倾向”或“她很冲动”)。此外,尼斯贝特、卡普托、勒恩特和马瑞赛克(Nisbett,Caputo,Legant,& Marecek,1973)让男性大学生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现在的女友,以及为什么他们最好的朋友喜欢他们的女友。他们倾向于用女友的品质(情境的一部分)来解释自己的选择,而用朋友的人格特质来解释朋友的选择。因此,许多研究都发现了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存在的证据。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偏差呢?也许它取决于那些突出的、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信息。回到罗斯等人(1977)的研究中,参赛者和观众都认为提问者知道所有难题的答案(他们似乎忘记了提问者所提的问题肯定是自己所擅长的)。参赛者自己和观众都看到他们在努力地寻找答案,但10次中却有6次都回答错误。之前角色的随机分配(提问者或参赛者)被忽略了。参赛者——即通常更关注外部因素的行动者——很明显只选择性地意识到了情境的某些方面(如深奥问题的难度,或提问者居高临下的微笑)。
当考虑自己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也更多地集中在情境上。这也是一个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例子。在我们采取行动前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来自情境的反馈是什么?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在主观上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不认为性格标签适用于自身的原因之一(Nisbett et al.,1973)。别人有别人的特征,而我们有我们的情境,或者我们相信我们是受情境影响的。当我们观察他人的行为时,我们的观察就脱离了情境。由于缺乏关于他人生活史或当前环境的信息,我们本能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他们的内部特征。
但是,又怎么样了(在回顾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时,这总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此,我们有时会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外部影响,而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内部因素。所以,即使知道一个人行为的背景信息,我们也还是会犯基本归因错误?请思考社会心理学家的一句格言:“人是不与(客观的)现实互动的;他们只与感知到的现实互动(见第14、15、17和21章,了解人们如何从心理上构建自己的社会现实)。”假设这句格言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作为个体或社会,轻易地把他人的人格特质看作他们行为的主要原因,并因此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使他们面临着诸多的外部影响),那会发生什么呢?当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声称情境才是主要原因时(即使实际上我们自身才是),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是否会倾向于用与内部倾向有关的术语来解释强奸受害者、无家可归者、弱势群体和其他不幸人群的困境?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是否会让我们更少地同情和宽容他人,更专注于改变个人而不是社会秩序?又是否会让自以为是和社会冷漠长存?然而,相反的偏差可能同样愚蠢:当人们应该为行为负责时,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观察者总是错的,行动者总是对的,这句话对吗?例如,社会弱势群体要为他们所处的困境承担部分责任吗?所有的问题均在于,因果关系与责任的真相难以确定。尽管如此,如果了解自己与他人、奖惩自己与他人的行为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那么理解并消除任何类型的归因偏差也是极为重要的。
后记
韦斯特及其同事(1975)的研究(类似米尔格拉姆1963年的权力服从实验,见第4章)在伦理上受到了质疑。回顾他们第一项研究的结果,相当多的犯罪学学生表示愿意参加犯罪活动,但在之后被告知,这只是一个实验——只是想看看有多少人会服从。想想看,这样的邀请,无论伪装得有多么精致,难道不会令人不安吗,尤其是对那些同意参与非法盗窃的人来说?知道自己打算怎么做,难道不会引起尴尬或内疚吗?水门事件曾多次受到媒体的谴责,而有人却准备扮演水门事件中臭名昭著的罪犯(Cook,1975)。此外,这难道不是一个诱人犯法的圈套吗?是这项研究的被试真的希望过罪犯的生活,还是他们所尊重、信任的人迫使他们接受了这个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韦斯特等人(1975)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减轻人们对伦理的担忧。他们聘请了一位律师兼心理学家来协助计划和实施这项研究。他们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也没有让他们实际参与违法行为。他们做了详细的汇报,还注意到被试似乎没有遭受到任何心理创伤。最后,他们还让州检察院办公室对实验进行了审查,并宣布该实验的程序在法律上是可以接受的。不过,问题仍然存在。
伦理问题可以被长久地讨论下去,其平衡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始终在于:研究获得的信息价值与对被试权利及尊严的关注之间的矛盾。韦斯特等人(1975)认为他们的研究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哪些情境因素可能会诱导一贯守法的公民参与侵犯他人权利的非法活动?我们如何去相信媒体,相信那些司法体系内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为特定的行为所做的所谓正当的解释呢?你来判断一下,要想对科学知识做出贡献,就一定要欺骗并诱导人们从事不法行为吗?
撇开伦理因素不谈,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到实验社会心理学是一项不断前进的集体事业。某些理论有时得到了研究人员的证实,有时又被他们推翻。得到一致的实证支持的理论被认为是有效的,而很少得到支持或只得到零散支持的理论则要靠边站。所有的研究,如果不能被多次复制,就不足以建立特定的理论或效应。即使是经典的研究,也必须有大量类似的研究来补充——尽管可能不那么严谨、戏剧性或著名。在这方面,社会心理学方法论宝库中有一个宝贵的工具,即元分析,它是对检验某一特定假设的众多研究结果的定量总结。其中,单一的实证研究有时被称为初步研究(primary research);对许多有共同焦点的研究的定量回顾有时被称为次要研究(secondary research)。元分析方法能够揭示这些研究的效应量(实验控制所产生的显著差异)的范围和平均值。它还有助于识别那些调节(增加或减少)兴趣效应的变量,从而解决研究结果中的不一致性(见本书的前言部分)。
事实上,马莱(Malle,2006)对1971年至2004年间发表的173项关于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他的分析结果使行动者—观察者偏差现象[(他称之为不对称性(asymmetry)]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的发现与“行动者—观察者效应证据充足”(Fiske & Taylor,1991,p.73)和“行动者—观察者偏差普遍存在”(Aronson,2002,p.168)的观点不一致。特别是,马莱发现一些研究(与韦斯特等人1975年的研究类似)支持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而另一些研究则持相反意见(行动者更倾向用内部倾向解释行为,而观察者则更倾向做出情境解释)。根据马莱(2006)的元分析发现,总体上并不存在行动者—观察者偏差!
失望吗?思考一下下面这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173项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幸运的是,马莱(2006)进行了调节变量分析(moderator analysis),并确定了一些重要变量,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待解释行为的效价(valence)。在马莱看来,“这种不对称性存在于消极事件中,与此相反的不对称性则存在于积极事件中”(Malle,2006,p.895)。也就是说,行动者倾向用情境解释自己的消极行为,用内部倾向解释自己的积极行为;相反,他们用内部倾向解释他人的消极行为,用情境解释他人的积极行为。因此,马莱发现不存在单一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而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偏差。一个针对积极事件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和一个与之相反的针对消极事件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这一交互作用(偏差的不同)显然是为自我服务的:作为社会感知者,我们倾向于为自己的积极行为邀功而非为消极行为负责,但却倾向于让他人为他们的消极行为而非积极行为负责。
这种自我服务归因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认识也容易出现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人比我们自己更容易产生归因偏差(Pronin,Lin,& Ross,2002)。自我服务偏差在教育领域较为普遍,就像老师把学生的进步归功于自己,而把退步归咎于学生(Beckman,1970)。它们在商业领域也很常见,例如,首席执行官们声称公司83%的业绩都是他们自己的功劳,而对于亏损他们只承担19%的责任(Salancik & Meindl,1984)。此外,它们也常见于运动领域,例如运动员和教练都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技巧和努力,而把失败归因于裁判和运气(Lau & Russel,1980;见本书第17章)。有趣的是,无论是否出于自我服务,运动员们都经常公开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的胜利,但却不会在失败时公开抱怨上帝。
启示
我们对行为的解释往往存在偏差。我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积极行为归因于内部倾向,将消极行为归因于情境,而在观察他人的行为时则往往做出相反的归因。
你怎么想
当你想到他人时——尤其是当你试图解释他们的行为时——你倾向于用内部倾向还是情境进行解释?例如,谁会更多地使用内部倾向归因(更少地使用情境归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为什么?
注释
[1]图10-1中的纵坐标为归因为情境因素的程度,分数越高表示行动者或观察者越认为同意或拒绝参与盗窃是由于情境因素。——译者注
第11章 我们是第一!沐浴在他人的荣誉中
傻子才把炫耀当荣耀。
李小龙(1940—1973)
功夫巨星
背景
我们常常强调自己的美德和成就,希望别人会更喜欢和尊重我们。事实上,尤其是在熟人面前,我们也会偶尔承认一些个人的缺点或失败(Tice,Butler,Muraven,& Stillwell,1995)。然而,一些形式的自我提升,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试图说服自己以及那些愿意倾听的人,我们是天才,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魅力四射、非常可爱(Sedikides & Gregg,2008)。除非一个人患有严重抑郁或自尊心严重受损,否则他通常都会十分维护自己的形象。想想看,在求职面试时,你是否会如实报告自己那不高的智商水平?在第一次约会时,你是否会展示那令人尴尬的胎记?尽管集体主义社会不鼓励公开宣传自己,但其成员依然会像鼓吹个人主义的西方人那样,表现出对自己名字中字母和字符的偏爱(Kitayama & Karasawa,1997),并且倾向于认为自己在集体主义社会认可的特质上要优于平均水平(Sedikides,Gaertner,& Toguchi,2003)。
一个可以巧妙地表现自我提升倾向的例子是,人们会尝试利用他人的成功或名声,即使这些成功或名声与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想想看,我们是如何利用间接联系让自己获益的。我们会在谈话中提及自己和某个电影名人的生日是同一天,或随口提及自己来自产生副总统最多的阶层。我曾听到有人吹嘘,美国最古老且仍在营业的露天市场在他的家乡,而不是其他地方——哇哦,真的很棒!在上述例子中,尽管那些荣誉与自己的关系很微弱,但人们还是会从自身出发,宣扬这种“了不起”的关系。研究表明,感到被尊重和被称赞(即使不是被喜欢和欣赏)与更高的自尊相关(Mahadevan,Gregg,Sedikides,& De Waal-Andrews,2016)。因此,如果你可以方便地通过依靠别人来赢得尊重和钦佩,那为什么还要靠自己来获得这些呢?
另一个通过与他人建立联系来自我提升的例子是,为运动队的胜利而自豪。最近,一个情景引起了我的注意:镜头扫过一大群非常兴奋的洛杉矶人,然后聚焦在一位涂着蓝黄相间油彩的光头观众身上。他竖着食指欢呼:“我们是第一名!我们是第一名!”如同西奥迪尼等人(Cialdini et al.,1976)指出的,这种欢呼通常是:“ ‘我们是第一’ ,从来都不是‘他们是第一’ 。”
西奥迪尼等人(1976)将之前提到的现象称为“沾光效应”(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或BIRGing)。为研究沾光效应(研究1),他们去了七所不同的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圣母大学、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并在每周一橄榄球赛季期间,通过心理学专业学生的描述,悄悄记录学生们的衣着。此外,研究者们还记录了这几所学校在上周六比赛中的输赢情况,穿着标有学校名字或校徽、球队名字或吉祥物衣服的学生人数(不包括穿着与学校Logo同颜色的衣服、拿着带有学校Logo的笔记本或书的学生)。研究结果很明确:与学校球队输掉比赛相比,当学校球队赢得比赛后,学生们对学校表现出了更多的认同,炫耀学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获胜的分数优势之间显著相关r=0.43(罗伯特·西奥迪尼在个人通信中写到,0表示没有相关,1表示完全相关)。换句话说,分数越不平衡,获胜一方的学生炫耀自己学校的人数就越多(而失利的一方炫耀学校的人数就越少)。这种情况对于主场比赛(来自看台的欢呼声可能有助于队伍获胜)和客场比赛(很少有本校学生会观看比赛)来说都是一样的。
如何解释这些发现呢?也许,学生们会有意无意地认为,如果炫耀自己学校的队伍刚刚赢得了比赛,其他人会更喜欢他们,其他人的赞美也会提升他们的自尊。不管准确与否,我们似乎有一种直觉,即我们被评价的依据不仅仅是我们作为个体的身份,还包括我们与什么人或什么事有关。人们认为,如果被其他人看到自己与重要人物在一起,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人们还认为,与传达坏消息相比,传达好消息会让其他人更喜欢自己,尽管这些事与我们并没有关系。人们不愿意传达不好的消息,不是因为自己会感到难过,而是担心即使我们没有过错,也会因传达不好的消息而受到消极评价。还有一些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当说话者贬低或表扬别人的特点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描述的特点会自动转移到说话者的身上。被评论的对象反而会被人遗忘,但说话者和这一特点之间的联系会一直存在(Mae,Carlston,& Skowronski,1999)。
然而,西奥迪尼等人(1976)指出,学生在所在橄榄球队获胜后穿与学校相关服装的倾向,可能并不是为了利用与学校的关系达到某种利己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表达对学校的自豪感,或者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换句话说,沾光效应可能仅仅出于个人原因(而非为了获得公众的赞扬)。我们很容易想象圣母大学的学生私底下在宿舍穿着写有“爱尔兰加油”的运动衣,并不期待被他人注意到自己所穿的衣服。然而,西奥迪尼等人(1976)试图证明,沾光效应的发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人际需要。它是一种通过赢得别人的尊重、赞赏或其他社会利益来提升个人自尊的方法。
做了什么
1976年,西奥迪尼等人研究了学生在描述本校球队与对手球队比赛结果时使用代词的情况(研究2)。研究者预期当学校获胜时,学生们倾向于使用“我们”(“我们赢了”),而在学校输掉比赛时,则倾向于使用“他们”(“他们输了”)。研究者进一步预期,这一结果在最近自尊受挫的被试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研究者在一所综合大学(吹嘘自己的橄榄球队在全美国的排名遥遥领先)选择了173名大学生作为被试,这些学生完全是通过学校的电话号码簿随机选择的。在1974年橄榄球赛季中期的三天里,研究助理通过电话与这些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声称自己是一家总部设在州外城市的地区民意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93%的被试同意参与调查。研究助理告诉被试,他们正在对大学生对校园问题的了解程度进行调查,并就校园生活提出了六个问题。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在你们学校的学生中,有多少学生已经结婚了——你认为是接近20%还是35% ?”(没有“我不知道”这个选项)。在被试回答完六个问题后,研究助理告诉他们,与其他同学相比,他们回答得很好(六个问题答对了五个),或告诉他们,他们回答得很不好(六个问题中,只答对了一个)。这个评价是随机做出的,旨在对被试的状态自尊(被试在当时对自己的感觉,而非平时对自己的认识)进行操纵。研究者推测,在第一种条件下,被试的自尊水平会有轻微提高;但在第二种条件下,自尊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该研究还包括了对实验操纵的检验,证明实验操纵确实有效果,这增强了这一研究的可信度)。
接下来,研究助理提到,还有几个额外的问题,第一个与校园体育运动有关。其中,一半的被试被问及获胜的橄榄球比赛:“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是贵校橄榄球队与休斯敦大学队的比赛,你可以告诉我比赛结果吗?”另一半被试则被问及输掉的比赛:“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是贵校橄榄球队与密苏里大学队的比赛,你可以告诉我比赛结果吗?”如果被试不知道比赛结果,那就问下一名被试;如果他们知道比赛结果,就逐字记录其对比赛结果的描述。
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试在回答中使用“我们”表述或非“我们”表述的情况(例如,“我们赢了”或者“我们被打败了”,“比分是14︰6,密苏里大学获胜”或者“他们输了”)。同样,西奥迪尼等人(1976)预测,与描述输掉的比赛相比,被试在描述获胜的比赛时,更多地使用了“我们”,这一现象在那些在校园问题调查中表现不好的被试中更加明显。这些被试特别希望强调自己与获胜队伍的关系(通过更多地使用“我们”),并拉远自己与输掉队伍的关系(通过更多地使用“他们”),来提高自己受挫的自尊。
发现了什么
西奥迪尼等人(1976)发现了他们预期的结果。与描述队伍失败相比,被试在描述队伍胜利时用的“我们”更多。然而,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只发生在那些自尊受挫的被试中。那些自尊受挫的被试有40%使用了“我们”描述胜利,而只有14%使用了“我们”来描述失败。那些自尊提高的被试在描述胜利和失败时,使用“我们”的比例基本相同(如图11-1所示)。这一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为了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让自己感觉更好,在可能的情况下,人们会强调自己与成功人士之间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微不足道。

图11-1[1] 在经历自尊提升或自尊受损后,使用“我们”来描述学校橄榄球队比赛结果的学生比例
请注意研究1和研究2之间的差异。研究1证明,学生穿队服或赞助学校的服装与橄榄球队的胜利之间存在相关性。研究2在研究1的基础上,通过在实验中操纵被试是否会考虑球队的输赢,验证了这样一个理论观点:自尊在沾光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在理想情况下,科学工作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首先仔细观察相关变量,然后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合理的因果推论。此外,研究也会在真实情景和实验室之间来回切换(Cialdini,1995)。
最后一项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沾光效应的细微差异。当当事人吹嘘自己与他人有某种关系,而观察者并没有这种关系时,沾光效应的“收益”会增加。西奥迪尼等人(1976)针对这一现象举了一个例子:加利福尼亚的居民更喜欢对来自其他州的人(例如,北达科他州)吹嘘加利福尼亚的田园气候,而不是对本地人吹嘘。换句话说,当个体与知名的人或事之间的联系比观察者强时,沾光效应更容易发生。为证明这一推测,研究者使用与研究2相同的方法,通过电话询问了被试有关学校的事情,包括最近的橄榄球比赛结果。研究者声称自己是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要么来自学校调查中心,要么来自其他州的地区调查中心。尽管这一研究的结果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但趋势是很明显的,达到了边缘显著。当研究者声称自己是其他州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时,被试更多地使用了“我们”来描述校队的胜利,而使用了更多的其他词汇(如“他们”)来描述校队的失败。这一结果强调沾光效应不仅是为了使自己感觉良好,也是为了通过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让自己感觉良好(特别是当他人没有这种自豪感时)。
在最后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来自哪里(学校或州外的其他地区)是沾光效应的一个重要调节因素。如果当C因素发生改变时,A因素和B因素之间关系的方向或强度也发生了改变,那就说明C因素可调节A因素和B因素之间的关系。请注意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之间的不同。两者的共同点是,A因素和B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取决于第三个因素;然而,中介作用指在没有第三个因素存在时,AB因素之间的关系也不存在,而调节作用指在第三个因素存在时,AB因素之间关系的程度会改变(变强或变弱)。想一想牙医和他带来的疼痛感。牙钻就在牙医和疼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没有牙钻,就没有疼痛),而局部麻醉则调节着牙医和疼痛之间的关系(但愿局部麻醉剂可以减轻疼痛)。
撇开这些技术细节不谈,西奥迪尼等人(1976)的三项研究都表明,被试在本校橄榄球队获胜后,更愿意在公众场合中认同自己和学校的关系。此外,这种认同似乎还取决于被试当时对自己的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最后,有一些现象表明,人们之所以将自己与成功群体相联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当观察者意识到自己具有这种积极联系时,会更积极地评价他们。这种信念和享受良好社会形象的愿望(尤其当自己的社会形象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后)似乎助长了沾光效应出现的倾向。
又怎么样了
西奥迪尼等人的研究证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包括“我”和“我们”,即个人特征及社会关系和群体关系。一个人的家庭、朋友、种族、宗教信仰、党派及专业同行,都是个体的组成部分。就像社会心理学创始人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54)所说,“对自己的依恋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个人特征中基本的部分”。塔菲尔(Tajfel,1979)和特纳(Turner,1985)将这一观点纳入了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这一理论强调群体认同对于实现积极自尊的作用(见第7章、第26章)。当我们所在的群体(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内群体”)拥有积极特征时,也就是说,当它表现出优于我们不属于或不认同的其他群体(外群体)时,我们的自我感觉会更好。因此,自尊不仅仅包括一个人的自我评价,还包括集体方面的因素(Turner,Hogg,Oakes,Reicher,& Wetherell,1987)。此外,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强调个人在即时情景中对自己的分类是很灵活的。例如,如果你是心理学课程中少数几位男生之一,或是物理学课程中少数几位女生之一,那么在上这门课的时候,你更可能从性别角度去考虑自己。这是因为与课程中的其他人相比,从纯感性的层面来看,你的性别将会脱颖而出,这与你的性别是否会影响你长期的身份认同无关。自我分类理论还指出,你在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问题上也存在权衡——无论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例如,仔细想想2016年总统选举时存在的分歧。唐纳德·特朗普或希拉里·克林顿的狂热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立场的支持者,很难将自己或对方的支持者视为单独的个体;相反,他们似乎都认为特朗普或希拉里派系中的支持者可以倒戈,转变成自己党派的成员,他们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集体协调各自的党派活动的。
但是,回到沾光效应的话题,特朗普或克林顿的支持者们(也许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当选或落选后是什么感觉?可能要么是极度兴奋,要么是极度沮丧。然而,他们个人在候选人成败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仅仅是与别人的成功或失败联系在一起就会对自尊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在你看来,你支持的人就代表了你。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是世界上赢得奥运会金牌最多的人,如果你是美国人,那你会觉得自己也是赢家(就像是自己在泳池里游了很多圈)。如果你是巴西人,那你肯定不会对巴西刚刚赢得世界杯而感到失望(即使你自己并没有赢一个球)。我们在心理上内化了团队的成果。事实上,信不信由你,一个体育迷在观看了一场他支持的球队的篮球赛直播后,与他支持的球队失败相比,球队的获胜更有可能预测他在某项任务(任何任务)中会做得很好。换句话说,他支持的球队的胜利提升了他的自信(Hirt,Zillman,Erickson,& Kennedy,1992)。
但请记住:尽管我们通常会试图将自己与获胜者(及其他成功人士)联系起来,但有时也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不情愿地与失败的人产生了联系(2014年,当德国队以7比1大胜巴西队时,巴西球迷就是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为失败找借口。例如,我们会将球队的失败归因于裁判不公(见第17章)。如果找借口不起作用,我们就会拉远与失败或不受欢迎的个体或内群体的距离。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撇清效应(Cut Off Reflected Failure,CORF)。
斯奈德、拉塞加德和福特(Snyder,Lassergard,& Ford,1986)对撇清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让被试组成一个小组(一个“优秀的群体”)一起完成智力测试。在被试完成任务之后,给予他们虚假的反馈:一些被试被告知,他们的成绩很不好(低于同年龄组中70%的人);另一些被试则被告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高于同年龄组中90%的人);控制组被试没有获得反馈。被试在走出实验室的路上被告知,门口有一盒团队徽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拿一个队徽佩戴。有大约50%的控制组被试拿了队徽,但是在得到反馈的被试中出现了这样的结果:那些被告知表现不好的被试中仅有10%的人拿了队徽(少数人没有表现出撇清效应);而在那些被告知表现得很好的被试中,有70%的人拿了队徽(多数人表现出了沾光效应)。撇清效应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倾向于远离失败者(或失败的内群体)。我们不愿意承受令人不愉快的联系,或糟糕的、有伤害性的后果。从逻辑上讲,撇清效应与沾光效应正好相反,但是,上面的研究发现,撇清效应(-40%)甚至要强于沾光效应(+20%)。这表明,与炫耀积极联系以提高自尊相比,撇清消极联系、保护自尊更加重要。的确,在很多方面,与积累好的联系相比,我们似乎更有必要抵制坏的联系(Baumeister,Bratslavsky,Finkenauer,& Vohs,2001)。
后记
西奥迪尼等人(1976)探索了我们是如何比较内群体和外群体,以及我们的自尊和社会意识是如何在比较中起作用的。例如,当我们观看比分胶着的赛事时,自己喜欢的队伍遭到前后截击会让我们感到很焦虑。谁会赢?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会感到荣耀和快乐;而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会感到心痛和耻辱。再说一遍,“我们”是“我”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也会进行直接的社会比较:将自己作为个体与其他个体进行比较(Tesser,1988)。回忆一下,在小学阶段你是有多好奇,你的朋友在拼写测试中是否比你表现得要好;看到他人耀眼的新款雷克萨斯(或破旧的兰博基尼),也会促使你反思自己座驾的品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比较如何影响我们对自己的感受?毕竟,尽管我们可能会为别人的荣誉而感到高兴,但也可能会因此而嫉妒他人(Salovey & Rodin,1984)。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07)是心理学的先驱之一,他指出,一些社会比较比其他的比较更重要。这取决于事情对你身份的重要性:
我曾一度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在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上,如果其他人懂得的心理学知识比我多,那我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是,不懂希腊语却不会让我对自己感到不满,更不会让我感到羞愧。如果我是一名语言学家,那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因此,我们倾向于喜欢那些在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情上表现得比我们好的人。然而,在更重要的个人领域,我们却更喜欢比我们略逊一筹的人(注意是“略逊”)。
然而,事情可能会更微妙。特塞尔(Tesser,1988)的自我评估维护模型(selfevaluation maintenance model)指出,一个人的感觉不仅取决于评价的维度是否与个人的身份认同有关,也取决于其比较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是亲密的朋友或亲戚,还是疏远的陌生人或敌人。例如,与陌生人所讲的笑话相比,朋友讲的一个有趣的笑话可能会让一位有抱负的喜剧演员感受到更多的威胁。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朋友的升职(与喜剧无关的工作)却会让他感到更高兴。
无论如何,我们都想在社会交往中获得赞赏和欣赏,避免麻烦和伤心(Leary,Tambor,Terdel,& Downs,1995;Mahadevan et al.,2016)。为此,我们努力地展示最好的自己,这一过程被称为印象管理(Schlenker,1980)。我们试图通过展示特定的行为来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著名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Irving Goffman,1959)认为,社会互动是一种具有戏剧性的行为,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表现出奇地一致:谨慎地选择词汇和行为,展示自己想要展示的方面。每个人都试图将自己的社会失误和令人痛苦的尴尬最小化——戈夫曼称之为面子工程(face work),当这些失误或尴尬发生时,我们有一整套保全颜面的方法。
事实上,沾光效应只是众多印象管理技术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不刻意、最不明显的一个)。琼斯和皮特曼(Jones & Pittman,1982)指出了印象管理中的其他策略。其中一种策略是讨好:我们给予别人关注、遵从他们的选择、恭维他们、给他们提供帮助、假装看不到他们的缺点,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获得他人的喜欢。我们太知道“如何影响他人,并获得朋友”(Dale Carnegie,1994)。另一种策略被称为“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事情,使我们能够为后来的失败找借口,或为不太可能的成功“邀功”。例如,我们会在大考的前一晚喝醉,或在试唱之前,说自己嗓子疼,可能在发烧(作为一名长跑运动员,我经常对很多人没有按预期站在起跑线上而感到惊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告诉别人自己前一天的训练太累了,只要跑出自己最好的速度就好)。还有一种策略被称为当模范。尽管要冒看上去很伪善的风险,但我们还是会通过夸张的自我否定和痛苦,让别人知道我们在道德上是多么地“模范”:“你走吧,我会把这些吃完,并很快收拾好桌子,洗好所有的餐盘并晾干,打扫地板,煮好咖啡,准备甜点……”所有这些都是印象管理的方法,当然,这方面的方法还有很多。
有趣的是,保全面子和印象管理也可能同时出现。当注意到有人挖鼻孔时,我们会得体地询问他是否需要纸巾。当我们被自己绊倒时,朋友会若无其事地继续交谈。我们会帮助他人,特别是关系亲近的人保持良好的形象和积极的自尊。
人们在自我监控和印象管理策略的选择上存在不同。在自我监控方面(Snyder,1987),有些人属于高自我监控个体,有些人则是低自我监控个体。然而,对于所有人来说,使用这些策略都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技能,而维持个人的面具也非易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求助于更轻松的策略——沾别人的光。
启示
与我们有社会联系的团体和机构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并影响着我们的自尊。我们把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个人化,鼓吹前者,而把自己与后者区分开来。
你怎么想
目前,你可能属于很多不同的社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加入了一些群体,而离开了另一些群体。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名誉而加入或离开某个群体的?例如,是否无论球队表现好坏,你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同时,请描述自己及家庭成员和朋友们使用过的印象管理技术。你会将自己描述成高自我监控个体还是低自我监控个体?
注释
[1]图11-1中的纵坐标为使用“我们”描述比赛结果的学生比例,数值越大,表明有越多的学生强调自己与学校的关系。——译者注
第12章 蒙面的暴徒:去个体化在反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就像酒精中毒一样
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英国小说家
背景
本章将关注引诱自杀(suicide baiting)现象:一个沮丧的灵魂站在八楼的窗台上,一个路人碰巧抬头注意到了他,并本能地停下了脚步。越来越多的路人好奇地抬起头,注视着这个绝望的、要跳楼的人。快速聚集的人群很快就转化成了数以百计的暴民。警察抵达现场,希望能控制局面,营救自杀者。然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喊叫:“让这个傻瓜跳吧!”接着又有人在暗处起哄:“跳!”他们将垃圾扔向赶来的救护车。嘲笑和恶意的劝诫变成了一曲嘲弄的合唱:“跳!跳!跳!”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在其他方面很有责任心的人竟然会表现得如此冷酷?为什么他们有时会违反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涉及一系列可能的原因:基因缺陷、道德发展停滞、压抑的愤怒、媒体影响、经济萧条、社会解体,等等。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仅仅隐匿在一个大群体中就足以诱发冲动、肆意的行为。的确,勒庞(Le Bon,1896)曾描述了一个隐匿在群体中的人是如何“从文明的阶梯上走下来”的。费斯汀格、佩皮通和纽康姆(Festinger,Pepitone,& Newcomb,1952)研究了这一主题,他们提出不受约束的反社会行为是由那些暂时不被自己或他人视为个体的群体成员做出的。这种去个体化(deindividuation)的状态包含多种可能的特征:生理唤醒增强、自我意识降低、匿名感、自控力崩溃以及对社会线索的敏感度提高。
津巴多(Zimbardo,1969)试图通过实验来证明去个体化现象。他让女性被试相信自己正在电击另一名女性(这名女性是主试的同伙,事实上她并未受到电击,见第4章)。被试或是被分到单独行动组,或是被分到或群体行动组。群体行动组的被试被告知,主试不会公布是谁实施了电击,以及电击有多严重。此外,被试要么穿着超大的带有头罩的像三K党似的外套(确保她们匿名),要么穿着普通衣服并戴着标有身份的徽章(使她们易于辨识)。最后,一部分被试被要求电击一位和蔼可亲的主试,而另一部分被试被要求电击一位令人讨厌的主试。
津巴多发现,群体行动中的匿名的被试电击主试的时间更长,这与去个体化的概念是一致的。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身份易于辨识的被试,对令人讨厌的主试的电击次数多于对和蔼可亲的主试,而匿名被试对两名主试的电击次数则相同。显然,匿名会导致更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敌意。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津巴多的被试经历了去个体化。他们针对群体反社会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也许榜样就是一个关键的机制。当一名成员的冲动行为触发了其他成员的冲动行为时,一种邪恶的传染病会在一个群体中爆发吗?当购物中心停电时,是否有人会仅仅因为其他人也这样做而抢夺昂贵商品呢?研究者还想知道责任感的作用,即如果故意改变某个群体成员的责任(通过明确地将责任分配给群体中的其他人),会促使该成员做出更极端、更不受约束的行为吗?迪纳、弗雷则、比曼和凯勒姆(Diener,Fraser,Beaman,& Kelem,1976)在最恐怖的万圣节之夜创造性地开展了一项研究,解答了这些问题。
做了什么
这项研究的范围和设定都非常宏大。万圣节之夜,共有1352名儿童参加了该研究,这些儿童被安排走访了华盛顿州西雅图市27个不同的家庭。这项研究是一个准实验(quasi-experiment)的例子。准实验包含真实验的一些关键特征(如操纵自变量),但不具有其他特征(如对被试的随机分配,或对无关变量的绝对控制)。因此,这样的研究以牺牲某种内部效度(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换取了生态效度(实验结果是从真实的日常环境而非实验室环境中获得的)。也就是说,与常见的假设相反,实验不需要推论(更多内容,见前言和第6章)。
所有27个家庭的场景布置都是相似的:门口有一张矮桌,桌子的一边放着一大碗小糖果,另一边放着一碗5美分的硬币。在这个“不给糖就捣蛋”的夜晚,孩子们被随机分配到单独行动组和群体行动组。在每个家庭中,都有不同的女人(实际上是主试)友好地跟孩子们打招呼,称赞他们的服装。在第一种条件下,女性主试询问了儿童(一部分来自单独行动组,另一部分来自群体行动组)的姓名和住址,并向儿童重复了这些信息。在第二种条件下,儿童(单独行动组或群体行动组成员)没有被问及姓名和住址,保持了匿名性。随后,主试告诉这些儿童每人只能拿一颗糖果。如果儿童询问装满硬币的碗,那主试也仅仅是重复她的指示:只能拿一颗糖果。
在一些家庭中,这位女性主试还宣称,如果有额外的糖果或硬币被拿走,那群体中最小的孩子将对此负责(如果这些孩子是一起来的)。这种责任转移包含三种不同的情况:所有的儿童都是匿名的(包括被认定应负责任的儿童);应负责任的儿童是具名的,但群体中其他儿童是匿名的;所有儿童都是具名的(包括被认定应负责任的儿童)。把责任转移到最小的孩子身上,可能会使违规行为增加。因为一旦偷拿糖果的行为被发现,大孩子可以指责那个最小的孩子,而最小的孩子也不太可能有任何异议。
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操纵后,这位女性主试不经意地提到,她需要回另一个房间工作。孩子们不知道的是,一名研究助理正通过装饰背景上的窥视孔观察着他们,并记录他们拿走了多少糖果和硬币。
发现了什么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分数来表示孩子们违规(拿的比他们应该拿的多)的情况。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多拿了糖果、硬币或者两者都有。更重要的是,与预期一致,是否匿名和是否群体行动在违规行为的数量上都存在显著的主效应(每个自变量都影响了违规行为的数量)。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因素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一个因素的影响取决于另一个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8%的儿童在独自一人时偷拿了硬币或糖果;21%的孩子在匿名或作为群体成员活动时偷拿了硬币或糖果;57%的孩子在作为群体成员且匿名的时候偷拿了硬币或糖果。因此,当孩子们是匿名的群体成员时,他们偷拿的次数最多(如图12-1所示)。另一个惊人的发现是,足足有80%的孩子在群体、匿名且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况下偷拿了硬币或糖果。

图12-1[1] 身份确认、匿名、单独行动、群体行动情况下偷窃的比例
迪纳和他的同事(1976)也想确定群体的影响是否应归因于榜样的作用。到底是加入群体这件事本身造成了个体更多的违规行为,还是对群体成员违规行为的观察在群体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中起了中介作用。迪纳等人证实了后者的作用。在群体行动组中,与第一个孩子只(按要求)拿走一块糖果的情况相比,当其偷拿糖果时,其他孩子违规的比例显著升高。然而,平均而言,与单独行动组的儿童相比,群体行动组的第一个孩子偷拿糖果的行为更多。这表明榜样并不是导致群体违规行为的唯一原因。匿名群体中的情况表明,除了榜样,去个体化也在促使儿童做出反社会行为。显然,是否匿名和是否处于群体中影响了第一个孩子的行为,然后他的行为创造了一种行为规范,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效仿(见第1章)。
又怎么样了
迪纳等人(1976)的研究显示,群体成员、匿名和责任改变的交互作用导致了违规行为的急剧增加。仅仅是穿上女巫、木乃伊、海盗服装隐藏自己的身份(请记住,这是20世纪70年代,哈利·波特或冰雪女王的服装还没有出现)就能导致儿童偷拿更多的糖果,并随意拿走另一只碗里的硬币。如果有另一个孩子为他们的行为负责,那这些孩子会更加大胆。
这种轻微的违规行为给更严重的犯罪提供了一种模式。事实上,去个体化会带来非常实际的问题。历史上有大量民众暴动的例子,从20世纪初美国的私刑和其他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到1938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纳粹暴徒袭击犹太人,抢劫他们的财产,焚烧他们的犹太教堂,再到20世纪60年代瓦特(Watts)、哈莱姆(Harlem)和纽瓦克(Newark)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起义。此外,球迷,尤其是冰球、足球和美式足球的球迷,也会因令人震惊的暴徒行为而臭名昭著。即使是欢乐的庆祝胜利活动也可能是灾难性的——NBA的一支球队赢得了冠军,其主场城市爆发了一场破坏、纵火、抢劫和袭击的狂欢。同样地,一种令人发指的不公正也会引发骚乱。回想一下,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后引起的骚乱。此外,乔装打扮似乎也会引发暴力行为。西尔克(Silke,2003)发现,在北爱尔兰发生的近500起暴力攻击案件中,有40%以上案件的行凶者都是通过戴面具来隐藏自己的身份的。人们发现,乔装打扮与更严重的伤害、更大范围的袭击以及更多的破坏行为有关。从某种程度上看,只要能够预测反社会事件,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加强警戒(尽管警察军事化的策略存在争议)。然而,点燃不受控制的群体行为的导火索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事后诸葛亮”总比预测这种社会动荡来得容易。
曼恩(Mann,1981)进行了一项有趣的档案研究,试图对与引诱自杀(本章开头部分描述的内容)相关的因素进行反向预测。曼恩搜索了15年内的《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上关于个体在公开场合受到威胁或在群众围观情况下跳楼自杀的报道,并用事件地点、受害者位置、日期和时间、持续时间和群众规模等变量对这些报道的内容进行了编码,然后将有引诱自杀的情节与没有引诱自杀的情节进行了比较。他发现很多因素都与引诱自杀有关。具体来说,引诱自杀更容易在较大群体中(超过300人)发生,因为在这种群体中,自杀引诱者相对匿名,并可能经历更高水平的生理唤醒和更低水平的自我意识。在黑暗的掩护下(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夜间),引诱自杀也更加常见,因为这会让自杀引诱者有更强的匿名感。受害者和群体之间的距离也能预测引诱自杀的发生。当受害者离人群太近(离街道只有几层)或太远(在很高的楼层)时,这种嘲弄和挑衅往往不会发生。很显然,引诱自杀要求受害者处于某种最佳距离(尽管从自杀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最佳距离)。最后,在那些“胶着期”较长(持续时间超过两小时)的情况中,引诱自杀发生得更为普遍,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有时间去“去个体化”,进而增加违规行为。更有可能的是,拖了很久的情况会使群体产生一种沮丧和愤怒感,他们甚至需要结束这件事(“来吧,快跳,我得回家吃饭!”)。有证据表明,大量的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个体最终加入了引诱自杀的队列。尽管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人描述成冷血的人和虐待狂,并想象“我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力量。
后记
关于去个体化的研究并不完备,研究者也没有对去个体化进行很好的定义。关于去个体化的原因、表现和后果都需要进行更严格的研究。研究人员曾经断言,任何不受约束的行为都反映了去个体化。例如,刺激丰富的环境(马迪格拉时期的豪华赌场或波旁大街)或药物引起的意识改变都被认为会产生去个体化。还有人认为,医院、监狱和新兵训练营等总机构(那些控制个体行为的机构)也会使个体远离他们的个人身份。这些机构的统一制服、手铐、行为守则、例行时间表和普遍缺乏的自由,剥夺了人们的个性特征。
去个体化的概念也适用于受害者和攻击者。在第4章中,我们描述了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3)的研究,他发现教师在与学生互相看不见的情况下,更愿意电击学生。请注意,在美国,罪犯被公开绞死时都是带着头罩的。这样做有什么用?特纳、莱顿和西蒙斯(Turner,Layton,& Simons,1975)发现,与没拉窗帘相比,当汽车后车窗拉着窗帘时,司机更容易按喇叭。
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去个体化描述为一种潜在的好现象,强调融入群体可以使个体从害羞中解脱出来。加入群体、经历强烈的人际变化也具有同样的“解放”效果。即使是在新年前夜参加时代广场的狂欢,也会使人产生一种自由或不用负责任的愉悦感。研究人员还发现,当环境因素使社会责任变得突出时,去个体化会导致更多的利他行为(Johnson & Downing,1979;Spivey & Prentice-Dunn,1990)。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证实的都是去个体化的阴暗面,声称它会导致无原则的有害行为。
然而,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群体中出现不受约束的行为至少有两个普遍的原因:群体中匿名的成员可能会觉得他的某些行为可以逃脱惩罚(不被发现),或者他不会被追究集体行为中的个人责任(责任分散,见第5章)。不管怎样,公众的自我意识都在降低,他们感觉自己不那么“显眼”,不太可能被单独挑出来评价、批评或惩罚,因此也就不太关心尴尬、他人的认可或报复。就像在隐形的幻想中,行为也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改变一样。然而,从技术层面讲,逃避不良行为本身并不是一种去个体化现象。
根据定义,去个体化发生在个人自我意识降低的时候。真正去个体化的人很少关注个人价值和道德规范,相反却会对周围环境中的线索异常敏感。当看到别人砸开店面的窗户,搬起音响和电视就跑时,去个体化的人会自动加入进来,不顾个人道德上的不安。肇事者当时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当一个人隐匿在群体中时,他的行为很容易挣脱认知的控制。
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调查了在相反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人们被要求关注自己,从而提升其个人自我意识(Silvia & Duval,2001)。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做人的准则,并且不太可能以违反这些准则的方式行事。
然而,关于去个体化现象还有另一种解释(Reicher,Spears,& Postmes,1995):与其说一个人失去了与理智自我的所有联系就会变得疯狂,倒不如说是他们自我分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们的社会认同掩盖了个体认同。因此,他们对这种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才合乎道德的解释,反映的是群体标准,而不是个人标准。但这与道德准则完全消失是两码事。
事实上,一项针对60项去个体化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匿名和群体规模等因素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大(Postmes & Spears,1998)。这就为群体规范发挥社会作用留下了可能性(见第1章)。例如,在迪纳等人(1976)所做的“不给糖就捣蛋”的研究中,被试可能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资格”得到不止一颗糖果(只能拿一颗糖果听起来确实有点吝啬)。在一个匿名的群体中,在服装强化了他们的群体身份后,一种“多拿一点”的规范很可能就会出现。
此外,如果不能带些“战利品”回家,那在万圣节穿海盗服装又有什么意义呢?
启示
隐匿在群体中会导致生理唤醒水平的提高、匿名感、自我意识的降低以及对他人行为的自动模仿。这种去个体化的状态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受约束(而且往往是攻击性和破坏性)的行为。
你怎么想
请讲述一些你经历过的去个体化过程——描述一下你(和其他人)的处境以及你(和其他人)如何受到这种处境的影响。在黑暗的掩护下,人们有时会变得反社会。话虽如此,难道夜晚就没有它独特的魅力吗?夜晚的生物可能会令人毛骨悚然,但夜晚也可以很迷人,让人感到神秘和浪漫。黑暗的掩护能帮助我们逃离日常身份吗?
注释
[1]图12-1中的纵坐标为违规行为的比例,比例越高表示违规行为越多。——译者注
第13章 熟悉导致喜欢:曝光对喜欢的影响
歌曲越听越感觉悦耳。
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543—1623)
英国作曲家
背景
思考一下这几个土耳其语单词:Iktitaf、Jandara、Afworbu、Biwojni、Civadra。你知道它们的意思吗?很难说,对吗?或许,一个看起来更积极一点,另一个看起来更消极一点。不管怎样,现在它们基本上都是“白板”,等着你为它们赋予意义。
事实上,它们并不是真正的土耳其语单词,而是由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1968)在一个经典的单纯曝光效应实验中编造的单词。实验表明,越频繁出现的中性词,越被人们所喜欢。这样的非词被呈现给被试要么1次,要么2次、5次、10次或25次,被试被要求在看到每个单词时都要读出来,之后,他们被要求评定每个单词的积极性或消极性。结果发现,被试对出现频率更高的单词的评定更积极。扎伊翁茨还使用了其他新颖的刺激来检验这种现象,比如,他将类似于中国书法的刺激作为实验材料,并将其以不同的次数呈现给没有见过类似刺激的被试,结果发现人们偏爱那些呈现次数较多的刺激。但是,是否只有当重复出现的刺激为毫无意义的单词或符号时,曝光效应才会发生呢?作为一位热衷于实验的心理学家,扎伊翁茨还进行了一项逻辑上更为复杂的研究,即以真人作为实验刺激(Saegart,Swap,& Zajonc,1973)。在这项研究中,被试随机地从一个小隔间到另一个小隔间品尝各种饮料,在每个小隔间里,被试与其他被试相遇的次数是不同的(在参加实验之前,他们互不认识)。在一起品尝时,被试之间会有简短的面对面接触,但是没有交谈,在品尝结束后,被试被要求相互评价。结果发现,被试会给那些相遇次数较多的人更多的好评,而给那些相遇次数较少的人更少的好评。这一结果与饮料的味道(好喝或不好喝)完全没有关系,仅仅是“相遇”这一因素所致。这是另一个关于单纯曝光效应的例子。无论是没有意义的单词、意象文字,还是人,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越容易被喜欢。
然而,这些早期研究的一个缺点是,它们均为被试内设计(within-participants design),每位被试要参加涉及某个特定变量的多个水平的实验。例如,一个人可能先在一个令人感到不舒服的、很热的房间内完成一个令人沮丧的、困难的填字游戏,然后再在一个舒适的空调房间内完成另一个有同样难度的填字游戏(每种情况下的因变量是被试在每个填字游戏中坚持的时间)。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描述的研究,被试以不同的频率接触不同的土耳其语单词。在这两项研究中(或任何一个被试内设计的研究),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实验结果可能是由被试对研究目的的直觉所造成的。被试的直觉可能让他们产生了他们认为的实验者预期的结果(对研究目的的怀疑也会导致被试有意无意地违背预期结果)。事实上,以前的研究已经发现,即使被试只是简单地想象更频繁地看到刺激,就会报告更喜欢这些刺激(Stang,1974),这表明单纯曝光效应可能是被试对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产生怀疑的结果。
现在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实验中的某些线索,即要求特征,可以提高被试的猜测程度和动机,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并产生有偏差的研究结果(Orne,1962)。在涉及人(而不是果蝇)的实验中,要求特征是一个令人烦恼且永远存在的问题,幸运的是,有几种方法可以消除要求特征的影响。一个可信的掩饰故事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能让被试觉得不用挖空心思去猜实验的真正目的。此外,实验后的调查也有助于揭示要求特征,使研究人员能够将其从未来的研究中消除,此类调查通常从广泛的、开放式的问题开始(“你对这项研究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吗?”),然后是更尖锐的问题(“当你指出你最喜欢的土耳其语单词时,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单词比其他单词出现的频率要高?”“你认为它们是土耳其语单词吗?”)。另一种消除要求特征的方法是彻底改变研究设计,从被试内设计转变为被试间设计(between-participants design),其中每组被试只接受一种实验条件,他们不知道其他条件下的被试会接触到什么(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条件),因此不太可能想到实验者正在进行组间比较。
例如,为了研究灯光强度对打乒乓球的影响,一种可能是采用被试内设计,让每位被试分别在高光照强度和低光照强度下(针对不同被试随机改变顺序)打乒乓球。不幸的是,在这种设计中,被试很容易就能意识到光照强度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并因此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行为;相反,在一个被试间设计中,每组被试要么在高光照强度要么在低光照强度下打乒乓球(不是两种条件下都打),这样的安排可以防止被试怀疑光照强度被操纵。同样,一个好的掩饰故事也能避免被试产生怀疑:“这是一项对新设计的乒乓球进行产品分析的研究,我们会录下你的表现,你只需要尽最大努力打乒乓球就可以了。”只有会读心的被试才会猜测“嘿,这是一项关于光照强度对打乒乓球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从而试图打得更好或更差。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由于要求特征这一变量的存在,因此对单纯曝光效应研究结果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心理学家想要确定,是接触的次数而不是被试的怀疑影响了其对刺激的喜好。米塔、德尔梅、奈特(Mita,Dermer,& Knight,1977)想出了一个创造性的方法,他们简明扼要地向被试描述了他们的研究目的“为了测试单纯曝光假说”,这样被试就几乎不可能再对频率效应假说敏感了。他们利用了两个微不足道的事实:首先,人们通常是通过镜子看自己的脸的,而看他人的脸则是直接看的(这是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其次,人脸并不完全对称:可能一个眉毛比另一个眉毛稍微浓密一些,或下巴的一侧有难看的粉刺。因此,一个人脸的镜像与其他人看到的图像就会略有不同。米塔和他的同事们(1977)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实纳入了他们巧妙的研究之中。
做了什么
即使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也很难想象有哪项研究既能消除要求特征,又能证明单纯曝光效应。往往需要大量的经验和独创性,才能想出社会心理学中巧妙的(有时甚至是古怪的)方法。米塔和他的同事们(1977)进行了两个实验。我们在此只描述第二个,它是对第一个实验更严格的重复。如果你想在一流的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重复往往是必要的,它们有助于研究结果的信度/可靠性(reliability)和边界条件(参见本书的前言)。
在威斯康星大学,38位女性被试参加了一项关于自我认知的研究。她们被要求带她们的男友一同前来(所有被试都表示正在约会或与爱人生活在一起)。不巧的是,其中10位女性被试没有带男友来,主要是因为她们的男友在外地,因此该研究只能提供部分数据(通常很难招募有伴侣的被试)。在第一个环节中,主试为每位女性被试拍摄了一张照片,然后冲洗出两张互为镜像的半身黑白照片,毫无疑问,这两张照片会略有不同,因为如前所述,人们的脸不是完全对称的。镜像照片是这名被试在镜子里的样子,而真实照片是她在别人眼中的样子。
当女性被试接受测试时,她们的男友在另一个房间等候,然后男士接受测试,女士等待(两人在交换房间时不允许交流)。在第二个环节中,女性被试被安排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她的两张照片。被试被要求看这两张照片,实验共有五个试次,镜像照片和真实照片的位置在每个试次中随机呈现。每次呈现照片时,被试都被要求把脸转过去,并且主试也不会向被试提及有关照片的信息,甚至主试自己都不知道哪些是镜像照片,哪些是真实照片(在第一次实验中没有进行这种控制),这是为了确保主试不会过度影响被试的反应。在每个试次中,被试的任务都是简单地表明她更喜欢哪张照片,即使她的决定是基于一些微不足道或难以言说的差异。被试并不知道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也不知道这些照片实际上是互为镜像的。当被试依次完成五个试次的偏好选择之后,主试要求她们提供选择的理由,以便评估要求特征。此外,被试们还被要求回答自己认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所有的回答均被录音)。然后,女士们与她们的男友互换房间,接下来男士们也经历了相同的程序,选出偏好的照片并接受采访。
这项研究的实验设计和假设都很简单。米塔和其他研究者预测,女性倾向于喜欢镜像照片(她们对镜像肖像最熟悉),而她们的男友则偏爱真实照片(他们对真实肖像最熟悉)。
发现了什么
仅在第一个试次中,28名女性中就有20人表示自己更喜欢镜像照片,而28名男友中有17人表示自己更喜欢真实照片。前者的效应(女性喜欢镜像照片)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后者的效应(大多数伴侣更喜欢真实照片)虽然与预期方向一致,但并不显著(这基本上与第一次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此外,43%的情侣证实了这种联合预测,即女士更喜欢镜像照片,而她们的伴侣则更喜欢真实照片(明显高于25%的随机预测)。
当米塔等人分析被试在所有五个试次中的反应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假设得到了更有力的证实。尤其是,在这28名女性中,有20人更喜欢镜像照片,而28名男友中有19人更喜欢真实照片。这两个结果都是有统计意义的(如图13-1所示),因此,当对所有试次的数据进行汇总时,就出现了一种“男友偏好效应”。此外,在50%的情侣中,女性偏好和伴侣偏好的预测都得到了证实(比例是预测结果的两倍)。

图13-1[1] 在一系列试次中,被试和男友偏好真实照片和镜像照片的数量
被试出现这种选择偏好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是否提到自己发现了这两张照片互为镜像,而且正因为对自身的镜像照片更熟悉,所以才更喜欢这张照片。然而,并没有。相反,他们似乎是在编造理由,他们认为自己喜欢的照片“更自然”,有“更好的头部倾斜”“眼睛更漂亮”“坐得更笔直”或看起来“不那么刻薄”。没有一位被试提到与接触照片次数有关的原因,只有两名被试报告说,他们注意到这些照片互为镜像,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表示对研究的假设一无所知。换句话说,米塔等人在调查要求特征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又怎么样了
米塔等人(1977)通过一项非常简单的测试验证了单纯曝光假说。他们的研究设计基于两种情况之间的独特差异:除了两组被试(女士和她们的男友)接触真实照片和镜像照片的频率不同外,真实照片和镜像照片几乎无法区分,被试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更喜欢某些照片,也不知道这个实验的目的。这个实验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心理学家,也可能在不了解其真正目的的情况下成为被试。
一些后续研究阐明了调节(影响单纯曝光效应程度)单纯曝光效应的条件。例如,对一些刺激来说,似乎存在一个最佳的曝光范围(通常在十几到二十几次接触之间)(Bornstein,1989)。更多的曝光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喜爱程度,但超过某个限度,喜爱程度就会趋于平稳。的确,如果曝光持续下去,喜爱就可能转变为厌恶。一开始,人们对梅根·特瑞娜(Megan Trainor)唱的《丰满宣言》(All About That Bass)总是赞不绝口,但在听了73遍之后,人们对这首歌的热情就会有所降低!此外,刺激的本质也会影响单纯曝光效应是否会出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出现。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如果广告或产品的设计是复杂的,那通过反复接触,人们就会增加对它们的喜爱;但如果它们很简单,这种效应就不会出现(Cox & Cox,1988,2002)。因此,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对巴赫创作的复杂的管风琴作品或毕加索创作的像拼图一样的画感到厌倦。最后,本身是好的或中性的刺激可能比本身是令人恶心的刺激引发的单纯曝光效应更强烈。例如,即使人们不断地接触臭鼬的粪便或发臭的奶酪,也不会更喜欢这些气味(Delplanque,Coppin,Bloesch,Cayeux,& Sander,2015)。
然而,除了这些和其他一些限制条件,单纯曝光效应是相当稳定的(Bornstein,1989)。也就是说,使用各种刺激和程序很容易对它进行重复。此外,单纯曝光效应也很容易发生在实验室之外。例如,众所周知的政客(或不知名但在媒体曝光上花费大量金钱的政客)会比不知名的政客更受欢迎,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曝光效应。例如,格鲁什、迈克尤、阿赫林(Grush,McKeough,& Ahlering,1978)通过计算媒体对每位候选人的报道量,预测了美国国会初选中83%的获胜者。想想唐纳德·特朗普,他似乎不顾一切地要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过话说回来,由于他在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中的出色表现,他在公众中的认知度比其他大多数竞争者都要高。此后,他也主导了新闻圈(即使常常是不利的)。显然,不断重复的名字和新闻采访的原声摘要为他赢得了政治胜利(见第20章)。再想想那些奥运企业为了成为奥运会的赞助商所做的努力吧。当然,它们的目标是把它们的产品无限地展示给数百万观众。因此,单纯曝光效应不仅会自然地发生在我们对广播中的歌曲和电梯里遇到的人的反应中,还可以用来谋求政治或经济利益。
后记
社会心理学研究人们如何感知和影响他人的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是人类互动的一些更基本的特征。这一章向我们表明,重复地看爱人的脸会如何影响对它的喜爱。第6章探讨了当他人在场时,一个人的表现会发生什么变化。第12章研究了当一个人隐藏在人群中时,他的行为会发生什么改变。这种最简单的情境(即使有互动,人与人之间的曝光也很少)很重要,因为它们是更有吸引力、更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的基础,并会与这些社会心理过程产生交互作用;它们还揭示了控制人类行为的一些自动的、无意识的过程。
大约25年前,在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动机理论的尊重逐渐减弱之后,无意识会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又在心理学中复活了。无意识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这一点再次变得清晰起来。例如,人们往往无法解释自己的选择(Nisbett & Wilson,1977;见本书第14章)。当然,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是有意识的,我们很清楚是什么激发了这些行为。比如因为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有趣的聚会,所以我们去了;因为有人侮辱我们,所以我们策划报复。但是,有时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对当前刺激的一种自动的、无意识的反应,也正因如此,我们常常不了解自己的反应,也不了解自己的思想运作。例如,假如让人们从字母表中选出五个他们最喜欢的字母,以及五个最不喜欢的字母,那么你会发现,他们名字的首字母几乎总是他们最喜欢的,而几乎从不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人们会无意识地这样做(Hoorens,2015)。同样,虽然单纯曝光效应是自动且无意识地发生的,但它们对人类的情感却会产生强大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甚至可能发生在动物身上。克罗斯、哈尔科姆、马特(Cross,Halcomb,& Matter,1967)的研究发现,那些幼时听过莫扎特曲子的老鼠更喜欢莫扎特后来的新曲子,而没有听过莫扎特曲子的老鼠则没有这种偏好(有关社会心理过程的自动化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23章)。
如何解释这些对我们感知的影响?为什么单纯曝光效应会发生?社会生物学家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行为,他们认为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认为熟悉的东西是安全的,而不熟悉的东西则是危险的。据说喜欢熟悉和看似安全的刺激,避免未知和不可预测的刺激,可以提高一个人生存和繁殖的概率(从而增加基因池中做出偏好选择的基因)。伯恩斯坦(Bornstein,1989)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个能对外界不熟悉的声音产生恐惧的穴居人,和一个看到远处的陌生动物就想近距离观察的冒险者,谁可能活得更久,并繁殖和传递遗传物质给后代?
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解释,他们指出对不熟悉和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冒险行为,很可能也是适应能力的特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人类没有向未知领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那他们会进步甚至能生存下来吗?此外,如果所有熟悉的东西都被喜欢,那为什么“新”这个词通常有积极的含义,而“旧”则有消极的意味呢?
社会心理学的解释表明,频繁的接触会导致一种熟悉感,而这种熟悉感反过来又可能导致一种相似性的假设。大量的研究证实,我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参见纽科姆1961年的经典论证)。认知解释指出了再认的作用,频繁的曝光使物体更容易辨认,也让它们更有吸引力。换句话说,对刺激的有意再认(在因果链中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在接触刺激和对刺激的情感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然而,研究表明,单纯曝光效应也可以在潜意识中发生,即在意识之外,并且仍然是有效的(Bornstein & D’ agostino,1992)。因此,有意再认似乎不是单纯曝光效应的必要中介条件。
这些相互矛盾的解释表明,就单纯曝光效应而言,“为什么”的问题比“什么时候”的问题更难回答。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确定一个效应何时发生是在描述它,而确定它为什么发生是在解释它,后者是一项更困难的任务。心理学家试图通过实验来解释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米塔等人进行了一项实验,试图推断因果关系。他们可以说,更频繁地接触一个刺激会导致个体更喜欢它,然而,他们无法从自己的设计中确定,是什么调节了曝光和喜爱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再想想:单纯曝光效应能够让人安心。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接触某种新事物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它。特别是,我们遇到某位普通正派人的次数越多,他们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与某人的多次接触也足以增加我们对他的吸引力。与愤世嫉俗者的观点相反,熟悉往往会产生好感,而不是轻蔑。的确,总体来说,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往往会减少互相之间的偏见(尽管需要满足其他先决条件;Pettigrew & Troop,2006,2008)。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欣慰的观点!
启示
我们对一个人(或任何其他刺激)的评价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基本上都会受单纯曝光效应的控制。我们往往更喜欢我们经常遇见的人。
你怎么想
我们喜欢熟悉的东西,但我们也渴望新奇的体验。同样,产品也可以以“年代久远”或“新品上市”为噱头做广告。如何解释新旧两种事物之间看似矛盾的吸引力?
注释
[1]图13-1中的纵坐标为选择某种照片的人数。——译者注
第14章 内省鲜为人知的缺点
意识仅仅是我们心灵的外表,我们对于心灵正如我们对于地球一样,不认识内部,只认识外表。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
德国哲学家
背景
你曾尝试过透过金鱼缸看你的朋友吗?如果没有,那就去试试吧。你会发现你的朋友看起来是上下颠倒的。这种现象并不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你的眼睛会像金鱼缸一样改变光线的路径。换言之,虽然物体的图像是垂直落在你的角膜上的,但你的眼睛对它进行了上下翻转,因此呈现在视网膜上的图像是倒立的。但是尽管你的朋友头在下脚在上,你也不会觉得她被倒吊在了天花板上。因此,物体本身和它们在视觉系统上所呈现的图像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现象在下面的实验中更加明显:即使让人们戴上可以使视野颠倒的特殊的护目镜,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能重新以正常的方式看周围的世界(Stratton,1897)。这一结果证明,人类观看世界的角度是由大脑的视觉系统决定的,而不是由世界本身决定的。
这样的发现有一层深刻的意义:人类的视觉系统并不是简单地反映外部现实,而是积极地构建它。其他神经学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枕叶皮层(大脑半球的后端)的不同部位受到损伤时会出现几种特定的视觉缺陷,某些缺陷具有极其奇怪的特征。有些脑损伤的病人说不出物体的名字但是能画出它;有些人画不出物体但是能说出它是什么;有些人声称看不到移动的物体,但却能说出它是什么并画出来(Blakemore,1988)。因此,正常的感知似乎依赖于不同的大脑回路,而大脑回路会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专门的解释,并将这些解释建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不了解视觉科学的人会对这种建构过程感到震惊。原因很简单:我们并不能意识到大脑为产生感知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而只知道最终的结果。与经验结合的过程通常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在少数或人为环境中才会被意识到。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是有局限的,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它本来的样子,而是它在我们眼中的样子。
本章的主题是视觉系统尤其是意识的真面目。我们对外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物体、人、群体)的理解都是一种心理建构,而不是对事物自身的真实反映。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反映的是真实事物,即所谓的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因此,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别人是不同的。例如,人们通常倾向于高估他人与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习惯相同的可能性,即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Marks & Miller,1987;Ross,Greene,& House,1977)。
更关键的是,如果有意理解是一种人们不能直接意识到的心理建构过程,那么,我们将只能通过科学研究依靠间接证据来推断它的发生过程。简单地说,我们知道信念、情感、欲望和判断都是思想的产物,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产生过程。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外部事件与大脑内部的联系,并尝试描述这一过程。
想象一个需要有意理解的日常行为,并解释自己在这种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你可能会发现,你唠叨你的男朋友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喜欢看喜剧电影是因为它们可以让你心情愉快;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因为童年的一些经历。尽管这些解释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你知道并能理解的因果因素。既然如此,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大部分的心理过程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构建起来的,那怎么确保这些解释是正确的?个体有限的意识难道不会阻碍我们理解这些正确的解释吗?
现在假设你想检查人们对日常行为的解释是否正确,那你将如何进行?你的检验方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你需要证明某些因素确实影响了(或没有影响)人们的思想或行为;其次,你需要证明当被明确问及这一因素时,人们不认为(或认为)自己受到了影响。
想象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学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先观看一张女人的照片并判断其智力水平。被试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被试观看的是一张黑发女人的照片,另一组观看的是一张金发女人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上的女人只有发色不同,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如果被试认为黑发女人的智商较低,那就说明头发的颜色是影响他做出判断的因素。但是,当被问及头发的颜色是否会影响自己对照片上女子的智力判断时,所有的被试都回答说不影响。这就说明,被试并不了解印象形成的心理加工过程。
如果被试真的认为黑发女人比金发女人笨,那你可能会感到十分惊讶;相反,如果实验结果是金发女人比黑发女人笨,那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流传着“愚蠢的金发女郎”的说法,这一刻板印象会影响人们对金发女人智力的判断;相反,并不存在“愚蠢的黑发女郎”的说法,因此人们对黑发女人智力的判断不会受到什么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发色实验中,人们是依赖常见的刻板印象来预测智力的。因此,预测的准确性就取决于刻板印象的准确性。
事实上,人们主要依赖于在某一特定文化中被广泛分享的直觉理论(intuitive theories)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刻板印象就是一种直觉理论。不断审视内心的内省过程,名义上是为了探索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在利用直觉理论。因此,我们对自己思想和行为解释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直觉理论的正确性,内省本身并不会增加我们对自我的认识。
另一个有趣的含义是,行为或思想的有无并不影响判断的准确性。无论是进行真实判断任务的参与者,还是需要想象这一过程的观察者,对判断的解释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判断依据不是自己的个人经验,而是共同的直觉理论。在前面提到的发色实验中,那些看到真实照片的参与者与仅听到口头描述的观察者对于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些女性有这些印象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
社会心理学家尼斯贝特和贝洛斯(Nisbett & Bellows,1977)基于上述逻辑进行了一项复杂的实验。当你阅读下面的内容时,请记住该研究的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证明人们对其心理过程的口头解释往往是错误的;第二个目的是证明这些错误的口头解释来自被广泛分享的直觉理论。
做了什么
主试将招募来的162名女大学生分为两组。一组为128人的参与组,她们被置于一个场景中,在这个场景中,她们收到了关于目标人物的几条信息,并对她产生了印象。另一组为34人的观察组。主试仅仅向观察组的被试简要地描述了这些信息,并要求她们猜测,如果自己看到了这些信息会形成什么样的印象。
更具体地说,这128名参与组的被试被要求判断一位名叫吉尔的年轻女性是否具备成为危机中心工作人员所需的人格特质。主试虚构了一个面试场景,每名参与组被试都会收到吉尔长达三页的申请文件。文件内容为三种与吉尔相关的信息:面试记录信息、背景调查信息和一封推荐信。通过阅读这些材料,在参与组学生的头脑中形成的吉尔的形象是一位有较强适应能力的精英,但有些冷淡、不友好。
在所有参与组被试阅读的是相同背景信息的基础上,主试还系统地改变了吉尔的五个特征信息。她被描述为或具备或不具备以下特征:迷人的外表、良好的学历、几年前经历过一场车祸、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与评判自己的面试官见面、不小心把咖啡洒到了面试官的桌子上。对于每一种特征,吉尔拥有的概率均为50%,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设计,尤其是让五种特征中的任何一种的存在与否都独立于其他特征。为什么?因为如果研究者只是让一半的参与组被试认为吉尔同时具有这五个特征,而让另一半认为这五个特征吉尔都不具有,就会混淆某一特征和其他四个特征,即不能够排除实验结果是由某一特征还是剩余四种特征的混合而产生的。因此,研究者采用了因子设计(factorial design),在每一种设计中,吉尔的五个特征都可能存在或不存在,这就产生了32种组合!这种设计可以防止某一特征与其他特征相混淆。因此,参与组被试得到的是32种对吉尔的描述中的一种。
在读完关于吉尔的材料信息后,参与组被试需要对吉尔是否能够胜任危机中心员工一职给出自己的意见。他们首先需要对吉尔的以下四种品质进行评分:同情心、灵活性、可爱度和智力,然后对五条特征信息对品质的影响进行七点评分。主试将吉尔的特征对被试所产生印象的影响与被试自己对这种影响的判断进行了比较。真实影响(actual impact)的计算方法是将材料中具有这一特质时参与组被试的评分均值减去材料中不具有这一特质时的评分均值;判断影响(judged impact)的计算方法是参与组被试对每种特质存在时评分的均值。
相比之下,主试仅向观察组的34名被试描述了选拔实验的情境(正如我们向读者描述的那样),要求她们想象自己收到了一名年轻女性的求职信息,并报告自己对求职者的印象是否会随着五种特征的有无而发生改变。这样就可以计算观察组的判断影响指数了。观察组被试同样针对五条特征信息对品质判断的影响进行了七点评分,并且后面的计算方法也与参与组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两组的评分进行比较。
发现了什么
正如预测的那样,参与组被试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吉尔的五种特质对他们对她所产生的印象的影响。例如,读到“吉尔曾经经历过一场严重的车祸”这一信息的参与组被试倾向于认为吉尔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然而,根据真实判断得分发现,这一特征信息对同情心品质的得分无任何影响。相反,参与组被试声称“不久之后会见面”这一特征信息对同情心品质判断没有影响,但真实判断的得分结果却显示这一特征信息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吉尔的灵活性和可爱度的品质评分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事实上,30%的参与组被试的判断与自己认为的相反,即他们对吉尔的实际判断与自己认为的判断标准是不一致的,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关系。
唯一的例外是对吉尔智力的评价。在这个方面,参与组被试的真实判断与自己认为的判断标准之间存在高相关。为什么?研究者认为,文化背景为判断智力的因素提供了许多外显的标准化规则。参与组被试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哪条信息与智力有关,并判断自己是否会依据这一信息进行评分。相比之下,灵活性的特征则比较模糊,对其判断的规则也是模糊或缺失的。因此,在本研究中,参与组被试没有可靠的依据来猜测某条信息是否对他们对灵活性的判断产生了影响。而且,内省也不能弥补这一不足。
既然参与组被试不清楚自己的判断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观察组的表现又如何呢?研究表明,参与组和观察组的决定几乎完全一致(如图14-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组进行的是具体判断任务,而观察组仅仅是通过主试的描述来进行判断的,二者的判断场景明显不同。该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人们关于自己的大脑如何工作的想法并非来自个人的见解,而是来自公共知识。但是这种公共知识往往并不准确,它们是建立在直觉理论的基础上的,这些理论虽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往往是错误的。

图14-1[1] 吉尔五种特征的有无对其灵活性评分的真实影响,以及观察组和参与组的判断影响
又怎么样了
关于本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类比“熟悉程度”与“专业知识”来体现。比如,请思考一位患有某种疾病的病人与他的主治医生。病人对这种疾病很熟悉,因为他本人深受其害,所以比医生更“了解”这种疾病。尽管如此,病人对疾病的熟悉程度并不能让他深入了解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发展规律以及治疗方法,但是从未患过这种疾病的医生却可以治疗这种疾病。换言之,熟悉不等于专业。该解释同样适用于大脑。比如,仅仅凭借判断的经验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判断影响因素的专家,没有做过判断对能否成为专家没有影响。例如,在本研究中,尽管参与组被试非常熟悉评估吉尔的过程,但他们并不清楚吉尔的特征信息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评分的。相比之下,研究者虽然没有对吉尔是否适合这份工作进行评分,但是通过实验结果,他们能够确定吉尔的特征信息是如何影响被试的评分的。
实验结果表明,人类远比自己认为的要神秘。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作为客观科学存在的道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尝试通过理论、测量和实验来阐明人类大脑在社会世界中是如何运作的。许多颠覆常识的研究结果仅通过内省是发现不了的。例如,你是否知道为了奖励而参加某项活动会减少你从中获得的乐趣?你是否知道人们非常容易相信初次见闻的任何事情?你是否知道改变主意会让你忘记之前的观点?你是否知道人们对自由的共同信仰是由希望让他人承担道德责任和为惩罚罪犯辩护的愿望所驱使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你自认为对关于获得奖励、理解言论、持有观点以及自由意志的信念无比熟悉(分别见第9章、第20章、第21章和第28章)。
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真正原因与日常观念相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长久以来,精神分析学家一直认为,人类的大部分想法和行为都是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认为,行为的真正原因往往是无意识的。然而,与精神分析学家不同,社会心理学家不仅从个体的内部角度,也从外部角度对其行为进行解释。比如,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会用无意识的死亡本能来解释战争,而社会心理学家则可能会用顺应或服从社会压力来解释战争(见第1章和第4章),或者用人们对群体认同的倾向来解释战争(见第7章和第11章)。社会心理学家并不完全反对从个体内部的角度解释行为;相反,他们发现个性与社会之间存在持续的交互作用。此外,他们还认为外部环境中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方面也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意想不到的强大影响(见第8章)。
多数研究均证实了内省并不能发现社会影响(Nisbett & Wilson,1977a;Wilson & Stone,1985)。有研究者调查了人们是否能意识到光环效应,即对某件事的感觉倾向受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的影响。被试被要求观看一位操着浓重比利时口音的大学教师的面试视频。他们被随机分为两组,在一组被试观看的视频中,这位教师表现得热情迷人又可爱;而在另一组观看的视频中,这位教师表现得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在观看完视频后,所有被试都需要从外貌、言谈举止、口音三个方面对这位教师的可爱度进行打分。请注意,无论他表现得是热情还是冷漠,这三个特征在两组被试中是完全相同的。尽管如此,当教师表现得令人愉快时,被试对他的外貌、言谈举止和口音的评价均要比冷漠条件下高。此外,被试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教师在面试中的表现改变了自己对他们个人特征的判断;相反,他们认为是教师的个人特征影响了其在面试中的表现(Nisbett & Wilson,1977b)。
当然有许多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行错误归因的例子,有些既有趣又有意义。其中一项研究要求男性被试观看一段色情视频(毫无疑问,这是为了科学!)。在观看之前,被试们被随机分为三组:一组在观看视频之前什么也不做,一组被试在进行剧烈运动后观看视频,一组被试在剧烈运动并休息了一会儿后观看视频。结果发现,最后一组被试报告说视频最能激起他们的性兴奋。为什么?因为运动提高了被试的唤醒水平,但由于已经过去了几分钟,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兴奋不是由于运动导致的,而是由于观看视频导致的,因为此时视频是他们周围环境中最明显的刺激(Cantor,Zillman,& Bryant,1975)。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错误归因。比如,在第一次约会时,你可以带你的暗恋对象去看恐怖片或坐过山车,然后一定要过几分钟再表白。这时他或她毫无防备,而且会把自己仍在高涨的兴奋感归因于你的表白!
正是对内省的错误认知导致个体难以意识到自己判断时的不理智。高于平均水平偏差(above-average bia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大多数人对自己特征的评价都比大量调查发现的要高(Alicke & Govorun,2005)。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并不存在高于平均水平偏差,然而讽刺的是,这种偏差的存在最终还是被证实了(Pronin,Lin,& Ross,2002),即人们认为自己的优越感是合理的,而同龄人的优越感则是虚荣的产物。
在结束本章内容之前,我们想回应一下针对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的两个批评。第一个批评是“对人们思想或行为的解释有很多种,当研究者和被试的解释不一致时,错误的不是被试,而是研究者,因为研究者的解释过于狭隘”。在此,我们想说任何思想或行为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我写这篇研究的行为可以同时从个人动机(分享社会心理学知识)、经济现实(满足市场需求)和脑科学(额叶皮层的激活)的方面来解释。这种批评忽略了被试并不只是随便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还需要回答一些已经被实验证实会影响其判断的问题。当然被试可能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实验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影响因素判断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个批评是“口头报告的准确性受被试无法记住影响因素,以及无法清楚地表达这些影响因素的制约”。我将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反驳。首先,说口头报告不准确的理由并不充分。实验中参与组和观察组的口头报告有着近乎完美的一致性,这表明二者在进行判断时都是依赖直觉理论。其次,与其说这种批评是在质疑口头报告的准确性,不如说其提醒了我们导致口头报告不准确的额外因素,即记忆力差和自我表达能力差有可能是口头报告不准确的深层原因。
后记
或许我们不仅会搞错自己的真实想法、感受和欲望产生的原因,甚至连这些想法、感受和欲望本身都会搞错。弗洛伊德对人类隐秘的欲望(例如,对自己母亲的贪恋)的描述远比我们想象的精彩。不能清楚地认识自我可能会导致个体即使确切地了解自己当下的想法、情感和欲望,也会对它们的持续时间和特征进行错误的判断(Gilbert,Pinel,Wilson,Blumberg,& Wheatley,1998)。换言之,个体可能认为自己意识到的内容就是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本性,而实际上它们只是转瞬即逝的错误幻想,可能今天还很享受,但第二天就遗忘了。
想想我们是如何真正意识到我们爱我们的爱人的,可能只是某一瞬间的感觉。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意识到还需要更客观的评价(Bem,1967)。我们两个表现得像情侣吗?我准备好和他共度余生了吗?到底什么才是真爱?实际上人们在主观上并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在再思考一下,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和行动时,会发生什么?正如上述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想出来的理由往往是错误的。虽然我们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找到了理由,但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和行为产生的真正原因可能并不是我们内心所体验到的。因此,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并不是完全依赖于真实的自我体验。
有研究表明,内省会破坏人们的言行一致(Wilson,Dunn,Kraft,& Lisle,1989)。在这项研究中,被试被要求报告自己对伴侣的感觉,而主试会跟踪评估被试所表达的感觉与这对恋人的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按常理两者一定相关,因为喜欢自己伴侣的人会选择留在伴侣身边,而不喜欢的人则会选择离开。然而,如果实验开始前先询问被试为什么喜欢自己的伴侣,那结果就会发生改变,即对伴侣的感情与这段关系的最终结果之间就不再相关。换言之,内省明显干扰了被试对伴侣感情的正确感知(Wilson & Kraft,1993)。
内省的缺点还不止于此。人们会根据想到的理由做决定,但由于这些决定并不是依据自己内心深处的本性,因此个体最终可能会后悔之前的决定。这种可能性在另一项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Wilson,Lisle,Schooler,Hodges,Klaaren,& LaFleur,1993)。被试被要求观看印象派风格和波普艺术风格的海报,然后主试随机挑选一半的被试并要求他们写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每张海报的原因。之后,所有被试都要对他们对每张海报的喜爱程度进行评分。最后,主试私下里单独告诉每位被试他们有机会挑选一张海报带回家。三周后,研究者打电话询问被试是否满意自己当时带回家的海报,结果发现印象派海报更受被试喜欢。然而,如果先询问被试喜欢海报的原因,再进行喜爱程度评价,就会发现他们对印象派风格和波普艺术风格海报的喜爱程度是相同的。此外,不断地定期询问被试为什么喜欢这些海报会导致他们对海报的喜爱程度下降。显然,内省暂时消除了被试对海报的偏好,但是这种偏好会再次出现。因此,三周后询问的结果为被试更喜爱印象派风格的海报,后悔当时选择了波普艺术风格的海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内省仅在对自己的喜好态度不坚定时才会起干扰作用,坚定的态度是不会受到内省的干扰的(Wilson et al.,1989)。
总的来说,考虑到人们并不擅长解释自己的行为,内省可能会阻碍而不是帮助我们获得准确的自我认识。因此,与其陷入徒劳无获的内省,还不如让自己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环境,并通过观察并比较自己在各种环境中的反应,来推测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本研究的被试没有探索的余地:他们必须确定自己对吉尔的态度是如何由环境和特征信息决定的)。也许旅行之所以可以开阔思维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观察到自己的一系列反应。这就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与在心理分析师的沙发上待上一年相比,背包去遥远的地方旅行或许更能让我们了解自己。
启示
事实上,虽然我们能意识到自己的信仰、感受和欲望,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通过内省探讨思维工作的方式是不可靠的,因为内省的本质是依赖大众常识进行判断,并不能提供正确的见解。
你怎么想
你有一套对自己的见解,但你也知道你的自我认知是不完美的,这是一个悖论。因此,你认为你对自己的认识可能存在一些错误。但是,凭借对自己的这些见解,你必须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所以你必须把对自己的见解分成对的和错的。这怎么可能?此外,一个人如何才能更好地洞察内心深处的自我,以及这种自我认知的好处是什么?
注释
[1]图14-1中的纵坐标为真实影响和判断影响的计算分数,分数越高表示该特征对品质判断的影响越大。——译者注
第15章 你曾经期望什么:外貌刻板印象的行为确证
每个人都会对他人进行想象,这是板上钉钉的社会事实。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
美国社会学家
背景
在萧伯纳的著名戏剧《卖花女》(Pygmalion)中,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是一名满口乡音的卖花女,随着她渐渐符合势利的家庭教师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教授的期望,她成了一名谈吐优雅的女士。在社会心理学中,这一现象——“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ort)通常又被称为“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据默顿(Merton,1948)所说:
自我实现预言是指,一开始对情境的错误定义引发了一种新的行为,使原本错误的观念变成了现实。自我实现预言这种似是而非的效果,使错误的预期变成了永远的事实。因为预言家会引用事件的实际过程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自我实现预言的动态过程通常包括行为确证(behavioral confirmation),达利和法齐奥(Darley & Fazio,1980)将其描述为一个序列,从感知者形成对目标个体的预期开始,然后感知者基于这个预期来对待目标个体;接下来,目标个体对感知者的行为进行解释,并做出与感知者预期一致的反应;最后,感知者基于目标个体的行为,继续维持被证实的预期。这是一种连锁反应,一种会在多种社会环境中发生的连锁反应。
例如,在介绍一名演讲者时(介绍人不了解这位演讲者),如果告诉听众,演讲者是“热情友好的”,就会激发听众对演说的兴趣,进而激发演讲者呈现更有激情和说服力的演讲。但是,如果将演讲者介绍为“冷酷、不友好的”,那听众就会变得冷漠、封闭,而这种反应反过来又会导致演讲者的演讲变得保守、乏味。这就是凯利(Kelley,1950)的基本发现。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一些研究者从一二年级随机选择了一些学生,然后告诉老师(老师不知道学生的情况),根据“哈佛潜在能力测试”(事实上,并没有这个测试)的结果,这些学生接下来将进入“智力猛涨期”(实际上,这些学生与其他学生无异)。接下来,老师们在课堂上会(不自觉地)更注意他们,并给予他们更有挑战性的任务、更细致的反馈及情感支持。八个月后,与其他学生相比,这些学生确实表现出了更大的进步,具体表现在可以更好地完成学校任务(来自老师的评价),以及获得了更高的智商分数(由客观测试获得)。这就是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Rosenthal & Jacobson,1968)的基本发现(见Jussim & Harber,2005,从更朴素的视角来理解教室内的自我实现预言)。
再如,当面试一位求职者时,当她的种族特征“可以使她很好地与公司其他成员相处”时,你就会坐得离她近一些,与她进行专注的眼神交流,并问一些问题来探询积极的信息。然后,她就会表现得自信、热情,让你自信地宣布:“她很适合这个职位!”或者,当求职者的种族特征让你觉得她会让公司其他人感到烦恼时,你就会与她保持非常职业化的距离,让她自行表达和做自我介绍(别忘了,她才是被面试的人),并询问一些消极的问题,然后她就会表现得既紧张又刻板。这与沃德、赞纳和库珀(Word,Zanna,& Cooper,1974)的发现类似。
我们将对最后一项研究进行详细讨论。在沃德及其同事的研究中,由白人被试分别对白人和黑人求职者进行面试。事实上,求职者都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的同伙,他们会按照设定的剧本进行表演。研究者对他们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进行了训练,使他们的表现基本上相同。在被试看来,研究者是在研究求职者的行为,但事实上,作为面试官的他们才是被研究的对象(研究者编造了有说服力的掩饰故事)。研究发现,扮演面试官的被试会更靠近白人求职者,与他们进行更多的眼神接触,聊更积极的话题;相比之下,他们坐得离黑人求职者更远,面试的过程也更加简短。这证明了明显的种族歧视,接下来沃德等人对面试官们进行培训,让他们对白人求职者表现得或温和或冷漠。独立评审的评估发现,白人求职者在受到热情对待时表现得更出色,而在受到与黑人求职者先前受到的待遇相同时则表现得不那么出色[这与其他研究者在休斯敦完成的研究很相似:与戴着写有“我是得克萨斯人,我骄傲”帽子的求职者相比,戴着写有“我是同性恋,我骄傲”帽子的求职者在工作面试中受到的对待更粗鲁、更消极(Hebl,Foster,Mannix,& Dovidio,2002)。试想一下,在真实生活中,如果同性恋者在求职面试中受到如此对待,会对他们的求职产生怎样的影响] 。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行为都是相互影响的。积极的行为会促进积极的反应,消极的行为会引发消极的反应。作为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感知者会保持自己对目标人物的印象。而且,目标个体甚至可能会内化感知者对他的评价,特别是当感知者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时。目标个体会认为“他们对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斯奈德、坦克和贝尔伊德(Snyder,Tanker,& Berscheid,1977)通过一个经典实验证明了行为确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调查,指出社会心理学家过度关注认知。社会认知机制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例如,人们如何通过内在或外在的因素解释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以及如何从他人的行为中推断其性格特征。然而,相对而言,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归因、印象和期待的结果知之甚少。尽管研究证明了我们如何在认知上支持或保护我们持有的刻板印象(高估支持性范例的数量、填补信息差距、按自己的理解解释模棱两可的信息),但没有足够的研究调查在与他人的真实接触中,我们的认知是如何塑造我们的行为,并影响他人的行为反应的。因此,斯奈德等人试图填补研究中的这一缺陷。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把研究聚焦于外貌刻板印象:美的就是好的(Dion,Berscheid,& Walster,1972)。如果给人们展示三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一张是一个普通人,还有一张是一个缺乏吸引力的人,那你会发现他们对这三个人的评价是截然不同的。外貌极具吸引力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和更有声望的工作,在职业和社交生活中更快乐(好吧,这里也有一个轻微的消极评价:他们被认为更自负、更自恋、对配偶不忠)。斯奈德等人之所以选择外貌刻板印象进行研究,是因为它是强有力的,而且与性别、年龄和种族刻板印象一样,是建立在表面特征之上的,易于进行实验操纵,并可不经意地呈现出来。
做了什么
斯奈德等人(1977)试图设计一项研究来反映印象是如何自发形成的,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具有生态效度,可以模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见第6章和前言,以了解为什么生态效度不是实验研究的全部内容和终极目的)。
102名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男女生各一半)参加了这项研究。研究者告诉被试研究意在关注人们如何通过非语言交流或不涉及非语言交流的互动而变得熟悉。这个掩饰故事为接下来的实验操纵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理由。实验操纵包括让互不认识的男生和女生分别到不同的房间进行电话交谈,并同意研究者记录电话交流内容。作为这种操纵的一部分,被试提供了自己的信息,包括他们所学的专业。所有被试都被告知,他们的同伴会被提供装有类似信息的文件夹,以帮助他们开始对话。在给男性被试看的信息中,悄悄加入了一张女性照片。此外,研究者还为这名男性被试拍了一张照片,并告诉他,这张照片将会呈现给与他交谈的女伴。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研究者并不会向女被试提及照片,更不会向其呈现男被试的照片。
每位男性被试收到的照片都是从附近大学的年轻女性提供的一套照片中抽取的,这些提供照片的女性获得了5美元的报酬(大约相当于2017年的20美元)。另一组男大学生对这些照片的外貌吸引力进行了独立评估,结果从非常有吸引力(10点评分,平均分为8.1:确实很有吸引力)到非常没有吸引力(平均分为2.6:很糟糕)[1]。这样做可以使每位男性被试相信,他将会和一位相貌出众或长相平凡的女生进行交谈。为了确定照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与女性同伴交谈之前,研究者让每位男性被试就27种人格特质(例如,友好、热情、可信赖性)对她们进行了评价。请记住,他们对同伴的印象是基于文件夹中提供的信息而形成的,而不仅仅是实验操纵的照片。
接下来,每组男女被试通过麦克风和耳机进行10分钟的交谈,以互相熟悉(在51组对话中,由于3组被试开始依据照片对同伴进行评价,如“我注意到你的眼睛很漂亮,笑容很明媚……你愿意和我约会吗”,因此他们的谈话被终止。这在技术上被称为被试流失)。谈话结束后,男性被试再次对同伴的27种人格特质进行评价,同时,女性被试也在这些方面进行自评,并评价交谈中的舒适程度、她们认为同伴对自己外貌吸引力的评价,以及同伴对待自己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男性对待自己的典型方式。最后,研究者对男性和女性被试都进行了详细的访谈,由于他们向被试隐瞒了真实的实验目的,因此最后的访谈特别重要。
在这一研究阶段结束之后,独立评价者在听了只包含男性或女性声音的聊天录音后,对男性或女性被试进行了评价。不管是男性被试的外貌吸引力,还是女性被试真实的或别人评价的外貌吸引力,抑或是研究的假设,独立评价者都不知道。他们只负责对男性和女性被试的热情程度、谈话的亲密和私人化程度等进行评分,以便研究者可以详细检验行为确证的过程。
发现了什么
男性被试确实把外貌吸引力与令人满意的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依据看过照片后但还未正式进行谈话之前,男性被试对同伴的评价)。所谓的具有吸引力的女性被试被认为是相对友好、幽默、沉着和具有社交技能的。相比之下,所谓的缺乏吸引力的女性被试被认为是相对不友好、严肃、笨拙且缺乏社交技能的。到目前为止,实验操纵产生了预期的印象(这种印象与外貌刻板印象一致)。
此外,通过对通话记录的进一步评价,研究人员发现,与认为自己与缺乏吸引力的女性谈话的对照组男性被试相比,认为自己与具有吸引力的女性谈话的实验组男性被试更大胆、友好、愉快、自信,表现出了更多男性的热情。可见,实验不仅改变了男性被试对女性被试的印象,还改变了他们基于这些印象而产生的对女性被试的行为反应。
最后,最令人震惊的结果是:在独立评价者的评估中,与所谓的缺乏吸引力的女性相比,他们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女性更自信、愉快、有社交技能、富有女性的温情(请记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随机分配的情况下,这两组女性的实际吸引力会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与外貌刻板印象无关的人格特质维度,如智力或敏感性等方面,评价者对两组女性被试的评价没有差异(如图15-1所示)。这样,行为确证的所有因素都被找到了。男性被试对女性被试错误的第一印象及其泛化,导致其在与她们交谈时的行为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女性被试的行为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图15-1[2] 女性被试通过电话与男性被试进行交流,男性被试被告知与他们交流的女性被试具有吸引力或没有吸引力,图为男性被试对女性被试的与外貌相关或无关的特质进行评价的得分(注释:图示为简略图,因为原文中没有提供平均值)
斯奈德等人试图将行为确证过程中的中介因素(更接近行为确证的原因)独立出来。他们推测,男性被试表现出的友好程度是激发女性被试相应友好反应的关键因素(尽管研究者并没有对友好性进行实际的测量)。研究者获得的评估分数揭示,被认为极具吸引力的女性被试认为她们的男性同伴对她们的形象认知更准确(即使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照片已经被换成其他女性的照片了)。所谓具有吸引力的女性被试也表示,同伴和她们的互动方式是男性个体对待她们的典型方式。这些观念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被认为具有吸引力的女性会对同伴的友好表现得如此热情;而被认为长相平凡的女性的反应则更冷淡、疏远,这可能是因为她们认为同伴对她们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对她们的态度异常冷淡。
又怎么样了
斯奈德等人(1977)证明了刻板印象所导致的潜在的重要结果。这些男性被试的预期会控制他们的自我表现,从而导致他们的女性同伴做出相应的行为。他们“创造”了自己预期会遇到的行为。这项研究的关键特征设计得非常精妙:将照片悄悄放入装有信息的文件夹中,而男性被试恰恰会在进行电话交流之前看到这些信息。当然,在现实世界中,这个过程会更加复杂。在现实生活中,期望和行为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发生。女性有关于自己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引发行为,而这些行为也会对男性的行为产生影响。行为确证可能以这种一来一回的方式发生。通常,外貌刻板印象会与其他刻板印象重叠,例如性别、年龄、社会阶层、民族或种族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多种印象共同引发了某些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反应。
斯奈德等人(1977)证明,基于普遍的刻板印象所形成的错误预期,在相应的人际互动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实际行为。的确,研究人员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没有必要将这些结果推广到任意情景中去。毕竟,现实生活中会有更多的状况,很多额外因素都会促进或妨碍这种行为确证。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斯奈德等人(1977)证明了行为确证可以伴随着外貌刻板印象而发生。在他们的研究之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直接证据都停留在描述性水平。
斯奈德和斯旺(Snyder & Swann,1978)在一项涉及陌生人谈话的研究中展示了类似的动态过程。每组被试中都有一名成员被引导相信另一名成员怀有敌意(就像接触性运动,是麻木不仁和冷酷的)或没有敌意(就像诗歌和航海,是友好和合作的)。评价者对谈话的评估发现,被随机描述为怀有敌意的成员,最终表现出了更多的敌意。此外,当被假设怀有敌意和不怀有敌意的成员与对他们没有预期的新伙伴交谈时,这一系列的事情仍在继续——之前被假定为有敌意或没有敌意的成员,保持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其他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行为确证。柯蒂斯和米勒(Curtis & Miller,1986)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你相信另一个人喜欢你,那你可能会以一种讨人喜欢的方式来行事,努力证明他(或她)喜欢你的理由是合理的,而这会使得他(或她)真的喜欢你。但是,如果你认为某个人不喜欢你,则可能导致相反的情况:给予他(或她)确实不喜欢你的理由。这个过程是循环的。
此外,米勒、布里克曼和博伦(Miller,Brickman,& Bolen,1975)注意到一些孩子非常邋遢,于是他们告诉某个班级的学生,教室应该保持整洁干净。这一警告确实增加了孩子们扔进垃圾桶的垃圾数量,但只是暂时的。然而,当研究者连续八天表扬他们保持了教室的干净整洁时,孩子们对环境的责任心飙升并持续了下去。“他们认为我们干净整洁——好吧,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对的!”尽管我们有时会在行为上屈从于消极的标签,但我们还是会努力实现别人积极的预期。
前面提到的几项研究为所谓的图式加工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图式(schema)是一系列有条理、有结构的认知过程,会影响持有图式者的知觉和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在第14章、第21章提到的直觉理论重叠)。图式会影响个体对特定刺激的反应。当一个人看到斗牛犬时,他所有关于斗牛犬的想法都会浮现在脑海中(希望包括一些建议谨慎的想法)。我们既有关于特定群体成员的图式(刻板印象),如澳大利亚人是电视福音布道者、拼写比赛冠军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图式,如对最喜欢的阿姨或叔叔的图式。此外,我们还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工作人员或社会角色(如狱警或巫师)的图式。我们甚至还有针对社会事件的图式,即“脚本”,如对婚礼、餐厅、第一次约会、工作面试等的图示。脚本通常包括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会发生的事件,以及它们发生的顺序。这些不同类型的图式会影响我们的推论、我们记住的信息,以及我们对未来的预期,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行为。在本研究中,男性基于女性外貌吸引力而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是一种图式,其不仅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行为,也会影响女性同伴的行为。
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时,我们的知觉和行为都会受到我们想法的影响。假如这个人是地狱天使摩托车俱乐部的成员,那么我们对地狱天使俱乐部的各种看法(可能认为他们从事毒品交易和暴力活动)以及我们与这个人在真实互动中的经历(他可能会出乎意料的友好,并遵守法律)都会受到我们对他的看法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外部环境在与我们的内心想法互动。我们预先存在的想法并不会完全决定我们对现实的知觉(至少通常情况下并非如此),或者现实情况也不会纯粹、直接地影响我们。有时,当我们已有的期望不坚定时,其中某个期望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这可能会存在问题。虽然我们无法阻止自己相信普遍性的事情以及用普遍的方式进行思考,但我们也不能容忍一直持有某种荒谬的、无法通过无可辩驳的经验进行修正的信念。
不可否认,图式加工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当你看到一个人符合你关于无家可归者、伐木工人、穆斯林或复古嬉皮士的图式时,你可能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需要知道的全部信息。当你驾车行驶在葬礼队伍中时,你可能认为自己需要知道的差不多就是这些。脚本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你就像处在自动驾驶模式一样不用想太多。但是,由于认知偏差和错误以及刻板的行为模式,图式化思考也有可能发生错误。我们可能认为某人是懒惰的,只因他毕竟是“他们中的一员”(即使他可能工作非常努力)。我们也可能认为某人不能胜任某项工作,只因她是女性(即使她非常适合这个职位)。我们可能会避免向某人表达我们对歌剧的喜爱,只因其是超市的屠宰员(即使他可能是狂热的艺术赞助者)。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忽视信息、错误解读、不准确的预期等(见科恩1981年的研究,其为有偏差的图式加工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斯奈德等人(1977)的研究证明了一个人的想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行为,以及他的行为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人的行为。被告知某人非常漂亮会使我们形成对他的预期,这种预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至少在我们亲眼见到这个人之前)。听说某人很有城府或有妄想症,也会引发我们做出相应的行为,进而诱发他人做出卑鄙或精神异常的行为。当然,我们既是行为确认的客体,又是行为确认的主体。我们有多少行为是由他人的期望所塑造的?
后记
需要指出的是,与实验室不同,日常生活中的预期通常植根于现实(Jussim,1991)。的确,刻板印象被认为是最准确、最稳定、最可靠的社会心理学效应之一(Jussim,Cain,Crawford,Harber,& Cohen,2009)。例如,如果小约翰整个学期的表现都不好,那老师就会对他的学术能力产生消极的预期,而如果老师的消极预期最终与小约翰未来糟糕的表现相一致,那也就不足为奇了,即预期不仅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塑造现实(需要注意的是,在“背景”部分提到的几个关于行为确证的研究可能是研究者有意创设的假设导致了引人注目的结果)。即便如此,如果告诉学生他们的能力具有可塑性,可以进一步提高,那他们往往会改善自己的表现,其积极性也会提高,而不是一直固着在现有水平上(Blackwell,Trzesniewski,& Dweck,2007;Dweck,1999)。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行为确证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发生的。如果你发现某人在用负面的目光看待你,那你可能会试着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你不认可他人对你的印象,就会试着改变它。例如,热情的弗兰克林预期有趣的塔季扬娜很容易被“搞定”,因此向她提出了一个猥琐的要求,而塔季扬娜觉得被他的这种预期冒犯到了,于是朝着他的腹股沟踢了一脚,以显示她是多么地“难搞”!
尽管如此,行为确证的真实案例还是提醒我们注意贯穿社会心理学的两个基本主题。一个主题是人们会很快(可能特别快)地赋予他人一些特质。大量的研究证明,人们会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假设他人拥有稳定、持久的特质,而且这些特质会使他们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行事(Carlston & Skow-ronski,1994;Gilbert,1998)。人格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1968)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另一个主题: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普遍存在的跨情景一致性的实验证据,至少没有我们直觉上认为的那么多。人们在不同情景中的表现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可预测。外向的人有独处的时候,而内向的人也会偶尔从自己的世界中走出来。
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是指当情景限制可以更好地解释个体的行为时,不合理地将他的行为归因于人格特质(见Ross,1977;Malle,2006;本书第10章)。然而,有趣的是,基本归因错误具有自我延续性。正如斯奈德等人(1977)所解释的那样,我们相信他人拥有某些特质,可能导致我们以某种相应的方式对待他们。这可能会诱使他们在我们面前通过行为确证表现出一致的行为反应。因此,很可能是我们的行为导致了他们行为的一致性。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存在于他人身上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一贯的预期和行为造成的!
最后,行为确证建议你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从回想你今天见过的最糟糕的人开始。你要相信他们基本上没救了,即使他们通常是很正常的;你要把他们看作恶意的、别有用心的人,让他们尝尝应得的痛苦,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反应。第二天,改变你的做法。把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你最好的朋友,一个你很久没见、深深想念的人,给予他充分的爱和尊重。不难想象,他的魅力和善良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请让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的发现会让你相信行为确证的可能性、可发生性和重要性,就像社会心理学实验证明的那样。
启示
虽然我们对他人的预期是基于他们的行为,但是他们的行为也是我们预期的结果。简单地说,相信某个人是有吸引力的,可能真的会使得他变得有魅力。
你怎么想
举例说明你的预期和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而证实了自己的预期的,以及他人的预期和行为如何影响了你的行为,从而证实了他们的预期的。此外,当人们期望你以特定的方式行事时,你是否会倾向于达到他们的预期?特别是,如果有人对你有消极预期,那你是会在无意中实现还是对抗他们的预期?
注释
[1]这里研究者注意了伦理规范:所有提供照片的女性,都签字同意将她们的照片用于实验用途,而且没有人告诉她们其他人对她们外貌吸引力评价的结果。
[2]图15-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对人格特质的评价得分。——译者注
第16章 加尔文主义的难题:无意识地制造好兆头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圣·保罗(Saint Paul)
《圣经》人物,外邦人的使徒
背景
在16世纪的法国,一位名叫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宗教改革家突然脱离了天主教会。他根据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教义创立了一种新教信仰。这些圣徒强调上帝的绝对神权(例如,他是终极的存在)和他的恩典的必要性(例如,人只能被他的思想救赎)。加尔文充分采纳了这些观点并将它们推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就是苦行和不妥协的信条,所有这些都能够给他的信众灌输许多恐惧和战栗。
加尔文宣扬人的本性是极度堕落的,以至于没有什么能使他们热爱和崇拜上帝。不过,他也承认,有些人确实是虔诚的。这怎么可能呢?根据加尔文所说,答案是上帝预先决定的(predetermined)。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决定给少数幸运儿一种特殊的恩典,使他们能够从罪恶中得到救赎,并因此在短暂的尘世间极度热爱和崇拜上帝。所以这些得到救赎的少数宠儿将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被称为神选之人):与他们所爱的造物主在天堂得到永恒。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救赎和恩赐,他们将遭受一种很可怕的命运:在地狱的炽热深渊中经历无尽的痛苦。
上帝有什么理由预先决定谁会得救,谁会被诅咒呢?加尔文声称他对此并不知情。但重要的是,他声称,上帝就是上帝,无论他的意志是什么都“理所当然”(by definition)是好的。然而,加尔文确实至少指明了上帝不会在乎的事情,那就是人们为正义而做出的努力。无论他们是努力过高尚的生活还是堕落的生活,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最终命运。如果没有被上帝选中,那他们为过高尚生活所做的努力就会成空,无论如何都会遭受折磨。加尔文认为,这并非不公平,因为人生而卑劣,理应遭受诅咒,只有得到上帝恩赐的人才值得被救赎。
加尔文的上帝是一个悬疑大师,他认为向尘世间的臣民透露等待他们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并不合适,但他也没有把他们完全蒙在鼓里。有传言说,某些迹象预示着他们灵魂的可能归宿。正直地生活就是一种诱人的幸福,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蒙了恩,成了好人—— 一种只有神选之民才能享有的特权。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满意地发现,他们过着非常正直的生活:节制、勤勉、节俭。
你可能已经觉察到加尔文主义必须用精神枷锁绑住信徒的潜在力量。假设,作为一位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你注意到自己有一种罪恶的冲动,那你是否会尝试抵制它?从一个角度来看,会或者不会并不重要。既然命运已经被决定了,那么不如就屈服于自己的不虔诚吧。然而,如果你勇敢地努力克服了这种罪恶的冲动呢?同样没有好处。如前所述,加尔文主义认为意志力与救赎无关。甚至更糟的是,神选之人不应该受到罪恶的诱惑,因为上帝的恩赐已经把正义刻进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仅仅是对诱惑的体验就会让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眉间布满汗珠。
那加尔文教徒会如何处理他们确实感受到的诱惑呢?乔治·奎特隆(George Quattrone)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oms Tversky,1980)表示,即使加尔文教徒确实试图抵抗诱惑,也会否认自己这样做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努力地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种心理技巧使他们把自己的美德理解为救赎的安慰信号,而不是诅咒的冰冷信号。
研究者们把这种把戏视为一种自我欺骗的普遍形式:一种倾向于将行为断定为(如倾向于指出)所期望的结果,但不去承认这种倾向,认为这种倾向与结果理所当然地无关(如没有影响)。为了验证这种形式的自我欺骗的存在,研究者们在实验室中重复了一个巧妙的小规模的加尔文主义困境的变式。
做了什么
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研究中的被试接受了一项虚假的医学检查,并且被告知检查结果会表明他们未来的健康状况。毫无疑问,检查结果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而且无论检查结果如何,他们的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但是,通过使检查结果具有行为学上的属性,研究者们希望证明,被试会通过改变检查结果来预测自己未来的健康状况良好。研究者们还希望通过询问被试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来表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改变了检查结果。这与积极的自我欺骗行为是相符的:即使被试已经(无意识地)改变了检查结果,也仍然可以让自己相信检查结果预示着未来良好的健康状况。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38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了一项关于体育运动的心理和医学方面的研究。迎接他们的女性主试解释说,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剧烈运动之后,体温的突然变化是如何影响心血管系统的。运动员有时会在训练后立即冲一个凉水澡。然而,这种提神的活动会不会给心脏带来压力,从长远来看有没有可能对心脏造成损害呢?为了增加掩饰故事的可信度,研究是在心理学部的生理学系中进行的,那里高科技设备和瓶装化学品随处可见,研究者们还统一穿了白色的实验大褂。
被试首先被要求进行一个寒冷压力测试:他们要将前臂放进一个装满冰水的冷藏器中并尽可能长时间地浸泡在里面。尽管并不会造成生理性的损伤,但寒冷压力测试仍然被证明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大多数被试都只能忍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当他们把前臂浸在水中的时候,他们会在研究者的提示下每五秒钟评估一下自己的不适程度。研究者会通过按顺序大声说出字母来提示他们。被试对这些提示的回答则是大声说出1到10之间的某一数字,1代表完全可以忍受,10代表无法忍受。用升序字母提示被试的原因是让他们能够记录自己把手浸入水中的时长。这一信息能够使被试随后进行关键的比较。
对被试来说,该阶段研究的目的是测量体温突然变化后的心率。下一阶段的表面目的是确定一段时间的剧烈运动是否会改变这种结果。在完成寒冷压力测试后,被试们会在60秒内尽最大努力蹬一辆运动自行车。然后,在短暂的休息后,他们要第二次完成寒冷压力测试。为了确保被试继续相信掩饰故事,研究者会在适当的时间间隔测量他们的脉搏。
当然,这项研究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测量体温变化和运动对心率的影响,而是为了验证一个假设:被试会无意识地改变他们的行为,以便诊断出某些期望的结果。研究者所关注的行为是被试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被试被引导相信自己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与他们未来的健康前景有明显的相关。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在休息时间让被试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耐寒能力会暗示着心血管的健康水平。他们预期被试会改变自己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以使自己的冠状动脉看起来“更健康”。
那如何使被试相信他们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的表现会与他们未来的健康前景有关系呢?在休息期间,研究者邀请被试参加了一场免费的讲座。被试认为这场讲座只是为了帮他们在等待时打发时间;然而,它的真正目的是传递虚假的医学信息,从而使被试产生无意识的行为,进而诊断出更“理想”的结果。
讲座中声称,寒冷压力测试是用来研究心理物理学中的“疼痛”的(心理物理学是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研究刺激的客观属性是如何与它们的主观感知相联系的)。研究人员向被试呈现了一幅图表,说明了前臂浸入时间与主观不适程度之间的关系,声称这种关系因人的皮肤类型和心脏类型而异。关于心脏类型,被试被告知每个人都有两种心血管复合体中的一种,简称为Ⅰ型或Ⅱ型心脏。据称,Ⅱ型心脏的人比Ⅰ型心脏的人寿命更长,另一幅图生动地说明了这一事实。研究者解释道,尽管Ⅰ型心脏和Ⅱ型心脏的人在承受疼痛的程度上通常并没有什么差异,但进行一段时间的剧烈运动却会带来差异。这种说法是用来说服被试,他们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的表现能够表明他们的寿命。
接下来就是实验的关键时刻了。一半的被试被告知,Ⅱ型心脏的人在运动后对寒冷压力和痛苦的耐受力更强,而另一半的被试则被告知这种人在运动后的耐受力更弱(两种情况都是相对于Ⅰ型心脏的人而言的)。研究者的预测是这样的:前一种条件下的被试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痛苦更强的耐受力,而后一种条件下的被试则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对痛苦更弱的耐受力。这种耐受力的改变表明,被试会积极地制造证据去表明自己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被试要报告他们的不适程度这种看似奇怪的方法,现在看来是有意义的。他们按字母顺序的提示每五秒报告一次,这使得他们可以比较自己在第一次寒冷压力测试和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忍受的时间。他们现在有了“指导方针”来在第二次测试中无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表现。
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换了一位研究者。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要防止熟悉被试早期表现的研究者在无意中影响被试随后的表现,或者在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带有偏见。其次,有必要防止被试的表现变化仅仅是为了取悦研究者,从而使结果的解释复杂化。被试被公开告知每位研究者都不会知道其他研究者收集的结果,因此没有人会获得两份足以推断出他们可能的心脏类型的信息。为了加强这种印象,后来的研究者身着便服(而不是白大褂),暗示自己在那里只是为了进行第二次测试。
在完成了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后,被试被要求填写一份简短的问卷。其中包含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被试认为自己的心脏是Ⅰ型还是Ⅱ型;第二个问题是,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他们是否故意改变了前臂浸在冰水中的时间。
发现了什么
被试是否改变了他们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使其朝着他们认为与拥有强健的Ⅱ型心脏相关的方向变化?是的。那些被告诉拥有Ⅱ型心脏更能忍受寒冷的人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忍耐了更长的时间。与之相反的是,那些被告知拥有Ⅱ型心脏对寒冷的耐受性更差的人,在第二次寒冷压力测试中前臂浸泡的时间缩短了(如图16-1所示)。个体分析显示,两种条件下都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被试表现出了这种符合预期的转变,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完全没有变化(除了一个人表现出了相反的转变,研究人员神秘地将其描述为“自杀”型,但没有进一步阐述)。显然,大多数被试都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以便被诊断为拥有美好的健康前景,尽管这种转变显然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心脏是Ⅰ型还是Ⅱ型。
被试有没有觉察到自己改变了前臂浸泡在水中的时间呢?总的来说,答案是否定的:38名被试中有29人否认他们曾试图改变(有趣的是,否认的人和承认的人在实际行为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改变行为的被试的比例大致相同,程度也大致相同)。事实上,绝大多数被试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刻意地改变了行为,而事实上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在朝着有利于健康的方向改变,这表明他们在进行自我欺骗。这样的结果与假设是一致的:人们会故意做出某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往往标志着一些所希望的结果,但他们会抑制自己对这些行为的意识。

图16-1[1] 在听到健康的心脏是耐寒或不耐寒的之前和之后,被试的前臂在冰水中浸泡的时间
那些表现出符合预期的寒冷耐受性变化的被试也被问及是什么导致了他们行为的改变。最典型的回答是水的温度发生了变化。这与自我欺骗是一致的,将行为归因于外部刺激而不是内部动机。然而,有人可能会说,被试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故意改变了行为罢了。然而,从最终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一论点不太可信。在否认故意改变前臂浸在水中时长的29名被试中,有20人(69%)私下也表示认为自己拥有II型心脏。相比之下,在承认故意改变了行为的9名被试(22%)中,只有两名被试私下也报告了这一推论。换句话说,大多数否认者私下认为自己的健康前景是好的,而大多数承认者则认为自己的健康前景堪忧。因此,否认与令人安慰的信念相伴而生,承认与令人不安的信念相伴随。这表明被试对他们故意性的报告是真实的自我欺骗的结果,而不是虚假的自我陈述。
又怎么样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说,人类会在动机上欺骗自己。尽管这种说法理论上似乎是合理的,但支持它的证据往往很薄弱。本研究最大的成就在于证明了自我欺骗是以一种常见的形式存在的:不承认自己故意改变了一些迹象,以使其更符合某些期望的结果。
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形式的自我欺骗很容易发生。例如,假设你怀疑自己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其中一个症状是食欲不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管你有没有这种疾病,你现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不过,难道你没有发现自己吃的比平时多一些吗?“我能够大吃一顿”的信息难道不是一种虚幻的安慰?
不幸的是,人们用来安慰自己而采取的无意识方法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再假设,你怀疑自己得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想确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进一步的医学检查。然而不知何故,你总是故意拖延,找借口,像往常一样处理日常事务。为什么?这是否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不做检查就意味着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甚至还会降低患病的可能性?换言之,你是否觉得检查身体会增加患这种疾病的可能性,或者不检查就会降低患病概率?理性地说,这么做毫无道理,但这种错误的逻辑在直觉上却很诱人。你欺骗自己,拒绝承认自己是出于担心可能会暴露什么而逃避医学检查。然而,只要你承认自己确实是在逃避检查,就不会非理性地认为不进行检查是身体健康的表现。讽刺的是,尽管拖延可能会带来某些暂时的心理上的好处,但却可能会致命地延误关键的医治。
我们制造好兆头的倾向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例如,让我们来看看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1980)进行的第二项研究,这项研究与本文报道的研究同时发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为这样一个经典难题提供答案:人们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既然任何一张个人选票在选举中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为什么还要投票呢?人们对这种非理性行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般来说,人们认为这是对公民责任感或民主理想主义的诉求。然而,奎特隆和特韦尔斯基(1980)提出了不同的假设,认为人们之所以投票,是因为相信自己的投票方式是其他志同道合者投票的标志,并因此会影响他们的投票(基于自我欺骗的扭曲逻辑)。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奇怪的假设。
我们通过讨论另一种涉及自我欺骗的现象来结束本节:防御性自我妨碍(Jones & Berglas,1978)。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们有时会故意破坏他们在重要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失败,另一方面又不愿得出自己无法成功的结论,所以无意识地夸大环境因素,认为是环境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从不为这些预先安排的环境因素负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名学生让他的朋友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喊他去喝酒,然后把自己糟糕的考试成绩归咎于宿醉,当然,他从来没有“故意”去这样做。看起来,如果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成绩,使其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那他们就可能会尝试改变环境,从而使自己的成绩至少不会标志着一种不符合期望的情形。在防御性自我妨碍的情境中,不符合期望的情形指的是承认自身无能所带来的耻辱。
后记
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了一种人们在动机上欺骗自己的方式。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仍然存在:自我欺骗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尤其是,人们怎么可能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打算做某事的情况下就打算做某事呢?
经典的自我欺骗理论通过将人的心智一分为二来解决这一矛盾。无意识心智被假定拥有一种可与意识心智相媲美或高于意识心智的智力。这种无意识心智知道人们的行为的真正原因,也确实会让一个人以那种方式(故意改变行为来欺骗自己)行事。更重要的是,这种无意识心智使意识心智对无意识的所有活动都保持一种“幸福”的无知。依据这种观点,尽管这项研究中的被试无意识地“知道”改变前臂浸入时间会使寒冷压力测验无效,但其无意识心智还是使他无意识地改变了行为,因为无意识心智知道意识心智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件事。
这种解释很有问题。它意味着有两个人住在你的头脑中,其中一个在愚弄另一个。这归结起来就是使用多重人格障碍来解释自我欺骗,这是一种相当极端的策略。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复杂的策略。即使有,它所引发的问题也会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无意识心智欺骗了意识心智,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天生就具有欺骗性吗?同时,这个无意识心智是不是故意欺骗意识心智?如果是这样,不就意味着它本身是有意识的吗?此外,是否甚至可能还有另一个无意识心智在欺骗这个无意识心智?对这种自我欺骗的分裂论思考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这一现象的本质。
格林沃尔德(Greenwald,1988)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自我欺骗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论点是,不必首先进行详尽的分析也可以避免威胁性信息。这就好比处理垃圾信件,当垃圾信件到来的时候,你不需要打开信封去阅读它的内容来确定它是不是垃圾信件。迹象是很明显的:高昂的邮费、低质量的纸张以及一连串的感叹号。因此,简单的观察就足以识别垃圾信件了。上述情况也适用于威胁性信息,我们可以基于表面的线索来认定它的不适宜,一旦它被这样重新认知,我们就可以采取规避的心理策略。如果你注意到了这条信息,那你可以选择不进一步关注它;如果你已经关注了它,那你可以避免去理解它;如果你已经理解了它,那你可以拒绝对它进行逻辑推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避开会产生不愉快感觉的事情。注意这是如何解决自我欺骗的悖论的,如果在较低级的意识水平上,信息已经被觉察到是消极的,那么我们就会避免在较高级的水平上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因此,自我欺骗背后的机制就包含了我们不会停留在那些显示出不合心意的迹象的信息上(Frey,1986;Taylor,1991)。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这项研究的被试身上。在讲座结束后,他们可能想让前臂浸在冰水中更长或更短的时间(这取决于他们听的是哪个讲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的决心得到了微妙的增强或削弱(见第24章,目标如何被无意识地激发)。在此后的某个时间,被试们可能已经模糊地意识到了去改变结果的诱惑。然而,他们可能抑制了这种意识,让它自然地从脑海中消失,或者选择不去多想这件事,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屈服于这种诱惑会使这个测试无效。但是,他们无意识决心的力量可能在听完讲座后已经受到了影响。因此,当把手臂放进冰水中时,被试已经拥有了继续下去或不继续下去的决心。考虑到人们并不是自己心理过程根源的专家(Nisbett & Wilson,1977;见本书第14章),他们无法判断是讲座还是水温本身影响了自己的决心并不奇怪。当然,许多心理过程必须结合到一起才能产生自我欺骗,但躲避威胁性信息是其中一个关键成分。
总之,自我欺骗并不是一个心智中心欺骗另一个的结果;相反,它是一个低水平的筛选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在可疑的认知有机会被有意识的思维完全接受之前就将其消除(更多评论和更多关于自我欺骗的例子,见Gregg & Mahadevan,2014)。
启示
人们会通过创造一些标志着“一切都很好”的迹象来欺骗自己,即使他们并不能让事情变好。然后,他们又会否认自己这样做了,因为承认就意味着这些迹象是虚假的。
你怎么想
当我们欺骗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相信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假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我欺骗的能力,生活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如果现实真的无法忍受该怎么办?是否该去理性地理解它呢?
注释
[1]图16-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的耐寒指数,时间越久说明其忍受了越久的寒冷。——译者注
第17章 所见皆所信:拥护者对媒体偏见的看法
我是谁,就看谁。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美国哲学家、散文家、诗人
背景
1951年11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星期六下午,干枯的秋叶覆盖着大地,阳光明媚,但寒冷的微风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充满活力的大学生(穿着运动马鞍鞋、波比袜和V领毛衣)和他们自豪的父母以及忠诚的校友挤满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帕默体育场。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主场队老虎队和达特茅斯学院的印第安人队在橄榄球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老虎队至今未有败绩,而这主要归功于刚刚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全美四分卫——迪克·卡兹迈尔(Dick Kazmaier)。
比赛从一开始就很残酷,罚哨声不停地吹响。在比赛的第二节,迪克·卡兹迈尔因鼻子受伤而下场,在第三节,达特茅斯学院的一名球员因腿部骨折而下场。在露天看台上,双方的球迷之间爆发了冲突。这将是一场臭名昭著的比赛。
老虎队赢了,但比赛充满争议,事后双方也互相指责。《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抗议他们的对手缺乏体育精神,批评他们野蛮的比赛风格:
观察员从未见过如此令人作呕的“运动”展览……这一指责必须完全归咎于达特茅斯学院。老虎队显然是更好的球队,他们没有理由对印第安人队大打出手。如果理性地看待这一情况,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队要故意让迪克·卡兹迈尔和其他普林斯顿球员受伤。
《普林斯顿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史册将会以不可磨灭的形式记录:迪克·卡兹迈尔在传球后遭遇了一次铲球,造成他鼻骨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并被迫退出比赛,这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被剪断了一半以上。比赛第三节,印第安人队的一名球员在布拉德·格拉斯(Brad Glass)仰面朝天时,一脚踢中了他的肋骨,这使得比赛的粗鲁和野蛮达到了高潮……无可否认,失败者的战术才反映了这场比赛的真实风格。
另一方的反应则没有那么激烈。印第安人队指责老虎队教练查理·考德威尔(Charley Caldwell)在中场休息时,恶意引导他的队员相信印第安人队使诈。而且学生报纸还特意指出,考德威尔曾暗示印第安人队的目标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明星球员迪克·卡兹迈尔:
考德威尔的谈话有了结果,吉恩·霍华德(Gene Howard)和吉姆·米勒(Jim Miller)都受伤了。两人都在向后传球,并且传球后都站在了没有保护的后场。结果一个腿受伤,一个骨折了。
(Hastorf & Cantril,1954,p.129)
第二天,达特茅斯学院根据自己球员的受伤情况,对迪克·卡兹迈尔的伤势进行了评估:
对于在一项互动运动中相对无保护的传球和跑动明星来说,受伤是很容易的事。此外,他的特殊伤害(鼻子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几乎不会比任何足球训练所受的伤严重……在与老虎队比赛之前,达特茅斯学院的球员们已经遭受了大约10次鼻子骨折和脸部受伤,更不用说几次轻微脑震荡了。
(Hastorf & Cantril,1954,p.129)
所以,在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到底是哪一方做出了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应该负主要责任呢?当天的争论就好像观众和记者目睹的是不同的比赛。
这种现象进入了两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视野,他们抓住机会进行了一些研究。在这场重大比赛结束一周后,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Hastorf & Cantril,1954)对两所学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以收集双方的看法和观点。随后,他们给两所学校的学生播放了比赛录像,并让他们在观看时指出所出现的犯规行为。结果发现,两所学校的学生对这场比赛的看法截然不同。对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来说,首先,90%的人认为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球员煽动了这场粗暴和肮脏的比赛;其次,他们坚信达特茅斯球员的犯规行为是自己球队的两倍;最后,他们发现达特茅斯队有更多的公然犯规,而自己球队更多的是较轻的犯规。现在来看看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他们发现普林斯顿队有更多公然的犯规行为,而自己队虽然有同样多的公然犯规,但却都较轻微。他们都看到了一场对自己队有利的比赛。同一场比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理解。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解释了新闻报道和问卷调查中显而易见的内容:
橄榄球场上有着“相同”的视觉冲击,通过大脑的视觉装置传递……显然给不同的人带来了不同的经历……人们对“外面”存在的事物没有态度,因为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一样的,无论这个“事物”是橄榄球比赛、总统候选人、共产主义还是菠菜。
(Hastorf & Cantril,1954,pp.132-133)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相信会影响他们的体验。每个人的现实都是由自己构建的,所见皆所信。
拥护者感知是普遍存在的。两个鼻子流着血、脸上流着泪的孩子可能对同一场打架有不同的故事要讲;吵闹的孩子和稳重的父母可能对同一个周末啤酒聚会有不同的看法;丈夫和妻子可能对各自的家务贡献也有不同的估计;而那些支持和反对枪支管制的人也会对同一话题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事实上,某一特定社会或政治事业的坚定拥护者往往认为那些不认同他们观点的人偏袒另一方。
主流媒体(本应客观报道事件)常常被认为是有偏见的。的确,对普林斯顿—达特茅斯比赛的不同新闻报道可能恰恰反映了媒体的偏见。考虑到学生报纸忠诚性的本质,这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当针对的是无党派、全国性的新闻来源时,这样的指控就更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偏见的媒体可能会通过引起对特定问题的更多关注,或以牺牲其他观点为代价来强调某种观点,从而影响政治选举结果,甚至影响国际关系。例如,在报道中东事件时,媒体可能倾向于把所有以色列人都描绘成压迫者,或把所有阿拉伯人都描绘成恐怖分子。
确实,一般人都倾向于相信主流媒体有偏见。例如,2016年,美国人对主流媒体“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新闻”的信任度降低至32%的历史最低点,比1997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比1972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Swift,2016)。此外,在唐纳德·特朗普从希拉里·克林顿手中“夺取”美国总统宝座后,两党的拥护者都在大声指责对方制造“假新闻”。但是,当媒体没有任何偏见时,人们会不会仍然认为媒体有偏见?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媒体是有偏见的,即使它可能并没有?也许尽管人们看到的是相同的新闻,但他们却倾向于将大部分消息都看成与自己是敌对的,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球迷都认为对方球队犯规更严重一样,这可能是一种解释偏见。还有一种可能是,人们对新闻的解读是相似的,但后来的回忆就不一样了,表现出对与自己敌对的材料进行选择性回忆,或对与自己态度一致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回忆(Goethals & Reckman,1973;见本书第21章)。也就是说,虽然人们的经历相同,但事后的回忆却不同。或者,他们最后可能陷入了媒体偏见的错误理论中,导致产生了毫无根据的怀疑。例如,认为媒体是由自由的知识精英控制的,或者相反,是由宗教极右分子控制的。无论机制如何,媒体真的有偏见吗?
做了什么
受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启发,瓦隆、罗斯和莱珀(Vallone,Ross,& Lepper,1985)试图考察拥护者的感知偏见以及这种偏见背后的机制。他们也试图阐明个体对媒体偏见的感知。换句话说,他们的研究既关注个体的感知偏见,又关注个体对媒体偏见的感知。
瓦隆等人以1982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为材料。1982年9月,以色列入侵约旦河西岸,在黎巴嫩的萨布拉和查蒂拉难民营屠杀巴勒斯坦难民,使大屠杀事件达到高潮。美国电视台每晚都会报道令人警醒的事态发展。忠实于以色列或忠实于巴勒斯坦的被试,会对这则报道做何反应?他们会有不同的观点吗?会意识到媒体的偏见吗?还是既有不同的观点,又意识到了媒体的偏见?
144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一项被简单地描述为关于黎巴嫩冲突的媒体报道的研究。被试包括心理学导论班的学生和亲以色列、亲阿拉伯学生组织的成员。首先,被试评价了他们对贝鲁特大屠杀的真实了解,并表达了自己对中东政治的同情。例如,是什么历史事件导致了大屠杀?根据被试们的回答,研究者将其分为三组:大体亲以色列组、大体亲巴勒斯坦组、混合或中立组。这些被试把不同程度的责任分配给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官员以及入侵难民营的士兵。例如,亲阿拉伯的被试将57%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而亲以色列的被试只将22%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然后,被试观看了一段36分钟的视频,其中包括有关中东流血事件的六段全国电视新闻。被试均以小组为单位观看视频,每个小组中都有亲以色列、亲阿拉伯和中立的被试。组内成员不知道彼此的政治忠诚。随后,他们填写了一份问卷,这份问卷涉及新闻节目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评价以色列及其对手所采用的标准、对以色列在大屠杀中作用的关注,新闻中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案件以及新闻编辑鲜明的个人观点。被试还被要求评估视频中支持以色列、不支持以色列以及持中立态度的新闻所占的百分比,以及有多少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的态度变得更积极或更消极。
发现了什么
瓦隆等人(1985)发现了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存在的明确证据。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新闻节目中存在亲以色列的偏见,而亲以色列的被试则感知到了反以色列的偏见。相比之下,中立的被试在新闻节目中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偏见(如图17-1所示)。此外,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新闻节目没有充分关注大屠杀中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而亲以色列的被试认为节目过多地关注于以色列的责任。两组被试都认为节目创作者的个人观点与自己的观点相反。

图17-1[1] 针对1982年贝鲁特大屠杀电视报道,亲以色列的被试、中立者和亲阿拉伯的被试对亲以色列偏见的看法
是拥护者在新闻报道中感知到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对内容的公平性评估不同?还是由于回忆方式的不同,他们感知到的内容就不同?例如,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在提及以色列的内容中,有42%是支持以色列的,26%是不支持的;相比之下,亲以色列的被试认为在提及以色列的内容中,有16%是支持以色列的,57%是不支持的。同样,亲阿拉伯的被试认为会有32%原本对以色列持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产生消极看法;但是亲以色列被试则认为会有68%原本中立态度的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对以色列产生消极看法。另一项分析表明,即使所感知到的内容在统计上保持一致,亲以色列的被试和亲阿拉伯的被试对偏见的感知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两种关于媒体偏见感知的机制似乎都在起作用:拥护者不仅看到的内容不同,而且对同一内容的评价也不同。
此外,在亲以色列和亲阿拉伯的团体内部,被试认为自己对巴以关系和贝鲁特大屠杀了解得越多,就越容易感知到媒体的敌意。可以说,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好的依据去发现新闻实际呈现的内容和应该呈现的内容之间的差异。但同时,那些觉得自己在整体问题上更情绪化的被试也感知到了更多的媒体偏见。因此偏见认知背后的驱动力是动机还是纯粹的认知因素尚不明确。可以想象,对一个问题的了解是衡量一个人对它的态度有多强的一个指标(Wood,Rhodes,& Biek,1995)。最后,瓦隆等人(1985)发现,亲阿拉伯和亲以色列的被试都感知到了一定程度的媒体偏见,而这种偏见对于中立的被试而言并不明显。
又怎么样了
本研究只是揭示感知偏见的众多研究之一。例如,大量研究已表明人们的感知会受到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在奥尔波特和波兹曼(Allport & Postman,1947)被多次引用的一项研究中,白人被试被要求观看一幅关于拥挤的纽约地铁的图片。这幅图片描绘了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其中一名黑人男子举起张开的双手,而另一名白人男子挥舞着一把剃刀,明显是在威胁前者。然后,主试要求被试向其他人口头描述这幅图画中的情景。结果发现,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剃刀经常从白人手中转移到黑人手中!在一项相关研究中,邓肯(Duncan,1976)让白人大学生观看了两个人(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讨论的视频。视频中两个人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后来一个人还推了另一个人。对于黑人推白人的行为,75%的被试认为是暴力行为,只有6%的被试认为是在闹着玩或表演。然而,对于白人推黑人的行为,却有46%的被试认为是在闹着玩或表演,仅有17%的被试认为是暴力行为。这样的发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感知反映了现实,还是现实反映了我们的感知?
其他一些研究已成功地通过调整个体意识之外的微妙因素来操纵他们的感知(见第2章)。希金斯、罗尔斯和琼斯(Higgins,Rholes,& Jones,1977)让被试进行了词汇搜索拼图。两组被试搜索的单词基本相同,只有少数例外。一组被试搜索的一些单词是“鲁莽”的同义词(如“粗心”和“愚蠢”),而另一组被试搜索的是“冒险”的同义词(如“勇敢”和“有激情”)。然后,在一项看似无关的任务中,被试被要求评价一个虚构的人物——唐纳德。据描述,唐纳德曾参加过白水漂流和一场撞车比赛,并计划去跳伞。如果“冒险”图式被启动(心理上的激活使接下来的内容更容易接受),那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就会相对积极;但是,如果“粗心”图式被启动,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就会比较消极。重要的是,激活不相关的图式,如“整洁”或“害羞”,并不会影响被试对唐纳德的感知(因为他的行为基本没有展现这些特质)。
研究者对“什么能被感知且被记住”也进行了一定的操纵。科恩(Cohen,1981)要求被试观看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她丈夫在家的电影,然后或是跟被试提到那个女人是服务员,或是告诉他们她是图书管理员。数周后,被试被要求回忆电影的内容。你认为接收哪种信息的被试更可能把女人回忆成戴眼镜并且会弹钢琴的?哪种条件下的被试更可能记得这个女人吃了一块巧克力生日蛋糕,并且在她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保龄球?随意提及女性的职业会让被试回忆起与他们的刻板印象相符的细节。也就是说,有时刻板印象会反过来影响记忆。人们往往能更好地记住刻板印象中的例外,因为它们比较突出(Stangor & McMillian,1992)。因此,一个非裔美国数学天才,或者一个亚裔美国篮球明星,可能会特别令人难忘。哪种信息(与刻板印象一致还是不一致)具有记忆优势取决于几个因素,当人们无暇细思(Frost,2000)或期望值不高时(Heider et al.,2006),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往往更容易被记住。
人们的感知也可能会受到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的影响。即使新闻广播员的言论是公正的,她或他也可能以非言语的方式透露出个人偏见。马伦(Mullen)和她的10位同事(1986)在美国三大网络公司[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录制了晚间新闻,并把删除了所有声音的录像播放给观众看。当新闻报道员报道1984年总统大选之前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时(观看者并不知道他们是谁或新闻是什么内容),被试被要求评价报道员的非言语表达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研究发现,ABC的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和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在谈论里根时比谈论蒙代尔时笑得更多,总体上显得更开心。也许这就是在随机电话调查中,那些声称收看ABC新闻节目最多的人更可能将票投给里根的原因之一。
这些研究及其他许多研究都表明,人们的感知经常是错误且“可塑”的。这给人的印象是人类就是有偏见的。严格地说,这可能是正确的。每种图式或刻板印象都是对现实的简化。人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一些细节,并可能因此而犯错。这对他们要判断的人来说是不幸的。
但是从做判断的人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复杂的,而心理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省时省力地做出判断,一种方式就是使用拇指法则——快速、节俭的启发式,这在一些情况下是可行的(Gigerenzer & Goldstein,1996)。图式和刻板印象通常包含了真理的核心(Jussim,Crawford,& Rubinstein,2015),因此可以很好地充当启发式。研究表明,使用刻板印象能够使人们把心理资源节省下来用于其他事情(Macrae,Mine,& Bodenhausen,1994)。
无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是否合理,感知偏见都是可以减少的。就这一点而言,有时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是有帮助的。洛德、莱珀和普雷斯顿(Lord,Lepper,& Preston,1984)要求被试阅读两项研究,一项研究支持死刑(认为它可以阻止谋杀和其他犯罪),另一项研究则反对死刑(认为它没有威慑力甚至示范了暴力)。被试认为在这一问题上与自己立场一致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更有说服力。然而,第二组被试也经历了同样的实验程序,只是事先被告知了感知偏见的存在。他们被告知人们会以符合自己期望或动机的方式看待事物,并被鼓励克服这种自然倾向,“尽可能地客观和公正”。然而这个简单的建议并没有奏效,个人偏见仍然存在。但是,一个更具体的指令确实减少了偏见:“在接下来的每一步中,你都要问问自己,如果你是问题的另一方,那你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高评价或低评价,同样的研究是否会让你产生同样的结论。”(Lord et al.,1984,p.1233)被试在采用这种策略后,认为这两项研究同样可信和令人信服。可见,仅仅是积极地考虑多种可能性就足以消除一个人的判断偏见(Hirt & Markman,1995)。
研究发现,人们也能“抵挡”文化刻板印象的力量,尽管这个过程很费力且易出错。戴文(Devine,1989)表明人们普遍意识到刻板印象的盛行,即使他们否认有意识地赞同它们。例如,他们很容易报告黑人是有攻击性的、擅长运动并且有节奏感,或者爱尔兰人是健谈、多愁善感的,并且喜欢喝啤酒。戴文发现当一个人遇到某一特定社会类别的成员(印第安人、脱衣舞娘或大学教授)时,相关的刻板印象就会自动激活。这就导致人们对于不明确的行为往往采用刻板印象进行解释:“他躺在桌子底下是因为他喝醉了——爱尔兰人总是喜欢喝酒。”
但是,戴文(1989)表明控制这种自动反应是有可能的。的确,较少有偏见的人似乎在有意识地用那些否定偏见的想法来取代刻板印象(与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刻板印象)。用她的话说:“抑制与刻板印象或偏见类似的反应,并有意地用没有偏见的反应取代它们,就好比打破坏习惯。”人类的感知很容易出现偏见,但也许并非总是如此。
也就是说,偏见之所以很难被消除,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我们有“偏见盲点”(bias blind spot)(Pronin,Lin,& Ross,2002)。例如,普罗宁等人发现,大多数被试都报告说自己比其他人更不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包括本章强调的敌对媒体偏见(hostile media bias)] 。更讽刺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很理性,这就表现出了另一种偏见——“优于常人效应”(better-than-average)(Alicke & Govorun,2005)。更糟糕的是,即使被告知有这样的偏见存在,他们也会否认自己容易受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并认为感知偏见可能主要影响那些不够聪明的人。
一些证据支持了这种怀疑(Kruger & Dunning,1999)。尤其是当人们缺乏擅长幽默、语法或逻辑的心智能力时,他们往往也缺乏意识到自己不擅长这些的心智能力,因此,这些人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相比之下,那些杰出的人却往往会低估自己的能力。引用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五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另一方面,即使是更聪明或更具深思熟虑性格的人,也未必就理性。SAT分数更高的学生,甚至是那些在要求不要急于下结论的问题上得分更高的学生,也认为自己不太容易出现各种感知偏见,但这些感知偏见却至少在同等程度上始终存在着(West,Meserve,& Stanovich,2012)!也许拥有更高的智力水平仅仅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自己更愿意相信的事情提供更好的理由。
后记
本章描述的研究强调了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所确信的内容:认知在人类行为中起着核心作用。的确,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子领域,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致力于分析社会思维的具体细节(Fiske & Taylor,2017)。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人们理解社会世界的各个阶段。
首先,一些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一个可疑的人、一个诱人的微笑或者一声刺耳的尖叫。或者,我们会尝试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关注自己在观众面前的表现,关注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或某个朋友可能自杀的迹象。不管怎样,我们的注意都是片面的。如果通过一个锁眼去看现实,那就只能关注一小部分可用的信息。偏颇的注意引起了偏颇的感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感知本身就是有偏见的。我们会注意到某人的肢体语言并对其进行“解码”。如果别人没有回电话或电子邮件,我们会猜测为什么。如果一个孩子很多时间都一个人待着,我们就会想知道他或她是被排斥了还仅仅是内向。我们无数且持续不断的感知都很重要。事实上,心理学家经常声称,人们不是和现实相互作用,而是和他们对现实的感知相互作用。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我们确实可以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事件和动态形成解释,甚至以自我概念的形式来解释我们自己。我们的感知和解释影响了我们的决定,这些决定又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又会引起他人的反应,从而证实我们的感知(见第15章关于“行为确证”的内容)。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人们都能达成一致的客观现实呢?如果人们的感知如此偏颇,那么如何才能准确地了解事物呢?如果人们只看到想要或者期望看到的内容,那又如何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这些都是严肃的认识论(epistemological)问题(如“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人们是否应该同意哲学家乔治·伯克(George Berkeley)的观点——森林里的一棵树倒下了,如果周围没有人听到,那它发出声音了吗?人们是否应该接受极端怀疑论者的说法,即人们永远无法确定任何事情。另一方面,除非现实中有某种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判断,否则“偏见”这个词有任何合理的意义吗?
宗教、哲学和心理学依靠不同的方法来认识事物。宗教依靠神的启示和神秘的洞察力,哲学依靠理性和逻辑,心理学依靠实证的方法——观察、测量、实验和重复(当然,理性和逻辑也发挥作用)。确实,心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认为,了解日常事物(需要多大的水坝来阻挡河流,如何接种疫苗预防疾病,以及大脑两半球是否具有不同的功能)、查找真相的最好方法就是实证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心理学家能够从他们所发现的偏见中抽离出来。虽然心理学和其他科学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但学术批评的互谅互让和对重复的要求确保了一定程度的客观(见本书的前言部分)。当然,尽管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自身和世界的可靠知识,但它仍具有局限性。也许有些知识是科学无法提供的,比如为什么万物会存在,如何最好地生活,或人死后是否还有生命。
无论如何,感知永远都是重要的,在我们改写这一章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局势仍然很紧张,双方都有许多人认为,是对方制造了暴力,而且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还没有结束。难道是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助长了这场看似无休止的冲突?
此外,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虽然我们很想对这一有趣的事件发表意见,但我们的评论仅限于反复指控在提名和选举过程中存在的媒体偏见。随着特朗普稳步地淘汰共和党的老对手,随着克林顿避开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顽强挑战,对媒体偏见的指责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一方面,据称记者们给了特朗普过多的且不加批评的采访时间,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支持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毫无疑问的领先者。在选举期间,媒体是因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华盛顿内幕(回想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事件是如何受到联邦调查局调查的)而推动特朗普成为有趣的候选人,还是因为特朗普令人怀疑的滑稽行为(回想特朗普是如何在视频中吹嘘自己爱抚女性的)而助推克林顿成为理智的候选人?毫无疑问,各种新闻媒体(如《纽约时报》《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都有自己的偏见。轻微的偏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故意的。然而,重要的是,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人在评论相同的新闻内容时,往往会感知到相反的偏见。对许多民主党人来说,媒体串通一气反对克林顿当选总统;而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媒体也是他们的敌人,尽管它们竭尽全力想让克林顿当选,但还是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推翻。难道是感知偏见和对媒体偏见的感知助长了美国两党“合作”的激烈程度?
启示
我们对群体的忠诚和先入之见使我们以一种有偏见的方式感知事件和其他刺激。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问题双方的拥护者都倾向于高估媒体报道中的偏见。
你怎么想
主流媒体正在衰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电子设备从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获取信息。你认为这些平台上的评论者比起主流媒体有更多还是更少的偏见?
注释
[1]图17-1中的纵坐标为偏见感知,正值表示亲以色列,负值代表反以色列。——译者注
第18章 爱你的邻居还是爱你自己?移情是利他主义的一个源泉
任何时候都要把他人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国哲学家
背景
第5章研究了旁观者不作为的现象:当人群中有人在自己眼前或耳边痛苦地挣扎时,人们往往会袖手旁观。从表面上看,这种消极的行为表明人类极度缺乏同情心。这似乎证明了公共道德结构已经变得多么陈腐。然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旁观者原地不动还有另一个原因:形势不明朗。他们想知道:提供帮助是谁的责任?如果没有人提供帮助,那这真的是紧急情况吗?值得注意的是,当旁观者将情境定义为紧急情况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提供帮助且能够提供帮助时,就会迅速将对受害者的关心转化为具体行动(Latane & Darley,1970)。因此,人们在大规模群体中潜在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外部,即其他人的存在会降低个体表达善意的倾向。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深入探究人们互相帮助的动机。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人们的助人行为的动机总是自私的吗?
问问你自己:你的朋友送你礼物是为了让你开心吗?还是他们想要亲近你?或者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私下里并不情愿这样做?即使你的朋友是真的想让你快乐,那他们的动机是从你的快乐中获得快乐,还是知道能够使你快乐令他们很自豪?当你的朋友对增进你的幸福感兴趣时,你怎么能确定他们是纯粹为了你呢?
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究竟是把增进他人的福祉作为最终目标,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性目标。也就是说,帮助别人是人们最终的、无私的目标,还是仅仅为了满足其他自私的欲望?有些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倾向于同情地看待人类,可能更愿意相信我们有能力做真正的善事。还有一些人(可能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倾向于愤世嫉俗地看待人类,可能更愿意相信我们总是别有用心。有没有客观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判断谁对谁错?
想想日常观察所告诉我们的。很明显,帮助别人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而让他们受苦往往会让我们感到痛苦和内疚。因此,从情感上讲,伸出援手会让我们获益良多,而不伸出援手则会让我们损失很多。那么,我们能通过帮助他人来让自己感觉好点吗?
事实上,研究表明,人们帮助他人是为了修复坏情绪。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引导相信自己或另一名被试意外伤害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研究者的“同谋”,并且根本没有受到伤害)。与对照组相比,在这两种情况下,被试都感到很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之后,他们也更有可能为有价值的事业做志愿者。但重要的是,如果被试在被操纵后直接得到表扬或现金,那么他们做志愿者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到对照组的水平(Cialdini,Darby,& Vincent,1973)。显然,获得的表扬或金钱足以修复被试的坏心情,从而使他们不再想他人受伤害的事情,这表明他们提供帮助的动机一直都是自私的。
因此,对于利他主义的支持者来说,这种情况似乎会让人感到很绝望。日常观察研究和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帮助别人都是出于自私的原因。然而,这些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首先,这两种现象仅仅是存在相关,并不代表其中一个会导致另一个的发生。例如,白天和黑夜有规律地彼此跟随,但两者都不能说是导致对方的原因。其次,即使帮助他人会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受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为了受益而帮助他们的。我们得到的任何好处都可能是我们助人行为的副产品(尽管这是我们应得的)。诚然,心理上的奖励确实能够激励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我们是否必须总是这样做,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因此,利他主义可能性(possibility of altruism)的支持者(Nagel,1979)可以欣然承认任何自私动机的存在,因为他们没有在逻辑上排除无私动机的存在。因此,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关于普遍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一种关于人类动机的哲学观点)的证据只能是间接的,不能充分地证明普遍利己主义的存在。
社会心理实验室的实验似乎为解开这个因果结提供了希望。然而,创建一个能够为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提供证据支持的范式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怎样才能创建这样一个范式呢?
首先,要确定利他动机的来源。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能够促进利他行为?古往今来,思想家们一致认为是移情(empathy),所以社会心理学家也追随他们的做法(Batson,2011)。移情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情感取向,包括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以及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移情促进利他行为的假说被称为移情—利他主义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其次,要为移情者的助人行为找出大量自私的理由。这些移情者是否改善了自己的情绪、增强了自尊,或减轻了不适?或者是否还存在其他看似自私的原因?每一种后期发现的理由都构成了一个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相对立的利己主义假说(egoistic hypothesis)。
最后,设计实验,在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和利己主义假说之间做出选择。每个实验的具体细节都不同,但相同的是,人们每次都试图排除一个特定的自私原因来解释为什么移情可能会激发助人行为。当然,考虑到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我们需要进行很多项研究来全面检验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尽管如此,在这个过程的任何环节,移情—利他主义假说都有可能被推翻,而利己主义得到支持。因此,如果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在一系列试图否定它的尝试中幸存下来,并且没有任何可信的利己主义假说替代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对移情—利他主义假说有利的临时证据(一个有用的类比可能是:假设你想测试一个人是不是村里最好的战士,那就让人来挑战他,如果他把村里所有看起来可能战胜他的人都打败了,那么他就很有可能真的是村里最好的战士)。
之后,我们总结了许多有关利他主义存在的实验结果,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研究结果适用于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相反的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是:每当我们对他人产生移情时,我们就会伸出援手,这是为了避免因不伸出援手而产生的内疚感(也就是要阻止这种内疚感的发生)。这种解释很有趣,因为它有点微妙。
支持这一特定假设的人指出,每当正派的人违反了个人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就会斥责自己。他们认为,人们不愿违反这些标准源于他们渴望避免由自我谴责所带来的痛苦,而帮助困境中的人是大多数人赞同的行为准则。因此,这一假设认为,移情者的助人行为是为了避免内疚感所带来的痛苦。换句话说,激励个体做出助人行为的是对自身福祉的自私关心,而不是对痛苦者福祉的无私关心。
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的支持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提出,帮助他人脱离困境是移情者的最终目标。助人者避开的任何内疚感,只不过是助人行为后的意外收获。谁是正确的?
做了什么
巴特森等人(Batson,1988)创设了一个实验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如果出于移情而帮助他人是为了防止内疚感发生,就会出现一种结果,而如果不是,就会出现另一种结果。他们的巧妙策略如下:一个人因没有帮助他人而产生的内疚感的程度不仅受他们认同的个人标准的影响,也受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设想一下,为了帮助你长期受苦的母亲,你知道你应该在晚饭后洗碗,但你自私地选择不洗,然后感到内疚。再假设你的兄弟姐妹要么经常洗碗要么很少洗碗。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感到不那么内疚,因为你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不帮忙:我的兄弟姐妹都不洗碗,那我为什么要洗呢?在心理学实验室中,社会环境也可以被明确地操纵,以增加或减少内疚感。这样的操纵对于考察基于移情的助人行为是否源于渴望避免内疚,是非常关键的。
逻辑是这样的。如果移情者的终极目标是避免内疚,那么他们提供帮助的决心和数量应该随着不提供帮助的理由的增多而减少。然而,如果避免内疚不是移情者的最终目标,那么他们帮助他人的决心和数量都不应该因情境的改变而减少。因此,一种结果模式将支持利己主义的避免内疚感假说,而另一种则与之相反。
然而,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研究人员证明,不帮助的理由对基于移情的助人行为没有影响,这本身是否足以驳斥自我中心的避免内疚感假说?不。研究结果的差异可以归因于研究中的一些缺陷,比如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或者某种不敏感的帮助措施。为了应对这些反对意见,研究人员还必须证明,理由可能会破坏助人行为。尤其是他们必须证明,当被试对受害者几乎没有产生移情时,理由会减少他们所提供的帮助,而当被试对受害者的移情水平很高时,同样的理由不会减少他们所提供的帮助。这样的结果将表明,移情使被试不受不帮助的理由的影响。这表明,以避免内疚感为最终目标的移情者不会提供帮助,因为一个可用的理由就能减少他们所提供的帮助。
巴特森等人(1988)基于这一逻辑进行了几项研究。在每一项研究中,被试都被提供了不帮助的理由。这里我们只关注其中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被试被引导相信他们的同龄人中只有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提供了帮助。他们的预期是,被试将根据同龄人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个人标准。
来自堪萨斯大学的120名本科生参与了这项研究。事情安排得很整齐,60名男生和60名女生被同等概率地分配在了所有条件下。
被试被告知,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地大学的电台测试一些新节目。在他们收听的两个节目中,有一个节目叫作《私人新闻》,其中包括对一位名叫凯蒂·班克斯(Katie Banks)的大学生的采访。另一个节目提供的信息较平淡,只是为了让掩饰故事看起来可信。随着采访的进行,很明显,悲剧最近降临在了凯蒂身上,她的父母和姐姐都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由于凯蒂的父母没有购买人寿保险,因此她一直在努力养活她的两个弟弟妹妹。更糟糕的是,凯蒂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不得不退学,因为如果她不退学,她的弟弟妹妹就会被人收养。
在播放录音之前,被试被要求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听每一个节目:一是想象被采访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感受,以及这些事情对她的影响;二是专注于广播的技术方面。这些不同的指导语构成了移情的实验操作。第一个指导语鼓励被试认同凯蒂,从而创设高移情条件;第二个指导语鼓励被试不去认同凯蒂,从而创设低移情条件。
节目放完后,主试“发现”他原本打算发给被试的问卷因复印机故障而变得难以辨认,于是他说自己需要暂时离开去取清晰的问卷。在离开前,他递给被试两封信,并声称是负责这项研究的教授让其转交给被试的。第一封信是教授本人写的,在信中,教授说道,他想象一些被试在听了录音之后,可能会希望帮助凯蒂,他已要求凯蒂本人写一封信表明如果被试愿意提供帮助,应该怎么做。第二封信是凯蒂写的,在信中,她描述了被试可以帮助她的一些方式,如帮忙照看她的弟弟妹妹、帮助解决交通问题,或帮助筹款。
这些信中包含了一份回执表,被试可以在上面表明自己是否愿意帮助凯蒂,以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凯蒂。被试可以在0~10个小时的选项中选择。每份回执表都有八个空格,其中七个已经由“之前的被试”填写了,所以只剩下一个空格给真正的被试填写。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试担心自己的回答会被其他被试看到,因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回答会被其他人看到,就可能不会填写真实的想法。
不帮助的理由的有效性是通过调整其他愿意帮助凯蒂的人数来操纵的。在有理由的情况下,七名被试中只有两名自愿提供帮助,而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有五名被试提供了帮助。实验还包括一个额外的控制条件,即回执表只有一个空格。这样做的目的是考察当不存在他人是否会提供帮助的信息时,移情是否比非移情的作用大(注意,如果这个阶段主试还在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被试可能会推测出这些信是研究的一部分,或者选择帮助凯蒂仅仅是因为觉得主试正在一旁监视)。
在主试返回前,被试要完成两份问卷。问卷中的大部分项目都是假的,但也有一些是用来检查实验操作的有效性的。其中两个项目评估了移情操作的有效性:第一个项目是,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广播的技术方面;第二个项目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关注被采访人的感受。还有一个项目评估了理由操纵的有效性。被试被问及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其他学生有义务帮助凯蒂(主试推断,对同伴义务的判断与对个人义务的判断紧密相关,两者都将反映出理由的有效性)。最后一个项目要求被试评价凯蒂有多需要帮助。在完成这些纸笔测试后,主试对被试进行了采访并送走了他们。
发现了什么
初步检查表明,这两项操作的效果与预期相符。在高移情条件下,被试报告说他们更关注凯蒂的感受,而不是广播的技术方面;在低移情条件下,被试报告的情况正好相反(研究还发现了性别差异。总的来说,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凯蒂的感受)。此外,与没有理由条件下的被试相比,有理由条件下的被试认为大学生没那么必要帮助凯蒂。与此同时,在不同条件下,被试对凯蒂的帮助需求的判断并没有显著差异。无论是移情的水平还是理由的有效性,都没有影响这种感知。这使得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更加直接。
研究人员以两种方式量化了被试所提供的帮助。首先,他们记录了自愿提供帮助的被试的百分比;其次,他们记录了被试承诺的帮助小时数。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我们不需要深入讨论,百分比指标是衡量帮助的主要指标,而小时数是次要指标。
那么研究人员发现了什么呢?正如所料,当对凯蒂的移情水平较低时,有理由条件下的志愿者人数远远少于没有理由条件下的志愿者人数。这表明,当移情水平较低时,有理由会削弱助人行为,这可能是由于不帮助带来的内疚感减少所致。然而,在高移情的被试中出现了不同的情况——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条件下对凯蒂提供帮助的人数一样多。事实上,这一差异并不比人们偶然预期的大。这意味着有没有理由并不影响这些被试是否愿意帮助凯蒂(如图18-1所示)。

图18-1[1] 被试对凯蒂有较高或较低移情水平、有或无借口时,帮助凯蒂的人数百分比
在第二个衡量指标——被试承诺的工作时间上,研究者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果。与其他三种条件下的被试相比,“低移情—有理由”条件下的被试承诺的时间要少得多,而其他三种条件下的被试承诺的平均时间没有差别。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结果呢?移情水平较低时理由操纵的有效性,以及移情水平较高时理由操纵的无效性,表明尽管避免内疚感是非移情者的终极目标,但它并不是移情者的终极目标。因此,避免内疚感假说就被推翻了,移情—利他主义假说在一次重大的、不确定的尝试中幸存了下来。
在我们所描述的研究中,不帮助的理由包括让被试相信只有少数而不是大多数大学生提供了帮助。在旨在排除避免内疚感假说的同类型研究中,研究人员设置了其他助人场景、提供了其他不帮助的理由。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与目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因此,我们得到了一致的证据证明,在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在移情状态下帮助他人的问题上,避免内疚感假说是错误的。
又怎么样了
如前所述,获得支持移情—利他主义假说证据的过程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本章介绍的研究及两项后续研究有效地排除了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相反的利己主义假说。其他利己主义的选择同样或更有可能仍然存在。然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其中的许多已经被排除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本章的“背景”部分,我们描述了一项实验,这项实验表明,我们帮助他人的动机是修复自己的坏心情(Cialdini et al.,1973)。同理,那些同情受害者的人是否仅仅是在帮助自己减轻在感受受害者的痛苦时体验到的个人痛苦?事实证明,这种解释适用于那些不同情受害者的人。如果他们有机会逃避帮助的责任(这是减轻痛苦的另一种途径),就会倾向于采取这种方式来减少对受害者的帮助。然而,同情受害者的人并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这表明他们的目标不是自私地减轻自己的痛苦;相反,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利他主义(Batson,Duncan,Ackerman,Buckley,& Birch,1981;Batson,O’Quinn,Fultz,Vanderplas,& Isen,1983)。
基于同样的比较逻辑,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移情帮助并不是由广泛的利己主义动机(包括提升自我形象、以帮助他人为荣、获得社会赞誉)所驱动的(Batson et al.,1991;Dovidio,Piliavin,Gaertner,Schroder,& Clark,1991;Fultz,Batson,Fortenbach,McCarthy,& Varney,1986)。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Schaller & Cialdini,1988),但整体证据表明,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说相反的、重要的利己主义假说已被可靠地排除。因此,移情—利他主义假说成立的概率增加了。当然,总会有人找到新的利己主义的动机来解释移情帮助。例如,有人声称,移情使我们把他人看作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因此,无私地帮助他人实际上就是自私地帮助自己(Cialdini,Brown,Lewis,& Luce,1997)。但是,这种说法背后的依据和支持它的数据都受到了批评(Batson,1997)。我们鼓励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阅读相关文献,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然而,随着“助人行为是出于利己主义动机”这一观点的减弱,关于人类有能力实现无私的利他主义的论断似乎不再是理想主义或幼稚的;相反,从经验上看,这似乎是站得住脚的。
利他主义的研究结果之所以重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它们为了解人类动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是,他们指出,心理学上的享乐主义(psychological hedonism)可能是错误的,这一理论认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受快乐或痛苦的经验或预期经验的支配;相反,有些动机可能与我们自己的幸福无关,而只关注他人的幸福(第2章和第9章同样驳斥了相关理论,即行为仅仅由奖赏和惩罚控制)。因此,有关利他行为的研究结果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人类作为道德动物的深层次的东西。那种愤世嫉俗的、认为我们从根本上都是自私的,从而使人道主义者和厌世者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平等的观点,不需要得到认可。
后记
除了移情,利他主义的来源还有什么?思考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巴特森、艾哈迈德和斯托克斯(Batson,Ahmad,& Stocks,2011)认为有两种可能性: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原则主义(principlism)。集体主义是一种无私地使自己认同的群体受益,为自身利益而坚持某种道德原则的动机。集体主义可能会激励一个爱国者为了国家(而不是个人荣誉)而放弃自己的生命。原则主义可能会阻止已婚男人通奸,因为他认为通奸本身是错误的(而不是说,如果某人有通奸的行为就活不下去了)。这些可能性有待充分检验,然而,通过改变本研究中的实验设计来研究这些问题却是有可能的。
关于利他主义是否存在其他来源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尽管移情得到了所有的赞誉,但它有两个严重的缺点,我们将在最后提出(有关对移情的持续批判,见Bloom,2014)。
首先,移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化的”,因此,它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由选择实现的东西。当然,与本研究中的被试一样,我们可以刻意尝试从另一个人的角度看问题,但这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发生。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一种温情所控制,这种温情促使我们不顾自己去帮助别人。然而,这种感受往往是由情境因素造成的,其中许多还是偶然因素(例如,受害者与我们的相似程度,或者他的困境是否被生动地传达了)。在这些情况下,真正由移情激发的利他行为有多少?如果这些动机部分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促成的,那么拥有纯粹的动机可能不值得称赞。但是,由原则主义激发的利他行为不能因此而受到批评。为了道德原则本身而遵守道德原则,需要有意识的意志行为。它不会凭空发生在我们身上;相反,它将是我们最深层人格的表达(Kant,1785/1898)。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受原则主义激励而做出的任何和所有利他行为负责,当然,除非事实证明自由意志本身只是一种认知错觉(Wegner & Wheatley,1999;见本书第22章和第28章)。
移情的另一个缺点是,它可以激发违反公平道德原则的行动。引起我们同情的受害者可能并不总是客观上最需要我们帮助的人(Batson,Klein,Highberger,& Shaw,1995;Singer,1995)。我们把朋友和家人的福祉置于陌生人之上似乎是合理的。道德上更令人担忧的是,对少数人需求的感性描述可能比对多数人需求的公正描述更能引发移情性帮助。因此,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钱捐给一家保护受虐动物的慈善机构,而不是一家帮助瘦弱饥饿儿童的慈善机构。有原则的利他主义的优点在于,它超越了狭隘的关注。对普遍人权的热情承诺可能促使人们更公平地分配福利。但是,原则是抽象的,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此,因此,由于缺乏针对性,其激励力不如移情(Eisenberg,1991)。
启示
当移情被激发时,人们提供帮助并不是为了避免因不帮助他人而产生的内疚感,似乎也不是出于其他自私的原因;相反,他们提供帮助的最终目标可能就是造福他人。
你怎么想
对于人类是否有能力无私地行事这一问题,人们的意见不一。这些意见的分歧是否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就能产生很强的移情,而另一些人却不能?我们关于人类美德的理论与我们自己的美德有关吗?
注释
[1]图18-1中的纵坐标为提供帮助的人数的百分比。——译者注
第19章 合二为一:扩展自己,容纳他人
吾爱汝深深几许?今且听吾细数之。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1861)
英国诗人
背景
埃里希·西格尔(Erich Segal)的《爱情故事》(Love Story)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浪漫小说之一。这本销量达2000万册的畅销书的主角是奥利弗·巴雷特(Oliver Barrett)四世。他有很多出色之处:哈佛大学学生、冰球运动员,以及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此外,他还是一栋巨大宿舍楼和几栋校园建筑命名者的曾孙。然而,奥利弗对于成为一名完美的预科生是充满矛盾的,他讨厌遵循巴雷特家族的传统,并认为那“全是胡扯”。另一方面,珍妮·卡维勒里(Jenny Cavilleri)是拉德克利夫学院音乐专业的一名学生,拥有一双美腿(据奥利弗所说),但很爱讽刺人。珍妮的母亲死于车祸,她的父亲是一位宽厚的糕点厨师(她亲切地叫他“菲尔”)。
奥利弗和珍妮相遇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图书馆。从一开始,她就叫他“预科生”,而他则称呼她为“下贱的拉德克利夫婊子”。几次约会之后,截然相反的两人开始相互吸引,奥利弗最终说出了那句不朽的话:“我爱上你了。”她则告诉他,他“全是狗屎”。尽管如此,两人很快结了婚,但是不出所料,他们没有得到奥利弗父亲“老扑克脸”的祝福——“如果你现在娶她,我就让你活不过今天。”他吼道。
在他们自己置办的婚礼上,奥利弗和珍妮幸福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珍妮背诵着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的十四行诗:
当我俩的灵魂壮丽地挺立起来,
默默地,面对面,越来越靠拢,
直到那伸展的翅膀迸出了火星……
……在这里爱,爱上这天,
尽管昏暗的死亡,不停地在它的四周打转。
接着,奥利弗大声朗读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
……我把我的手给你!
我把比金钱更珍贵的爱给你,
我先于说教和法律把自己给你;
你会把你自己给我吗?
你会来和我同行吗?
我们会彼此忠诚至生命的尽头吗?
仪式结束后,他们开始思考自己作为丈夫和妻子的新身份。“珍妮,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他说道。“是啊,现在我可以当婊子了。”她打趣道。
随着奥利弗与专横父亲的疏远,他失去了对家族财产的继承权。这对夫妇搬进了一套廉价的公寓,勉强维持生计。尽管很穷,但他们非常幸福。尽管冲突不断(“该死的珍妮,为什么不滚出我的生活”),但他们的爱总是占上风。珍妮外出工作以支持奥利弗攻读哈佛法学院。他最终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并从事了法律评论工作。“我欠你太多了!”他承认。“不,”她回答,“你欠了我一切。”在故事的最后,珍妮说出了她最难忘的一句话:“爱就意味着永远不必说对不起。”
我们不会透露这个故事令人心碎的情节转折和最后的慰藉。我只想说,这个故事让人们对爱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感到震动而又心存感激。
那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爱?两人之间那种酸楚的、往往难以解释的亲密关系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一段亲密关系的动态?在亲密关系中,是什么导致了满足感或冲突?为什么有些关系幸福长久,而另一些却以失败而告终?更普遍地说,个人关系(与家庭成员、朋友和恋人的关系)与社会关系(与邻居、同事和陌生人的关系)有何不同?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一门充满生命力的关系科学(relationship science),但从历史上看,社会心理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后者(Lewandowski,Loving,Le,& Gleason,2011)。
虽然我们尝试在本章中解决前面几个问题,但我们的主要焦点将集中在一个简单的问题上:什么是亲密关系?在前人的文献中,基于行为来定义的亲密关系包括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因此,爱人、朋友和家庭成员通常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待在一起,分享各种各样的活动,并相互指导和保护。但是,亲密关系的认知意义是什么?
根据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1984)和美国社会心理学之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48)的观点,亚瑟和伊莱恩·阿伦(Arthur & Elaine Aron,1986)提出,人们与亲近之人的关系就像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说,他们倾向于把所爱之人等同于他们自己,在资源、态度和特质上将他人包含于自我之中。
首先,在亲密关系中,个体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自己的伴侣,就像分配给自己一样。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将把好处让给同伴或与其共同分享视为对自己的累积。一个人想将资源给予他人的原因在于他人是其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同样,在亲密关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为的态度与他对自己行为的态度相同。例如,个体能认识到他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当前情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恋爱关系中,基本不存在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即个体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将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内部特征;见第10章)。我们对他人态度的不同取决于对方是亲密的伴侣还是陌生人,这一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例如,被试对自己在某项实验室任务中表现的回忆要好于对陌生人表现的回忆,而对朋友或爱人表现的回忆成绩则与对自己表现的回忆相近(Brenner,1973)。另外,在亲密关系中,伴侣的特质更容易与自己的特质相混淆。因此,当亲密的人缺乏某一特质时说该特质能够描述自己,或当亲密的人拥有某种特质时说该特质描述不了自己,都是非常困难的,也需要更长的反应时。
阿伦、阿伦、都铎和纳尔逊(Aron,Aron,Tudor,& Nelson,1991)试图在关于资源、态度和特质的实验中检验上述三个主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描述他们第一个实验的方法和结果。然后,在“又怎么样了”部分中,更简要地描述第二个和第三个实验。
做了什么
在第一个实验中,阿伦等人(1991)采用了里布兰德(Liebrand,1984)首创的方法。他们比较了被试如何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分配金钱,他人分别为陌生人、友好的熟人或最好的朋友。
24名大学生参与了此次实验,他们被要求在电脑屏幕上做一系列选择,这些选择与给自己和他人分配金钱有关。例如,其中一个选项涉及(a)自己获得14.50美元和他人损失3.90美元;(b)自己获得16.00美元和他人损失7.50美元。因此,被试必须在上述或多或少对自己有利但要牺牲他人利益的结果中做出选择。每次选择之前都会有一句指导语,被试被要求想象另一方是陌生人、友好的熟人或最好的朋友,而另一方或是知道或是不知道他们的分配选择。被试在这六种可能的条件组合下的每一种中完成24次选择。例如,在想象他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且不知道分配结果时,完成一项含有24个试次的选择任务。
根据自我容纳他人(inclusion-of-other-in-self)方法的逻辑,阿伦等人(1991)预测,当他人为最好的朋友时,自我分配和他人分配之间的差异最小;当他人为陌生人时,差异最大;当他人为友好的熟人时,差异处于中等水平。他们进一步预测,被试认为的他人是否获知其分配选择不会影响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们所预测的分配模式只基于自我是否容纳他人,而不受对自我表现的担忧或希望以有利的分配换取某些东西的影响。用实验设计的术语来讲,他们不期待所操纵的关系亲密度(陌生人—熟人—朋友)会与对方对分配信息的了解(知道—不知道)发生交互作用(一种操纵引起的变化会因另一种操纵的变化而变化)。
上述的分配可能会给读者留下抽象或人为的印象。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假定的分配与实际的分配显著相关(Liebrand,1984)。这给了阿伦等人(1991)一些信心,即他们的结果可以推广到现实生活情境中(即所呈现的外部效度)。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研究人员开展后续研究,他们引导被试去相信自己将把现金分配给真实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信件披露分配的细节。在这个后续的实验中,“友好的熟人”条件被去掉,而更多地强调对方是否知道被试的分配选择。这个实验还对被试是否理解操作说明进行了检查。
同样,研究人员预测,当另一方为最好的朋友而不是陌生人时,被试分配给自己和他人的金额之间的差异会较小。
发现了什么
阿伦等人(1991)用了好几种方法分析他们的数据,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实验的因变量是被试分配给自己的钱减去分配给他人的钱,即他们分配钱时的自私指数而不是无私程度。通过分析,研究者们观测到了所预期的分配模式。具体来讲,自己与最好的朋友之间的分配差异最小,与友好的熟人的差异处于中等水平,而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最大。事实上,被试会将更多的钱分配给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不是他们自己——这种利他行为表明他们对亲密他人更感同身受(见第18章)。重要的是,在想象中的他人能否获知他们的选择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分配上的差异。因此,自我表现作为分配的一个影响因素就被有效地排除了(如图19-1所示)。
后续的研究涉及了真实的钱和人,结果出现了相似的模式,即自我—最好朋友的分配差异要比自我—陌生人的小。同样,这些结果也不受朋友或陌生人是否了解分配选择的影响。于是阿伦等人(1991)得出结论:“我们对待亲密他人,就好像他们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我们一样。”
又怎么样了
第一个实验的结果为深入了解亲密关系的认知含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对家庭成员、朋友或恋人的奖励与对自己的奖励一样重要。阿伦等人(1991)进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实验得出了互补的结论。

图19-1[1] 当被告知在每种亲密类型中他人是否知道分配细节时,被试在三种情况下额外分配给自己的钱
第二个实验采用了洛德(Lord,1980)首次使用的研究程序。被试面前的屏幕上显示了一系列具体的名词,每个名词持续呈现10秒。他们被要求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自己或目标他人与该名词互动的生动形象,这个目标他人要么是自己的母亲,要么是雪儿(Cher)[2]。在呈现新名词之前,被试被要求在20秒内写下对所形成形象的表述。当全部名词都呈现出来后,被试被意外地要求完成一项记忆任务——尽可能多地回忆并写下刚才呈现的名词(不考虑名词出现的顺序)。
在洛德(1980)此前的研究中,被试也被要求对具体名词进行反应,在脑海中形成与自己、自己的父亲或当时著名且备受尊敬的国际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有关的形象。被试对于那些与沃尔特·克朗凯特有关的名词回忆成绩最好,而对与自己有关的名词回忆成绩最差。但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研究表明,我们能够对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更好的回忆(Rogers,Kuiper,& Kirker,1977)。与被试父亲有关的名词的回忆成绩位于二者之间。这一结果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解释:与我们社会距离较远的他人可被视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现象学领域的一部分),而个体最熟悉的自我则被其看作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该领域是基础)。也许形成关于客观他人的生动形象(以及随后回忆起这些形象和相关的名词)要比形成关于自我的形象更容易。无论如何,阿伦等人(1991)在自己—母亲—雪儿的实验操作中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模式——被试回忆起了更多与雪儿相关的名词,而不是与母亲或自己相关的名词。
后续的研究使用了一名不太亲密的女性朋友或被试母亲的亲戚来代替雪儿,也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被试还被要求评价自己与母亲的亲密程度。正如预期的那样,他们在亲密程度上的评分与他们对与母亲相关名词的回忆和与自己相关名词的回忆的相似程度呈显著相关,这表明“自我容纳他人”并不是一种全或无的现象,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些不同研究的结果均表明,被试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亲密的他人。
阿伦等人(1991)的第三个实验利用了所谓的特殊性效应(distinctiveness effect)(Mueller,Thompson,& Dugan,1986),即被试描述自己的某种特质越慢,该特质对他们来说就越特殊。阿伦等人(1991)解释道,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中,伴侣的心理表征与自己的心理表征是重叠在一起的,因此当自我与他人不共享某种特质时(例如,该特质很独特),个体就会产生更多的困惑并需要更长的反应时。
为了验证他们的假设,阿伦等人(1991)让被试对一系列描述特质的形容词进行了评分,评价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自己、自己的配偶以及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随后,被试进行了一项注意力分散任务(这是一种认知干扰,使其忘掉之前的评分),紧接着完成了一系列限时的实验试次,即将这些形容词分配到“属于我”或“不属于我”的类别中。阿伦等人(1991)测量了被试对四组性格特质的反应时:(a)属于该被试及其配偶,但不属于比尔·科斯比;(b)不属于被试及其配偶,但属于比尔·科斯比;(c)属于被试和比尔·科斯比,但不属于其配偶;(d)属于其配偶和比尔·科斯比,但不属于被试。阿伦等人(1991)预测,在心理上将配偶容纳到自我中的被试,会对那些配偶与自己不同的性格特质产生更多的困惑(导致反应变慢)。然而,对比尔·科斯比(社会距离较远的人)的反应则与之不同,反应速度并不会变慢。
尽管前面的设计十分复杂,但是结果却很明确。被试在那些与配偶不同的性格特质上的反应最慢。当自己与配偶相同,或者当自己和配偶都与比尔·科斯比不同时,个体的反应相对较快。另外,在一项后续的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告知自己与配偶间的亲密度,结果发现,在那些自我与配偶不同的特质上,感知到的亲密度与反应时延长有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与自我—他人困惑之间的相关恰恰证实了阿伦等人(1991)的预测,并与前两个实验的结果类似。
这三个实验的结果吻合得很好。它们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爱是一个包容的过程—— 一个人在心理上把所爱之人融入自我之中。换句话说,对自我的心理表征与对亲密他人的心理表征相重叠。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或爱人是第二个自我!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意义进行过这样的实验研究。
回到西格尔(1970)笔下的爱情故事,阿伦等人(1991)的研究如何解释奥利弗与珍妮之间的爱情呢?这种亲密关系打破了认知界限。在珍妮和奥利弗的脑海中,自我与他人的区别随着他们的相爱而变得模糊,每个人都成了对方自我的延伸。两个人都不在意对方获得更多的资源,对方的任何益处都可能被视为对自己有利。此外,在认知和归因方面,行动者和观察者之间的典型差异,在珍妮和奥利弗的案例中可能已经消失了。他们不仅仅是在看着对方,他们觉得看到对方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甚至,他们很可能开始以相似的方式描述自己与伴侣——彼此的特征逐渐重叠成紧密融合的图式(心理结构),这将导致他们无法认识到他们性格特质之间的真实差异。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对他人性格特质的认识与该性格特质本身有什么关系?心理学先驱威廉·詹姆斯曾说:“每当两个人相遇时,虽然看起来只有两个人,但实际上存在六个人,包括:各自眼中的自己、各自眼中的对方和各自真实的自己。”事实上,我们很难获得对自己的准确认识(见第14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认识他人。然而,为了理解他人,人们会以自己为基础进行自我中心投射(egocentric projection)(Dunning,2012)。错误共识效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人们做某种奇怪行为的意愿(例如,在身上挂一块写有“我错了”的牌子)可以预测他们认为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也愿意这么做(Ross,Greene,& House,1977)。尽管阿伦等人并没有客观地评估被试的性格特质,也没有评估被试所认为的他人的性格特质,但“自我容纳他人”的说法似乎是合理的,即认为他人与自己相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自我中心投射的例子。
最后,认为自己与亲密他人不同也可能会导致认知失调(一种精神紧张或不安的状态;见第2章和第3章)。阿伦等人(1991)提出,自己与亲密他人之间的态度存在差异可能会导致认知失调,就像自己持有相反的态度可能会引起失调一样。因此,认知失调有时具有反映亲密关系的功能,能够反映自我容纳他人的程度。
后记
这本书中描述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陌生人是如何思考以及影响他人的。即便如此,人际关系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社会心理学家如今所研讨的主题包括人际关系中的吸引力、爱情、沟通、资源分配、嫉妒、冲突、冲突解决、满意度和承诺等。
人际关系领域的一个经典理论是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Kelley & Thibaut,1978,1959)。它将经济分析应用于人际关系中。据说人际关系负载了各种回报(爱情、地位、金钱、商品、服务和信息)和成本(时间、精力、金钱、压力、同一性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该理论的基本假设为,人们追求并维持回报高于成本的关系,因此,一个人可能会把他或她目前的关系与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嘿,我不习惯在一段关系中受到如此糟糕的对待。”或者“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爱了!”)。他或她也可能会比较当前关系与可能的替代关系哪一个有更高的回报(“是的,我是结婚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不能让那个一直控制我的人滚出去!”)。
社会交换理论有助于解释所谓的匹配原则(matching principle)(Berscheid,Dion,Walster,& Walster,1971):人们倾向于选择外貌相似的伴侣(更不用说年龄、身高、智力、教育、社会背景、宗教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了)。人们通常知道自己的“市值”(market value)——他们的长相、性格和社会地位能在人际关系市场上置换到什么。一个帅呆了的人不会跟一个长得像土豆的人在一起[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瑞典女演员艾丽西娅·维坎德(Alicia Vikander)从来不回复我的邮件] 。社会交换理论还有助于解释最小利益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interest):对一段关系最不感兴趣的一方拥有最大的权力(Waller,1938)。这样的人能够在一段关系中发号施令,提出要求(“别再喝酒了,找份工作或者干点别的!”),因为他或她更有可能离开,并在别处找到更有价值的关系。一般来说,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关注关系的结果——收益和损失,并寻求性价比高的关系,而关系是一种“明码标价”的商品,是一种可以投资的股票。
然而,经济隐喻能完全解释人际关系吗?社会关系(与相对陌生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与个人关系(与家人、朋友和爱人之间的关系)运作的方式不同?克拉克和米尔斯(Clark & Mills,1979,1993)主张对交换性关系和共享性关系进行关键的区分。在交换性关系中,以同等的价值交换利益是恰当的——“邻居们把他们的工具借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请他们过来吃晚饭。”然而,在共享性关系中,根据需要来提供利益才是适当的——“亲家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应该多请他们过来吃饭,帮助他们照看孙子,直到情况有所好转。”换句话说,交换性关系一直是互惠互利的,而共享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不是这样的。在交换性关系中,人人都在寻求平等——每个人在一段关系中所给予的应该与他所得到的相符。因此,当一个人付出较多而其他人回馈较少时,他离开这段关系的概率就会较大。然而,在共享性关系中,个体会针对所爱之人的需求提供情感或其他形式的支持,这是一种真正的关怀且不计成本(见第18章)。
这种交换性—共享性的区分有什么现实意义?克拉克和米尔斯(1979)认为,尽管严格互惠是受欢迎的,可以增强交换性关系的吸引力,但这种行为会降低共享性关系的吸引力。克拉克、米尔斯和鲍威尔(Clark,Mills,& Powell,1986;Clark,Mills,& Corcoran,1989)也发现,交换性关系中的成员关心公平,监控自己与同伴对共同任务的投入,而共享性关系中的成员更关注他人的需求。最后,克拉克和塔拉班(Clark & Taraban,1991)发现,交换性关系中的个体倾向于谈论非情感性的话题,而共享性关系中的个体则更愿意谈论情感性的话题(当这些规范被违反时,问题就会出现;见第1章)。阿伦等人(1991)在本章中所做的研究很重要,因为该研究首次探索了共享性关系下的认知结果。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爱情被诗人和哲学家(几乎所有人)思考了数千年,但针对爱情的科学研究(更不用说实验了)才刚刚进行了几十年。在这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对爱情和亲密关系了解到了什么?答案是了解了很多,尽管在这里我们仅提及一小部分。一项有趣的研究关注了爱情的组成成分。根据斯腾伯格(Sternberg,1986)的观点,爱的形状就像一个三角形,每条边代表着一个重要成分:激情(强烈渴望与对方结合)、亲密(与对方沟通的广度和深度)和承诺(坚持与对方保持关系的决心)。三种成分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被或多或少地强调(三角形每条边的长度都可以改变),这样就会产生无数种可能的三角恋(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三角恋”)。此外,不同成分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爱,就像红绿蓝三原色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额外的颜色一样。只包含亲密的关系被称为“喜欢”(liking);只包含激情的关系被称为“迷恋”(infatuation);只有承诺的爱被称为“空洞的爱”(empty love)。然后是各种组合,有亲密和激情但没有承诺的爱被称为“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有亲密和承诺但没有激情的爱被称为“同伴的爱”(companionate love);有激情和承诺但没有亲密的爱被称为“愚蠢的爱”(fatuous love)(就是英文字面意思);最后一种是包含了所有三种成分的爱——“完美的爱”(consummate love)。如果你爱上了某人,那你可能想要阅读更多关于这些类型的书,并思考自己的类型。在虚构的奥利弗和珍妮的例子中,爱情的这三种成分都有体现。这个故事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可能就在于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完美的综合体。顺便说一句,虽然在短时间内实现完美的爱很容易,但要想长时间维持它则很困难。关系满意度通常会随岁月的流逝而下降(Kurdek,1998),尽管如此,仍有三分之一的长期相处的伴侣表示依旧爱着对方(O’Leary,Acevedo,Aron,Huddy,& Mashek,2012)。
李(Lee,1973)及其后的亨德里克等人(Hendrick & Hendrick,1986)的爱情理论是另一种引发了大量研究并得到大量实证支持的爱情理论。在对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成年人进行调查后(请记住这里可能存在文化偏见),李区分了六种不同风格的爱:情欲之爱(eros)、依附之爱(mania)、友谊之爱(storge)、现实之爱(pragma)、利他之爱(agape)、游戏之爱(ludus)。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这些爱情风格的独特组合。亨德里克等人(1986)认为,这些风格更多的是一种随时间而变化的态度,而不是固定的特质。此外,不同的恋爱对象和其他情境的限制也会导致一个人的爱情风格不同。亨德里克等人(1986)的《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s Scale)可以帮助确定一个人的爱情风格。
我们可以从奥利弗和珍妮身上看到这六种爱情风格的表达,以及两人之间的差异。奥利弗和珍妮表现出的不同爱情风格,也许符合爱情风格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Hendrick & Hendrick,1995)。或许,他们对待爱情的方式也折射出了当时的主流文化(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
社会心理学家还为爱情和人际关系提供了许多其他的见解,现在有很多专门的期刊和书籍致力于探讨关系科学,然而,更多的还是要从生活中去探索爱与关系。
启示
爱一个人就意味着,在所有事情上将其容纳到自我当中。这涉及对爱人的感知和态度,尤其是在分配资源时,我们会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另一半。
你怎么想
进化是否塑造了爱的本质,包括使男人和女人的爱的方式不同?例如,为什么接受约会邀请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多,而接受一夜情邀请的女性却少得多(例如,Clark & Hatfield,1989)?
注释
[1]图19-1中的纵坐标为自私指数,分数越高表示越自私。——译者注
[2]雪儿是美国著名的歌手和演员,曾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译者注
第20章 眼睛快于思维:相信先于质疑
人是一种轻信的动物,必须得相信点什么;如果这种信仰没有什么好的依据,糟糕的依据也能对付。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
背景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一些内容所激惹,如电视广播里的广告、研究报告、政治言论、法庭证词、无意中听到的谣言或面对面的评价。还有人想说服甚至欺骗我们相信某种想法、某个人或是某件产品。有人假设我们对这些不同的说服策略的反应是在接受或拒绝它们之前进行评估。事实果真如此吗?根据吉尔伯特(Gilbert,1992)的观点,不管信息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在第一次接触时都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他们会相信所了解到的任何东西。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可能会逐渐质疑它们。
吉尔伯特(1992)对人们理解某种陈述并评估其可信度(truth value,即视为真实而接受或视为假象而拒绝)的先后顺序很感兴趣。一般的常识性假设是,人们会先理解某种陈述的含义再判断其真假。吉尔伯特把这种观点追溯到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他因设计出促成解析几何发展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而闻名。笛卡尔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认识论问题,即什么(如果有的话)是可以确定的。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存在吗?他的回答是:“我思故我在。”(笑话一则:某天,笛卡尔睡到中午才醒来,宿醉得很厉害。头痛的他走进附近一家饭店,服务员问他是否要像往常一样来瓶酒。他高声回答说:“我不想。”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吉尔伯特对笛卡尔的假设持怀疑态度。笛卡尔认为,某种陈述的真实性,只有在它被理解之后才能被评估出来;而吉尔伯特更赞同由与笛卡尔同时代的荷兰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提出的另一种信念模型。斯宾诺莎认为,理解离不开接受。更具体地说,我们一开始会接受所见闻的一切;然而,我们可能会在之后的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意识到最初接受的内容存在可疑之处,然后才可能会拒绝部分或全部内容。迄今为止,我们将这种令人惊讶(如果不是看似荒谬)的想法称为吉尔伯特—斯宾诺莎假设(Gilbert-On-Spinoza Hypothesis,GOSH)。请思考:在图示(而非口头陈述)条件下,我们不会区分理解与接受,它们是一样的。我们会自动地看到一些事物,并且几乎总是相信它们。这也符合常识,就像人们常说的“眼见为实”“亲眼所见”。或者,正如著名棒球运动员尤吉·贝拉(Yogi Berra)曾打趣地说的:“只要你看,你就能见到很多东西。”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比如,在面临危险时,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会冷静地花时间权衡那些支持或反对某种信念的证据,如百米之外的老虎是真老虎(而不是纸做的)。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相信那是真老虎并火速跑开,就会有更大的生存机会。最早的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定面临过许多危及生命的情境,因此进化的优势就在于发展出快速且相对不加评判的感知系统。毕竟,逃离两个身穿老虎道具服的喜剧演员并不会造成什么身体伤害。
然而,视觉感知与言语加工之间存在巨大的概念差异。单凭类比并不能证明理解言语陈述与相信并接受它为真是一回事,我们需要进行实验研究来区分笛卡尔假设和斯宾诺莎假设的可能性。
这两种模型的预测存在巨大差异。斯宾诺莎模型认为,如果我们在听到某种完整的陈述时自发地接受了它,并在之后没有机会仔细审视它,那么该陈述就会被真正地接受,而我们就面临着被其误导的风险;相反,常识性的笛卡尔模型却预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它的假设是,在权衡正反两方面证据并理解某种陈述之前,我们会推迟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它。两位哲学家的不同预测给了吉尔伯特、塔法罗迪(Tafarodi)和马龙(Malone)(1993)区分这两种模型所需的线索。
做了什么
研究者需要两样东西:其一,亦真亦假的陈述;其二,干扰人们加工这些陈述的程序。在众多收集亦真亦假陈述的方法中,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从现实世界中收集事实并扭曲其中的部分内容。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是与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的三个法西斯国家”是真的;而“墨西哥的首都是马德里”是假的。这些陈述的可信度取决于人们从老师那里或书本中学到的知识,然而,它们对检验GOSH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GOSH主要涉及的是对更一般的信息或新陈述的加工。
为了避免熟知的事实,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利用虚构的概念编造出一些“事实”,如“格里博[1](greebles)会吃绿豆”。接着,被试会被告知这些陈述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在Zorg行星或其他虚构场景中使用这些奇怪的词可能是合理的)。心理学家在实验中使用虚构刺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例如,艾宾浩斯(Ebbinghaus,1885/1964)在其对记忆和遗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就使用过所谓的无意义音节。
不过,吉尔伯特等人(1993)也不喜欢这些虚构的陈述,他们想要的是那种一旦被接受就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陈述(毕竟,关于格里博的陈述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除非某人碰巧是格里博)。比如,在陪审团的审判中,虚假证词对被告来说往往要么有利,要么不利;这些证词内容会影响裁决结果,导致罪名成立或不成立。如果被告被判有罪,证词还可能影响量刑。这些都是严重的后果。
原文中有三项研究,为简明起见,本文只详述第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要求71名女大学生大声朗读两份相互独立的犯罪报告,这些报告均以文本形式一行一行地呈现在电脑屏幕中央。其中一份报告是关于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子,他被指控抢劫了一个让他搭车的陌生人。另一份报告是关于一位名叫凯文的男子,他被指控抢劫了一家便利店。每份报告都包含真实陈述(以黑色显示)和虚假陈述(以红色显示)。研究者告知被试,红色的陈述是假的,这些内容是从无关的警员报告中得到的细节信息,它们与事实混淆在一起,就像在审判期间假证词经常与真证词混在一起一样。被试的任务是分析犯罪报告,扮演初审法官的角色并确定两名被告各自的刑期。
这项实验的精妙之处在于,在一半的试次中,第一轮审判里的虚假证词对被告有利,第二轮审判里的虚假证词对被告不利。换句话说,虚假证词使第一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不太严重,而使第二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相当严重。在另一半的试次中,虚假证词以相反的顺序出现,即使第一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更严重,而使第二轮审判中被告的罪行看起来不太严重。这种平衡确保了实验结果不能归因于两种犯罪行为之间的差异,因为得到的任何结果都是针对这两种犯罪行为的平均值。
为了检验GOSH,还需要操纵另一个自变量——是否在被试阅读犯罪报告时增加干扰,即是否分散被试加工犯罪报告时的注意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其中一种条件下,被试在阅读犯罪报告时还要执行数字搜索任务。在文本的正下方会出现一串蓝色数字,被试需要在看到数字5时按下某个反应键,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没有数字搜索任务,被试可以将所有认知资源都集中在那些包含红色虚假陈述的描述两项罪行的相关证词上。因此,这是一个2×2的实验设计:虚假陈述对被告有利/不利vs被试阅读这些陈述时分心/集中精神。
在阅读完两份犯罪报告后,被试被要求对每位被告判处0到20年不等的监禁。这个结果正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因变量,尽管他们还收集了其他数据,如被试对每名嫌疑人的可爱程度和危险程度的评价。
吉尔伯特等人假设,增加数字搜索任务将使被试难以拒绝他们最初接受的虚假陈述(即更倾向于相信虚假陈述的内容)。因此,他们将继续把这些虚假陈述当成真的并接受它们,这会使其做出的判决结果产生偏差;在这种分心条件下,对被告有利的虚假陈述可能会引发更多轻判的结果,而对被告不利的虚假陈述则会引发更多重判的结果。然而,在没有分心刺激(数字搜索任务)的条件下,即使虚假陈述对判决结果有影响,也会很微弱,因为被试可适度拒绝或忽略这些虚假陈述。
发现了什么
研究发现如下:当虚假陈述使犯罪情节看起来不太严重时,分心条件下的被试裁定了更短的监禁刑期(平均约6年),而当虚假陈述使犯罪情节看起来更严重时,被试裁定了更长的刑期(平均约11年)。请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下,刑期几乎是前者的两倍。然而,当被试没有被数字搜索任务所累时,虚假陈述对他们所做判决的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别是大约6年与7年,如图20-1所示)。被试对嫌疑人的可爱程度和危险程度的评分也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对被告有利的虚假陈述使他们看上去“更可爱,没那么危险”,而对被告不利的虚假陈述则使他们“不太可爱,更危险”;但是,只有当被试受到数字搜索任务干扰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之,上述结果表明,在被数字搜索任务所累的条件下,被试更倾向于认为很多虚假陈述都是真的。显然,他们最初是相信这些陈述中的大部分内容的,并且没有什么机会质疑它们。

图20-1[2] 在分心/不分心条件下阅读含有/不含有免罪信息的虚假陈述材料后,被试为被告裁定的刑期(年)
在这一点上,敏锐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也许数字搜索任务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干扰被试质疑这些虚假陈述,而更可能是混淆了陈述的真假。这可能才是出现上述结果模式的原因。具体来说,如果加重罪行的虚假陈述比真实陈述更负面,那么被试对被告的整体印象就会更消极;同样,如果减轻罪行的虚假陈述比真实陈述更正面,那么被试对被告的整体印象就会更积极。吉尔伯特等人(1993)也严谨地探讨了这种可能的解释。为了检验该解释是否有效,他们在实验结束后又进行了一项精妙的再认测验。被试被要求指出他们之前看到的陈述是否为真。如果被试只是被数字搜索任务搞糊涂了,那他们错以为真的虚假陈述会与错以为假的真实陈述一样多,但是,如果数字搜索任务使其无法质疑虚假信息,那么他们只会将虚假陈述误认为是真实陈述。研究者观察到的再认结果恰恰是后面这种不对称的模式,即与GOSH所预测的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等人(1993)进行的第二项实验的结果,这项实验侧重于探讨虚假陈述影响的持久性。20分钟后进行的再认测验的结果显示,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有54%的虚假陈述被判断为真;与之相反,当没有数字干扰时,虚假陈述中只有29%被判断为真。可见,在干扰条件下,虚假陈述被误判为真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相比之下,无论有没有干扰,真实陈述都很少被误认为是假的,两种条件下的误判比例分别只有4%与5%。
吉尔伯特等人(1993)的研究从重新审视一场尚未解决的关于信仰本质的哲学辩论开始。他们制定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假设:“接受……可能是一种被动的、必然状态,而拒绝可能是一种主动的操作,它可撤销最初的被动接受(Gilbert et al.,1993,p.222)。”此后,在一系列精妙的实验中,研究者通过实验性地操纵被试的认知负荷(即是否同时执行另一项任务)来操纵他们用来进行信息加工的认知资源。正如我们所见,这使他们能够检验“拒绝”是否确实是一种会受到干扰、需要有意付出努力的行为。他们十分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使他们敢于下结论说:“人们确实有权赞同、拒绝或延缓自己的判断,但只有在先相信呈现出的信息之后才会这么做(Gilbert et al.,1993,p.230)。”
又怎么样了
有人可能会轻视甚至嘲笑研究者在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立场之间的争辩,认为这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故作姿态,然而,吉尔伯特的数据绝非微不足道。我们认为,即便是细节烦琐、时程较短的实验室情境,也可以很好地映射到不可控的现实世界。要想实现从实验室到现实生活的跨越,人们需要意识到重要事件也可以在现实中迅速发生。在某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之前,他可能会无意中听到某种言论。事实上,作者的一位同事就曾将这种手段用于政治目的。他不喜欢当时还是纽约市长候选人的约翰·林赛(John Lindsay),于是,他安排了一些持有相似政见的学生,在地铁车厢里站在目标人物旁不断聊天。就在车到站之前,其中一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说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林塞的丑闻?手下的人监守自盗,他看到了也不说出来!”当地铁到站停车后,拥挤的人群上上下下,这种分心刺激会干扰目标人物质疑的能力。除此之外,在每个领域都有人容易上当受骗,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心来拒绝即将接收到的信息。
在现实世界中,GOSH效应不亚于一种系统公式,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远离谎言,还是公众应对大量虚假信息的一剂良药。许多地方都流传着数量惊人的错误信念(Gilovich,1993;Schermer,1997)。除了公众容易受到个别错误信息的侵害之外,还存在一种污染井效应(polluted well effect),即流传的虚假言论污染了公众舆论之井。比如,人们会传达从闲聊中获取的医学建议,例如宣称每天喝八杯水对健康有益,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或者是有人发送了一封经过粉饰的电子邮件,有人在商务午宴上讲了露骨的笑话,抑或是有人向当地报纸的编辑报告了一些传闻。然后第二层信息媒介把看似有趣的内容保留并传播出去,而它们在传播信息时通常不会透露其来源。此后是第三层、第四层信息媒介的传播,以此类推。最后,某种言论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然而,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原始出处。信息经过几代传递,想要追溯出处已变得非常困难,而且似乎也没有人会在乎其真实来源。当某条信息以不同的渠道传播时,它会携带比原有内容更多的信息,所以当人们接触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其中可能有偏见或不可靠的部分就会被一并接收。如果信息来自意识形态的范畴,那人们就不能合理地归咎于传播者的偏见(除非他对所有可用的来源都持有“成熟”的阴谋论)。污染井效应并非严格意义上的GOSH效应,然而,它们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没有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消息都会被假定为真。让我们来看一些生动形象的例子。
美好的旧时光。显然,在过去的40年里,学校中的问题行为越来越严重。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教师们列出了学校里最严重的三种问题行为:在走廊里奔跑、嚼口香糖和制造太多噪音。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最严重的三个问题是吸毒、怀孕和强奸。在一次调查中,奥尼尔(O’Neill,1999)锁定了“学校问题传奇”调查的发起者。你也许猜到了,其实,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上述差异。那些结论是由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的一位名叫T.卡伦·戴维斯(T.Cullen Davis)的人编造出来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宗教激进主义者。为了为自己关于道德堕落的观点辩护,此人声称自己一对一地访谈了学校教师,正是这些记得50年代校园有多美好的教师们告诉他90年代的校园有多糟糕(关于回溯记忆陷阱的讨论,见第21章)。寻找这位戴维斯先生的工作量很大,奥尼尔把它比作剥了个一百万层的洋葱。
爱,被证明的爱!你是否听说过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了英语中最具说服力的12个单词:爱(love)、美(beauty)、证明(proven)等?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耶鲁大学交流和态度改变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每两个月左右就会收到一封信,询问是谁在主持这项研究,以及我们是否有数据。在此期间,这项研究的结果频频出现在航空杂志及其他出版物中。作为耶鲁大学项目的成员,我记得其他成员向他们认识的每个人都打听过这项研究的主持者是谁。这听起来像是一件浪费时间的傻事,因为无论怎么打听,都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与耶鲁大学有关的人做过那种研究。我们怀疑这是麦迪逊大道项目(Madison Avenue project)[3],也许,一个曾经是耶鲁大学本科生的研究助理为这个“研究故事”赋予了具有误导性的耶鲁式背书吧。
是你的电梯还是我的电梯? 1976年11月,从纽约到蒙特利尔的大范围区域出现电力中断,这给曼哈顿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黑暗的电梯里,悬在楼层之间。黑暗中,数以千计的人勇敢地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然而,到了外面之后,他们却发现连路灯都熄灭了。如果说在黑暗中穿行在曼哈顿的街道上是一种冒险,那么通过布鲁克林或皇后区的大桥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那些没被困在电梯里的人大多待在路边,直到几个小时恢复供电。等到第二天早上供电恢复正常时,人们都开始谈论大家在停电的几个小时中做了些什么。九个月后,一名当地记者声称自己在纽约一家大医院的产科病房里看到了大量的医疗活动。于是,他向一位路过的护士核实了医院当天的出生人数,还打电话给纽约市的其他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他均被告知当天的出生人数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报纸随后刊登了他所说的证据,证明在停电那晚,大部分男女做了男人和女人在漫漫长夜里很容易做的事情。许多文章和杂志都接受了这个故事,它也通过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几年后,几乎所有听说过停电事件的人都认为,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性行为的增加。
对这个问题稍加思考就会产生一些疑问,那些被困在电梯中的人不太可能认可某对或多对夫妇正在地板上发生性行为。想象一下遭遇停电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吧!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家;他们担心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却无法联系到他们;他们甚至还没吃饭,等等。与此同时,在家中的夫妻突然陷入黑暗,比起性欲,他们可能会更担心电池、蜡烛和断电的冰箱。事实上,那名记者报道的数据受到一种鲜为人知的工作程序的影响,即医院的分娩数据(包括剖宫产)每周交付一次,由于周六日医生休息,分娩数据会在周一达到峰值。因此,就算这名记者在一周后或更早之前,又或是三周、七周后的这天(周一)发送医院的生产数据,其得到的结果总是一样的高。而人类的妊娠期与停电这事儿无关。后来,阿贝尔森(Abelson,1995)进一步讨论了这个例子。
后记
人们不仅会被别人的虚假言论欺骗,也会自己欺骗自己。考虑一下有意将手表或时钟调快几分钟的常见做法。依据严格的逻辑,这种做法很荒谬,因为人们明知道计时器快了。然而,设定时间的人会巧妙地利用表面信息的诱导性。当低头看时间时,一个人会下意识地觉得手表显示的虚假时间是真的,而这会促使他赶紧去赴约。
与此类似,一个更令人困惑的例子是夏令时(daylight savings time)[4]。显然时间并没有被节省下来,光照时间只是沿着任意时钟的刻度向上移动了。夏令时的想法是让春天和夏天的漫长白天看起来更长。假设日落时间是晚上7点,那人们可以通过把晚上7点叫作8点来延长表面上的夜晚,这样做能够使太阳落山的时间看起来更晚。全国各地所有被调整的时钟都告诉人们,现在是晚上8点,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在过去常常被称为晚上7点。这种改变等同于社会群体合谋,即共同推动人们相信一个虚构的事实:夜晚比地球和太阳所规定的时间要长。
另一个社会群体合谋的例子来自耶鲁大学的教职工,相传他们会定期组团玩扑克牌。在这种扑克游戏中,赌注的大小基本上没有限制。每一局赢得或输掉的金额通常在100到200美元之间,他们想尽办法减少让人难以接受的大额输赢来维持玩家们对游戏的热情,然而,所有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有人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而且真的奏效了。赌注被赋予了双倍值,玩家的每10美元真钱可获得价值20美元的筹码,在比赛结束时,每20美元筹码可兑换10美元。游戏的其他规则保持不变。
从逻辑上看,这种倍增—减半策略并无意义。所有玩家都知道,当他们用廉价的筹码下注50美元时,他们实际上只赌了25美元。那么,为什么以1兑2的方法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呢?好吧,当一名玩家说“我下注50美元”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赌注,尽管实际上它只值25美元。但是,正如GOSH所预测的那样,他的话是被根据字面意思理解的。最终的结果是,最大的赢家得到的钱和最大的输家损失的钱都更少。很多人尝试解释这种看似幼稚的自欺欺人,吉尔伯特的实验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除非进一步反思赌注膨胀的价值,否则其表面价值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然而,玩家们太过于沉迷游戏,以至于在每次下注时都不会注意到赌注的虚假表面价值。赌注膨胀效应可能不理性,但的确有效。
还有许多其他现象也依赖于刺激的鲜明特征来使人们上当。经济学家对货币错觉(money illusion)感到困惑(Levin,Farone,& McGraw,1981),即在决策情境中,所涉及的货币面值比其他可能更重要的因素还要重要。货币错觉的典型例子是,大多数工人宁愿在通货膨胀率为7%的情况下每月涨100美元工资,也不愿在通货膨胀率为1%的情况下每月涨50美元。前者其实并不理性,因为实际工资的增长仅有3%,而后者则有4%。这并不是一个GOSH效应的完美案例,但它的广泛意义在于,人们往往只关注加薪的数额,而忽视背后的通胀因素。
我们认为,除非有某些因素警告人们,否则在某种情境下以最简方式行事的准则具有很大的心理共性。除非有理由质疑,否则人们往往会相信他们的所见所闻。当缺乏对立或冲突的信息时,人们往往会接受第一印象。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对未分类的任何刺激的标准反应被称为默认值。我们认为,人们对情境也有类似的默认反应,并且会在一般情况下使用这种默认值,覆盖默认值需要个体进行主动的认知加工。这种概括性的描述涉及上述所有案例。也就是说,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信息后,人们的默认反应就是接受它们,而后续的拒绝则需要人们主动地覆盖默认值。
那么什么能让一个人拒绝他原本会接受的信息呢?一种可能性在于那个人本身就倾向于拒绝某种信息。吉尔伯特等人(1993)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它的确值得思考。人们常常会说:“我不相信那个人说的话。”例如,在美国纽黑文市的校车公开会议上,当一名当地的自由派牧师来到麦克风前对校车计划表示支持时,观众席里有位女士嘀咕道:“他知道什么?他又没有孩子!”这种抗拒最常见于有关领土、意识形态、权利或道德的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会把对方的观点视为严重的误导甚至是谎言,并明确告知对方。观察研究和实验研究均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消极的说服,双方都会越来越远离对方的立场(Abelson & Miller,1967)。
如果在交流前就存在抵触情绪,那么人们似乎立即就会出现拒绝反应,这与GOSH假设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也不尽然,预备抵抗的人无须立即行动。事实上,有一些实验证据可以证明延迟抵抗现象的存在。麦克雨果、兰泽塔和布什(McHugo,Lanzetta,& Bush,1991)从政治演说中选取了富有情绪性的视频片段,然后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评价。他们发现,被试普遍倾向于模仿演讲者的情绪,特别是恐惧或愤怒情绪。当视频中的候选人皱眉或看上去忧心忡忡时,观众的脸上也会立刻出现忧虑的表情。一般来说,被试在观看演讲视频时对自己感受的评分与他们的表情一致,然而,有一处奇怪的例外。当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言安抚观众时,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自发地表现出了回声效应(echo effect),即他们看起来都感到很欣慰,也很放松,许多人还展露出了笑容。然而,就在几秒钟后,民主党人却将自己的感受评定为消极,而非放松和宽慰。他们好像对任何一张笑脸都会忍不住报之以微笑,但随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着里根微笑,他可是民主党的敌人啊!他们一定会对自己说:“呀!为什么我会对着那家伙微笑?”于是,他们“重新获得”了自我控制,并报告了负面的情绪体验,正如GOSH所预测的那样。
启示
尽管从常识上看,只有在理解某条信息后,我们才会做出相信或不相信它的判断。但研究表明,一开始,相信会与理解同时发生,只有具备足够的认知资源和动机,质疑才会随之而来。
你怎么想
你能想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符合GOSH效应的例子吗?别人是否用这种效应愚弄过你,或者你是否用它愚弄过别人,又或者你用它欺骗过你自己吗?
注释
[1]格里博是加拿大研究者伊莎贝尔·高蒂尔(Isabel Gauthier)为研究视觉识别而创造的类似小动物的虚拟形象。——译者注
[2]图20-1中的纵坐标为被告的刑期(年),值越大表示刑期越长。——译者注
[3]麦迪逊大道项目诞生于一项关于广告行业缺乏非裔美国人高管的著名研究,它指某个环境中缺乏多样性。——译者注
[4]“daylight savings time”直译为“日光节约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做法。——译者注
第21章 虚构的记忆:现在重构过去
即使是最可信的自传,也不太可能反映一个人过去的样子,而更可能反映的是他现在的样子。
福恩·M.布罗迪(Fawn M.Brodie,1915—1981)
美国传记作家
背景
为了为学习本章做好准备,请先尝试下面的自传回忆练习。仔细检索你的记忆并从久远的过去当中找到一个记忆片段。接下来,尝试回忆那时发生了什么,越清晰具体越好,要特别注意那些视觉细节信息。在阅读下一段文字之前,请先花点时间做这个练习。
完成这个练习了吗?现在,再一次回顾整个记忆片段,用你的心灵之眼注视它,告诉我你到底看到了什么?虽然图像可能很模糊,场景也不连贯,但一个奇怪的事实可能是显而易见的:你的回忆可能不像你头上的“照相机”所记录的视觉图像;相反,与电影制作手法类似,你记忆中的事件可能是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的。你可能把自己描绘成了场景的一部分(Negro & Neisser,1983)。
这种不可思议的记忆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令人惊讶且重要的观点:记忆不仅能够被检索,还能够被重构。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的记忆一旦被妥善存储,就能如实地从头脑中检索出来,就像从磁盘中提取电脑文件一样。在当今的高科技文化中,持有这种观点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种类比是错误的,人们检索出来的记忆信息往往因他们所处的心理状态而有所偏差。对于人类记忆运作的一个更恰当的类比(在高科技文化下)也许是,它是一个奇特的文字处理器,每次打开记忆文档时都会重新编辑文档中的内容。
有几种因素会导致记忆重构不可靠。以情绪为例,如果人们回忆信息时的情绪与学习信息时的情绪类似,那他们就能更好地回忆起信息(Clore,Schwartz,& Conway,1994)。人们的大脑会根据当前的情绪状态来选择一些记忆信息,而忽略其他记忆信息。这种倾向在抑郁症患者身上也很明显,他们的情绪在一天中经常变化。与悲伤时相比,他们在快乐时能回忆起更多愉快的记忆,而较少回忆起不愉快的记忆(Clark & Teasdale,1982)。
个体对曾经持有的观点的记忆,为说明现在如何重新诠释过去提供了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一项实验中(Goethals & Reckman,1973),研究者首先对高中生实施了问卷测量,然后根据回答将其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赞成贫穷的黑人儿童去更好的学校上学,而另一组则反对他们去更好的学校上学(那时,这是一项有争议的提议,目的是在课堂上更好地实现种族融合)。几天后,在一个不同的情境下,研究者根据学生是支持还是反对将他们分成了两个讨论组。在每一组中,讨论都是由一名受人尊敬的高年级学生主导的,而这名所谓的高年级学生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同伙。他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反驳该组成员的意见。可以预见的是,这场讨论会促使学生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然而,实验的关键部分是之后的4到14天,研究者要求所有学生再次填写之前的问卷,并要求他们用上次的答案作答。为了确保学生有很强的动机去准确回忆他们的初始观点,研究者声称他将仔细检查学生两次填写的问卷的一致性。然而,学生对自己观点的回忆却被扭曲了,他们错误地记得他们最初的观点与新获得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项研究的作者用认知失调理论来解释这些结果(Festinger & Carlsmith,1959;见本书第2章),即被试受所持有的观点应保持一致的动机的驱使,不愿得出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改变了的结论。然而,针对该研究结果还可以进行非动机性的解释。被试可能基于他们自身的观点仅会在很小程度上改变的错误理论,以当前的观点为参照重构了自己之前的观点(Ross,1989)。无论做何种解释,个体观点的回溯性改变似乎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例如,一项为期九年的大型研究发现,人们当前的政治态度与他们记得的自己过去的态度更相关,而非过去实际持有的态度(Marcus,1986)。
这样的发现给人一种奥威尔式的感受。然而,至少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具有煽动性的书籍《1984》中的人物知道,一场针对他们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正在展开。相比之下,我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头脑也在编辑和篡改我们的个人史(Greenwald,1980)。如果你读了第14章,那人们对这些心理动态的无知就不应使你感到惊讶。那一章中的研究综述表明,关于心理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运作影响因素的直觉理论并不可靠。我们不应该期待回忆过程能够对记忆是如何产生的或过去记忆的真实性有多好的洞察。
实验社会心理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证明人们的直觉理论会使人产生回忆偏差。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实验社会心理学家需要对三个方面进行评估:(a)人们关于心智的直觉理论;(b)直觉理论所涉及的事件;(c)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为了满足这些要求,麦克法兰、罗斯和德库维尔(McFarland,Ross,& DeCourville,1993)选择了一种看起来可能很奇怪的现象:月经。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月经会对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Brooksunn & Rubber,1986)。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最近被美国精神病学会称为经前焦虑障碍(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的名字家喻户晓,其包括从非常想吃巧克力到想杀人等一系列症状,月经周期结束时的黄体酮激素水平下降会引发这些症状。人们普遍认为经前综合征是一个科学事实,因为它经常被媒体评论员严肃地讨论,而且也是自助书籍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许多读者在得知支持经前综合征的证据非常少时都会感到惊讶不已。许多研究都未能证实被试的心理症状在月经周期内有任何系统性的变化(Klebanov & Ruble,1994;Romans,Clarkson,Einstein,Petrovic,& Stewart,2012)。的确,与其说经前综合征是一种真正的医学病症,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迷思。它被看作一种解释女性痛苦的方式,根据“女性在情感和生理上脆弱”的假定(Tavris,1992)。(为了避免读者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男性的偏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主题的很多相关研究都出自女性之手。)
为了证明记忆是由直觉理论塑造的,月经是一个理想的选择。首先,它与一种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有关;其次,月经发生时的真实情况可以通过每日自我报告的心理和身体症状来评估;最后,相应的对月经症状的记忆可以通过回溯性的自我报告来评估。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还做了三个具体的预测。首先,他们预测被试对痛经的直觉理论是由消极的文化刻板印象所塑造的,与她们月经期的实际体验并不符;其次,他们预测女性对痛经的直觉理论会导致她们将自己的月经症状回忆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最后,研究者预测,女性越相信这些直觉理论,对月经症状的回忆偏差就越大。
做了什么
65名加拿大女性参与了这项研究,她们大多数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研究者要求她们完成《月经症状量表》(Menstrual Distress Questionnaire, MDQ)中的一组题目(Moos,1968),以评估其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的性质和强度。这些题目关注的是被试认为她们在月经期易受影响的三类症状: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每类症状又包括六种特定症状,被试被要求对这18种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定,评定范围是从“无症状”到“急性失能症状”。研究者假设,MDQ的题目反映的是对痛经的直觉理论而非真实体验,这一假设得到了两项研究结果的支持。首先,痛经的MDQ评分和每日自我报告的心理和身体症状分数的相关较低(Ascher-Svanum,1982;也可见Hawes & Oei,1992)。其次,月经开始前的MDQ分数与月经结束后的MDQ分数类似(Clarke & Ruble,1978)。为了避免被试产生怀疑,她们被安排在其余的研究程序结束大约两周后填写MDQ。
为了评估月经期内的实际症状,研究者让被试每日填写调查问卷报告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的情况,还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过,研究者掩盖了每日填写调查问卷的真实目的。因为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参与的是一项关于月经的研究,那就会报告额外的症状(Ruble & Brooks-Gunn,1979)。因此,被试每日所填的调查问卷中的题目大多是无关的,旨在支持研究者的掩饰故事,使被试相信该问卷的目的是调查合法药物使用、生活事件、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之间关系。除了调查疼痛、体液潴留和情绪不良方面的题目,还有一个题目是真实的,它隐秘地询问被试目前是否正处于月经期。
被试们同意在每日就寝前填写每日调查问卷,调查周期为四至六周。在填写调查问卷的次日,她们要将填好的问卷放入一个公共信箱中(那个年代还没有电子邮件,想想今天进行这项研究有多容易)。如果被试没有按时提交问卷,研究者就会立即联系并提醒她们。最后调查问卷的回收率高达99%以上,在此我们应该向研究者的管理能力和被试们的责任心致敬。
最后,在每日调查结束数日后,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其月经症状的回忆。研究者让被试尽最大可能精确地回忆两周前她们对每日调查问卷的回答。他们对测量日程进行了安排,目的是使一半的被试在填写初始问卷时处于月经期,另一半被试在填写初始问卷时处于月经后期(月经期被定义为月经开始的前三天,月经后期被定义为月经开始五天后的三天)。研究者假设,只有在前一组被试意识到自己当时正处于月经期的情况下,痛经的直觉理论才会影响其回忆的内容。因此,为了确保被试确实意识到她们先前的月经状况,研究者让她们查看了自己对每日调查问卷的生活事件部分前三个问题的回答,其中第三个问题传达了相关信息(这样做应该可以帮助她们回忆起对问卷的所有回答)。最后,为了使被试完全依赖于对月经症状的记忆(而不是当下的体验),研究者确保在她们尝试回忆对每日调查问卷的回答时,没有任何人正处于月经期。
发现了什么
MDQ的评分所代表的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印证了文化刻板印象。具体来说,被试认为她们在月经周期的月经期和经期前经历了更多的疼痛、体液潴留和负性情绪。平均而言,被试在六分制的严重程度量表上的作答表明,每类症状的评分都比其他时期高一分。
然而,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与她们的实际体验并不相符。被试在每日调查问卷上的回答表明,她们的疼痛和体液潴留评分在月经期和经期前仅比其他时期高0.25。更引人注目的是,被试的负性情绪水平在整个月经周期都没有表现出任何波动。因此,本研究中的大学生们似乎对经期前抑郁有很强的免疫力,统计检验证实了这些模式。此外,被试不仅高估了她们的症状在月经期和经期前的严重程度,还低估了这些症状在其他时期的严重程度(如图21-1所示)。

图21-1[1] 被试在月经周期不同阶段报告的负性情绪水平,包括回溯报告和每日报告
这些结果表明,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与其症状的实际情况不符,但被试的直觉理论是否也扭曲了其关于痛经的特定回忆呢?对此假说进行检验的一种方法就是比较每种症状在每日报告与随后的回忆间的差异,看是不是在月经周期的各阶段均是差异越大,被试的MDQ评分越高,还是只有当被试处于月经期时才会如此(就像研究者对一半被试所做的那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概念相似但在统计上更有效力的测试。结果支持了上面的假说,被试预期月经期的症状越严重(基于她们对月经症状的直觉理论),她们在回忆时就越会夸大症状的严重程度。然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回忆的时间与月经期有关时,其他时间则无此情况。所获得的统计结果在疼痛和负性情绪方面最显著。
一项补充分析强调了记忆扭曲的特殊性质。你应该还记得,研究者使用MDQ对有关痛经的直觉理论进行了整个月经周期的调查,而非仅在月经期进行调查。正如预期的那样,被试对她们在非月经期中所体验的痛苦的直觉理论,并不能预测她们对经期症状的回忆。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而不是非经期疼痛的直觉理论)导致被试对经期症状(而不是对非经期症状)的记忆产生了偏差。这些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实了关于心智的直觉理论,特别是关于心智是如何受到身体事件影响的直觉理论,可以扭曲记忆。事实上,即使是这些研究结果也低估了记忆扭曲的严重程度。这些研究将被试对她们症状的每日报告等同于客观实际,然而,这些报告多少也会受到被试关于痛经的直觉理论的影响,因为它们实际上也是对几个小时前的情况的回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阳性的研究结果,证明了长时记忆会发生扭曲失真。
最后还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值得讨论。被试的直觉理论只有在她们试图回忆起自己的症状之后才被评估,因此,被试错误的直觉理论是不是她们错误记忆症状的结果而非原因呢?最后一组分析排除了这种替代性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到的一点是,研究者还进行了一项对照研究,让被试在回忆任务后立即完成MDQ,而不是像已进行的主研究那样两周之后才进行MDQ测评。如果被试的回忆影响了她们的直觉理论,那么对照研究(无延迟)会比主研究(延迟两周)的测量间的对应性更大,然而,更大的对应关系并未被发现。因此,记忆—原因—理论的假说没有得到支持。
又怎么样了
我们通常认为自己会在事件发生时准确地记住它们,但是,包括本研究在内的众多研究均表明,我们可能经常无意识地根据错误的看法构建事件。这种可能性是反直觉的,因此我们打算通过类比帮助存疑的读者理解这一点。
尽管月亮在地平线上时看上去比在天空时大,但实际上月亮的大小是没有改变的。不管它在什么位置,总是与眼睛保持着半度的恒定夹角,这就是所谓的月亮错觉(moon illusion)。对月亮错觉的解释之一是,远离头顶的物体通常比靠近头顶的物体的视线夹角要小(例如,当飞机飞到远处时,视线夹角会变小)。因此,视觉系统会巧妙地对这个变小的角度进行校正,从而使人觉得远处物体的大小并没有改变。然而,由于月亮的大小始终保持不变,而我们的视觉系统被诱骗去纠正不存在的“月亮变小”,结果导致了感知失真(Baird,Wagner,& Fuld,1990)。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塑造了我们对月亮的错误感知的潜在推断,而只意识到了最终的感知本身。类似地,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信念塑造了我们的错误记忆,而只意识到了最终的记忆本身。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需要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来指出我们的错误;而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则需要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来指出我们的错误。
我们对大脑如何工作缺乏深入的了解是说得通的(见第14章),然而,当持续不断的体验反复与我们的直觉理论不一致时,我们仍坚持这些直觉理论该如何解释呢?尤其是,为什么本研究中那些有多年月经体验的被试会不知道月经其实与心理痛苦无关?也许主要是因为直觉理论塑造的记忆在主观上是有说服力的,这反过来又被视为证明这些直觉理论正确的证据。错误直觉理论持续存在的另一个一般性原因是,支持直觉理论能够得出想要的结果。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实验组学生学习一个无实效的技能,在学习能力上相匹配的对照组学生不学习这种技能,结果发现,实验组学生对学习前自己学习能力评估的分数要比对照组低(Conway & Ross,1984),因为他们想要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合理的(Aronson & Mills,1959;见本书第3章),所以他们支持说该学习项目有用的理论,然后改变了自己的回忆以实现匹配。错误的直觉理论持续存在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与直觉理论有关的证据可能会被偏向加工处理(Kunda,1990;见本书第17章)。在此,有必要区分一下单边事件和双边事件(Madey & Gilovich,1993),因为这能够促进对错误的直觉理论持续存在原因的理解。无论双边事件的结果如何,是证实还是违背我们的预期,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无论是童话式的结局还是尴尬的结局,在拉斯维加斯度蜜月都可能令人难忘;相反,单边事件只有以特定方式出现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例如,在拿起电话之前,如果我猜中了是谁打的电话,那我可能会对我的预见力感到惊讶;但如果我猜错了,我可能会立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主题上。因此,我的“猜中”将被回忆起来,而我的“猜错”将被遗忘。鉴于对可能性的估计取决于从记忆中检索记忆材料的难易程度(Kahneman & Tversky,1973),因此我可能倾向于形成我有心灵感应能力的错误结论。同样,本研究中的被试可能对那些经期与心理痛苦同时发生的场景比两者非同时发生的场景印象更深刻,因此更好地记住了前者。支持刻板印象的场景可能更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们带来的烦躁情绪),而不支持刻板印象的场景则令人印象不深(因为它们没有明显影响我们的幸福感)。
后记
本研究中的许多被试可能都认为她们是在真正回忆自己的月经症状,而非简单地推断或想象月经症状。在某种程度上,这正说明她们表现出的是错误的记忆。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主题。
由于围绕着所谓的记忆恢复(recovered memory)现象的激烈争论,关于记忆可靠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和科学家的密切关注(Loftus,1994)。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许多临床医生认为,童年期的创伤经历由于过于痛苦而无法被意识层面接受,因此会不自觉地受到压抑(repressed,即与意识分离)并持续多年。尽管压抑最初让患者得以忍受创伤带来的痛苦,但后来却导致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心理症状。临床医生在诊断出这些症状后会采用密集的心理治疗,以便使患者能够回忆起他们的创伤,这样做的隐含前提是,恢复创伤记忆是康复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这些临床医生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导催眠和暗示性鼓励等技术,来找出患者压抑的根源。接受治疗的患者通常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患者群体的支持和鼓励。
然而,患者声称的一些记忆往往会突破可信度的极限。他们情绪激昂地敦促我们相信撒旦的教徒总是虐待儿童,或有外星人绑架了人类。这些说法人们时有听说,虽然它们不被社会承认,但总是无声蔓延着(Bass & Davis,1994;Mack,1995)。因此,易受影响的人最好留意一个由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990)首先提出的观点,他希望这个观点能够“成为对各种迷信进行检验的永恒标准”。休谟问我们更有理由去相信以下哪种说法:是某个宗教奇迹发生并被准确地报道了,还是它没有发生而被错误地报道了?他的结论是,鉴于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背景知识,后者出现的可能性总是更大。因此,永远不能单凭证词就相信奇迹,证词不是充分理由(即使奇迹确实发生了)。类似的论据也可以用在记忆恢复拥护者的不切实际的主张上。
尽管如此,一些被恢复的记忆确实被认为是在可信度范围之内的。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记忆的证词就不能被简单地直接驳回。乍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有大量的患者在没有正当依据的情况下声称自己受到了创伤性虐待,或者如果其所回忆的内容仅仅是虚构的,那么这些被虐待的记忆就不太可能如此生动形象。然而,事实真的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吗?做这种判断的风险很高。一方面,每个有道德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避免将真正的虐待案件视为虚假案件;另一方面,采纳不实的虐待指控证词有可能破坏那些被不公正指控的人的日常生活及名誉。在缺乏决定性物证的情况下,人们必须谨慎地确定基于记忆的证词的证据价值。科学心理学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事实上,相关研究结果往往证明对被恢复的记忆的有效性的怀疑是正确的。
首先,现有的实验室证据并不支持人们会压抑不愉快记忆的观点(Holmes,1990)(请注意,压抑不同于抑制,因为压抑是无意识的;有关有意抑制影响的更多信息,见本书第22章)。事实上,真正的创伤性记忆的一个特征是,它们是无法被忘记的,这可以在那些经历过像战时杀戮这样可证实的磨难的人身上观察到。创伤记忆在个体清醒和睡着时都会侵入性地重现(Krystal,Southwick,& Charney,1995)。诚然,创伤后遗忘确实会发生,但当其发生时,造成的是全局性的遗忘,即无论是创伤性事件还是非创伤性事件都被遗忘了(Schacter & Kilstrom,1989)。然而,即使创伤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也未必就是因为压抑,来自其他记忆材料的竞争或记忆痕迹的衰退也会导致遗忘,这即使不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至少同样也是一种解释。确实,令人不快的自传体记忆往往比愉快的记忆更容易被遗忘,但似乎并不涉及压抑(Walker,Skowronski,& Thompson,2003)。因此,支持恢复性记忆的初步证据并不能令人信服。
此外,大量的研究证实了记忆惊人的可塑性。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都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被恢复的记忆可能是人为诱导的。例如,在被要求阅读相关单词的列表(例如“就寝时间”“打哈欠”“枕头”)之后,大多数被试都会回忆或再认出事实上没有出现过的与主题相关的单词,例如“睡觉”(Roediger & McDermott,1995)。此外,在对记忆准确性的信心,以及判断是记忆而非猜测方面,被试在先前呈现的单词上的表现并不比对错误识别的单词要好。因此,当高度一致的心理概念被激活时,对记忆有效性的主观判断就会使人“误入歧途”。
其他研究表明,事后提问可以修改记忆。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呈现了一系列幻灯片,其中一张幻灯片展示的是一辆汽车在停车标志(stop)前停了下来。然后研究者对一些被试进行了误导性的提问:“汽车在让行标志(yield)前停车后做了什么?”与那些没有被误导的被试相比,这些被试更有可能在后来认为出现的确实是让行标志。这些研究结果被成功地推广到诸如速度和颜色等特征上,证明了事后提问对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有着明显的影响(Loftus,Miller,& Burns,1987)。显然,提问的方式会影响回忆的内容。
然而,我们的记忆是否可能仅仅因其他人坚持认为虚构的事件发生了而被凭空捏造出来呢?出人意料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在一项关于虚假供述的研究中(Kassin & Kiechel,1996),被试或是被要求迅速或是被要求缓慢地完成一项计算机任务。研究者在一开始就对被试发出了警告:千万小心,不要按到Alt键,因为按Alt键会导致计算机程序崩溃。所有被试都注意到了这一警告,但后来他们却被研究者错误地指责按了Alt键。对其中一些被试来说,指责得到了一名假扮被试的研究者同伙的支持,这个人向研究者低声说自己目睹了所谓的违规行为。在那些匆忙(迅速)完成计算机任务的被试中,有些人“无意中”听到了研究者同伙的告密,之后就有三分之一的被试编造了自己关于按下Alt键的细致的错误记忆。这项研究表明,当个体对某件事的记忆是模糊的,而其他人却为其发生提供了可信的理由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忆”就很可能融入个体的心理自传中。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人的“童年回忆”都是根据他人对它们的讲述虚构出来的(Ceci,1995)。
然而,记忆恢复治疗师与患者的会谈绝不是随意进行的。首先,为了克服被认为由于压抑而造成的记忆检索阻碍,患者被公开要求触发记忆。其次,记忆恢复治疗师经常使用催眠或引导想象技术帮助患者回忆事件。尽管研究表明这些技术可以提高患者对真实事件的回忆,但它们也被证明对虚假事件有同样的效果(Spiegel,1995)。再次,患者很容易沉浸在有关记忆恢复的传说中,这导致他们拥有丰富的关于创伤、记忆和治疗的直觉理论。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不难预测正是这些理论引发了与之一致的回忆。最后,看起来有些矛盾的是,患者可能有强烈的动机相信自己就是创伤受害者,而且要想完全融入有同样遭遇的支持性患者群体中,自己必须表现出创伤症状,而治疗本身所带来的情绪压力也很可能会增强患者对该群体的承诺(Aronson & Mills,1959;见本书第3章)。
最后,被恢复的记忆所呈现出的奇特形式,就是它们潜在的不可靠性的最好证据。记忆恢复疗法的信徒们现在在法律上不得不承认一些虚假记忆的存在及其可能造成的破坏(一个令人难过的案例,请参阅Wright,1994)。尽管如此,他们仍坚持认为确实存在压抑创伤的真实案例,并坚持认为这些案例可以由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可靠地诊断出来。然而,我们很难看出这些临床医生是如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专业知识的,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可以被独立于自己临床判断的任何标准确定为被虐待或未被虐待的人。
即使确实存在有关记忆恢复的真实案例,挖掘创伤病史的治疗价值仍然值得商榷。现代学者认为,作为所谓的记忆疗法的鼻祖,弗洛伊德从未真正治愈过他的任何病人,尽管他的说法与之相反(Crews,1995)。当然,直面未解决的心理问题是有益的,即使是写日记吐露心声这种普通的方法也有助于改善身心健康(Frattaroli,2006;Pennebaker,2000)。相比之下,专注于过去,深陷于自己的受害者情结中,是不太可能战胜过去的逆境的。勇往直前,在新的生活中寻找希望,而非对过去的生活念念不忘,是一条更可靠的康复之路。
启示
我们关于“事件是怎样的”的直觉理论精细地塑造了我们的记忆。因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过往事件最初的样子,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不知不觉地重构着过去。
你怎么想
你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可能部分是基于你现在对世界的理解而产生的错觉,对此你是否感到困扰?或者你是否相信你的头脑在以你最感兴趣的方式“编撰”着你的个人生活史?
注释
[1]图21-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报告的负性情绪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情绪越差。——译者注
第22章 目的陷阱:情绪控制中的反讽加工
最妙的计划,不管人还是鼠/常常都会落空/留下的不是预期的乐趣/而是愁闷苦痛!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
苏格兰诗人
背景
随着经典卖座电影《捉鬼敢死队》(Ghostbusters)走向尾声,片中四位不情愿的英雄——斯彭格勒、温克曼、斯坦兹和泽德莫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邪恶的半神。这位半神用刺耳的声音对他们说:
低等生物们!选择戈泽尔吧!选择熔炉吧!旅行者已经到来!选择并毁灭吧!
捉鬼敢死队想知道这些不祥的话是什么意思。斯彭格勒是第一个明白过来的,他向其他人解释说,戈泽尔即将带来一场宇宙级别的灾难。然而,这场灾难的确切形式将取决于他们目前在想什么。捉鬼敢死队队员们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控制自己什么都不要想。然而,过了一会儿,戈泽尔宣布:
有选择了!旅行者已经到来!
随着事态越来越糟,温克曼愤怒地想知道究竟是谁想了什么。斯宾格勒和泽德莫尔都声称不关他们的事,大家的目光慢慢转向斯坦兹,他只好呜咽着说:
我没办法!它突然就出现在那里了!
电影中,人们开始听到轰隆的脚步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脚步声越来越大。然后,可怕的毁灭代言人在大都市的夜空中出现了。他是一个可怕的巨人,高耸于城市的街道之上。然而,他身上有一些明显的奇怪之处——他的整个身体又白又胖,戴着一顶整洁的水手帽,围着一条漂亮的蓝围巾。毁灭代言人竟然是——棉花糖宝宝(Stay Puft)!
温克曼面无表情地望着这堆300英尺高的恶心的黏糊糊的东西说:
干得好,雷!
上面的例子(尽管是虚构的)有效地提醒我们精神控制是如何在最关键的时刻失效的。你可能还记得试图控制自己的思想却失败的时候:你试着忘记你的烦恼入睡,但却整夜都在辗转反侧;你试着努力学习准备考试,但却情不自禁地做着关于另一半的白日梦。同样,你也可能会回忆起成功控制自己思想的时刻:你被别人有意的侮辱惹恼了,但仍然设法保持冷静;你损失了一大笔钱,但并没有让这件事破坏你的夜晚。这些不同的结果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精神控制的某些方面成功了,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失败了?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来自对意志力的研究。想想肌肉是如何工作的,当运动过度时,肌肉就会失去力量;但一旦放松,它的力量就会恢复。一些研究表明,人类的意志力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运作的,意志力的消耗又被称为自我消耗(ego depletion)。
在一项令人难忘的研究中(Baumeister,Bratslaysky,Muraven,& Tice,1998),被试被安排坐在两个盘子面前。一个盘子里装满了新鲜出炉的美味小甜饼,另一个则装满了令人倒胃口的生萝卜。实验人员要求不同条件下的被试只吃其中一个盘子里的食物:或是饼干或是萝卜,然后让他们单独待了几分钟。实验人员在返回后要求被试完成一项任务,即要求他们一笔画完两个几何图形。被试并不知道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实验要测量的就是他们在面对某种挫折时能坚持多久。只被允许吃生萝卜的被试比吃饼干的被试更早放弃,这说明抵制诱惑似乎会消耗一些意志力,因此用于后续任务的意志力就会减少。其他一些研究发现,情绪压抑或重复性事件也可能会消耗意志力,因此,我们有时会因一连串的小烦恼而勃然大怒,或者会在一次购物之旅或一场激情的徒步旅行中疲惫不堪。这种观点认为意志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如果有可用的意志力,那精神控制就能成功,不然就会失败(尽管如此,后续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重复早期研究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得出结论时需要谨慎一些。Hagger & Chatzisarantis,2016)。
精神控制的失败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事实证明,我们的大脑存在一种内在的扭曲,这甚至可以扰乱钢铁般的意志。当人们试图控制自己的思想不仅失败而且事与愿违时,这种扭曲就会暴露出来。常见的例子包括在试图入睡时变得更加清醒,或者在试图绷着脸时忍不住大笑。如此明显的意外结果该如何解释呢?韦格纳(Wegner,1994)认为,它们可以被很好地理解为两个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个是有意操作过程(intentional operating process),简称意向性(intender)。它是由有意识、深思熟虑且努力的尝试组成的,目的是寻找与某些期望的精神状态相匹配的精神内容。例如,为了改善我们的情绪,意向性会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愉快的想法,从而将其从悲观的想法中解脱出来。
尽管意向性负责精神控制,但它却经常指使自己的“卧底”同谋来收集信息,即反讽监视过程(ironic monitoring process),或简称监视器。监视器会躲在幕后(无形却又无处不在)检查是否有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侵入了精神堡垒。如果有的话,它就会分派意向性去处理它们,而它的角色就是向意向性发出精神控制失败的信号,以便其能够采取行动。
事情也可以反过来进行,意向性也可以触发监视器,特别是当其试图实现某种特定的精神状态时,然后监视器就会“送”给你一个相应的失败状态。例如,如果你的意向性让你不要去想棉花糖宝宝,那你的监视器就会特别注意关于棉花糖宝宝的想法。现在做一个练习,在阅读本章的剩余部分时,请尽量不要想起棉花糖宝宝。斯坦兹失败的地方你能成功吗?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监视器正在提醒你!人们越试图不去想某些特定的事情,就越容易想起它(Wegner & Schneider,2003)。
监视器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它是秘密工作的。如果每一个精神上的小“灾难”都会传到意识中,随之而来的喧闹就会迷惑有意识的头脑,使自我控制完全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监视器确实很像间谍,必须谨慎行事,一旦“暴露”就无法完成工作。
所以,这些如何帮助解释为什么精神控制有时会适得其反呢?重点在于意向性和监视器对心智的要求是不同的。前者是有意识和努力的,即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精神资源;而后者是自动化和高效率的,即更轻松地使用精神资源。因此,如果精神资源被一些次要的任务所占用,从而增加了认知负荷,那么意向性的功能相对于监视器就会受到损害。然而,尽管分心会削弱意向性控制精神内容的能力,却不会削弱其触发监视器的能力——仅仅是想要控制的意图就足以触发后者。综上所述,这两个事实为认知负荷下反讽加工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假设西沃恩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统计学考试做准备。因此,她的意识集中在有关平均数、中位数和模型的内容上,然而,这时在她的意识边缘闯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想法:她的月经推迟了。她的监视器尽职地向她的意向性发出信号,告诉她这个不想要的想法正潜伏着,然而,由于她把大部分可用的精神资源都投入了学习中,她的意向性无法消除这种令人担忧的想法。它一再试图屏蔽这种想法,但这只会促使监视器进一步提高警惕,并且更坚决地表示,这种不受欢迎的想法仍然存在。不幸的是,这只会引发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越努力尝试控制精神越会导致令人沮丧的失败。由于监视器对这一想法的“独宠”,西沃恩的意识很快就被这一意向性想要禁止的想法占据了。她对平均数、中位数和模型的关注开始让位于对可能怀孕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西沃恩有足够的精神资源,例如在学习的休息时间放松一下,那这种情况可能就不会发生。在那种情况下,意向性就有可能成功地压制这种不想要的想法。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反讽过程理论(ironic process theory)适用于广泛的心理逻辑现象,从物理运动(Wegner,Ansfield,& Pilloff,1998)到梦的内容(Wegner,Wenzlaff,& Kozak,2004)。然而,在这一章中,我们只关注它如何应用于一种单一的情境:改变情绪。韦格纳、埃尔贝和扎格罗斯(Wegner,Erber,& Zanakos,1993)预测,尽管故意改变情绪通常会成功,但当人们处于认知负荷下时,却会适得其反。此外,他们预测,当人们试图改善自己的消极情绪或减弱积极情绪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诚然,试图让积极情绪恶化是一项相当反常的工作,然而,作为一个实验目标,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让反讽过程理论的一个惊人含义得到了验证,即在认知负荷下,故意让自己感觉更糟,反而会感觉更好。
做了什么
显然,只有当人们真正处于某种情绪中时,他们才能尝试控制情绪。因此,韦格纳等人(1993)在实验中首先诱导被试产生某种情绪。为此,他们要求184名女大学生和105名男大学生回想一件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并尽可能生动地回想事件的具体细节。他们的指导语如下:“想象出那个场景”“回想当时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一些被试被要求回想快乐的事件,另一些则被要求回想悲伤的事件。
接下来,研究者大声地说出某个短语来控制被试的情绪反应。在快乐记忆条件下,一些被试被要求重新体验与记忆事件相关的快乐,而另一些被试则被要求避免重新体验。同样,在悲伤记忆条件下,一些被试被要求重新体验他们的悲伤,与此同时另一些被试被要求避免重新体验。此外,为了提供一个基线来评估情绪控制指令的效果,研究者没有给另一个控制组任何情绪控制指令,这个控制组中既有快乐记忆组的被试,也有悲伤记忆组的被试。
值得注意的是,试图感到快乐和不悲伤都代表着改善情绪的尝试,而试图感到悲伤和不快乐都代表着恶化情绪的尝试。研究者将这两种指令都包括在内是为了测试一个次要假设,即在认知负荷下有意识地去诱导产生某种情绪,会比有意识地抑制这种情绪产生的反讽效果要弱。研究者的推理如下:在认知负荷下,可用的意志力资源不足,因此当试图不去想某件事时(精神压抑),反讽的结果将是确定的,也就是说,意识能够将被意向性试图消除的精神内容准确地淹没(例如,消除悲伤变得快乐,消除快乐变得悲伤)。然而,当被诱导去思考或生成某种相反的情绪时,结果将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混合的内容将淹没意识(试图快乐和不悲伤会变得悲伤,而试图悲伤和不快乐则会变得快乐)。所以,如果你试着在认知负荷下尝试不悲伤,与只尝试快乐相比,在反讽作用下你会感到更大的悲伤;同样,如果你在认知负荷下尝试不快乐,与只尝试悲伤相比,在反讽作用下你会感到更大的快乐。
回到这一过程的细节,研究者对一些被试施加了认知负荷,而对另一些被试则没有。那些被施加压力的人被要求在研究结束前记住一个不重复的九位数(例如,175263948),而其余的被试则没有被这样要求。
总结一下实验设计:所有被试都被要求回忆那些让他们快乐或悲伤的记忆。当回忆这些记忆时,一些被试被要求恶化他们的情绪(如果回忆的是快乐记忆就试着悲伤,如果回忆的是悲伤记忆就试着不去开心),而另一些被试则被要求改善他们的情绪(如果回忆的是悲伤记忆就试着开心,如果回忆的是快乐记忆就试着不去悲伤)。其他被试则没有被要求改变情绪。在这三种条件下,均是一半被试有认知负荷,另一半则没有。
在回忆了七分钟后,被试报告了他们的最终情绪,这是预测反讽效应产生的主要因变量。研究者使用了一系列量表来评估被试们的快乐或悲伤程度,还使用了评估紧张或放松程度的量表来验证实验操作影响的确实是快乐和悲伤,而不是其他情绪。
被试还被要求写下他们在回忆生活中快乐或悲伤的事情时产生的任何想法。在他们完成这一任务时,研究者有意识地离开了,以避免无形中影响他们的报告。然后,被试将填写好的书面协议交给两名训练有素的助手,由他们来编码与情绪相关的内容。
最后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这项研究被宣传为一项调查,目的是研究完成一项脑力工作对另一项工作表现的影响。为了与这个掩饰故事保持一致,研究者让被试在研究开始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自由写作。这一初始阶段的目的是促使被试得出错误的推论,即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自由写作如何影响随后的任务表现和实验操作。不让被试觉察实验目的可以确保实验假设不会被那些试图取悦或惹恼研究者的聪明的被试无意中证实或反驳。
发现了什么
该研究的第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情绪控制指令对情绪总体来说没有影响。也就是说,被要求改善自己情绪(试着快乐或不悲伤)的被试,平均而言并不比被要求恶化情绪(试着悲伤或不快乐)的被试更快乐。在这两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都与没有进行情绪控制的被试相同。这是否意味着情绪控制是无效的?
仔细看看数据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被试在情绪控制方面的尝试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处于认知负荷下。当没有数字记忆任务时,他们成功地改善或恶化了自己的情绪,正如所期望的那样;然而,当需要记住数字时,他们控制情绪的尝试却适得其反:试图改善情绪只会让情绪更糟,而试图恶化情绪只会让情绪更好。这是对反讽过程理论预测的明确印证。在认知负荷存在和不存在的情况下,所得到的反讽效果的趋势大致相同。情绪控制操作之所以没有取得整体效果,是因为预期效果和反讽效果相互抵消了(如图22-1所示)。

图22-1[1] 在认知负荷存在或不存在的情况下,被要求改善情绪、恶化情绪或什么都不做的被试的开心指数
研究者还获得了一些证据,表明试图抑制情绪比试图诱导产生情绪有更强的反讽效果。在有认知负荷的情况下,那些试图抑制情绪的被试失败得很惨,而那些试图诱导产生情绪的被试则没有那么惨,然而,失败的比例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少严格的相反提醒,被要求生成某种情绪的被试有时可能是在试图抑制相反的情绪,而被要求抑制某种情绪的被试有时则可能在试图生成相反的情绪。这将破坏抑制条件和生成条件之间的差异。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被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想法的列表,并预期结果将与那些自我报告的情绪相符。果然,在没有认知负荷的情况下,被要求改善情绪的被试写下的积极想法要多于被要求恶化情绪的被试(没有被要求控制情绪的被试介于两者之间)。然而,在有认知负荷的情况下,反讽效果并没有出现:在这三种条件下,被试列出的想法的积极性均没有显著差异。很明显,只有当精神控制成功时,被试的想法才与他们最终的情绪相符。
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怪的差异?一种可能性是,记住一个九位数的要求可能干扰了被试写下具有积极或消极特点的想法的能力;相反,他们可能仅能想到并写下简短的、零散的想法。
然而,韦格纳等人(1993)的另一项研究再次发现了明显的反讽效应。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感兴趣的指标是积极和消极想法的心理可达性(mental accessibility),或这些想法在被试头脑中活跃的程度。这种心理可达性可以通过人们对与某种想法相关的词语的分心程度来衡量,也可以通过他们说出词语呈现时的颜色的快慢来揭示。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压抑情绪通常会降低情绪相关想法的可达性,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被试处于认知负荷下时,压抑情绪反而会提高这些想法的可达性。
又怎么样了
目前的研究表明,当精神资源匮乏时,刻意控制情绪的尝试会适得其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某些形式的抑郁和焦虑情绪的产生和发展。由于外部的需求或较差的多任务处理能力,一些人可能会发现自己长期处于认知负荷之下,因此,尽管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或冷静下来,但却可能只会使症状更严重。
然而,从好的方面来看,目前的研究也提出了人们可以用来提高心理表现的三种策略。首先,采取措施将持续的认知负荷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才能释放精神资源;其次,不要像佛教和道教等东方宗教长期以来所建议的那样,过分地控制自己的思想(Smullyan,1992)(请注意,这两种策略也可以防止自我消耗的影响,就像在背景部分中提到的那样)。最后,故意诱导产生不需要的症状,利用认知负荷的反讽作用来减轻这些症状。
关于有意识地生成不需要的心理状态可能对心理逻辑有益的观点并不新鲜,特别是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Frankl,1963)提出了将矛盾意向(paradoxical intention)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观点。比如对于患有恐鸡症(alektorophobia,即一种对鸡的病态恐惧)的人来说,弗兰克尔建议他们不应该试图逃避他们的恐惧(每次提到鸡的时候,他们都会转移注意力),而应该通过有意识地唤起自己对扇动翅膀和尖声鸣叫的记忆,来强化这种恐惧。这将迫使他们直面自己的恐惧,重获心理上的自主权。更重要的是,弗兰克尔把他的技术推荐给了那些不能达到性高潮和极度焦虑的客户(他们应该试着不高潮,而且让自己很焦虑)。这项技术也是一种普遍的治疗方法即存在主义分析疗法(lagotherapy)的特色手段,这种疗法旨在帮助人们重建生活目标。然而,将矛盾意向与认知负荷相结合的思想是反讽过程理论所特有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认知负荷,我们就有制造出某种不受欢迎的心理状态的危险!
在这方面,让我们来看一个时常困扰我们许多人的症状——失眠。当我们平静下来睡觉时,忙碌的日常事务无法再帮助我们对抗忧虑,因此,我们必须依靠纯粹的内部手段来消除它们。这可能很难,尤其是当我们的大脑已经疲惫不堪时。此外,那些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忧虑也会加重我们的认知负荷,也正因如此,我们入睡的尝试有时却会导致持续的清醒。
在一项关于失眠是否会被反讽地产生或消除的测试中,被试或是处于或是没有处于认知负荷下,他们被要求或是尝试入睡或是保持清醒(Ansfield,Wegner,& Bowser,1996)。由于让被试处于真实的忧虑中是不道德的,研究人员以另一种方式来操纵认知负荷。他们让一半的被试听能吸引注意力的欢快音乐——《约翰·菲利普·索萨进行曲》(John Philip Sousa marches),而让另一半被试听舒缓的背景音乐——《新时代的氛围》(New Age vibes)。在认知负荷较低的舒缓条件下,那些试图入睡的被试不出所料地比那些试图保持清醒的被试更快入睡;然而,在欢快的条件下,也就是认知负荷高的情况下,情况正好相反:那些试图保持清醒的被试实际上比那些试图入睡的被试更快睡着。这项研究的实际意义很明显:如果你吵闹的邻居在深夜举办派对,那你应该努力保持清醒。
反讽过程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精神症状,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时说出的话和想说的完全相反,这让你非常尴尬?弗洛伊德(1914)极好地引起了人们对这种口误的注意,他认为这反映了日常言语中爆发出的无意识冲动。然而,还存在更通俗的解释。口误可能反映了句法混乱和情景启动的结合,就像一名男性游客错误地向一位胸部丰满的售票员索要“警戒哨”(把“票”的英文单词“ticket”的首字母“t”误发成了“p”,“picket”意为“警戒哨”)。尽管如此,考虑到口误肯定是无意识的行为,说反讽过程理论不能解释它们才令人惊讶。
反讽过程理论预测,当人们努力避免说一些内容时,就会出现口误。以性别歧视的语言为例。大男子主义者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辞,并有意避免发表可能具有侮辱性的言论,比如精力不足的性行为。精神上的忙碌会干扰他们的自我审查吗?在韦格纳(1994)所做的一项假设测试中,学生们被要求大声朗读一些可以用性别歧视或非性别歧视的方式完成的句子片段(例如,“和很多男人出去的女人是荡妇/受欢迎的”)。在没有特别指示的情况下,被试在精神忙碌时表现出的性别歧视次数比不忙的时候略少。然而,当被明确告知要避免性别歧视时,被试在精神忙碌时表现出的性别歧视次数要远远多于不忙时。有趣的是,这一效应的倾向与被试对女性的态度无关。这些发现表明,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努力避免成为性别歧视者,与一个大男子主义者试图取悦他的自由派听众一样,很容易犯一些老套的错误。换句话说,口误并不是无意识情感的证据,而是有意识地进行精神控制的证据。
反讽过程理论很好地解释并正确地预测了一系列矛盾的有意现象。这证明科学心理学可以解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同样令人困惑的借口,并为这些借口提供了更可信的、基于经验的解释。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例如,即使是在没有精神负荷的情况下,被压抑的思想也会回到意识之中(Wegner,Schneider,Carter,& White,1987),这表明精神控制在本质上是有瑕疵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那些花时间压抑自己对光头的负面刻板印象的被试,会坐得离某些“光头党”刚腾出来但很快就会回来坐的椅子更远(Macrae,Bodenhausen,Milne,& Jetten,1994)。显然,压缩我们的精神弹簧只会使其在释放时产生更大的弹力。此外,虽然精神状态和认知负荷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区分,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容易混淆。假设你有一个想要控制的长期担忧,这种日夜盘旋在头脑中的担忧本身不会增加认知负荷吗?像这样的复杂情况会使事情更加复杂。
后记
反讽过程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为什么对自己进行精神控制的尝试会失败。诚然,该理论也可以推导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实现自我控制的策略——在认知负荷下努力产生不想要的状态。然而,这种策略在实践中的用处可能很有限。例如,一个人是否总能安排一个恰当的分散注意力的活动?此外,反讽过程理论只能处理有意改变一个人的即时心理状态的情况。社会心理学对于人们如何成功地实现长期目标有什么建议吗?在这方面,励志书籍经常分享给读者关于自我激励的秘密。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技巧(或者就像标题党所说的,有没有“一个奇怪的把戏”)可以把你不可靠的意图变成有效的行动?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人们可以识别两种不同类型的意图。第一种是你已经很熟悉的简单意图,它通常的形式是:“我打算达到目标X !”第二种的形式是:“在情况Y中,我打算做Z,以达到目标X !”这被称为实现意图(implementation intention)(Gollwitzer,1999)。
以本书的写作为例,完成写作是作者们的长期目标。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意图:“我打算完成《人性实验》这本书。”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有实现意图,例如,我今天的任务是:“下午四点在办公室写‘目的陷阱’这一章节的后记部分,以完成《人性实验》这本书。”
实现意图与简单意图的区别在于两种特性。首先,简单意图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愿望类型,而实现意图则是具体的,指的是在确切环境下的具体行动,在上面的例子中,实现意图明确了时间和地点。其次,简单意图是无条件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完成它们),而实现意图是有条件的(以“如果……那么……”的形式)。上面例子的另一种说法是:“如果下午四点我在办公室,那么我将会写后记部分。”实现意图的内容给人一种有规则的感觉,即在某种情况下某事就会发生。
即使是简单意图也能与行为合理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考虑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Ajzen,1991)。它提出以下两个因素决定了人类的大部分行为:一是个人态度,即对结果的信念,以及对结果的期望程度;二是主观标准,即对他人想要什么的信念,以及遵守这些信念的动机。根据这一理论,个人态度和主观标准都是通过意图来影响行为的,这是有意义的。假设你想要上大学,你的父母也同意,那么舞台就准备好了:你现在有上大学的意向了。接下来,你开始计划,并按照这些计划行动。但是,如果你认为在没有形成目标的情况下就能够开始计划或行动,那就太愚蠢了。不出所料,许多研究都表明个人态度和主观标准能预测意图,而意图反过来又能预测行为。例如,使用避孕套的意图(Albarracin,Johnson,Fishbein,& Muellerleile,2001)或戒烟的意图(Topa & Moriano,2010)就是如此(计划行为理论在促进健康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见本书第24章)。
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想说的全部内容。虽然上述预测是强有力的,但远非完美。还有一些因素也被认为与此有关,比如一个人对相关行为的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当感知控制水平很低时,意图的预测性就较差;感知控制甚至可以独立于意图来预测行为。这种可能性很好地反映了习惯、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所有可能使实现目标的良好意图失败的方法。一个人可能由于健忘或缺乏决心而无法开始,或者可能会因为分心或诱惑而偏离轨道,抑或可能仅仅是耗尽了继续前进所需的能量。难怪意图经常会失败。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意图帮助人们实现了目标(Gollwitzer & Sheeran,2006)。
让我们来看看希兰和欧贝尔(Sheeran & Orbell,2000)的一项研究。他们打算帮助妇女预约一项重要的医学检查——筛查早期子宫颈癌。除了收到标准的邮件提醒外,被试们还收到了一份问卷,涉及与计划行为理论相关的问题,在问卷的最后是关键的实验操作。一半的被试阅读了以下文字,被引导形成了实现意图:“如果你选择在何时何地进行子宫颈细胞检验,那你将更有可能预约成功。请在下面注明预约时间、地点和方式。”结果表明,虽然通常的因素(例如,个人态度、主观标准、感知控制和简单意图)确实也能够预测是否会遵守医疗预约,但是实现意图预测的结果超出了预期。事实上,控制条件组(没有被引导形成实现意图)只有69%的被试前来检查,而实验条件组(被引导形成实现意图)却有92%的被试如约前来检查。
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节食之所以很难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味的食物会诱使我们放弃追求苗条和健康的长期目标,转而实现暴饮暴食和饱餐的短期目标。当欲望来袭时,我们的意志力就会枯萎,但在这里,人们可以巧妙地使用实现意图。如果一个人把欲望本身作为节食的“如果……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这就是范·柯宁斯伯根、斯特雷贝、帕皮斯和阿尔茨(Van Koningsbruggen,Stroebe,Papies,& Aarts,2011)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一半的被试阅读了以下说明:“请告诉自己,‘下次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考虑节食!’当你对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请在这个框里打钩。”那些先前长期节食不成功的被试特别受益于这一指令。总的来说,实现意图是缩小腰围,并有效地促进对健康食品的消费(Adriaanse,Vinkers,De Ridder,Hox,& De Wit,2011)。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实现意图会有效?调节效应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戈尔维泽(Gollwitzer,2014)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概述,发现内在的机制不仅仅是将目标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也不仅仅是增强一个人对目标的承诺(关于后者的更多信息,见本书第3章)。首先,触发执行实现意图的线索变得更容易理解,人们会更多地注意到它,这样它就起到了提醒的作用;其次,线索和将要执行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强。此外,似乎还存在一个自动的特征:一旦线索被“点击”,行为就会被“执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有可与习惯和冲动相竞争的能力,而习惯和冲动也往往会产生自动化的行为。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实现意图已经被证明可以加速反应(Brandstatter,Lengfelder,& Gollwitzer,2001)。据推测,它们使人们没有必要从零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意图。的确,人们或许可以将实现意图理解为预先生成的定制意图,这有点像电视厨师事先准备好食材以加快完成食谱。但要注意,关键是要简单,一个人使用的实现意图越多,其效果就越差(Dalton & Spiller,2012)。
总之,自我控制能力是一个有益的特征(Tangney,Baumeister,& Boone,2004)。那些可以等着吃两个棉花糖而不是马上吃一个棉花糖的孩子,几年后会过得更好,身体脂肪也更少(Schlam,Wilson,Shoda,Mischel,& Ayduk,2013)。我们想知道可怕的棉花糖宝宝是否有更深远的象征性意义?希望在学习了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社会心理学文献后,读者们能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他们的意图有时会失败或适得其反,以及如何使它们更有效。
启示
如果人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心事重重,那么想要达到理想精神状态的尝试往往会适得其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最好放弃这样的尝试,或者更好的是,尽量不要试图产生某种精神状态,因为这会导致产生它的反讽倾向。
你怎么想
假设你不再试图对自己的思维过程施加任何控制,而只是让它们自然地发生,那将会发生什么?你会屈服于糟糕的情绪、极度分心或者永远不起床吗?或者你会很自然地做你需要做的事情,而不费任何力气吗?
注释
[1]图22-1中的纵坐标为被试的开心指数,分数越高表示越开心。——译者注
第23章 数字诊断:挖掘无意识的技术工具
有眼睛能看、有耳朵能听的人,自己就会相信无人能够保守秘密。即使他的双唇紧闭,他也会用指尖说话;背叛能从每个毛孔中渗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65—1939)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先驱
背景
当向外行提起我们(本书作者)是(社会)心理学家时,我们往往会得到以下两种回复中的一种。第一种回复是:“那一定很有趣,对吧?”嗯,也是也不是。我们对自己说:“当然,假设是深刻的,实验是精妙的,结果是发人深省的。但是伙计,数据管理肯定是个大麻烦。”第二种回复是:“我最好小心点——你可能要开始分析我啦。”对于这种回答,我们有两种反应。首先,我们感到很可笑,因为在外行人眼里,这就是我们的业余活动;其次,他们误解了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这让人感到有些沮丧。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下风,不得不温和地驳斥一些广为流传的迷思。
外行人通常害怕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仅仅通过一些细微的观察就能够将其看透。在这方面,我们被比喻成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他能够从一些被普通人忽视的微小线索中得出惊人的推论。这里有一粒灰尘,那里有一个脚印,就能让福尔摩斯推断出是莫里亚蒂谋杀了帕西·威格巴顿(Percy Wigglebottom)爵士。同样,据说一个紧张的姿势、一个口误就能让我们推测出一个人内心的黑暗秘密。
当然,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调查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招致不幸。他的许多所谓的推论实际上只是基于微小证据的猜测。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Conan Doyle)确保了他的英雄的永远胜利,但有血有肉的侦探们无法从柯南·道尔那里获得帮助。与此相反,日常的刑侦工作更为平凡和有条理,侦探们使用专门的技术和工具(例如分析、取证、监视)来收集证据,团队成员群策群力共同破案,这与某个孤独的天才单枪匹马地解决让刑事司法系统困惑的犯罪问题不是一回事。
据说老练的心理学家一眼就能对一个人做出判断,遗憾的是,这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都是虚构的。以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例,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一名杰出的诊断专家,但客观地看他的病例,情况却截然不同。弗洛伊德大胆地假设,精准的分析能够缓解患者的神经症症状,并声称自己能够治愈任何病人。然而,他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质疑,人们对他最初的解释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Crews,1995)。最终,我们仍不清楚他的独特解释——通常指性变态——究竟是他在人们的梦境和幻想中发现的真实模式,还是他投射到他们身上的想象模式。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拥有弗洛伊德所宣称的诊断能力。众所周知,人们对他人的直觉性的理解往往会受到系统性的反驳。例如,我们经常根据孤立的行为错误地推断他人的人格特征(见第10章),却无法理解这些行为是如何受社会环境影响的(见第8章和第15章)。也许我们读心能力有限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我们几乎无法辨别谎言。数百项研究的累积结果表明,外行和专家在分辨谎言和真话方面差不多都是碰运气(Bond & DePaulo,2006,2008)。这主要有两个原因(Vrij,2008):首先,人们无法识别或追踪说谎的蛛丝马迹(例如,一个尖锐的声音);其次,所谓的线索对说谎的预测能力都很弱(例如,没有“匹诺曹的鼻子”)。
因此,要想发现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与其说需要一个具有超凡洞察力的个体,还不如说需要一个提出理论并加以检验的科学家群体。的确,你可以把社会心理学家(以及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同事)想象成一组勤奋的侦探,他们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决一件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件。与侦探一样,社会心理学家依赖的不是孤立的直觉,而是专门的技术和工具。他们喜欢的技术是实验,因为它阐明了是什么导致了什么(见本书的前言部分)。尽管如此,他们也使用一系列测量工具来评估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潜在性格。
考虑到通用性和方便性,大多数时候我们选择的工具是简单的问卷。但是请注意,在使用问卷之前,必须仔细收集和验证问卷。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把一堆看起来恰当的东西拼凑在一起,还需要提前证明它们能够测量出想要测量的东西(Brad-burn,Sudman,& Wansink,2004)。一个问卷所包含的项目,必须是描述清楚、统计上一致且具有区分度的。此外,作为一个整体,问卷产生的结果在不同时间点上必须具有可重复性,并能够预测具有理论意义的既定结果。正是这些优点使社会心理学家使用的问卷有别于那些出现在流行杂志上的问卷。
然而,即使是最有效的问卷也只能描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原因有三(Gregg & Klymowsky,2013)。首先,人们有时不愿向他人透露自己对敏感话题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例如,一个隐秘的大男子主义者不会愿意透露自己对性别歧视的真实态度,即使在匿名状况下也是如此。其次,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感受。例如,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可能拒绝承认,更不用说表达自己潜在的种族偏见了。最后,人们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感受。例如,有些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某人的吸引力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还要强。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在不依赖日常知觉或精神分析解释(这两种方法都会受到偏见的影响)的情况下进入心灵深处呢?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是否有技术上的解决办法?事实证明可能有。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家——他们更关注人类心理过程的具体细节——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发现了如何以客观的方式确定和量化人们在两个概念之间形成的心理联想(mental association)。他们使用了序列启动范式(sequential priming paradigm)(Chartrand,& Bargh,2000)。不久之后,社会心理学家也采用了这种范式来研究他们最感兴趣的心理联想,即那些与社会世界有关的心理联想。
这一范式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实验来很好地说明(Banaji & Hardin,1996)。想象你正坐在电脑前,你的任务非常简单:对屏幕上出现的目标词一个接一个地分类。这些词或是男性代词(如“他”)或是女性代词(如“她”)。如果将代词归类为男性代词,就按左键;如果归类为女性代词,就按右键。你必须又快又准地进行反应。
现在转折来了。在每个试次中,在每个目标词出现之前,都会闪现一个启动词。你被告知忽略这些启动词。这个启动词可能是传统的男性职业的名称(如“医生”),也可能是传统的女性职业的名称(如“护士”)。这意味着,从性别刻板印象的角度来看,一些启动—目标词对是相匹配的(“医生”=“他”,“护士”=“她”),而另一些则不匹配(“医生”=“她”,“护士”=“他”)。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在目标词之前出现的启动词将会影响你的反应速度。尤其是,你在词对匹配情况下的反应要快于词对不匹配时。从认知心理学之前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这种“促进”和“抑制”模式反映了概念之间存在的自动联想。在这里,自动联想可以解释为内隐刻板印象(implicit stereotypes)。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诸如“好”和“坏”等类别的描述,序列启动范式也可以用来评估内隐偏见(implicit prejudices),但这涉及的是评价联想而非语义联想(Fazio,Jackson,Dunton,& Williams,1995)。
有趣的是,人们外显的(主观报告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与他们内隐的(客观显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之间的相关程度往往较低(Nosek,2007),后者的水平也更高。例如,人们在一份评估对女性态度的问卷上的作答,可能无法预测他们在上述实验中的表现;然而,上述实验的结果则更可能反映出性别歧视(Rudman & Kilianski,2000)。这种显性—隐性分离(explicit-implicit dissociations)意味着什么还有待商榷。在学术界左倾学派中流行的一种主要解释是,许多思想自由的西方人尽管有意识地主张平等,但仍然对各种社会群体持有无意识的偏见(Dovidio & Gaertner,2004)。
然而,序列启动范式有一个缺点。虽然它能够量化已出现的自动联想的平均水平,但却无法可靠地在个体水平上量化自动联想。因此,社会心理学家试图开发一种新的范式,即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Greenwald,McGhee,& Schwartz,1998;Nosek,Greenwald,& Banaji,2007)。这是社会心理学家探索社会无意识(social unconscious)最常用的工具(Bargh,2007)。
IAT的操作方法比序列启动范式要复杂得多,因此请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同样,你需要通过按一个键或另一个键来又快又准确地对项目进行分类。然而,此时的安排是,如果项目属于同一个类别对,按一个键;如果属于另一个类别对,按另一个键。例如,假设一名研究人员想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测量你对两位竞争候选人的自动联想,那么在IAT的一个组块中,她会让你遵循以下两条规则:(a)如果一个单词属于希拉里或“好”类别,请按“Q”;(b)如果一个单词属于特朗普或“坏”类别,则按“P”。在另一个组块中,你被要求遵循另外两条规则:(c)如果一个单词属于希拉里或“坏”类别,按“Q”;(d)如果一个单词属于特朗普或“好”类别,按“P”。然后,研究人员会测量你在两个组块上的平均速度,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如果你在组块一中的反应速度比组块二快,就意味着你更倾向于希拉里而不是特朗普;如果你在组块二中的反应速度比组块一快,就意味着你更倾向于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
由于对IAT的文字描述很难被理解,所以我们在本章末尾提供了一个低技术含量的纸笔测验。这两个组块在相邻的页面上呈现。遵循这些简单的指导语,看看哪个更容易完成,哪个更难完成,即使是在反复尝试之后。
IAT已经被证明是极具争议的,对于它是否真正衡量了内隐偏见,或者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否只是一种误导性的假象,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Gregg & Klimowsky,2013)。然而,如果IAT能够始终如一地预测重要的结果——特别是自我报告无法预测的结果——那么其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和实践中的实用性都将被有力地证明。因此,在这里我们关注IAT是否可以较好地预测一个明显具有社会相关性的重要结果——投票行为。
令人好奇的是,在政治态度领域,自我报告测量与IAT得分之间的相关最高(Nosek,2007)。因此,这两种方法可能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并在预测的内容上存在重叠。不过,对于那些潜在的选民,即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IAT可能仍会提供一些特别有用的信息。这些人公开宣称,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把票投给谁。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他们不知道,那其他人能知道吗?如果IAT涉及了无意识偏见,而这些无意识偏见又会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么IAT分数就能够预测那些尚未决定的选民会投票给谁,即使这些选民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对IAT作为一种技术工具的有力认可。
加尔迪、阿库里和加沃伦斯基(Galdi,Arcuri,& Gawronski,2008)在著名的期刊《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这方面的初步结果。被试即将投票的议题是关于美国扩大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军事基地的提议——这一前景曾让当地居民产生严重分歧。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对基地扩大预期后果的简短调查,评估了被试对基地的外显信念。其次,他们使用了一个能够对单个目标进行联想评估的IAT版本来评估被试的自动联想(Karpinski & Steinman,2006)。最后,他们评估了被试的投票意向——询问他们是已决定支持或反对扩建,还是仍未做出决定。研究人员在两个时间段(时间1和时间2)内完成了三项评估的全部施测。
结果是惊人的,在时间1已做出决定的选民中,只有外显信念(自我报告)预测了他们在时间2的投票意向;相反,在时间1未做出决定的选民中,只有自动联想(IAT评估)预测了他们在时间2的投票意向。显然,IAT“知道”尚未决定的选民将如何投票。
然而,这项研究有一个主要的缺点:它只测量了选民的投票意图,而不是投票本身。但休息一天并不等同于度假。其他的研究(稍后将进行回顾)已经对这一发现提出了质疑,这促使拉库亚(Raccuia,2016)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以帮助厘清在投票方面,IAT能预测什么,不能预测什么。
做了什么
拉库亚在瑞士进行了三项大型在线研究。这种环境是理想的,因为瑞士在定期就国家关心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全民投票可直接决定结果(例如,直接民主)。这意味着当被试参与公投时,他们的行为可以被认为与他们对该问题的态度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其他民主国家的公民则很少举行全民投票,几乎总是选举政治家代表他们投票(例如,代议民主)。这样一来,他们的投票行为就很可能反映了一种更复杂的态度——对政党、政客和政策的态度。
拉库亚的前两项研究,为第三项也是最有说服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的关键目标是找出实施IAT的最佳方法。
研究1涉及两项瑞士公投,一项是最低工资提案(被彻底否决),另一项是购买昂贵的战斗机(被勉强否决)。在此,为了评估内隐态度,拉库亚使用了一种基于计算机的单目标IAT,由文字和图片组成。为了评估外显的态度,他使用了一种标准化的左—右政治倾向自评量表。与加尔迪等人(2008)不同的是,拉库亚不仅评估了投票意向,还评估了实际投票,即选民是否已投票(瑞士全民公投的周期长达数周)。在这个阶段,为了简单起见,他在分析中排除了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
研究2涉及的公投关于用以单一的医疗保险公司为特色的替代体系取代现有的竞争医疗保险公司体系(被广泛否决)。在这项任务中,由于组织管理方面的原因,拉库亚尝试了一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更为直接的单目标的IAT。在研究1中,由于需要安装一个web浏览器插件在线运行上述的IAT,近95%的潜在被试因担心计算机感染病毒而不愿使用它(这是研究者面临的意想不到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使用了一个纸笔IAT的在线版本,不需要web浏览器插件(它的形式与附录中的IAT相似——除了被试必须在20秒内勾选尽可能多的方框,并且只出现了一个目标类别)。他还使用了与研究1相同的左—右政治倾向自评量表,以及类似的测量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情况的方法。尚未做出决定的选民被再次排除在外。
研究3是拉库亚的关键研究。公投涉及一项来自一个名为“生态与人口”的组织的提案,该组织以移民导致瑞士环境恶化为由,提议将每年移民瑞士的人数限制在总人口1%的五分之一以内(被彻底否决)。这一次,外显态度更准确地反映到了公投问题上,因为其不仅取决于移民对环境的影响,还取决于限制移民是否会损害瑞士经济,并暗示瑞士具有排外文化。因此,被试报告了他们对“移民会影响瑞士环境、经济和文化”的看法。单目标IAT——研究2中使用的变式——以支持该提议的政党和政客的名字为特征。此外,研究3超越前两项研究的地方是,拉库亚还对已做决定和未做决定的选民进行了区分。他特意对被试进行了两次评估,一次是在公投之前,另一次是在公投之后。因此,他能够将自己获得的结果与加尔迪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进行精确的比较,而且他的样本量要大得多。
发现了什么
在研究1中,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本身就能预测两次公投的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的情况,IAT分数也有同样的效果。这些结果显示IAT能够预测投票行为,从而说明它测量到了真正想测量的内容。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都是一个更强的预测指标。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只依靠自我报告而放弃IAT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即使IAT总体上是一个较弱的预测因子,但仍然能够对自我报告之外的情况进行预测。确实如此吗?该研究的结果与公投结果有所不同。在最低工资提案的公投中,所有IAT的预测都可以通过自我报告来做出,然而,在购买战斗机的公投上,IAT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预测能力,尽管不太明显。后一项公投结果证明了IAT能够获得一些自我报告无法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自我报告测量的是一般的左—右政治倾向,其对公投问题的映射不如IAT精确,因此,就预测结果而言,或许IAT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在研究2中,最初的结果与研究1相似,自我报告的政治倾向能够预测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行为;IAT的分数也是如此,但同样程度较低。然而,这项研究中关于IAT独立预测能力的证据较弱,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统计学意义。
在研究3中,拉库亚将他的研究结果按选民是否做出决定进行了分类。回想一下,如果IAT确实是一扇了解无意识的窗户,那么人们可能会期待——正如加尔迪等人(2008)所发现的那样——它能够预测那些未做决定的选民的投票情况。然而,拉库亚并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反而发现了一些相反的现象。在已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中出现了类似于研究1中关于购买战斗机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我报告与IAT都能够预测实际的投票行为,其中自我报告是较强的预测因子,而IAT仍表现出较低程度的独立预测能力。对于未做出投票决定的选民,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当IAT的预测作用本应更强的时候,它却不强了。因此,拉库亚并没有复制出加尔迪等人(2008)的惊人发现。作为一种有独特价值的预测工具,无论IAT是什么,它对已做出决定的选民都比未做出决定的选民更有价值。
又怎么样了
与其他章节相比,本章的研究发现并不符合理论预期;相反,它们对一个关于特定社会过程的假设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重要的是,读者需要意识到,这既不令人担忧,也不罕见;相反,这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位活跃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都有实证结果不符合预期的研究经验。查尔斯·达尔文的堂兄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爵士曾说过,一个美丽的假设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扼杀是科学的一大悲剧。但他这句话颇具讽刺意味,对科学家来说,一个被推翻的假设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是与真理的一次可喜的邂逅。当然,错误是令人沮丧的,但另一种反应——盲目或教条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则是愚蠢的。此外,当一个结果以“错误的方式”出现时,它至少说明了假设是可验证的,并足够具体地说明了其与所获数据的不一致。一些模糊或易变的假设甚至都不符合这一标准。
其他研究者(Roccato & Zogmaister,2010;Friese,Smith,Plischke,Bluemke,& Nosek,2012)也对能否复制出加尔迪等人(2008)的惊人结果进行了检验,他们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与拉库亚一致(Gawronski,Galdi,& Arcuri,2015)。但有些研究者发现了某些证据,表明IAT在预测投票意向和实际投票行为上超越了一些典型的自评测验。尽管如此,还是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预测优势的统计意义很小,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其次,理论上的预期——IAT最适用于对未做决定的选民进行预测——也遭到了反驳。因此,IAT当前的应用前景是复杂的,虽然它的预测效力超过了自我报告,但也仅仅是勉强超过;在施测IAT时,它所预测的内容并不会出现。也许从理论上讲,IAT所评估的内容不仅仅是无意识层面的(Gawronski,Hofmann,& Wilbur,2006)。
再考虑一个更大的应用前景。IAT的预测效度已经在其他领域得到了评估,其中一个是消费者行为,在这里出现了同样的故事(Maison & Gregg,2016)。具体而言,IAT有时(并非总是)能在预测消费者的行为表现上提供特定的帮助;然而,所预测的消费者行为并不是你在理论上所期望的(例如,不仅仅是对消费产品的自发选择)。另一个领域是歧视行为。由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人们可能会对他人隐瞒自己的社会刻板印象及偏见,甚至对自己都不承认。因此,人们对IAT的一个理论预期就是讲述一个“更真实”的故事。普遍的研究结果看上去与这个期望相一致(Greenwald,Poehlman,Uhlmann,& Banaji,2009),然而这一观点也受到了质疑。一些批评者指出相关研究结果非常不稳定,并且被高估了(Oswald,Mitchell,Blanton,Jaccard,& Tetlock,2013);另一些人则指出,引用的许多其他研究没有对歧视行为进行恰当的评估(Carlsson & Agerstrom,2016)。
如果你对此感到困惑或不知所措,那就对了。实证发现正不断涌现,支持声和反对声此起彼伏。细节决定成败,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是件很困难的事。唉,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真理很难纯粹,也从不简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对社会心理学的复杂现状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可以去看看我们引用的一些相关文献,你将看到复杂的讨论是如何进行的,以及聪明的研究人员是如何提出不同的意见的。
至此,让我们得出一个暂定的结论。在我们看来,IAT绝对可以探测到有关人们态度的特殊信息,然而,这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澄清。退一步讲,在预测人们的行为时,一项不起眼的分类任务竟然可以与态度自评相媲美,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人们的数字反应速度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后记
IAT被设计成一种技术工具,用来检测人们没有意识到的信念和想法。但是,那些人们充分意识到但仍希望错误报告的信念和感受呢?我们之前就注意到,人们很不善于凭直觉判断谎言。对此有更好的识别工具吗?你可能听说过一种通常被称为测谎仪的仪器。我们将通过分析它的优缺点来总结并思考其中的一些问题。
测谎仪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大多数人都很熟悉,被称为准绳问题测试法(control question test,CQT)(Krapohl & Shaw,2015)。犯罪嫌疑人会被问一系列的问题。他们回答时的生理反应会被连续地记录在一张图表上,包括他们的心率、脉搏、呼吸率和排汗率。犯罪嫌疑人经常被反复询问三组问题:与犯罪本身有关的问题(相关问题)、与犯罪无关的问题(无关问题),此外,还有一些问题虽与犯罪无关,但比那些与犯罪有关的问题更容易让无辜的嫌疑人心烦意乱(控制问题)。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有罪的嫌疑人对相关问题的反应应该比对控制问题更强烈;而无辜的嫌疑人则要么表现出相反的模式,要么没有区别。不管有没有犯罪,无关问题引起的反应应该是最弱的。
CQT的主要问题是,一些间接因素可能会导致无辜的嫌疑人表现出犯罪特征(Lykken,1998)。例如,一个真正的强奸受害者可能会因她在相关问题上的反应过于强烈而被指控,原因很简单,只要提到她的强奸经历就会唤起她的创伤性记忆。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位男性被错误地指控为强奸犯时,他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因为相关问题能够引起对错误起诉的合理焦虑。在这种情况下,控制问题通常范围很广,与过去的轻罪有关,但在影响程度方面根本无法与相关问题相竞争。另外,我们也很难相信CQT的施测人员总能准确地判断出相关问题和控制问题对无辜嫌疑人的影响。因此,CQT在理论上就是容易出错的(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3)。根据文献综述(Vrij,2008,p.391,Table 15.1)可知,当CQT应用于该领域时,即使它能较好地辨别出有罪的嫌疑人(83%~89%),但在找出无辜嫌疑人方面的表现却非常差(53%~75%)。这种工具被认为不适合对一个人是否有罪做出法律决定。出于这个原因,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在法庭上使用CQT。
区分罪犯和无辜者的一种更准确的方法就是调查他们对犯罪的了解程度。犯罪知识测试(guilty knowledge test,GKT)(Lykken,1959;Ben-Shakhar & Elaad,2003)也被称为隐蔽信息测试(concealed information test,CIT)。嫌疑人会被问一系列只有犯罪方才可能知道的犯罪问题。在每个问题被问到后,会有很多个选项被大声宣读出来,这些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所有的设计对不知道犯罪细节的无辜嫌疑人也同样适用。嫌疑人对每个问题的生理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哪个选项所传达的信息被识别出来,他们就会产生一个较强的生理反应结果。因此,有罪嫌疑人的反应模式就反映了他们的犯罪知识,而无辜嫌疑人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的是随机反应模式。问题和选项越多,区分就越明显。
请注意,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答案支持无辜嫌疑人,所以不太可能出现误报。因此,正如之前引用的那些文献综述所说,当GKT应用到该领域中时,尽管它在辨别有罪的嫌疑人上相当糟糕(42%~76%),但它很擅长找出无辜的嫌疑人(94%~98%)。然而,考虑到“被证明有罪之前皆无罪”的原则,这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与CQT相比,GKT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如果犯罪的细节被广泛公布,或者无辜的嫌疑人也目击了犯罪过程,那么将很难提出合适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如此,GKT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应用。
近年来,针对各种测谎工具的研究如雨后春笋(Meijer,Verschuere,Gamer,Merckelbach,& Ben-Shakhar,2016)。与IAT一样,很多研究设计都依赖于反应速度(Verschuere,Suchotzki,& Debey,2015)。事实上,已有可靠的研究表明,由于说谎是一种比说真话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因此人们说谎时的反应速度会变慢(Suchotzki,Verschuere,Van Bockstaele,Ben-Shakhar,& Crombez,2017)。其他工具不仅要利用这一差异,而且还要扩大它。定时拮抗反应测定仪(timed antagonistic response alethiometer,TARA),就是其中一位研究者的智慧结晶。与IAT一样,这也是一个分类任务,但与IAT不同的是,被试被要求将陈述句分为真句和假句。我们在这里不会讲述太多细节,只需注意到TARA在实验室中的准确率已高达80%(Gregg,2007;Gregg,Mahadevan,Edwards,& Klymowsky,2014),并且是在我撰写本文的同时仍不断发展的许多新的、有前途的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当我们天生的辨别能力使我们感到挫败时,精妙的技术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剥去心灵的外衣;但是,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它们的弊端。如果有一条通往无意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主张)的道路,那么这条路上一定布满了荆棘,需要小心前行。
启示
社会心理学家使用技术工具(如内隐联想测验)来了解更多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是他们不愿意说或没有意识到的。这些工具的使用有助于预测行为。
你怎么想
你认为你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那些你没有意识到的想法和感觉?他人的思想呢?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你是根据什么做出判断的?
内隐联想测验(IAT)样例
唐纳德·J.特朗普vs希拉里·R.克林顿
引言
在接下来的两页中,每一页的中心都有一个单词栏。
这些词可分为以下四类。
特朗普、唐纳德、DJT=特朗普;
克林顿、希拉里、HRC=希拉里;
恐怖、肮脏、可怕 =坏;
可爱、很好、伟大 =好。
你的任务是把单词按照类别进行分类。
在不出错的情况下,尽快做。
在每个单词的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方框,作为两个类别标签下的反应方框。
进行单词分类时,请勾选其对应类别标签下的方框。
(注意:为了不弄花这本书,你可以把这几页复印下来,或者用铅笔填写。)
首先,把你的铅笔放在单词栏上方的空白区域内,然后逐词地往下填,每次都请选择正确的方框。
开始之前,请记下你手表上的时间,完成之后,再次记下时间,然后计算你一共用了多长时间,精确到秒。
在这两个页面上执行相同的操作,它们是不同的IAT组块。
最后,比较一下你完成每一页所花的时间。
你注意到差异了吗?这是否符合你对特朗普和克林顿在意识层面上的态度?
(注意:如果你对该练习进行第二次尝试,请将单词从下到上依次分类,以减少练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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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思维的框架:选择冒险还是谨慎行事
乐观主义者认为,相比前世和来生,现在生活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而悲观主义者却担心现在的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世界了。
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
美国原子弹之父
背景
如果你觉得无聊,可以试试下面这个简单的实验:拿出三个玻璃杯,把第一个玻璃杯装满冰水,第二个装满热水,第三个装满温水。现在将左手放入第一个玻璃杯中,将右手放入第二个玻璃杯中。一分钟后,把双手都放入第三个玻璃杯中。结果是:同一杯水,在同一时间,左手感觉到了温暖,而右手却感觉冰凉。这个奇怪的经历说明了什么?这表明人们对于刺激的感知不仅取决于刺激的绝对强度,还取决于其相对强度。换言之,感知经历会受到对比背景的影响。在本章中,我们将回顾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人们感知到的内容是真实的,而且判断和决策也是根据这些感知内容所做出的。
假设有人向你提出了以下提议,我们称之为提议X:如果现在必须在(a)肯定能得到15 000美元和(b)有同等机会得到10 000美元或20 000美元之间做出选择,你会怎么选?结果显示,大多数人更喜欢选项(a)——“安全”的选项。然而,有人可能会说,如何选择并不重要,因为两个选项的期望值(expected value)相同。
一个选项的期望值是其发生的可能性乘以其发生的可取性。可能性用0(不可能)到1(一定)之间的值表示,可取性用带单位(通常是货币单位)的数字来衡量。在前面的例子中,第一个选项的可能性为1,可取性为15 000美元,可能性和可取性相乘得出期望值为15 000美元;第二个选项的期望值是两个可能结果之和:可能性(0.5)×可取性(10 000美元)+可能性(0.5)×可取性(20 000美元)。该选项的期望值也是15 000美元,与第一个选项的期望值相同。
假设现在还有一个不同的提议,我们称之为提议Y。在得到可观的20 000美元后,你必须在(a)立即退回5000美元和(b)有同等机会退回10 000美元或不退一分钱之间做出选择。这次你会怎么选?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倾向于选项(b)——“冒险”的选项。
经过思考就会发现提议X和提议Y实际上是等价的,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得到20 000美元后退回5000美元(提议Y)和直接得到15 000美元(提议X)是一样的;而得到20 000美元后冒险返还10 000美元或一分钱不还(提议Y)与直接得到10 000美元或20 000美元(提议X)也相同。然而,等价提议的不同描述方式却使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呢?
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Kahneman & Tversky,1981)为我们提供了答案。这一理论认为人们将收益或损失分别视为背离现实的收益或代价,而背离现实的程度和方向取决于人类的思维如何将期望值转化为主观印象。前景理论认为这一转变遵循四条心理学定律。在此我们将对其中三个定律进行描述,第四个定律将会在“又怎么样了”部分进行描述。
前景理论的第一条定律是:随着收益的增加,个体对新增收益的感知度将降低。例如,如果你一年只挣10 000美元,那么增加1000美元可能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是,如果你一年已经挣了1 000 000美元,那么增加1000美元可能并不会让你有多高兴。
第二条定律是第一条定律的镜像:随着损失的增加,个体对新增损失的感知度也将降低。例如,如果你在赌博中损失了10 000美元,那么再损失1000美元会让你很苦恼;但是,如果你已经损失了1 000 000美元,那么再损失1000美元可能并不会给你增加烦恼。
前景理论的第三个定律与本研究最相关:人们的选择倾向会根据是否预期到潜在损失和收益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当潜在的收益在招手时,人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但当潜在的损失迫近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冒险。
因此,前景理论阐明了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肯定能获得15 000美元,而不是同等机会获得10 000美元或20 000美元。因为回报是用收益来描述的,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确定的结果。前景理论也阐明了在得到20 000美元之后,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同等机会损失10 000美元或0美元,而不是确定损失5000美元。因为当回报基于损失描述时,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不确定的结果。
从得失的角度来描述选项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选择,对提高信息的说服力有一定的启发。社会心理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就主要关注什么因素会导致或阻止个体的态度发生改变(Petty & Wegener,1998;见本书第20章)。事实证明,前景理论可以有效地扩展到如何提高信息(尤其是提倡采取健康行为的信息)的说服力上。
正如金融选择可被描述为得与失一样,健康行为也可以被描述为得与失。它们可以通过进行健康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或不进行健康行为所产生的损失来描述。例如,“如果你戒烟,你的健康将会受益”这句话就是获得框架(gain-framed),因为它赞扬了戒烟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继续吸烟,你的健康将受到损害”的说法就是损失框架(loss-framed),因为它谴责了继续吸烟的恶习。
健康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疾病检测行为(如脑部扫描),另一类是疾病预防行为(如锻炼),人们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这些行为。一方面,由于疾病检测行为有时能揭示疾病的存在,其通常被视为有风险的行为。因此,由于担心发现无法治疗的肿瘤,人们可能会害怕进行脑部扫描。另一方面,由于疾病预防行为的目标是维持健康,其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行为。因此,锻炼在心理上与保持健康和苗条有联系,而不是与发现疾病有联系。
但是,这与前景理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认为,安全和风险的区别与确定和不确定的区别密切相关。在日常用语中,安全和确定性是相对应的(确定的事情、安全的赌注),而风险和不确定性是相对应的(不确定的交易、不确定的前景),因此,前景理论对确定—不确定的结果变化的解释,可能也适用于安全—风险的结果变化。
在此推测的基础上,罗思曼、马蒂诺、比德尔、德特韦勒和萨洛维(Rothman,Martino,Bedell,Detweiler,& Salovey,1999)提出了以下假设:疾病预防行为与安全和确定的结果相联系,应该更受获得框架信息的影响;而疾病检测行为与风险和不确定的结果相联系,应该更受损失框架信息的影响。换句话说,不同的描述应该会影响被试对不同类型的健康行为的选择。
先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与上述假设大体一致的结果。例如,在说服妇女接受乳房X光检查(一种疾病检测行为)方面(Banks et al.,1995),损失框架信息的说服力要优于获得框架信息。但是,在使用防晒霜(一种疾病预防行为)方面(Detweiler,Bedell,Salovey,Pronin,& Rothman,1999),获得框架信息的说服力要优于损失框架信息。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两项研究结果的不同是由于实验中信息描述方式的不同,还是由于两个实验采用的健康行为不同。因此,研究者需要研究同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从疾病预防和疾病检测角度都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出来。最后,他们找到了一种这样的行为(虽然不怎么典型):洗牙。
洗牙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抗菌清洗,可以防止牙菌斑的积聚;二是暴露清洗,可以暴露牙菌斑的存在。两种洗牙类型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比例相近,抗菌清洗显然是一种疾病预防行为,而暴露清洗则是一种疾病检测行为。罗思曼等人(1999)预测,与前景理论一致,强调收益的信息更能说服被试选择抗菌清洗,而强调损失的信息则更能说服被试采用暴露清洗。
做了什么
120名明尼苏达大学的本科生(大部分是女性)参与了这项实验。当被试来到实验室后,主试告知他们实验的目的是评价一本牙齿保健宣传册的有效性。为了避免被试出现反应偏向,主试隐藏了研究的真实目的。他们发给被试每人一本看起来很专业的小册子(共四页)。这本小册子中包含了许多关于牙齿保健的信息,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信息基本相同,仅在两个关键的方面存在差异:推荐哪种牙齿保健措施以及如何描述这些措施。具体而言,120名被试中的一半会读到推荐使用抗菌清洗的信息,而另一半则会读到推荐使用暴露清洗的信息。此外,在这两种实验条件下,均有一半被试读到的信息采用的是获得框架描述,而另一半读到的信息采用的是损失框架描述。综上所述,研究共有四种实验条件,每种实验条件有30名被试,研究采用的是2×2的被试间设计。
被鼓励使用抗菌清洗的被试所阅读的获得框架下的内容为:“使用抗菌清洗的人正利用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来减少牙菌斑的积聚。”而其所阅读的损失框架下的内容为:“不使用抗菌清洗的人无法利用这一安全有效的方法减少牙菌斑积聚。”被鼓励使用暴露清洗的被试所阅读的获得框架下的内容为:“刷牙前使用暴露清洗具有增强检测牙菌斑块积聚区域的能力。”而其所阅读的损失框架下的内容为:“刷牙前不使用暴露清洗会限制检测牙菌斑块积聚区域的能力。”这些描述在措辞上的差异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根据前景理论的观点,它们会对建议的说服力产生影响。
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在于小册子对被试行为的影响,因此,在实验快结束的时候,被试收到了一张贴有邮票的明信片,他们被告知可以在回去之后将明信片邮寄回来,以获取一份免费的抗菌清洗或暴露清洗用品的样品(取决于他们被分配的条件)。研究者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强调使用抗菌清洗的好处时,会有更多的被试邮寄明信片以获得它的用品样品,而当强调不使用暴露清洗的损失时,会有更多的被试邮寄明信片以获得它的用品样品。
为了进行彻底的调查,被试被要求对小册子的说服力进行自我报告(在分发明信片前)。他们被要求指出(a)对洗牙的态度(通过评估其有效性、益处、重要性和可取性);(b)购买和使用洗牙用品的意图;以及(c)愿意为洗牙支付多少钱。此外,研究者还评估了这些小册子的趣味性、代入感和信息量(尽管在不同的条件下没有预期的差别)。
被试还进行了几项额外的自我报告测试。在阅读小册子前,他们提供了自己的背景信息和牙科就诊史,以便研究者可以确保这些因素不会对不同描述的操作产生影响。在阅读完小册子后,被试完成了另外两项测验。这进一步揭示了被试对小册子中所含信息的反应和处理。这样做可以对一些可能会调节(有助于实现)框架信息效应的心理机制进行处理。在阅读小册子时,被试被要求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被试还对阅读小册子前后的情况进行了评估,评估了他们认为自己在当前的牙齿保健中会患牙龈疾病的可能性,以及一旦患上牙龈疾病会有多严重。通过被试所做的前后评估,研究者能够评价每位被试对牙龈疾病风险和严重程度的感知是如何因阅读小册子而改变的。
最后,研究者对框架操作进行了检查,要求被试对小册子的整体语调以及是强调了洗牙的好处还是不洗牙的损失进行了评定。
发现了什么
根据前景理论的扩展,研究者预测,以潜在收益为框架推荐疾病预防行为的信息和以潜在损失为框架推荐疾病检测行为的信息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被试邮寄明信片来获得洗牙用品样品的情况清晰地支持了这一假设。在那些阅读了采用获得框架推荐使用抗菌清洗(防止牙菌斑积聚和牙龈疾病)信息的被试中,有更多的人寄来了明信片;在阅读采用损失框架推荐使用暴露清洗(用来检测牙菌斑积聚和牙龈疾病)信息的被试中,有更多的人寄来了明信片。此外,在被试购买和使用洗牙用品意愿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交互模式(如图24-1所示)。

图24-1 在阅读损失或获得框架下的健康信息后,要求使用抗菌清洗或暴露清洗的被试百分比
另外两项发现增强了研究者对上述结论有效性的信心。首先,对实验操作的检查表明实验中的信息确实被适当地描述了:被试报告获得框架的信息用积极的语调强调了收益,而损失框架的信息用消极的口吻强调了损失;其次,被试的背景信息(如牙科病史)未对结果产生任何显著影响。
在主要假设得到明确的支持后,研究者继续探讨心理调节的问题。在框架操纵的影响下,被试的心理状态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未对所有指标进行回顾,而只概述了一个关于框架操作如何起作用的有意思的解释,并从总体上评估了调节的作用。
一个事件越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人们就越认为它容易发生(Tversky & Kahneman,1973)。因此,被试会高估生动或有新闻价值的死亡原因发生的概率,如飞机劫持,而低估不为人知和平常的死亡原因发生的概率,如血栓(Coombs & Slovic,1979),这种可得性偏差(available bias)可能也在本研究中发挥了作用。具体而言,提倡使用暴露清洗的信息可能主要让人想到不清洗的损失(牙龈疾病),从而增加了这些损失的感知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损失框架的信息通过利用被试对这些不利影响的反感,会比获得框架的信息更具说服力;相反,提倡使用抗菌清洗的信息可能主要让人想到清洗的好处(健康的牙龈),从而增加了这些优点的感知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获得框架的信息通过利用人们对这些好处的追求,会比损失框架的信息更具说服力。
如果这种解释正确,那么对牙龈疾病的感知可能性以及对牙齿健康明显的担心,在疾病检测条件下都应该比疾病预防条件下更大。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是这样的,因此我们推翻了这种解释。实际上,被试对洗牙的态度和邮寄明信片倾向之间总体上并没有联系。
对于态度和行为之间这种奇怪的脱节,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研究者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中介变量,例如,他们仅仅让被试评估了自己总体感染或避免牙龈疾病的可能性,而没有让其对使用或不使用清洗用品导致感染或避免牙龈疾病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因此,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受到了反应偏差的影响,例如,他们对洗牙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他们觉得是否应该清洗,而不是他们是否倾向于清洗。最后,被试行为的心理原因可能根本无法从其自我报告中获得——行为的原因通常无法通过内省来识别(Nisbett & Wilson,1977;见本书第14章)。
尽管未能找到中介变量(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并非事事顺利),但本研究提供了清晰的证据表明操纵信息的框架和内容可以提高促进健康信息的有效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思曼等人(1999)进行了一项额外的研究,要求被试阅读一条(同样是采用获得或损失框架)提倡检测或预防病毒感染的信息。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又怎么样了
如果人们希望理性地行事,那就应该通过权衡不同方式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和可取性来做决定。这些结果的不同描述方式本没有区别,杯子里的水无论被描述为半满或半空,其解渴程度都是相同的。然而,事实证明,人们的思维却明显地被潜在结果的描述方式所左右,信息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强调损失或收益)影响了决策过程,因此,我们对世界上的事物所做出的判断似乎不是依据它们本身,而是依据它们与其他事物的相对关系。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也证明了不同的描述方式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其中一个是我们对心理预算(psychic budgets)的使用(Thaler,1980)。我们是否愿意花钱往往取决于我们对未来支出的分类。例如,我们在准备买房时可能会比买了房后在“花园小矮人”等额外物品上花更多的钱。因为在买房之前,“小矮人”的费用在整个房子昂贵的预算下显得微不足道,而买房之后,“小矮人”的花费在每天紧缩的预算下就显得相当奢侈了。毫无疑问,销售专家很乐于利用我们的预算偏差,“狡猾”地为大宗商品的配件定价。
另一个关于框架效应的例子涉及提供选项,即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改变它。假设你患某种致命疾病的概率几乎为零,那你愿意支付多少钱来避免1/1000患这种病的可能?大多数人说愿意付几千美元;但是,假设你已经有1/1000的可能得了这种病,那你愿意花多少钱把这种风险降到0 ?相反,大多数人说只愿意支付几百美元。这是为什么?
前景理论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定律提供了答案:大多数人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这个假设的一个启示是,为了诱使人们接受一场输赢机会均等的赌博,有必要对赢钱给予更多奖励,而不是惩罚输钱。例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接受以同等机会赢得200美元或损失100美元,即使赌博的期望值是正的:(0.5 × 200美元)-(0.5 × 100美元)= 50美元(Tversky & ShaR,1992)。这一发现强烈地表明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即使牺牲未来可能获得的好处。这种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人们准备出售某些物品时的售价往往会高于准备购买时的出价(Kahneman,Knetsch,&Thaler,1991)。这表明,对买方而言,一个物品潜在的损失所带来的不愉快要远远多于该物品潜在的收益所带来的愉快。的确,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目前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安排,似乎比可能存在的安排更受欢迎(Eidelmann & Crandall,2012)。
这种维持现状的偏见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为避免潜在风险而付出更多,而不是为消除已经存在的风险。因为潜在风险可能会打破现状,导致人们用更高的成本去恢复现状;相比之下,已存在的风险反映了现状,因此,尽管维持现状不是有益的,但却似乎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为什么在心理上,成本要重于收益呢?这可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经受痛苦的潜力超过了体验快乐的潜力,糟糕的经历似乎比好的经历对我们的影响更大(Baumeister,Bratslaysky,Finkenhauer,& Vohs,2001),因此,谨慎可能比勇敢更适合我们。另一种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倾向于把成本看得比收益更重要,因为这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生存优势。危险的远古环境可能更适合那些规避风险的穴居人,而不是寻求风险的穴居人,因此前者大量繁衍,从而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当然,这并不否认人们在风险偏好方面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例如,平均而言,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会采取更多的冒险行为(Baumeister,Tice,& Hutton,1989)。我们仅仅是说规避风险是人类的特征。
在这一点上,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想:如果前景理论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赌博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消遣呢?为什么人们在面对客观可能性时,通常把谨慎抛诸脑后?一个答案是,因为大多数赌金在心理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只能下非常大的赌注(相对于一个人的收入来说),那么赌博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因此,只有在涉及大量资金时,前景理论才适用。
后记
一旦理解了对特定问题的描述是如何破坏理性判断的,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分裂状态。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判断应该如何不受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判断在这样那样中摇摆。就好像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同时存在或至少在快速切换:聪明的理解控制非理性,而愚蠢的那个什么都相信(Kahneman,2011)。
当人们注意到其他类型的认知偏见,特别是那些涉及概率判断的偏见时,这种心理二元性也会出现。假设有一种彩票,中奖的六个数字是从36个数字中随机抽取的,现在有两张彩票在出售,一张是数字“1、2、3、4、5、6”,另一张是数字“2、18、17、29、4、35”,你会购买哪张?你可能对第二张彩票有本能的偏好,因为我们认为号码随机的彩票中奖的概率似乎比号码连续的彩票中奖的概率要高。当然,稍微思考一下就能发现,偏好其中某张彩票是不合理的,因为无论是哪六个数字的组合,其中奖概率都是一样的。人们之所以会产生错误,是因为随机数字一般会比连续数字更可能中奖,这是现实中代表性偏差(representative bias)的一个例子。我们选择以随机数为特征的彩票,是根据其与以往中奖彩票的相似性,而不是根据正确的统计逻辑(Kahneman & Tversky,1972)。然而,尽管这一解释在理性上令人信服,但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非连续号码彩票的偏好仍然存在。
如何理解我们的一半大脑能理解某些东西而另一半大脑却不能呢?一种方式就是以错觉来做类比(Piattelli-Palmarini,1996)。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火车停下来时,你凝视窗外,却发现火车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行驶?其实你可以通过将车窗上的任何一点与站台上的一点对准来确认没有相对运动,从而证明火车是静止的。尽管这种验证方式的准确性不容置疑,但我们仍感觉火车在向后移动。这种类型的错觉无法从我们的意识中消除,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会产生它们(Bruce,Green,& Georgeson,1996),任何努力都不能使它们消失。错觉的特点只能被抽象地思考,许多认知偏见可能也是如此。
启示
人们在强调收益时会选择规避风险,而在强调损失时则会选择冒险。因此,一个选择如何被描述(是基于损失还是基于收益)对人们如何做选择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了不同行为方式可能带来的客观结果的影响。
你怎么想
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我们认为有些风险是可接受的,有些风险是不可接受的。人们对不同风险的规避在多大程度上与它们客观发生的概率相关?人们应该害怕交通事故、枪击、宗教恐怖主义或心脏病吗?
第25章 被排斥的愤怒:排斥使人大发雷霆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约翰·邓恩(John Donne,1572—1631)
英国玄学派诗人
背景
2000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两名学生——埃里克·哈里斯(Eric Harris)和迪伦·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比平时到达学校的时间晚了一点,因为他们那天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谋杀自己的同学和老师。他们穿着黑色的风衣,背着两个装满枪支和炸药的行李袋,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一场杀戮狂欢。在15分钟内,他们造成了13人死亡、21人受伤。如果他们所有的爆炸物都按计划引爆,那死亡人数将增加好几倍。半个小时后,在警察的包围下,沉浸在大屠杀中的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把枪对准了自己。
每当有不好、意想不到、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人们都想知道原因(Pyszczynski & Greenberg,1981),哥伦拜恩高中发生的大屠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悲剧发生后的几天甚至几周里,人们都在讨论:“为什么?为什么这两名学生要屠杀整个学校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可怕的行为?是什么激起了他们的仇恨之火,使他们如此无差别地发泄自己的愤怒?”
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也许哈里斯和克莱伯德是天生的杀手,他们天生就有毁灭的本能;也许他们受到了环境中邪恶力量(北美枪支游说团体、暴力电影的魅力、哥特亚文化的悲观主义)的影响;又或者这都是他们父母的过错,父母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爱,没有把他们培养成尊重他人的人,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与许多危机事件一样,关于哥伦拜恩惨案可能并没有简单的解释,有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行为。单独拿出任何一个因素来解释他们的行为都显得过于单薄,尽管这样做能给丧失亲友的人带来一丝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批判性地调查一系列可能的原因,并希望能够拼凑出一个暂时的理解,关于是什么让小镇上的青少年变成了大杀手。
那么,社会心理学家如何看待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呢?有些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往往低估了情境的影响(见第4章、第8章和第10章),因此,他们想知道是什么社会影响不知不觉中把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逼上了悬崖?
当然有一些影响因素可以立刻被排除。例如,哈里斯和克莱伯德都遵守社会规范(第1章),也没有服从权威人物方面的压力(第4章);他们周围也没有坏榜样或有人发出攻击指令。事实上,他们的大屠杀行为是一种毫无顾忌的自我主张,他们完全违反了公民准则。如果确实是社会对他们产生了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一定是远距离影响(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相距很远),而非近距离影响(在当前的环境中),并且这种影响一定是逐渐侵蚀而不是突然袭击的。从哈里斯的日记中可以发现,这场大屠杀他已经酝酿了一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远距离影响导致了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疯狂行径呢?一种可能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两个男孩已经在青少年团体的边缘生活了很长时间,主流小团体拒绝他们的加入,因此他们无法获得小团体通常会给青少年带来的声望和地位。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被同龄人排斥,并对这种排斥产生了怨恨。例如,克莱伯德写道:“我就是一个被排斥的人,所有人都在拒绝我。”警方的官方报告也指出:“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的日记中都写道自己不合群、不被接受……他们密谋对付所有他们认为无礼的人,包括运动员、拒绝他们的女孩、其他被排斥的人,以及其他任何他们认为不接受自己的人。”
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研究者探讨了社会排斥和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人际关系较差的年轻人犯下的(Garbarino,1999),此外,被同龄人排斥的孩子更有可能恐吓和攻击其他孩子(Newcomb,Burowski,& Pattee,1993)。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团体内的成员更有敌意,又或者是在这种情景下,他们只能选择暴力,因为他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大多数研究都得出了社会排斥会引发反社会行为的结果。然而根据镜像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反社会行为也会引发社会排斥,即人们都不愿意和暴力的人做朋友。在组织良好的公民社会中,大家可能都会排斥那种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肆意侮辱或攻击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人。
目前尚不清楚是社会排斥引发了反社会行为,还是反社会行为引发了社会排斥。有可能被社会排斥的个体,人性中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归属需要受到了阻碍(Baumeister & Leary,1995)。人们可能会认为不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关系会导致精神障碍,进而产生反社会行为;然而,如果经历了社会排斥的个体迫切渴望满足归属感,那他们可能会比被接纳的同龄人更努力地讨人喜欢,更努力地表现得友好、合作和慷慨,以增加被接纳的机会。
因此,社会排斥可能并不是反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要想使这一说法具有说服力,最好的方法是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它。特温格、鲍迈斯特、泰斯和施图克(Twenge,Baumeister,Tice,& Stucke,2001)将社会排斥从其他可能相混淆的因素(例如,性格恶劣)中分离了出来,以便单独考察其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做了什么
特温格等人(2001)在他们的研究中一共进行了五个实验,本章只着重讲述其中一个实验,对其余四个实验只做简要概述。
被试为30名大学生,其中17名男生、13名女生。在实验过程中,一部分被试会经历冷淡的对待,以此来操纵社会排斥情境。实验是在4~6名同性群体中进行的,被试首先被要求参与一项互相熟悉的活动,在活动中他们需要记住彼此的名字,并针对某一问题轮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15分钟后,他们被转移到私人隔间,在那里,他们被要求在纸上写下在之后的任务中最愿意与哪两位成员合作。然后主试把纸拿走,并承诺很快就会回来告诉他新小组的组成情况。在主试离开的时间里,被试需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对堕胎的看法(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后我再阐述)。接下来,主试返回并告诉被试以下两个消息中的一个:在接纳条件下——“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每个人都愿意与你合作”;在排斥条件下——“很不幸,没有人愿意与你合作”。
特温格等人(2001)感兴趣的是被试被排斥或被接纳后的感受,并假设被排斥的个体会产生悲伤或焦虑的情绪。因为前人的研究已经发现,对社会排斥的恐惧与精神痛苦显著相关(Baumeister & Leary,1995),因此,被试被要求填写一份情绪自评量表,以评估他们的情绪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当被试填写情绪量表时,主试走过来告诉他们,现在需要把他们之前所写的关于堕胎的文章交给一位同性别但在另一个房间的其他组被试评分。当然这位评分的被试是主试虚构的,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让真被试相信之后的负面反馈是真的,并评估他们随后的反应性攻击水平。
被试在填写完情绪量表后,就会收到“另一名被试”对他们文章内容的反馈。反馈信息非常关键,因为反馈表的总结评论一栏赫然写道:“这是我读过的最糟糕的文章之一!”文章的各个方面(如组织、风格)都遭到了批评。可以想象,人们在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负面反馈时会有多么愤怒,他们甚至想知道“另一名被试”是谁,为什么要侮辱他们的努力和智商?
接着,被试被告知现在要和伤害了自己自尊心的被试进行一项比赛。比赛内容是谁能根据电脑线索更快地按键。在每一轮比赛结束后,反应慢的人的耳机中会传来一段令人不悦的白噪音。当然,整个游戏都是虚构的,电脑只是偶尔向被试发出一阵噪音。实验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被试可以控制噪音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在每轮开始前可以设置对方所受惩罚的噪音强度(范围为0~10)和持续时间(通过按住鼠标按钮来控制)。被试的攻击水平是通过第一次设置的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在第一轮比赛中,他们的“对手”很“默契”地输了)。前人的研究表明,这是衡量攻击性最敏感的方法。
实验结束后,主试仔细地询问了被试的情况。特温格等人(2001)考虑到,实验操纵方式会给被试带来一些压力(在实验中告诉他们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工作,或批评了他们所写的文章,或既没人愿意与他们共事,文章又受到了批评),这会使他们在实验结束后都很难振作起来!因此,需要在实验结束后向他们解释整个实验,直到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并没有被真正排斥,也没有人在真正评估他们的文章。尤其是对于那些被排斥的被试,主试需要向其再三说明,其他被试选择了和他们一起工作。此外,主试还要为被欺骗的被试可能经历的任何不适而道歉。
科学研究是否可以采用这种实验方法,仍有待与读者商榷。但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人们在生活中被忽视或受到严厉批评的情况并不少见,大多数人很快就能“翻篇”。第4章和第10章更全面地讨论了在人类被试身上进行实验的伦理问题。
发现了什么
关键的问题是,被排斥的经历是否会增加被试对曾经严厉批评他的人的攻击性。答案是肯定的,被排斥的被试比被接纳的被试表现出了更大的攻击性,他们选择更长时间地发出更强烈的噪音。被排斥的个体感觉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于是采用更恶毒的手段进行报复(如图25-1所示)。
特温格等人(2001)研究中的其他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这些实验中,社会排斥被以一种更抽象的方式操纵,即依据虚假的性格测试结果,告知被试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的一个。在排斥条件下,被试被告知自己可能会孤独终老,虽然他们目前可能正享受着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关系终将变淡和破裂;在接纳条件下,被试则被告知自己的晚年会有很多人陪伴,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将一直持续下去。
同样,被试的攻击性也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测量的。被试被告知,之前批评他们文章的人正在申请成为心理学系的研究助理,而系里非常重视曾经参与研究的被试对这个人的看法。因此,在被试需要回答的调查问卷上有这样一道题:“如果我负责招聘研究助理,那我会聘用这位申请人吗?”被试需要在“会”与“不会”之间做出选择。在本实验和后续的实验中均发现,社会排斥条件下的被试总是表现出更大的敌意。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和测量方式,是为了降低实验结果的偶然性,使研究者对实验结果的信度更有信心(进一步回顾见Williams,2007)。

图25-1[1] 在被同伴排斥或接纳后,被试对之前批评自己文章的人进行噪音惩罚时设置的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
此外,一些实验中还有第三种条件:不幸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被试被告知,虽然他们目前生活得很平静,但是之后一定会发生不幸。设置这一条件的目的是将社会排斥的影响与不愉快但非社会事件的影响区分开来。正如预期的那样,只有社会排斥条件下的被试才更有攻击性。
为什么社会排斥会让人们表现得更有攻击性呢?有一种可能是,社会排斥会让个体的情绪更加消极,而消极情绪会引发攻击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在特温格等人(2001)的研究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结果,被同龄人排斥(本实验)或被告知孤独终老(其他实验)都不会让被试感觉更糟,社会排斥对攻击性的影响并不取决于情绪是积极还是消极。因此,其并不是通过增加消极情绪来增加攻击行为的。
又怎么样了
在特温格等人(2001)进行这项研究之前,我们并不清楚社会排斥是否会提高攻击性。现在我们知道社会排斥是能够提高攻击性的,尤其是报复性攻击。因此,社会排斥更可能是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等人发动恐怖活动的原因之一。
社会排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调节,例如,影响社会排斥的因素、影响问题人格的因素以及二者的结合。以臭名昭著的炸弹客特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为例。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位前数学教授向多位计算机领域的专家邮寄了致命爆炸物,以抗议他所认为的现代技术的弊端。儿童时期的卡钦斯基非常害羞,不善交际,超群的智力加重了他的社交困难,由于跳级,他被班上的大男孩欺负。16岁时,他考入了哈佛大学,但在那里他变得更加孤独。由于无法与他人建立联系,卡钦斯基选择了与世隔绝,并最终决定独自生活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对他人的回避进一步削弱了他的人际交往能力。由于得不到友谊的慰藉,他将科技社会视为令人堕落的毒药,并试图杀死那些支持科技社会的人,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卡钦斯基幼年时的内向性格助推了其人生道路上遭受的社会排斥。久而久之,这种强烈的被排斥感又提高了他的攻击性,最终将其从一个缺乏自信的神童变成了无情的杀手,这一结果并非难以置信。
实验研究表明,社会排斥滋生了各种反社会倾向(Tice,Twenge,& Schmeichel,2001)。例如,如果告知大学生他们未来会孤独终老,那他们就更有可能在限时完成的考试中延迟交卷,在竞争游戏中表现出敌对行为,以及在面对需要捐助的对象时拒绝提供帮助。讽刺的是,远离社会生活的孤岛并不适合人们居住。
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被排斥者的内心在想什么?特温格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发现,情绪对攻击性并没有影响。被排斥后的被试情感麻木,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或许被排斥后的其他心理过程与攻击性水平的提高有关。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经历过社会排斥的个体会试图压抑日益增长的孤独感。这种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他们设法生成了一种相对中性的情绪状态。然而,这种做法是一种自我消耗,会造成被排斥者的意志力短缺(Baumeister,Bratslaysky,Muraven,& Tice,1998;见本书第22章)。因此,他们可能抑制不住自己原本可以抑制得住的冲动,从而实施了攻击行为。这一说法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Baumeister,Twenge,& Ciarocco,2002)。当被要求在高脂糖果和健康食品之间做出选择时,与其他被试相比,被排斥者往往会选择前者—— 一种冲动且轻率的选择。
也许长期与他人隔绝会导致个体的精神疲惫,进而失去对长期有益目标的兴趣,转而选择有害的短期目标;或者,由于不习惯履行社会生活的职责和义务,个体抑制反社会倾向的能力减弱了(Baumeister & Exline,1999)。无论哪种方式,被排斥者都可能倾向于攻击他们所谓的敌人。
在外人看来,他们攻击的目标往往非常武断。以哈里斯和克莱伯德为例,媒体对他们疯狂开枪之前已经列出了一份杀人名单的事实进行了大肆渲染,然而,最终的受害者只有一个是名单上的。正如目击者所言,这次校园杀戮是随机的。这一现象与特温格等人(2001)的另一项实验结果相一致:被排斥者不仅会攻击冒犯自己的人,也会攻击从未见过的人。他们的复仇似乎具有普遍性,不仅针对曾经排斥过自己的人,而且还针对无辜者。
社会排斥不仅会阻碍个体的归属需要,还会阻碍其他基本需要。根据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2000),思维流畅的基础是个体对关系、胜任和自主的满足。显然,社会排斥使个体难以与他人建立联系(归属需要得不到满足);难以有效地完成任务(例如,难以说服别人有效地帮助自己);难以展现自己(例如,难以通过专业联系促进商业投资)。因此,被排斥者会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在别人眼中变得臭名昭著(满足关系需求)、完成一些重要的事情(满足胜任需求)或控制别人的命运(满足自主需求)。
考虑到社会排斥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特温格等人(2001)研究中的最后一项实验给出了答案。这项实验的结果发现,尽管被排斥者对冒犯过自己的人和陌生人都表现得更有攻击性,但对表扬过自己的人却没有表现出攻击性。由此可见,善意的语言可能会消除社会排斥所滋生的反社会倾向。如果有同学偶尔赞扬过克莱伯德和哈里斯,或许他们就不会进行这场屠杀。可能正是社会排斥加上被嘲讽为“孤独者”和“失败者”引发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事实上,社会排斥也会引发生理上的痛苦(Eisenberg,Lieberman,& Williams,2003;MacDonald & Leary,2005),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排斥会引发攻击行为。
当然,要消除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伤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害羞、孤独和疏离的人迎回社会的怀抱。不幸的是,社交能力强的人往往不喜欢和这些人相处,因为与他们相处的回报率较低,而且往往会带来社会污名。因此,为了确保社会机构或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有必要制定相关政策,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被孤立的孩子更多地参与小规模的活动(Bagley & Pritchard,1998)。然而,我们目前很难找到能够扭转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方法。如果我们重视集体幸福,那就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毕竟社会融合的缺乏会引发许多其他的社会病态(Twenge,2000)。
后记
综上所述,社会排斥仅仅是导致暴力行为的众多因素之一,其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暴力。绝大多数孤寂独处的人都遵纪守法,并不会轻易冒犯他人。社会排斥不是导致暴力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暴力活动并不是由被孤立的不满者实施的,而是由长期对政治不满的组织集体实施的(Rummel,1994)。的确,导致暴力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尽管如此,在结束本章内容之前,我们还是想讨论一个已经被广泛引用来解释反社会行为的因素——自尊(self-esteem)。
在书店的自助浏览区,你可能会发现许多书籍都有这样的观点:人类的痛苦是低自尊的产物。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学会用乐观的眼光看待自己,才会迎来精力充沛、经济富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黄金时代。如果你质疑这个观点过于简单,那你是对的。虽然自尊是与生俱来的,但自尊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有一些研究者声称,高自尊的人会更快乐,更清楚自己是谁、自己喜欢什么,在逆境中坚持的时间也更长(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 Vohs,2003);高自尊可以促进个体对社会的良好适应,会让人更加快乐。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依据,但通常都夸大了自尊的好处(Donnellan,Trzesniewski,Robins,Moffitt,& Caspi,2005)。
“爱人先爱己”这句话就体现了高自尊有利于人际关系的观点。这一论断的优点是心理学家可以对其真伪性进行检验(虽然非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人分为高自尊的人和低自尊的人,然后比较二者的反社会倾向。如果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高自尊的人应该更平和、更有礼貌,而低自尊的人应该更好斗、更没有礼貌。
有研究者通过两个实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Bushman & Baumeister,2002),实验方法与本章前面介绍的实验类似。首先,要求被试写一篇文章来表达他们对于堕胎的观点;之后,由“另一名被试”对这篇文章进行或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最后,向被试提供一个可以惩罚评价自己文章的被试的机会(他/她可能会被讨厌的噪音轰炸)。结果表明,被试的自尊水平与攻击行为无关,低自尊的人与高自尊的人在攻击行为上的差异不显著。
然而,这项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夸大自我价值的自恋水平高的人的攻击水平要高于自恋水平低的人。也就是说,自卑并不会提高人的攻击水平,但自恋会。当自恋者视若珍宝的自我价值受到威胁时,他们的反应会比谦逊的人更加强烈。
日常生活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些实验的结果。那些实施严重暴力行为的人(谋杀犯、家暴犯、帮派成员、独裁者)都有较高的自恋倾向(Baumeister,Smart,& Boden,1996),这也更好地印证了实验结果。与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认为自己无能的人不同,当有人嘲笑自恋水平高的人时,他们有信心进行反击。当然,如果他们的自尊水平较低,那他们就会采取守势方案,将痛苦内化并试图逃避。
研究表明,高自尊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例如,一项研究根据自尊水平的高低和稳定性(自尊是否会随时间发生波动)对被试进行了分组。结果发现,自尊水平高且稳定的被试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最少,而自尊水平高且不稳定的被试表现出的攻击行为最多(Kernis,Grannemann,& Barclay,1989)。有些自尊水平高的人对自己很自信,不易受社会刺激的影响;而有些人虽然自命不凡,但对批评非常敏感。
这两组人的心理有何不同?有可能是,有些人的自我价值更具有相倚性(contingent)。也就是说,这些人自我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某些条件的满足。比如,获得一定的声望、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或履行规定的职责;相反,自我价值为非相倚性的个体,无论何时都会积极地看待自己。当有人批评他们或者当他们把事情搞砸时,他们不会过度不安。他们接受自己的一切,包括缺点。研究证实,自尊稳定的个体在面对威胁时会更加平静(Kernis,2003)。
回顾哥伦拜恩高中的惨案,我们或许可以把哈里斯和克莱伯德看成高自尊的人。经历社会排斥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绝望和自怜;相反,他们的反应是残暴和蔑视。然而,他们的自尊是不稳定的,高度依赖于同龄人对他们的尊重和钦佩。他们无法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同龄人不像自己期待的那样尊重自己,于是展开了可怕的报复。那些大肆宣传可以通过提高自尊水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人应该注意自尊稳定性的作用。
启示
社会排斥会提高个体的攻击水平,被排斥者不仅会伤害冒犯他们的人,而且会伤害无辜者。
你怎么想
有些人确实遭到了社会排斥,但总是其他人的责任吗?人们是否应该为自己被排斥而负责(例如,因犯罪而被排斥)?试图接纳不合群的个体会带来很多问题吗?
注释
[1]图25-1中的纵坐标为噪音强度和持续时间,分数越高表示噪音强度越大、持续越久。——译者注
第26章 亲社会流言:分享坏的能促进好的
每个人都被自愿当间谍的邻居所包围。
简·奥斯汀(Jane Austin,1775—1817)
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
背景
一个意第绪语的故事(有多个版本)描述了一个无耻的散布流言者。他散布的大部分流言都是关于当地拉比(宗教头衔)的。这个人最终感到羞愧,于是去找拉比请求原谅,并试图弥补拉比。拉比让他拿着一把刀和两个枕头去市场,把枕头切开并在空中使劲摇晃。那人照做后回到拉比面前,问还需要做什么。拉比叫他回去把市场上所有散落的羽毛都捡起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开始意识到流言的危害有多大,以及要消除它又有多么困难。
流言(莎士比亚创造的许多术语之一)被认为是闲言碎语、谣言、八卦和吹毛求疵的同义词。它通常发生在办公室的饮水机旁、后院的栅栏边、家庭聚会、学校操场或社交媒体上。尽管流言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传播有趣新闻的消遣方式,但它更广为人知的是其恶意意图和有害影响。流言常常用来诽谤和边缘化某些人。说悄悄话和散布谣言的人都有邪恶的舌头。一些人认为散布流言是极恶的罪,是上帝最痛恨的六宗罪之一,并建议人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传播流言。
但是,有些流言是否会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尽管流言很容易被想象成残忍和有害的,但也可能被认为是富有同情心和建设性的。本泽武(Ben-Ze’ev,1994)提出好的流言(good gossip)的说法。顿巴(Dunbar,1996,2004)通过对人类交流的分析,发现三分之二的交流都是针对社会话题的,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流言。由于流言在历史和文化中无处不在,因此它很可能是一种人类进化的倾向,可以为个人和集体带来益处。可以说,流言起源于原始社会,目的是帮助人们建立社会联系,以保护弱势个体和群体的利益。随着早期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有必要开发一种沟通系统,使大家能够尽可能多地关注群体中的人,以便避免或至少对那些被认为性格恶劣和自私的人保持警惕。因此,流言在志趣相投的人之间就充当了一种早期预警系统、一种对抗反社会行为的手段,可以促进团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流言可以不是恶意和破坏性的,而是善意和有益的。
范伯格、威勒、斯泰拉和柯尔特(Feinberg,Willer,Stellar,& Keltner,2012)建构了一个理论模型,更精确地解释了流言的功能。该模型认为,目睹不公正或可疑的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负性情绪(采用自我报告或生理测量)。这些情绪加上寻求合作和公平的亲社会动机,会促使个体说出亲社会流言,传播这种流言可以使人们将负性情绪释放出来。个体可能会在没有物质或社会奖励甚至自己付出成本的情况下传播亲社会流言。由于人们不想被流言损坏声誉,从而导致被边缘化或排斥,亲社会流言也能起到威慑反社会行为的作用;听到亲社会流言的人,也可以对流言中提到的那个人采取预防措施。因此,亲社会流言能保护弱势个体,促进更大的利益。
范伯格等人认为个体的亲社会倾向水平(一个人的无私、合作和公平程度)既影响亲社会流言的动机,也影响亲社会流言的影响力。那些高亲社会倾向的人在目睹不公平行为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进而更有可能传播亲社会流言,并在之后感受到更多的情绪缓解;相反,那些低亲社会倾向的人则会更多地受到亲社会流言的威胁,他们担心别人议论自己,因此不愿意进行明显的反社会行为。
范伯格等人开始对这个模型的各种元素进行实验。他们想知道以下两个相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促使人们传播亲社会流言,以及亲社会流言有什么功能?他们提出了四种假设。其中,“沮丧”假设认为,目睹反社会行为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情绪,而消极情绪越强烈,他们就越会传播亲社会流言;“亲社会”假设认为,亲社会流言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真正帮助和保护他人,而不是获得物质或社会奖励;“释放”假设认为,亲社会流言会减少负性情绪;最后,“威慑”假设认为,亲社会流言会抑制自私行为。范伯格等人制订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
做了什么
范伯格等人(2012)设计了四项研究,我们在这里详细地描述他们的第一项研究,然后在“又怎么样了”部分中简要地描述他们的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研究。
52名大学生参与了研究1,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项小组研究,自己是四名小组成员之一。当他们到达实验室时,有两名被试(实际上是主试的同伙)已经到达了,三人(一名真被试和两名假被试)被告知要等待另一名被试(组成四人小组)。在等待过程中,其中一名假被试与真被试被带到了隔壁房间,两人被安排坐在电脑前,中间由隔板隔开,以防止他们看到彼此。除非电脑提示,否则两人不能交流。他们每人身上都连接着一个心率监测器(在他们腹部的左右两侧)。在完成了背景调查后,他们开始进行“信任”游戏。
这个游戏有两个角色:投资人和被投资人。投资人在游戏一开始会有10分,他可以将任意分数送给被投资人,而这个被送给被投资人的分数会自动增加两倍,随后被投资人有机会将任意分数返还投资人。例如,如果投资人送给被投资人5分,那么被投资人就有了15分,随后被投资人可以返还投资人10分,使两人都有利可图。被试被告知,实验结束后可以用手中的分数来换钱。
被试被告知,游戏中有四个角色:投资人A、投资人B、被投资人和旁观者。投资人要和被投资人玩游戏,而旁观者知道每一轮游戏中投资人送给被投资人的分数,以及被投资人还给投资人的分数。假被试和真被试在被送到隔壁房间后,抽取了表明他们身份的信封。实际上,信封是被操纵的——两个信封里都写着“旁观者”。真被试表明自己的身份是旁观者,而假被试则谎称自己是投资人B。两人会在第二轮游戏中一起与被投资人玩信任游戏。
然后,真被试(旁观者)和假被试(投资人B)等待投资人A和被投资人完成第一轮游戏。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后,主试递给旁观者(而不是投资人B)一张纸,纸上记录了第一轮游戏的情况。旁观者获悉,投资人A已将全部的10分都给了被投资人,分数价值自动增加了两倍,但被投资人并没有给投资人A任何回报。毫无疑问,旁观者会注意到这种剥削行为。
随后另一名主试给了真被试一个身份信封,并告诉他:“不要打开,直到电脑提示可以打开。”这名主试不知道实验的假设,也不知道谁是真被试,谁是假被试。这种双盲设计(主试和被试均不知道实验操作)消除了实验者预期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在打开信封之前,被试在计算机上回答了与负性情绪相关的问题(见下文),然后打开了电脑文件。文件中有两条指令中的一条,这两条指令是随机分配的,分别代表实验条件和控制条件。在实验条件下,真被试被提醒,坐在他对面的投资人B会跟他一起进行下一轮游戏,如果真被试愿意,可以给投资人B(不知道被投资人的信息)写一两句话,任何信息均可(被试还被告知,投资人B知道自己可能会收到一条提示,但不知道提示涉及什么内容。这种设定是为了向被试保证,投资人B不知道是谁发出的提示)。被试还被告知,在第二轮游戏后,每位被试都将分开离开,并且很可能再也不会见面。这一信息用于阻止被试产生用提示获得某种奖励的期望。在控制条件下,被试也被告知投资人B会在下一轮和被投资人一起进行游戏,而自己将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发送给投资人B(他们也被告知投资人B正期待获得小提示)。
在发送(或不发送)提示后,被试要回答第二组问题,涉及他们即将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同样,见下文)。随后他们还被要求回答另外两个问题:“在写了提示后,你觉得自己有多轻松?感觉有多好?”这两个问题用来考察被试的情绪释放。被试(通过电脑)观察了投资人B和被投资人之间的信任游戏,然后完成了一项简短的调查。该调查用来考察被试对研究是否存在怀疑。然后,他们与心率监测器断开连接,并接受询问——实验者告知了他们研究的真实目的,包括研究假设和欺骗的必要性。
最后还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被试在向投资人B传递提示前和提示后,分别报告了他们感到沮丧和烦恼的程度,从0(完全没有)到100(非常沮丧烦恼)。其次,尽管心率监测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是连接的,但研究仅采集了被试在进行负性情绪报告时的两次为时1.5秒的数据,心率数据被作为衡量被试情绪强度的额外指标(随着负性情绪的增加,心率也会加快)。最后,被试所写的提示由两名评定者分别分析。他们要判断提示是否符合范伯格等人对亲社会流言的定义:“通过分享对目标人物的评价信息,来保护他人免受反社会或剥削行为的伤害”。范伯格等人向被试提供了一些流言的例子:“被投资人上一轮没有返还投资人任何分数,因此我建议不要给他分数。”“尽量保留分数,因为被投资人不会给你太多回报。”“你的被投资人不可靠,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你要小心投资。”
发现了什么
实验组有27名被试向投资人B发送了提示(被试不知道投资人B是假被试,并认为他们将与被投资人一起进行下一轮信任游戏)。在这些提示中,有26条被定义为亲社会流言。重要的是,被试在发送提示后的负性情绪与发送前相比显著下降,而控制组则没有这种变化。显然,被试在看到第一轮游戏中的自私和剥削行为后都体验到了负性情绪,然而,只有那些向投资人B发送亲社会流言提示的人才表现出了负性情绪的下降,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并发送给投资人B的人则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此外,实验组比控制组报告了更显著的放松情绪。最后,研究人员发现,控制组被试在抄写无意义的句子并发送给投资人B前后,心率(较实验前)都有所提高,而实验组被试的心率则没有显著变化。尽管在目睹了反社会行为的情况下,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的心率都有所提高,但只有亲社会流言才能使其恢复到正常水平。
又怎么样了
研究1的结果表明,当看到他人的反社会行为时,被试普遍会传播亲社会流言。即使没有任何回报,他们也会选择分享关于贪婪的被投资人的判断信息,以保护投资人免受伤害。自我报告和心率数据表明,目睹剥削行为会使负性情绪增加,而亲社会流言能够消除这些负性情绪。因此,研究1的结果证实了范伯格等人提出的“亲社会”假设、“沮丧”假设和“释放”假设。
范伯格等人的研究2、研究3、研究4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也获得了明确的结果。研究2发现:第一,被试的亲社会倾向越强,传播亲社会流言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自我报告显示,被试发送提示是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而非惩罚自私的被投资人;第三,在目睹被投资人的剥削行为后,体验到较多负性情绪的被试,更倾向于传播亲社会流言;第四,与那些被告知提示无法传递给投资人的被试相比,得知提示会传递给投资人的被试释放了更多的负性情绪,显然,撰写提示并不能让被试释放情绪,发送提示才能,因为后者才能使投资人受益;第五,在目睹了被投资人的自私行为后,亲社会倾向越强的被试体验到的负性情绪就越强,并且在发送提示后体验到的情绪释放也越多;第六,被试越相信他们的提示能够帮助投资人,他们的情绪释放得就越多。
在研究3中,范伯格等人发现,在45名被试中,有34人愿意为发送提示而付钱,他们愿意支付的平均金额为1.19美元。也就是说,大部分被试都愿意付出一定的个人成本来传播亲社会流言(有关利他行为的更多信息,见第18章)。此外,他们的亲社会倾向越强,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多。同样,他们在目睹贪婪行为之后体验到的负性情绪越强,愿意支付的金额就越多;而支付的金额越多,他们的情绪释放得就越多。最后,通过改变游戏的本质(通过使用“独裁者”游戏——投资人变成了捐赠者,什么回报都得不到),研究者得出结论,被试的目的在于帮助潜在的受害者,而非惩罚违规者。
范伯格等人的前三项研究探讨了亲社会流言的动机,而研究4探讨了亲社会流言的功能。具体来说,研究4想要探讨亲社会流言是否能够减少自私行为,促进合作。这项研究有三种条件,每种条件下被试都是被投资人,并被告知以下内容:(a)旁观者将有机会向投资人说明被投资人在前几轮的行为(亲社会流言条件);(b)被投资人和投资人的行为会被观察到,但旁观者没有机会闲聊(观察者条件);或(c)被投资人和投资人的行为不会被观察到,也没有人可以谈论它(控制条件)。范伯格等人发现,在亲社会流言条件下,被投资人返还投资人的分数比旁观者条件和控制条件要多。这直接证实了他们的“威慑”假设。此外,在亲社会流言条件下,与高亲社会倾向的被试相比,低亲社会倾向的被试返还投资人的分数更多。很显然,他们克制了自己的自私倾向,向投资人返还了更多的分数,以避免声誉受损(如图26-1所示)。
这四项研究的结果是,流言并不都是坏的。是的,它有时可能是小气的、剥削性的、伤害性的甚至是残忍的,但它也可能是好的,因为它可以保护特定的个人和群体,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好的流言可能要比坏的流言更常见,尽管它很少被关注。范伯格等人(2012)并不是简单地重申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实验证明了这种流言的动机和预防功能,同时也探索了调节这些动机和功能的人格差异——亲社会倾向的水平。范伯格等人的研究并非没有潜在的问题(没有任何研究是无懈可击的),它们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数据(以及一些心率数据),这些数据可能缺乏可信度(见第14章)。此外,要求特征也可能会带来偏见(被试怀疑研究的真正目的,见第13章)。最后,研究方法和结果可能无法反映所谓的现实世界中流言的复杂性(范伯格等人承认了所有这些可能的缺点)。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

图26-1[1] 当被投资人被告知(a)旁观者将有机会谈论被投资人;(b)旁观者没有机会闲聊;或(c)没有旁观者时,高、低亲社会倾向的被投资人返还投资人的分数对比
后记
令人痛苦的是,人们总是表现得很自私。剥削和有害行为在历史上一直是每个社会的主要问题,个体很容易为了个人利益而利用他人。有些人不顾他人的痛苦和需求,诽谤他人以显示优越感;有些人利用谎言和欺骗来达到目的;还有些人攻击和偷窃甚至谋杀他人。在团体中,只要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被发现或者不会受到惩罚,就会做出逃避责任的行为,或者借助群体身份来获益。毫无疑问,为了得到奖励或者至少感知到奖励,个体通常会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自私地行事。从纯粹的得失角度来看,反社会行为似乎是理性的,合作和支持更大的利益可能看起来很愚蠢,因此,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自私行事、不考虑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此外,也确实存在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社会困境(Dawes,1980),比如为什么要向公共广播机构捐款,似乎不这样做也不会妨碍人们收听公共广播;为什么明明一个人的用水量仅仅会对地下水位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还要在干旱时期节约用水?
应对反社会行为有以下三种方法,其中第一种方法是制裁那些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在同伴制裁(peer sanctioning)中,社交网络的成员会惩罚“有罪”的人,这种惩罚有多种形式:不友好的绰号、嘲笑、剥夺特权、身体报复、排斥等;在正式制裁(formal sanctioning)中,一些中央机关或机构负责实施惩罚,例如,执法人员逮捕罪犯,而陪审团和法官对其进行审判。
教育是第二种应对反社会行为的方法。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都试图培养良好的品格,促进合作与服务他人。我们被教导不要撒谎、偷窃、欺骗或谋杀,要公平、友善和富有同情心地对待他人。教育还试图解决社会困境: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鼓励个体为更大的利益让步。20世纪70年代中期,电视上播放了这样一则公益广告:一位美国原住民穿着手工制作的衣服,扎着长长的辫子,头上插着一撮羽毛,划着独木舟沿溪而下。他在划桨时碰到了漂浮在独木舟两侧的垃圾,这条被污染的溪流将他带到了一个被烟雾缭绕的工厂所包围的海湾。这位原住民把他的独木舟拉到岸边,然后走向一条高速公路,一辆过往汽车里的人把一袋垃圾扔到了窗外(袋子在他的脚下摔裂了)。当他盯着那些沿高速公路散落的垃圾时,这位原住民一直保持着庄重的身姿和严肃的表情,同时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早期,任何看电视的人都会记得这个令人心酸的场景),这则公益广告的目的是什么?很显然,是为了教育那些做出了自私行为的人,以减少环境污染。
应对反社会行为的第三种方法是分享声誉信息。当人们相互交谈时,他们经常会谈论第三方,特别是那些性格不好、自私和有剥削记录的人。范伯格等人(2012)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这种重要且常见的沟通方式。事实上,与其他流言相比,亲社会流言最有可能存在,因为它起源于最早的人类群体,并且已被各个社会接受。
启示
虽然流言经常被谴责,但它也有宣泄情绪、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亲社会流言通过保护他人免受伤害,从而减轻因目睹反社会行为而产生的负性情绪。此外,它还有助于阻止自私的剥削行为。
你怎么想
人们通常会把流言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你认为这种刻板印象有什么不对吗?还是你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喜欢流言?男性和女性传播流言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们谈论的主题不同?此外,你有没有传播过流言或成为八卦的目标——是什么激发了这些流言,它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注释
[1]图26-1中的纵坐标为被投资人返还投资人的分数。——译者注
第27章 爱的关注:克服存在恐惧的良方
人总会死去,并且虫子会吃掉他们,但是爱不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
英国剧作家
背景
让我们疯狂一会儿。你想象过自己会在什么年龄死亡吗?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死去?“签证期满”时谁会陪在你身边?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的面部表情是怎样的?你的遗体会被火化吗?你的灵柩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你的遗体会在哪里被火化?你去世后谁会怀念你?
另一个问题是:上述这些问题让你感觉如何?(不难想象)你不喜欢过多地思考死亡,最多觉得推测死亡可能涉及什么,或者随后可能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是有趣的。上述问题可能使你感到焦虑或不安,这些都不会使我感到惊讶。我教过几次死亡学(研究死亡的学科),并要求学生写下他们的讣告和墓志铭。许多人都试图逃避这一作业,因为他们觉得“毛骨悚然”。
当然,事实是人终有一死。你会死,你所有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也会死,其他所有人也都会死,死亡意味着肉体不再存在。尽管生活中的不幸和悲剧有许多形式,但死亡是最糟糕的一种。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所说的,我们所有人都会“深埋于地下几英尺,在黑暗和无声无息中腐烂并永远消失”。我们最终会变成“虫子的食物”,这对虫子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但对我们来说不是。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冰冷的事实呢?是什么会使我们想到死亡,又是什么使我们不去思考它的?一般来说,我们该如何管理由于想到无法避免的死亡而产生的极度恐惧呢?现在,让我们开始进入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Greenberg,Solomon,& Arndt,2008;Solomon,Greenberg,& Pyszczynski,1991)吧。根据TMT,死亡恐惧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动机(Greenberg et al.,2008),一个人的许多活动都是由他或她对死亡的恐惧所驱动的。我们会避免想到死亡,我们很可能属于一种试图掩盖死亡的文化;我们也从不单独处理尸体或挖掘坟墓,而且,我们会采用一种保护性的委婉用语,比如“去世”或“不再与我们同在”。然而,对死亡的思考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研究发现,死亡提醒[或者使用TMT的术语——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t)]会促使我们锻炼、生孩子、参战、惩罚违背道德者、坚守社会规范、隔离失败、接受过多的对个人成功的赞扬、相信人类是独特的且优于动物、喜欢明确的信息和结构良好的物理环境,并相信来世和超自然现象(Arndt,Schimel,& Goldberg,2003;Dechesne et al.,2003;Gailliot,Stillman,Schmeichel,Maner,& Plant,2014;Landau et al.,2004;Wisman & Goldenberg,2005)。
根据TMT,我们试图用以下几种方式管理死亡恐惧。首先,我们的文化提供了个人意义和重要性的来源。我们采纳、坚持和捍卫为我们提供价值感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宗教或其他),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意义和价值取代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也通过歧视那些不持有我们信念的人来增强自我意识(Strachman & Schimel,2006)。(回忆第7章讨论的喜爱内群体的倾向)。一般来说,我们寻找提升自尊的方法(Harmon-Jones et al.,1997)。高自尊使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残酷事实,而低自尊却会削弱我们面对它的能力。
另一个对抗死亡恐惧意识的缓冲是与家庭成员、朋友和恋人的关系(Florian,Mikulincer,& Hirschberger,2002;Kosloff,Greenberg,Sullivan,& Weiss,2010;Mikulincer,Florian,Birnbaum,& Malishevich,2002;Mikulincer,Florian,& Hirshberger,2003)。这些亲密关系给了我们安慰和支持。研究发现,死亡提醒会促进亲密感、爱和对关系的承诺(Cox et al.,2008;Mikulincer et al.,2003),但是为什么亲密关系会减轻我们的存在恐惧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亲密关系涉及相互的积极关注,而积极关注能够增强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Arndt,& Schimel,2004)。一个多世纪以前,库利(Cooley,1902)提出了镜像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概念,说明我们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经过的其他人。”我们经常以重要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看待自己,这种感知到的关注可能是亲密关系的关键要素,而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使我们能够应对死亡恐惧。在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与所爱之人之间的感情能够给我们安慰。
为了探索这一主题,考克斯和阿尔恩特(Cox & Arndt,2012)进行了多达七次实验。为了简洁起见,在此我们只讨论前四个。实验1检验了死亡提醒是否会导致人们夸大伴侣对他们的积极看法(感知关注);实验2检验了在死亡凸显后,感知关注的夸大是否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不仅仅是伴侣;实验3检验了感知伴侣关注是否会在死亡提醒和对伴侣的承诺之间起中介作用;实验4测量了与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在脑海中有多突出),这些想法是在进行了死亡凸显的操纵和指示下产生的,这些指示要求被试想象伴侣对这些想法持积极或不积极的态度。
做了什么
15名男大学生和28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1。他们首先要完成一系列旨在掩饰实验目的的调查问卷。接下来,实验者操纵了死亡凸显性——随机挑选一半的被试回答两个关于死亡的问题:“简要描述你在想到死亡后的情绪”和“尽可能具体地写下,你认为当你死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另一半被试回答的问题形式上与之类似,不过内容涉及的是经历一次与死亡无关的意外事件。然后,被试完成了一个大约五分钟的单词搜索游戏,其中中性单词(如电影和书籍)隐藏在一个10×10的字母矩阵中。之所以包含这个单词搜索任务,是因为以往的研究证明,延迟一段时间后,死亡凸显的效应最强(Greenberg,Pyszczynski,Solomon,Simon,& Breus,1994)。接下来,被试完成了关于感知关注的23个项目的测量。遵循以往研究的先例,实验者呈现给被试的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形容词,如和蔼、深情、懒惰、有控制欲等,并要求他们评价自己的伴侣对自己这些特质的评价。评价使用九点量表进行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被试也对相同的23个形容词就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进行了评分(两组评分的单词顺序是随机的,以确保呈现顺序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对于这两组评分,消极的项目采用了反向计分,以得到感知伴侣关注和自我关注的整体得分。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对死亡凸显的操纵会激发与死亡相关的想法,这会夸大被伴侣积极关注的感觉,但是对自我评价没有影响。
20名男大学生和17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2。这些学生完成了同样的死亡凸显任务,并经历了与实验1相同的五分钟延迟。在实验1中,控制话题是与死亡不相关的意外事件,而在实验2中,控制话题是强烈的身体疼痛(注意这些控制话题是如何谈及不愉快和意外事件的,提问的形式与谈及死亡时是一样的,这样就能够推理出是死亡本身引发了这个效应,而不是死亡与其他事件共有的某些特征)。然后,被试被要求对相同的23个形容词做出反应,使用相同的九点量表,但这次评分涉及普通人如何看待他们、伴侣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评分顺序依旧随机)。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死亡凸显操纵后的感知关注的夸大只涉及伴侣,不会发生在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上。
29名男大学生和19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3,他们所有人都处在恋爱状态,恋爱时间从一个月到四年不等。被试回答了与实验1和实验2相同的两个问题,或者,在控制条件下,回答了两个关于牙疼的问题。随后,被试经历了与实验1和实验2相同的延迟,并在接下来对感知到的与伴侣关注相关的23个形容词做出反应。最后,实验者给被试呈现了15个项目,并要求他们评价自己对伴侣的承诺(吸引力、信任和爱)——例如,“我对我的伴侣绝对忠诚”,评价使用九点量表,从“一点都不忠诚”到“非常忠诚”,他们还被要求在进行评价时想着自己的伴侣。这些项目的得分平均起来得到一个总体的承诺分数。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死亡提醒会使被试夸大对伴侣的承诺,而这可能是由他们对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感知引起的,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对伴侣如何看待他们的感知“中介”了这一过程。换句话说,死亡提醒会引发对伴侣关注的夸大感知,进而导致更大的关系承诺。
16名男大学生和42名女大学生参加了实验4,与实验3一样,他们都已恋爱一个月到四年之间。被随机分配到死亡凸显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了《死亡恐惧量表》(Fear of Death Scale),其中包括像“我非常害怕死亡(是或否)”之类的项目。被随机分配到控制条件下的被试完成了关于牙疼的类似问卷,其中包括像“我非常害怕牙疼(是或否)”之类的项目(注意,这里的主要目的不是测量对死亡或牙医的恐惧,而是为了唤醒它)。接下来,所有的被试都被要求思考一次伴侣对他们持有积极看法或没有持有积极看法的经历(“请写下你的约会对象/伴侣使你感觉良好的一次经历”或者“……没有使你感觉良好……”)。所有条件下的被试都被要求想象伴侣的存在,并写满一整页纸。因此,实验的两个自变量是死亡凸显VS牙疼和积极关注VS非积极关注,因变量是词干补笔任务(word stem completion task),目的是评价死亡想法的可得性。实验者给被试呈现了25个词干,其中五个可以用中性词或死亡相关词完成。例如,被试可以在像“DE_ _”这样的词干中填入字母以组成与死亡相关的词,如“DEAD”,也可以组成与死亡无关的词,如“DEED”。同样,被试可以用“IN”或者“EE”填充“COFF_ _”。其他关键的词干有“GRA_ _”“SK_ _L”和“KI_ _ED”(作为读者的你最容易想起的词是什么呢)。被试的死亡可得性得分是他们完成的死亡相关词的个数(分数范围是0~5)。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假设是:在死亡凸显条件下,想象伴侣给他们带来的良好自我感觉(相比没有使他们感觉良好)会减少与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注意这最后一项研究是怎么查明TMT提出的心理机制的,并注意是如何间接地评估它们的。即使被试有意识地压抑与死亡有关的外显想法,词干补笔任务也仍然可以反映出他们的内隐思虑)。
发现了什么
在实验1中,实验操纵(使被试想起死亡或者意外事件)对两个因变量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死亡凸显条件下被试对伴侣关注的感知高于意外事件条件下,然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在两个条件间没有显著差异。因此,被试更可能在死亡凸显后,夸大伴侣对他们的积极评价,就像考克斯和阿尔恩特所预期的那样。实验2发现了相同的模式:在死亡凸显条件下,对伴侣的感知关注的评分显著高于身体疼痛条件下,但是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和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结果,正如考克斯和阿尔恩特所预期的那样,只有在死亡凸显条件下,个体才会产生与死亡相关的想法(如图27-1所示)。

图27-1[1] 当死亡或者身体疼痛凸显的时候,对伴侣关注的感知、对自我关注的感知和对普通人关注的感知(注意:这个图示是原理图,因为原始文章没有提供平均分)
实验3涉及中介分析,它解决了以下一般情况。假设有自变量X和因变量Y。从实验中,你知道是X引起了Y,但是,你认为这可能是由于X引起了M,而M又引起了Y。那你怎么能在不操纵M的情况下找到证据呢?一个快速的方法就是统计。你可以测量M,看看X和Y的关联是不是在统计上依赖于M——换句话说,M是否中介了两者的关系。现在,把这个想法应用到实验3的主要问题上:死亡凸显所引起的更大的对伴侣的承诺,是不是由于感知到的伴侣关注所起的中介作用。与前两个实验一样,死亡凸显和感知到的伴侣关注有显著的关系,而且,在死亡凸显条件下,感知关注与对关系的承诺也存在显著关系。然而,当考克斯和阿尔恩特在统计上控制(保持恒定)感知到的伴侣关注后,死亡凸显在对关系的承诺方面的影响不再显著。这与研究者的预期是一致的,即正是感知关注导致了死亡凸显和对关系的承诺之间的因果关系(Baron & Kenny,1986)。很明显,在死亡的提醒下,人们对伴侣有更大的承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伴侣正是他们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来源。也就是说,值得注意的是,实验并没有对伴侣关注进行任何独立和特定的操纵,对感知关注的因果作用的推断是合理的,但并非无懈可击。
在实验4中,正如考克斯和阿尔恩特预期的那样,想象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被试比想象没有得到积极关注的被试报告了更少的死亡想法。这个主效应需要放在交互效应下去思考:当被试想象没有得到伴侣的积极关注时,他们在死亡凸显后报告了更多的死亡相关想法,但是在想象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条件下,这一差异却不显著。这种交互作用正是考克斯和阿尔恩特所预期的。
又怎么样了
考克斯和阿尔恩特(2012)的前四个实验都相当有影响力。首先,他们证明在死亡凸显后,人们夸大了从伴侣那里得来的积极关注,但是并没有夸大对自我关注的感知。显然,在死亡凸显后,感知到的伴侣关注被夸大了,这也就是说,对伴侣关注的感知要比对自我关注的感知更具可塑性。考克斯和阿尔恩特随后证明,感知关注的夸大只限于伴侣之间,而非对所有人。显然,一个普通人的关注并不能起到与伴侣关注同样的作用。普通人并不像伴侣那样了解我们,或者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情感,因此,伴侣的关注更有意义、更令人向往,也更可能抵消死亡提醒。随后,考克斯和阿尔恩特证明了关系作为存在焦虑的保护来源的能力,取决于个体从伴侣那里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程度。也就是说,感知到的积极关注是死亡凸显和对伴侣的承诺的中介变量(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感知到的积极关注是一个中介变量,但不一定是唯一的中介变量)。最后,考克斯和阿尔恩特发现了支持他们观点的证据,即死亡凸显后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作用是减少死亡相关想法的可得性。当被试想到死亡,并想象了伴侣对自己的积极关注时,他就会比想象没有得到伴侣积极关注的被试更少地想到死亡。对他人的爱、信任和承诺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保护我们免于死亡恐惧。
诚然,人们追求亲密关系是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关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情感、信息和实际的支持,也提供了意义和价值,此外,它们还提供了爱与成长的机会。总之,亲密关系和浪漫关系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考克斯和阿尔恩特的研究清晰地阐明了关系提供的另一个益处:当成为感知到的积极关注的来源时,它们能保护人们免于死亡恐惧。
此外,TMT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也是一种人格理论。个体在依恋风格(attachment styles)上存在差异,目前的研究已经发现依恋风格可以调节(增强或减弱)死亡凸显和关系寻求之间的关系(Cox & Arndt,2012,experiment7;Taubman-Ben-Ari,Findler,& Mikulincer,2002)。个体基于关系构建自尊的程度也存在差异(Cox & Arndt,2012,experiment5和6),这可能解释了亲密关系对死亡恐惧的不同影响。人格也可能在个体对死亡恐惧的独特反应上发挥作用。在这方面,尼米克等人(Niemiec et al.,2010)发现,与较少冥想的个体相比,较多冥想的个体会用更长的时间记录与死亡相关的想法,并且更不可能压抑这些想法。同样,克塞比(Kesebir,2014)发现,“谦逊”(现实地接受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可以缓冲死亡焦虑,不那么谦逊的个体在死亡提醒后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恐惧;同样,启动谦逊(使其在心理上更可得)相对于启动自豪更能够减少死亡焦虑。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发现促使克塞比(2014)得出结论:“死亡焦虑的黑暗面仅仅是由嘈杂的自我而非安静的自我引发的,这表明自我超越是一种比自我提升更坚实、更健康的焦虑缓冲器。”最后,某些意义深远的经历也可以缓冲死亡焦虑,例如,濒死体验就能够抵消死亡焦虑(Pyszczynski,Greenberg,Solomon,Arndt,& Schimel,2003)。
后记
思考死亡可能并不全是坏事,尽管它可能引起焦虑甚至恐惧。可以说,有意识地关注死亡可能是建设性的和健康的。例如,意识到时日不多可以使我们更认真地思考接下来的生活方式,更深刻地思考生命的意义。而且,承认存在的短暂可以使人们正确地看待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问题。一般来说,思考死亡能够增强感恩——它能够提醒人们珍惜生命这种有限的资源(Frias,Watkins,Webber,& Froh,2011)。
鉴于频繁地提起“死亡”,这一章可能显得有些可怕。确实,这一章讲述的是对死亡凸显的无意识操纵,可能会令人不安。因此,它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应对机制:接受令人安心的世界观,支持内群体、贬损外群体,寻求增强自尊,以及在爱的关系中寻求庇护。为了缓和气氛,让我们大胆地讲一些黑色幽默。与几乎所有事情一样,死亡也可以是有趣的。以幽默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宣泄死亡焦虑通常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一书中就性和攻击冲动提出了这一主张] 。事实上,关于死亡的笑话数不胜数,下面就是一些:
“这里的死亡率是多少?”“与其他地方一样——每人一次。”
当我死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遗体留给科幻小说。
猝死最大的缺点就是无法删除你的互联网搜索历史。
医生用床单盖住一位病人的脸,然后转向护士说:“往好的方面想想,至少他的病情稳定了。”
一名男子正在和奄奄一息的母亲讨论葬礼的安排。“你是想要土葬还是火化?”男子问到。母亲回复道:“我不知道,给我个惊喜呗。”
一名男子在看了医生后,绝望地回到家中,妻子问他怎么了。他回复道:“医生告诉我,在我的余生中,每天都得吃一片药!”妻子安慰他:“还好吧,不算太糟。”他反驳道:“他只给了我五片药!”
最后,借用美国著名演员兼导演伍迪·艾伦的话:“我并不惧怕死亡,我只是希望它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
启示
死亡的必然性是生命中恐惧的主要来源。这种恐惧不仅可以被一个人的人格(依恋风格、自尊、世界观、专注力、谦逊等)调节,所爱之人的积极关注也可以减轻对死亡的恐惧。
你怎么想
有人声称死亡会使生命失去意义,然而,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我们长生不老,任何事情都是永恒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珍惜吗?永生是否会使我们无限自满?此外,你身边的人是如何看待死亡、如何应对死亡的必然性的?
注释
[1]图27-1中纵坐标为积极关注感知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感知到的关注越积极。——译者注
第28章 惩罚罪犯:自由意志的动机性信念
自由意志和命运的谜题总是使我左右摇摆。
威廉·沙特纳(William Shatner,1931—)
加拿大演员
背景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烦人的商业广告,所以你把它关了。非常简单,对吧?但是,更深入地探索一下:你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还是仅仅是对喋喋不休的广播的自动反应?或者你的朋友给你发了一条短信,但你正在忙,不想立即回复,于是你让他等着。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吗?或者,作为一名大二学生,你还没有确定专业,对未来的职业也不确定。然后,在上心理学课程的时候,你突然灵光乍现:主修心理学,进入研究院,成为一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在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时,自由意志(free will)的作用是什么?也许它没有任何作用,一切只是你的命运。现在想象最后一个场景:90岁时,你开始反思自己丰富的过往——充满了意外和转折,有幸运,也有遗憾。你思考了一些最重要的过往:你和谁结了婚,你在中年时改变了职业,你把一笔意外之财捐给了慈善机构。在生命中,你是否在自由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还是说,发生的任何事都是被预先决定和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确定,那就加入我们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争困扰着许多人,哲学家们就这个问题争论了数千年,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
无论真相是什么,大多数人都相信自由意志(Nahmias,Morris,Nadelhoffer,& Turner,2005)。这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相信我们是在有意识地控制我们重要的决定和行为。无论以前发生了什么,我们都觉得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塑造者。当我们看待他人时,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例如,对行为不受约束的感知促使人们做出自由意志存在的推论(Nichols,2004)。罪犯在被关押时不会犯罪,然而,一旦被释放,他们就会再次犯罪。简单的观察表明他们的行为是基于自由意志的——他们是自己行为的唯一责任人。确实,整个惩罚罪犯的刑事司法体系可以说是假设存在自由意志。最重要的是:无论我们是向内看还是向外看,自由意志似乎都是常识。
但是,认真思考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假设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原因,那么我们的行为会是完全混乱和不可预测的吗?然而,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是毫无道理的,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当前的行动以某种方式避开了过去的影响。“自由”并不意味着“疯狂”,而意味着能够自由地做出理性的选择。然而,困难在于对自由意志做出一个一致的解释,说明我们的行为既不是过去的产物,也不是完全混乱的。对很多人来说,都只有两种选择:决定论(determinism)和随机论(randomness)。
决定论者声称,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预先存在的环境的必然结果,以普遍规律和原则描述的方式。每个事件——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都有一个或多个原因,这些原因解释了这些事件。即使我们可以想象其他可能性,事情的结果也通常只有一种方式(假设我们的想象是被决定的)。此外,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从微观到宏观,那我们就能准确地预测所有随后发生的事情。根据决定论,宇宙中的所有事件(包括人类事件)都嵌套在一个无限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科学试图识别这些关系(事实上,物理学假设在量子尺度上存在随机性,然而,在日常尺度上,随机性被抵消了。因此,科学家们依然关心原因)。决定论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由于忽视了行为的原因,我们认为其似乎是自由选择的。
似乎可以通过宣称所有的行动只有在被其他事件(或多或少可能)影响的意义上是被决定的来达成折中。一种行为可能比另一种行为更可能发生,但两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人类的大多数思维和行为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心理学试图尽可能多地找出这些因素,但是,即使某种行为是被高度决定的,一个人也仍然可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意志的空间。可能存在某些心理空间供个体做出选择,这些心理空间甚至可以压倒许多强大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当一种行为是由物理力量导致的,那么无论是生理的还是环境的,它都是被决定的;但如果它是由一个人的选择引起的,那么它就是自由选择的。然而,这一切可能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利用了我们对微妙原因的无知。
博学的哲学家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各不相同。存在主义者视自由意志为人性的核心特征。例如,萨特(Sartre,1946/2007)断言人的本质在于其所做出的自由选择。自由意志不仅存在,而且不可避免——“人注定要自由”。萨特倡导的理念是,我们可以自由地以我们所希望的任何方式塑造自己,但必须承担这样做的责任、负担和痛苦。站在另一个极端的是许多支持决定论的哲学家,他们也许在当今占大多数。但即使是他们也表达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例如,仍然没有就决定论的普遍规律是否排除了自由意志达成一致。顽固的不相容论者(incompatibilists)或“强硬的”的决定论者说是不兼容的;灵活的相容论者(compatibilists)或“温和的”决定论者则声称是兼容的。例如,相容论者(Harris,2012)会宣称,只要你没有被迫去做违背你意志的事情,即使你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是被决定的,你也依然可以行使自由意志。然而,不相容论者(Honderich,2002)则视这种精明为背叛,其认为我们事实上是不自由的,这意味着要放弃一些我们最深层的对生活的直觉和希望。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似乎对于罪犯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有着深远的影响。想想看,如果某种犯罪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那么可以说,执行它的人就无法对它负责。如果无法对它负责,那么惩罚他或她的意义就不大了,至少惩罚这种方式是如此。自由意志总是被视为道德责任和正义惩罚的前提。如果某人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认知障碍或少不更事,我们往往不会在道德上谴责他或她;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会倾向于惩罚他或她,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他或她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因此,自由意志的归因与我们对他人的行为,尤其是反社会行为的看法有关。基于自由意志而存在的道德行为能力和责任有助于证明惩罚的正当性(可能有人会说,正如相容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无论犯罪分子是否拥有自由意志,都需要保护社会免于他们的侵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论罪犯是罪有应得还是情有可原,仅仅以震慑为由就可以让他们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刑事司法系统就像一所华丽的服从训练学校)。
如果我们让你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白费力气了,请原谅我们!本章关注的不是关于解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一争议的研究;相反,本章探索了自由意志信念的一些可能原因。特别是,克拉克等人(Clark et al.,2014)验证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普遍存在的自由意志信念是动机性的(motivated),人们相信它,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想相信。为什么呢?克拉克等人想知道是否有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因素可以解释下面这种现象:想要看到不道德或犯罪行为受到惩罚。他们还推测,通过“消灭”不负责任的人,这种倾向可能是作为一种“保护人类社会的方式”进化的。克拉克等人承袭了哲学家尼采(Nietzsche,1889/1954)这位严格的决定论者的思想:“今天,我们不再为自由意志的概念而遗憾:我们对它了解得很清楚——神学家最邪恶的诡计,旨在使人们在他们的意义上‘要负责任’……每当人们想追究责任时,通常是一种想要判断和惩罚的本能在起作用。”因此,克拉克等人想要探究自由意志信念是否可能是动机性和功能性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内省或逻辑论证。
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克拉克等人(2014)进行了五项研究:四项实验和一项档案研究(档案研究的数据从现有数据库中收集)。所有这五项研究都验证了这样一种假设:自由意志信念至少部分源于让人们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负责的愿望。由于我们将要呈现这五项研究的主要细节,因此我们不再采用把方法和结果分成两个部分的书写格式。
在第一项研究中,171名被试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记忆的研究(掩饰故事)。他们被随机分配阅读(a)报纸上的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位腐败的法官被发现为了收受来自一个私人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的回扣而监禁儿童,或者(b)一篇关于为一所新学校寻找负责人的文章(所有的新闻文章都是基于真实事件)。在阅读了文章后,被试完成了一些人格问卷,包括《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Free-Will and Determinism Scale)(Paulus & Carey,2011),其中包含像“人们完全拥有自由意志”和“意志的力量总是能够战胜身体的欲望”之类的陈述。克拉克等人想要确定,与暴露于道德中性行为中的被试相比,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的被试是否更相信自由意志。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猜想:与阅读普通招聘文章的被试相比,阅读关于腐败法官文章的被试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由意志信念。需要记住的是,被试是被随机分配到这两种条件下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简单地阅读一篇文章就会影响自我报告的自由意志信念(如图28-1所示)。

图28-1[1] 阅读关于腐败法官或者招聘的文章后,被试自我报告的自由意志信念水平
第二项研究也检验了事先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是否会增强自由意志信念。95名被试被随机分配阅读一篇假设的报道,这篇报道或是关于一名男子入室盗窃并在网上卖了赃物(一种不道德行为),或是关于一名男子从垃圾回收箱中取出铝罐并卖给了回收公司(一种道德中性行为)。在阅读完其中一个场景后,被试要评估男子的行为是不是自由选择的、他是否可以做出其他选择、他是否在运用他的自由意志以及他应该受到多少惩罚。被试也使用第一个研究中用过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评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信念。克拉克等人发现,阅读关于盗贼文章的被试比阅读翻找铝罐文章的被试表现出了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在特定的评分上也发现了相同的差异:相比拾荒者,盗贼被认为拥有更多的自由意志和更多的选择。而且,不难预见,想要惩罚盗贼的评分要高于想要惩罚拾荒者的评分。最后,克拉克等人证明了被试想要惩罚罪犯可能中介了不道德行为对自由意志信念的影响(有关中介逻辑的更多细节,见本书第27章)。克拉克等人开始为自由意志的动机性信念构建理论模型。
第三项研究是在实验室之外进行的。在期中考试结束两天后,277名本科生接收到了来自教授所发的三封邮件中的一封。其中一封邮件声称考试后在教室里发现了一张小抄,但没有查出作弊者是谁;第二封邮件声称发现了一张小抄,而且发现并惩罚了作弊者;第三封邮件声称收件人将在下一节课参与一项活动(这是控制条件)。在所有三个条件下,被试均被要求完成一份附加的调查表,据说这将促进下一节课的讨论。这份调查表包括了前两项研究中的测量自由意志信念的相同测验,还有一个关于考试打小抄的学生应受惩罚的程度的问题(用从“一点也不严重”到“非常严重”进行五点评分),以及一个关于考试中打小抄被抓学生应受的惩罚类型的问题(用从“不惩罚”到“挂科”和“休学”进行六点评分)。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相比,两种作弊条件下的被试给出了更高的惩罚评级(两作弊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而且,他们也比控制组被试声称更相信自由意志(同样,两种作弊条件之间的差异还是不显著)。最后,与第二项研究一样,惩罚的愿望明显中介了实验操纵对自由意志信念的影响。因此,在自然情景下,与被简单地通知下一次课活动的被试相比,那些得知同学作弊(无论同学是否被发现和惩罚)的被试更相信自由意志。而且,正如之前发现的那样,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欲望的增加与自由意志信念的增加有关。支持克拉克等人理论模型的研究在持续增加。
在前三项研究中,自由意志信念是通过保罗斯和凯里(Paulus & Carey,2011)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进行直接测量的。然而,社会心理学家喜欢改变他们测量某个特定变量的方式,以确保他们的发现不是由于单一测试的特异性造成的(参见本书的前言)。因此,在第四项研究中,克拉克等人使用了一种间接测量自由意志信念的方式,即让被试对一篇基于最近的神经科学发现的怀疑自由意志的文章表明自己的赞同度。在这项研究中,213名被试阅读了像第二项研究中关于入室抢劫或从户外垃圾回收箱取走物品的文章。在被告知有关自由意志存在的问题目前在心理学界有待讨论后,被试阅读了一篇反自由意志的文章,并评估了它的价值。例如,他们有多相信这篇文章,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引证的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资助。评分范围从“完全不信(0分)”到“非常相信(9分)”。正如预测的那样,与阅读有关翻找铝罐的文章相比,阅读有关入室盗窃文章的被试对反自由意志文章的评价更负面。因此,相比思考道德中性行为,思考不道德行为会使被试更倾向于捍卫自由意志信念。不道德行为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欲望去惩罚犯罪,因此,如果人们相信自由意志,那这样的惩罚会更有意义。第四项研究为克拉克等人的理论模型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在第五项研究中,克拉克等人寻求更广泛的证据来证明目击他人的不当行为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联系。他们收集了74个国家的平均凶杀率(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1)和自由意志信念数据(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2009)。结果发现,凶杀率高的国家的人民表现出了更强的平均自由意志信念。抢劫、强奸、绑架、袭击、偷盗、儿童性虐待、入室盗窃、汽车盗窃和贩卖人口等其他罪行的数据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模式。此外,即使在控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政府类型、政治自由度和教育水平等变量(根据其重叠程度对相关关系进行了统计调整)之后,主要罪行的犯罪率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联系也仍然存在。尽管不如实验研究的结论确凿,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发现与克拉克等人的断言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由意志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暴露于他人的伤害性行为中,以及产生的惩罚冲动而激起的。
又怎么样了
克拉克等人(2014)的研究完美地建立在另一项研究之上。他们首先建立了一个基本联系:在思考了另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之后,人们会更加相信自由意志。他们随后证明了这个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是由想要惩罚的愿望所激起的。他们在一个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中重复了这一效应(以及惩罚愿望的调节作用)。在这个实验中,被试收到了一封来自教授的邮件,内容是关于学术作假或者即将到来的课堂活动。接下来,他们再次使用间接测量自由意志信念的方法(即被试不同意反自由意志文章的程度)重复了这一效应。最后,他们发现,在74个国家中,刑事犯罪的高发生率与更强的自由意志信念相关(与之相对的是,低犯罪率国家的人民不那么相信自由意志)。
思考一下克拉克等人所做研究的全面性和复杂性。他们的研究包括了腐败、盗窃和学术欺诈,而不仅仅是某种单一类型的行为。研究者通过操纵假设的和真实的罪行来操纵自由意志信念,不仅在实验室也在现场环境。实验发现,实验操纵不仅影响特定个人的自由意志,也影响其他人。暴露于某人的不当行为不仅增强了个体的自由意志信念,也引起了其对反自由意志研究的怀疑。此外,在国家层面上也发现了犯罪和自由意志信念之间的关系。两项独立研究的中介分析表明,道德不端和自由意志信念的关联源于实施惩罚的愿望。总之,克拉克等人的研究采用了最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技术。这些研究结果的完美一致使得它们不太可能是某项研究的特定特征的偶然结果。更确切地说,研究结果看起来很普遍。真是一系列极好的研究!
克拉克等人认为,“暴露于不道德行为中唤起了一种更强的感觉,即行为是自由选择的,因此应服从于道德评价”。对于这一主张,他们获得了强有力的实证证据。自由意志的存在不仅能够证明谴责和惩罚罪犯的正当性,而且想要谴责和惩罚的愿望本身,也能够明显促使人们更加相信自由意志。克拉克等人因此证明了自由意志信念不仅源于直觉洞察或对哲学问题正反两面不带感情的评价。它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这种自由意志的主观体验通过促进道德责任的承担获得了动机性强化,从而支持我们惩罚破坏团队凝聚力的个体这一关键的社会任务。”克拉克等人可能提供了关于“自由意志信念是可塑的”这一观点的第一个科学证明:自由意志信念同时被情境因素(其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和心理动机(惩罚这种行为的愿望)所影响。而且,他们的研究与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信念的心理动机性的研究相契合(参见第2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和第21章)。
后记
尽管克拉克等人(2014)的研究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反驳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它确实为自由意志信念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洞见。这些洞见是在心理学相关领域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提出的。在此,我们简要地考虑三个这样的领域:人格理论、涉及自由意志的神经科学和有关间接能动性(vicarious agency)的研究。
一些早期的心理学家——其中许多是人格理论家——经常就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发表强烈的非此即彼的看法。弗洛伊德(Freud,1920)拥护精神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即思想和行为源于预先存在的无意识精神状态。从神经症的症状与令人困惑的梦到事业选择和艺术杰作,一切都只是潜在的本能、焦虑和欲望(通常来说是极其下流的)的结果。乱七八糟的想法不会自动跳入脑海中,它总是有原因的,只是可能很难被发现。弗洛姆(Fromm,1941)是一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强调无意识的存在和经济动机,但他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与萨特一致,弗洛姆宣称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但我们倾向于逃离这种自由,不想勇敢面对具有挑战性的后果。埃里克森(Erikson,1968)认为自由意志在一生中都在发展,特别是在“可怕的两岁”(那时,学步儿开始通过发脾气彰显他们的意志)和青春期(那时,青少年反抗父母和权威人物)。与此相对,或许受到婴儿条件性恐惧实验成功的鼓舞(你可能熟悉他的臭名昭著的“小阿尔伯特实验”),华生(Watson,1930)将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作为他的行为主义理论的关键特征。斯金纳(Skinner,1971)是一位同样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行为矫正(behavior modification,即操纵环境来控制行为)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对自由意志的根深蒂固的信奉会阻碍建立一个更有效和更快乐社会的科学努力。威尔逊(Wilson,1978)是一位著名的社会生物学家,以研究另一种高社会性物种——蚂蚁而闻名。他认为,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千秋万代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提到自由意志)。与此相对,马斯洛(Maslow,1943)和罗杰斯(Rogers,1951)——两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则反对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和行为主义者,他们强调自由意志在追求自我实现中的关键作用。然而,许多此类观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它们通常都很难转化为可以被实际验证的假设。
神经科学家(Harris,2012)倾向于认为大脑决定行为,自由意志仅仅是一种错觉。理智、意识和个人关于自由意志的感觉不过是大脑生化过程的附带现象(偶然的副产品)。就像心跳只不过是心脏泵血的附带现象,理智只是大脑的活动而已,本身不产生任何因果性的影响。所有我们假设存在的决定都是由意识之外的神经活动所激发的。大脑并不是自由的,其没有选择任何事情,也不比其他身体器官更自由。根据哈里斯(Harris,2011)的观点,意图并不能引发行动:“思想仅仅存在于大脑之中。”
这只是无稽之谈吗?也许并不是。19世纪80年代中期,利贝特(Libet,1985)进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实验,其意义至今仍处于争论之中。实验的结果是,大脑的不同活动模式——所谓的“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似乎先于自我报告的执行简单身体运动的意图,比如弯曲手腕。因此,看起来是大脑先启动了某个动作,而个体在几百毫秒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这项“决定”(或者,根据Soon,Brass,Heinze,& Haynes,2008,是在长达10秒之后)。尽管如此,一旦意识到大脑的行动,有意识的理智仍然可能有时间禁止即将到来的行为[利贝特本人相信是这样的,而且相当聪明地称之为“自由拒绝”(free won’ t)] 。换言之,思想或行为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被决定的,第二个阶段是自由选择的。不过,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这样的实验对自由意志存在的主张提出了严峻的实证挑战。一种反驳观点是,弯曲手腕的决定是非逻辑性的,不基于任何原因;相反,人们可以基于任意转瞬即逝的冲动去这样做,毫无疑问,这是有生理基础的(更多批评见Mele,2014)。
在一项关于人们对此类实验看法的巧妙研究中,纳米阿斯、谢泼德和罗伊特(Nahmias,Shepard,& Reuter,2014)向被试介绍了一种新型可穿戴脑成像帽,它能够使神经科学家预测人们的所有决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帽子存在)。被试阅读了关于一个女人戴了一个月这种帽子的故事,据说这能够使他人预测她所有的决定。80%的被试报告称这样的技术貌似可信,但并不一定能证明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然而,他们报告说,如果这样的脑成像帽可以用于操纵一个人的决定,那自由意志存在的信念将遭到令人信服的打击(从好的一面来说,这将开启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世界)。
说自由意志是错觉,就等于说我们误判了引发行为的原因。这些行为被错误地归因于自己而不是真实的原因,而这个真实的原因最终或存在于大脑或存在于环境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想象的是,心理学家会对这种判断和归因的过程进行研究,并建立一个可检验的模型。根据韦格纳(Wegner,2002)的看法,有意识的能动性的错觉源于以下事实:当我们行动时,我们通常有一个想法(a)先于这一行动;(b)符合这一行动;(c)似乎足以典型地解释这种行动,因为没有明显的替代解释可用。例如,当我想要煮一杯咖啡时:(a)在我这么做之前,我想“现在我要煮咖啡”;(b)这个想法与我随后的行为是相匹配的;(c)没有其他因素解释为什么我要煮咖啡。然而,如果在煮完咖啡之后,我才有了这一想法,或者我的想法与“现在我要煮咖啡”不一致,又或者是机器人控制着我的手煮了咖啡,那我就会得出结论——我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煮咖啡的。这种解释的一个优点是,它是可验证的:通过巧妙地操纵人们的判断和归因,可以成功地使他们拒绝承认实际做过的行为,或者承认实际没有做过的行为。
在这方面,韦格纳等人(Wegner,2003;Wegner,Sparrow,& Winerman,2004;Wegner & Wheatley,1999;Pronin,Wegner,McCarthy,& Rodriguez,2006)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在一项研究中(Wegner et al.,2004),被试被要求观看其他人投篮,然而,如果他们事先想象了同龄人的成功投篮,就更可能相信这种成功是由自己引发的,因此就能够证明人们对间接能动性的错觉,即人们相信自己可以影响他人所做的事情。同样,在另一项研究中(Wegner,2003),被试A被要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的手臂放置在身体两侧,用罩袍遮挡住且手臂不出现在视野中(在镜子里看不见)。然后被试B站在被试A的身后,将自己的手臂从罩袍的袖子中伸出,由于被试A和被试B之间有隔板遮挡,所以大家看到的似乎就是A的手臂。当B的手臂按照指令完成诸如“挠你的鼻子”或“挥你的右手”等命令时,A就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是他的意志在控制着这些动作。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实证证据表明,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人们会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手没有动,而实际上他们确实做了这些动作(Wegner,2002)。这使得一些“幽灵”现象(就像在一些外来精神力量的明显影响下,在占卜板上拼写单词)更容易理解。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拼写单词,但他并没有把这种行为归因于自己。
心理学究竟能否获得支持自由意志存在或决定论的足够证据呢?正如进化论越来越成为一个科学事实一样,我们也许有一天会见证自由意志或者严格的决定论作为一个科学事实出现。然而,现在,我们为社会心理学在理解自由意志信念方面的进展感到兴奋。为什么自由意志信念那么普遍,而且经常被人们强有力地捍卫?克拉克等人(2014)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答案:自由意志信念具有心理和社会功能,它证明了我们惩罚扰乱社会秩序的不道德或犯罪行为的愿望和努力的正当性。
启示
无论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信念都具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使他人承担道德责任,二是证明惩罚犯罪是合理的。
你怎么想
假设科学家发现了证明自由意志不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那会影响社会的运转方式吗?例如,犯罪分子是会受到更仁慈、更严厉还是与现在相同的刑罚?你个人对形而上学上的不自由做何感想?
注释
[1]图28-1中的纵坐标是自由意志信念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持有的自由意志信念越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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